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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多维知识结构与其唯物史观形成

谭群玉

【摘要】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

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并深入至一切本质细节。逻辑相异的不同学科的理路相互碰撞，触

发了其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灵感。为人类幸福和个人完美而奋斗的理想追求，使马克思常以能否解释并解

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与否之标准。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

会通能力，使他能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博采众长，扬弃创造，并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论辩中走向深

入成熟，形成独特系统的唯物史观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

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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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兼有编辑、作家、历史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政治学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等多重身份。马克思一生著述丰富，其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

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且

这些知识并非浅尝即止，而深入到每种科学的本质和细部。著名经典著作翻译家柯柏年对马克思研究

的科学即有过 “很多”且 “每种科学都研究得很深入”的评语。与马克思交往很深的李卜克内西说：

“马克思的头脑，包括着整个宇宙，深入于一切本质的细节，不把任何东西当做不是本质的或者不重

要的。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切方面的。”解放人类的崇高理想带给马克思追求知识的

无穷兴趣。马克思中意的箴言是 “关于人类的事物我都要知道”①。多维知识结构对马克思唯物史观

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多学科的知识构成

马克思多学科知识结构的养成，得益于家庭熏陶、学校教育、求知兴趣、职业要求、社会问题解

决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学理证明、组织宣传及论战需要等诸多渠道。

马克思的博学，受到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的很大影响。普鲁士省最高法院的执行官冯·塞斯对马

克思之父亲，即有 “学识渊博”的赞词②。这无疑为马克思的多维知识获得，提供了便利的家学环

境。

１

①

②

柯柏年：《马克思的读书方法》，《解放》１９４０年第１０９期，第２５页。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在语言学方面，马克思中学时即奠定很好的语言学基础。其母校德国特利尔中学非常重视语言学

教育，马克思中学时除母语德语外，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也相当好①。１８３７年初在柏林大学初步研
究了英文和意大利文②，并把东罗马帝国时的 《学说汇纂》头两卷译成德文③。马克思少年时就听从

黑格尔劝告，用不熟悉的外国语记诵诗歌以锻炼记忆力。并因隔几年就复读所作笔记、所读书中记号

章节的习惯，而使记忆 “非常精确”④。马克思擅长语言学习，是因他了解语言本质，努力深究语言

的源起、发展和构造，注重阅读，记忆力非凡⑤，具备快速获取语言成语和字汇的能力。其外语能力

最好时能 “阅读一切主要欧洲国家的文字”，并能用德、法、英三国文字写作⑥。多门外语的掌握，

使马克思能直接阅读相关国家的材料，这对其研究学问，无疑极具帮助。

在文学艺术方面，马克思兴趣广泛而富有天赋，诗歌、幽默小说、短剧和修辞学均有作品。他爱

好诗歌，到柏林大学不久即写了诗集三册寄给在特利尔的未婚妻燕妮⑦。他既是波恩大学时最受欢迎

之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文学讲座的热心听众⑧，亦修过柏林大学格佩特博士讲的希腊悲剧大师

《欧里庇得斯》课程，获 “勤勉”评语⑨。１８３７年初，译塔西佗、奥维狄乌斯之著作，并写幽默小说
《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及短剧 《乌兰内姆》。同年夏季学期，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瑏瑠。柯柏

年说马克思不仅文学素养很高，且系 “文学天才”，其著作特色之一，是用语准确，“能够正确地简

洁地表达其思想，而同时又富有文学的气味”瑏瑡。在波恩大学期间，他选修达尔顿教授讲授的 “近代

艺术史”课程瑏瑢，获 “勤勉和用心”评语。在柏林大学四年半学习期间，马克思沉浸在艺术之中。其

诗歌包括德国浪漫主义著名主题，充满悲剧的爱情色彩，有着远离社会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

烈自我欣赏瑏瑣。１８３７年初读了不少艺术史方面书。同年夏季学期，他还读了雷马鲁斯的 《论动物的艺

术本能》瑏瑤。

在宗教学方面，作为犹太裔德国人及受有深厚犹太教文化底蕴父亲的影响，马克思与犹太教有着

天然联系，后又随父亲皈依了基督新教瑏瑥。六岁受路德教洗礼，十六岁受坚信礼瑏瑦。马克思具有一种

类似父亲及其父亲的朋友牧师约瑟夫·居佩尔的遥远而无色彩的自然神论的上帝观念，后者在中学讲

授宗教之教育指导作用，居佩尔的宗教态度受康德影响强烈，他还把教学奠基于基督和 《圣经》之

上，受理性主义影响深重而努力规避宗派主义。马克思之文章相当程度体现了老师观点。中学时代马

克思对宗教课程掌握程度 “令人满意”瑏瑧，能明确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和训诫，了解一般的基督教会史。

在柏林大学时，又进而听过神学学士鲍威尔的 《以赛亚书》课程。受基督宗教思想影响，马克思之

中学论文即认为：神给人类社会和个人指出了使自己趋于高尚的共同目标，但达到此目标的手段需要

人自己寻找；人选择职业应遵循人类幸福与个人完美结合之指针，二者并不敌对冲突。马克思赞赏为

共同目标努力工作而使自己变得高尚之伟大者；赞美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之使者。认为宗教教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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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仰为人类牺牲自己的典范，故一个人若选择了为人类工作的职业，重担就不能压倒他，他就会享受

无限乐趣，幸福就将惠及千百万人，事业就会起无限作用，死后就会受高尚者崇敬①。此种宗教情怀

成为其日后为人类解放理想献身和同情弱势群体学说建构之思想源泉。

马克思对科学之兴趣浓厚。在地理学方面。马克思中学时代对一般地理知识就 “相当熟悉”，在

柏林大学听过李特尔教授讲授的 《普通地理学》②。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四年半期间，他完全沉浸在科

学之中③。为澄清思想，马克思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１８３７年夏季学期，他读了培根的 《论科学

的价值和发展》。１８４１年４月６日，他把自己论科学哲学史的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

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以申请博士学位④。在这部著作中，

“马克思比伊壁鸠鲁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伊壁鸠鲁的基本原理，且从中得出更明确的结论”⑤。１８５０
年７月初，马克思与李卜克内西在谈及自然科学革命对政治革命影响时指出，蒸汽机在１８世纪翻转
了整个世界，１９世纪更大的革命力量电力机器将取而代之。而经济革命之后必有政治革命跟随，因
后者不过是前者之表现而已。在谈到科学与力学之进步时，马克思的世界观 （特别是后来所称之唯

物史观）表述如此清晰，以至于对话者之前持有的某些疑点得以融化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处于

“自然科学的中心”，他 “最有条件判断”自己相关思想 “哪些东西是正确的”⑦。可见恩格斯认定马

克思的自然科学学养高于自己。柯柏年也说，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很有研究，他关注自然科学的 “每

一新的发现、每一新进步”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不应只是自娱自乐而应服务于人类。他特别

喜欢说的一句名言是：“为世界工作。”⑨

关于马克思数学方面的造诣和爱好，熟悉他的恩格斯和拉法格均有评论。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证书

显示，此时他的数学方面的知识就 “很好”瑏瑠。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数学造诣可媲美于黑格尔。他

提到黑格尔数学知识如此渊博，以致其学生无法把他遗留的大量数学手稿加以整理出版。 “据我所

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瑏瑡 拉法格说，演算数学是马

克思独特的精神休息法，代数甚至可成为其精神安慰。在夫人病危期间，马克思写了篇微积分论文以

减轻精神痛苦，据看过该文的专家们说，该文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不仅从高等数学中找到既

合逻辑又形式简单之辩证运动，甚至认为，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一种科学方能真正达到完善瑏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涵养，按李卜克内西说法，与马克思谈政治经济学，犹如在教皇宫殿里

谈教皇瑏瑣，会让人相形见绌。马克思一生都重视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因他把它看作 “经济条件在科学

上的反映”瑏瑤。他认为要科学地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离不开对其政治经济学进行研

究。这也是他向无产阶级社团科普的内容。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他给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开设政治经济
学讲习班，期间应李卜克内西等要求并扩大听众规模。在近半年持续讲授中，马克思基本阐发了后来

他在 《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体系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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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法律系学习过五年半的法学科班生，马克思受过系统的法学熏陶。在波恩大学法律系

（１８３５年１０月－１８３６年冬季学期）和柏林大学法律系 （１８３６年１０月 －１８４１年３月）期间，马克思
广泛阅读了大量的法学著作①。在波恩大学，他听过普盖教授讲授的 《法学全书》《自然法》《欧洲

国际法》、伯金教授讲授的 《法学阶梯》、瓦尔特教授讲授的 《罗马法史》《德意志法史》，有评语者

均为 “十分勤勉”“勤勉”“经常用心”“用心”。在柏林大学，则听了冯·萨维尼教授讲授的 《学说

汇纂》、甘斯教授讲授的 《刑法》《普鲁士邦法》、赫弗特尔教授讲授的 《教会法》《德国普通民事诉

讼法》《普鲁士民事诉讼》《刑事诉讼》、鲁多夫教授讲授的 《继承法》，考语有 “极其勤勉”和 “勤

勉”②。期间研究过萨维尼的 《占有法》、恩·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 《刑法》③。

在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马克思毕其一生都充满兴趣，且前者识见非凡，学说经典并自成体系。

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对一般历史知识 “相当熟悉”。在波恩大学期间，马克思选修了希腊历史课程，

如韦尔克教授讲授的 《希腊罗马神话》，冯·施勒格尔教授讲授的 《荷马问题》，获得 “极为勤勉”

“勤勉”“用心”的评语④。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为了澄清思想，力图使自己进一步熟悉历

史，曾关注历史新书并加以阅读⑤。在人类学方面，１９３６年冬季学期里，马克思就听过柏林大学史特
芬斯教授讲授的 《人类学》，获得 “勤勉”评语⑥。对史前社会的兴趣，特别是公社问题的关注，使

马克思走向文化人类学研究，而对农村公社的研究，则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历史研究主题⑦。马克思

一生阅读过许多历史书籍，做了大量提要和摘录。直到晚年的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马克思还搜集并
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９１年至公元１６４８年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资料，成四
大本笔记，并在其他笔记中对各民族经济发展史材料做了专门记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

份手稿时，为他加上 《编年摘录》标题。马克思对世界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在其科学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他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所创造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研究，始终主张只有仔细研究具体事实，才

能了解真正历史。这批篇幅巨大的手稿，是其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个示范。

马克思的哲学修养主要由兴趣所致。马克思父亲的朋友约瑟夫·居佩尔牧师对伦理问题的浓厚兴

趣，以及接受康德宗教观的强烈影响，给了马克思对哲学的近距离观感。波恩大学当时最受欢迎的年

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哲学讲座，也让马克思十分着迷。受柏林大学哲学氛围感染，马克思在

该校第一年就已感到要 “专攻哲学”了⑧。１８３７年初，马克思研究了有关罗马法体系的大量哲学著
作，读了 “黑格尔哲学片断”。在逻辑学方面，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听了加布勒教授讲的 《逻辑学》，

获得 “极其勤勉”评语⑨。在斯特拉劳休养期间，马克思又勤奋研究了黑格尔及其学生的著作，写作

对话集 《克雷安德，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其中一定程度上把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且为

此加紧研究自然科学、谢林著作和历史瑏瑠，说明马克思已尝试将哲学与其他学科相融通，这是其唯物

史观产生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的多学科知识积累，导致他对理论的建构，不会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学科知识。以问题意识

为导向，打通学科间的界限，成为他理论创新的重要特色。“宗教的艺术”“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瑏瑡

“法哲学”“经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这些跨越单一学科的专业名词，成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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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特色理论的关键词汇。

二、多学科理路对撞与唯物史观触发

不同学科知识的逻辑理路自然相异，不同逻辑理路相互碰撞触发的理论灵感，必然会超越单一学

科的理路范围。了解马克思的逻辑理路中有哪些成分发生碰撞，及他曾对哪些内容予以取舍，能够清

晰看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何以能够触发生成。

马克思的多种理论观点若从单一学科逻辑理路考量，它们是彼此相悖的，这给他最初的形而上学

体系建构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困扰。但是追求人类幸福和建立每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理

想目标，以及多学科知识的会通融合，赋予马克思宽广的学术包容心和超凡的理解力，使他终能继承

且超越先哲，创造出个人独有并可诉诸实践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遇到的理论难题主要有

下面这些：

既要献身人类如何又能专注个人人格发展？马克思在中学的宗教作文中，既表示要用自我牺牲精

神为人类整体谋取福利，也对个性充分发展实现方式充满热情；柏林大学自由主义熏陶，强化了其后

一维兴趣①。获得博士学位走向社会后，施蒂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费尔巴哈作为 “类存在物”

的批评，给予马克思很大冲击。施蒂纳指出，要使人获得现实自由，就要使 “我高于一切”，使人成

为利己主义者。而这个 “高于一切”的现实个人即 “唯一者”。马克思由此开始反思费尔巴哈理论之

局限性，开始重视个体的地位价值。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重新定义 “现实的个人”内涵，

马克思认为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使个体自由的共同体既非资产阶级国家的虚幻共同体，也非施蒂纳

的 “利己主义者的联盟”，而是共产主义之 “真实的共同体”②。彼此相悖的逻辑碰撞，成就了后来

他描绘的理想的人类解放联合体之状态，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③。

具体运用的法学如何能与抽象的哲学结合？抽象的体系如何能反映生动具体的对象？既是法学科

班出身又曾专攻过哲学的马克思很想创造一种将二者结合的法哲学，但却难以克服现实和应有之间的

巨大差距和对立。百般痛苦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费希特那套脱离实际之法和脱离法的实际形式之原

则、思维及定义之哲学行不通，从而考虑用黑格尔哲学加以克服。马克思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康德和

费希特的体系既有极大启发性，也有明显缺点，即它们是如几何学般的从公理至结论之抽象体系，而

与思想世界生动具体的表现，如法和国家及自然界与全部哲学方面实情全不相同。对此类具体对象之

发展，认为需细心研究其对象本身而不应任加分割。而本质空洞的法哲学不能提供这些，故他要在其

中充实些具体内容④。

虚假体系何能回答实际执行的差异？超脱尘世的理性主义怎能解释尘世中心的现实世界？努力探

讨实体私法结果，马克思认识到自己所从事形而上学体系建构工作的错误：“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

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

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

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

的。”通宵达旦在几个逻辑相互对撞的思想领域中紧张进行的脑力风暴，曾给马克思带来巨大精神困

惑而至于重病休养，他的思想也在此时发生根本变化。像被毁灭性的魔杖猛地一击，马克思之前所创

造的一切 “全都化为灰烬”，但同时在他面前突然 “闪现了一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真正诗歌的王

国”⑤。马克思的关注点由康德和费希特的抽象理性主义转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及现实本身，逐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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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观念与现实的融合，并将观念内在于现实之中①。

静止的理论如何能解释运动的实际？将康德的人类理性核心、费希特及谢林之内在性、发展和矛

盾之哲学主题结合成庞大的综合体系之逻辑自洽的困难，触发了黑格尔对自然、历史及精神世界发展

过程及其关联的想像，从而在理性中 “筑起了现实世界”，并带给人类 “异化” “扬弃”和 “辩证

法”等重要概念。面对黑格尔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马克思通过进一步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和研

究谢林之著作，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关注②。

阶级冲突时代的个人意志自由和社会问题解决如何能同时实现？柏林大学法律系不同流派在相互

抨击的讲座中，即涉及到如何找到解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办法的截然相反意见。以爱德华·甘

斯为代表的进步黑格尔派，受黑格尔从历史理性思想出发的影响，认定意志自由及社会问题之解决特

别重要，希望借助于资产阶级革命、君主政体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一种解决阶级冲突的办法。

而以卡尔·冯·萨维尼为代表的反对派，则主张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关联，强调法律根据存在于风俗传

统而非立法者的理论体系当中。两种思想的交锋及彼此观点的阐发，触发增进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

思想生成③。

为人类幸福及个人自身的完美而奋斗之理想追求，使马克思衡量理论的合理性，常以能否解释并

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为标准。故当虚幻理论体系与现实真实世界发生矛盾时，他不断追寻一

种既能准确反映现实又能向着目标推进的理论。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会通能

力，使他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并非一概抗拒而是博采众长，扬弃创造，经过多番努力，终能向着独

特的唯物史观靠近。

三、唯物史观在流派论战中走向系统成熟

除了在社会观察与实践、理论学习和超越中触发思想灵感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在与时人论战

交锋的著书立说中不断走向深入成熟。尤其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争辩中，马克思形成了系统的

唯物史观。多维的知识结构的厚植修养和融汇贯通，使马克思能够抵御方方面面攻击，并使自己的唯

物史观体系不断得到建构完善。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争，主要明晰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关系。马克思与鲍威尔在

反对封建神学、追求宗教解放方面志同道合④，但在是否追求政治解放问题上则无法继续同行。鲍威

尔认为，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一切人放弃宗教就是公民解放的表现，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

教的完全废除⑤。而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本身没有内容，其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⑥。在 《神圣家族》

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发现的 “精神”与 “群众”之关系，事实上只是黑格尔历史观教条的思辨

表现。而鲍威尔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想象

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⑦。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的错误在

于，他只批判 “基督教国家”，而不批判 “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从而

把二者混淆起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没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指

出即使是政治解放，其本身也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得到政治解放⑧。

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则主要体现在是否主张经济平等、认同共产主义方面。卢格在追求政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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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超越了鲍威尔，与马克思在既追求宗教解放又追求政治解放方面有更多共同点①，但在是否主张经

济平等、是否赞成共产主义方面却不能与马克思同行。阿尔诺德·卢格曾写文章宣布 “人道主义”

在德国已提上日程，而且与群集在伦敦的德国名人一起，不但要求为各自祖国，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

批未来的临时政府，他们想用举借革命贷款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

理所当然建立各个共和国②。作为 “德国空想家”之一③，表面上 “学识渊博”的卢格，被认作是言

论 “空洞”的哲学贫乏者，其哲学被认作 “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影响和施蒂纳高

调的 “杂拌”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卢格提倡的只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他并未发现自

由之路。他们与卢格的原则分歧在于，“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⑤。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政治解放只

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社会，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⑥。

施蒂纳曾是马克思追寻自由的同行者，但在精神是否与现实世界结合，反思如何能彻底可靠方面

与马克思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施蒂纳影响马克思提出了 “现实的人”概念⑦，推动马克思彻底抛

弃了费尔巴哈及所有本质主义哲学立场，其反唯心主义提示和经济学训练，使马克思最终找到了描述

历史和改变世界的正确方法⑧。马克思认为，自己与施蒂纳的不同在于，在施蒂纳的命题中，现实

“被头脚颠倒”，其绝对精神就是 “把自己的终结设定为自己的开端”，这种 “精神”的秘密，在于

“全部虚构”而脱离现实世界。施蒂纳的 “政治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人道自由主义”“我”

等命名体现的历史观，实际变成思想家统治世界。马克思的历史反思则 “要求彻底性和可靠性”⑨。

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被认为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它使全部形而上学终结成为现实可能，并

使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 “历史科学”纲领得以内在地巩固建立瑏瑠。

费尔巴哈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曾在当时引起轰动，并得到马克思诸多赞辞；但费尔巴哈在改造

世界上的止步，使继续前行的马克思在理论界崭露头角。马克思在宗教的一般本质问题上与费尔巴哈

无原则分歧，他对费尔巴哈 《未来哲学》《信仰的本质》等著作十分推崇，认为其意义超过当时德国

全部著作，而有意无意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瑏瑡。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问题在于，他虽承认人

是 “感性的对象”，但他看到的并非真实存在且活动着的人，而是抽象之 “人”。他的唯物主义是静

止的且与历史完全脱节瑏瑢，它对现象、现实和感性只从客体或直观形式理解，而未将之当作实践而从

主体方面理解。费尔巴哈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并非单个人的固有抽象物，而是一

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瑏瑣。

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显著不同，在于关注到了理论与现实的直接联系。马克思指出，青年

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 “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是要超越这种

哲学，即要讨论哲学与社会现实及物质条件的关系。这种现实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并非任意想象而出，

而是现实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他们自己活动创造出的物质生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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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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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２１、４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２５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３２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６４２—６４３页注８、１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４８３页。
刘森林：《“现实的人”与 “惟一者”：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主体论之别》，《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０８第３期。
林钊：《“在同一块自由的荒野上相互对立”———论施蒂纳与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１年
第５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１４２、１５２—１５４、１３５—１３６、１８２页。
吴晓明：《施蒂纳的 “唯一者”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２４、４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５０—５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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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马克思认为这些条件可用纯粹经验方法确定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德国传统哲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前提不同。德国传统哲学 “没有任何前

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则首先应确定一切人类生存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 ‘创

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 “第一件事情”，就

是 “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予以应有重视。其次体现在 “德国哲学从天

上降到地上”，而唯物史观则 “完全相反”，它是 “从地上升到天上”，即 “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

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其结论性观点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辨

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

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成为其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德意志意

识形态》则使这种唯物史观得到更加详细系统地展开，而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则是马克思唯

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方面实践作用的信心，缘自对受尽劳动折磨的无产

者的 “纯洁无暇、心地高洁”的敬意，并确信历史会把这些文明社会视为 “野蛮人”的群体，变成

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③。

四、结　　语

虽然曾有的宗教情怀使马克思深切同情工人阶级的痛苦，但引导他走上共产主义观点的并非感情

因素，而是其理性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结果。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除了其多学科的知识结构

外，还与其敏锐的哲学概括能力和深邃的洞察能力有关。马克思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科学事实及哲

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而且具有善于利用长期心智劳作会通多学科的一切知识以观察事物的惊人能

力，以致对许多问题都能予以确当且具有概括意义的哲学想象的回答。马克思之把握事物，不仅能看

到表面，且能深入事物深处，不仅看到局部，而且能看到局部与整体的关联，在其一切组成部分的相

互作用中考察之，追寻其发展历史，研究其存在环境，观察其相互影响，探讨其事物本原，考察其经

历的变化、进化和革命，追寻其长远作用。目标是要用这个世界的各方面情形和不断变化着的正反运

动，“去阐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④。马克思从事著述的固定目标，是要给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一个科

学基础。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马

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社会实践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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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３页。
同上，第３０—３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５０—４５１页。
［法］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９—１０页。



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速度视野及其意义

卓承芳

【摘要】速度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向度，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度之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

论是建立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工业革命之上，因此加速度构成其前提。生产关系革命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革命不断加速的必然趋势，正是它造成从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类前景。在

当代新工业革命、高科技革命语境中，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从加

速角度审视当代危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任务。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速度；现代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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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领航·扬帆”计划培养人入选项目；江苏省 “社科

优青”科研项目 “维希留速度学及其资本主义研究”

由于维希留等人卓越的工作，速度渐成现代性批判的一种新视角，并被回溯性地视为社会学和社

会理论的中心①。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似乎获得一件再度占据社会理论中心的战袍，成为速度学

家②。本文认为马克思对于今天的速度分析确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归

入速度学家或加速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

放出来的生产力及其社会历史后果，怎样看待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及其历史含义。在今天，

尽管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转变成其对立面，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冤家之间的

速度竞争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得更激烈，它们之间矛盾运动决定的危机日益加深，全球都卷入不确定

性、旋涡、风险、恐惧状态之中。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需要重新反思自身的速度前

提，重新深入现代性的加速特征及其破坏性逻辑，从而阐明当前的势态以及我们的任务。

一、加速度乃是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前提

维希留强调，与生产方式一样，速度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向度，每个社会都是建立在特定速度关系

上的③。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就是两种不同速度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现代性与传统乃是两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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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速度社会学》一书的导论中，编者ＪｕｄｙＷａｊｃｍａｎ和ＮｉｇｅｌＤｏｄｄ写道：“时间和速度主题一直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中心。它
们位于诸如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这些经典思想家对工业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在广泛意义上，进入现代就是生活在快速变化的

世界。”（ＪｕｄｙＷａｊｃｍａｎａｎｄＮｉｇｅｌＤｏｄｄ（ｅｄ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ｅ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
例如，ＳａｒａｈＳｈａｒｍａ认为，速度理论无疑应感激马克思关于劳动量、价值生产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阐述。 （ＳｅｅＳａｒａｈＳｈａｒｍａ，
“ＳｐｅｅｄＴｒａ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ｆＴａｘｉｓ，ＴｒｕｃｋＳｔｏｐｓ，ａｎｄＴａｓｋＲａｂｂｉｔ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ｅ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１３５．）
ＰａｕｌＶｉｒｉｌｉｏａｎｄＳｙｌｖｅｒｅＬｏｔ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ｒｅＷａｒ，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ｅ），２００８，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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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历史模式。由此，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真理的政治经济学 （或更广泛地说，现代社会理论）具

有自己的速度前提。今天我们已十分清晰地看到，摩尔定律代表的技术革新、不断加快的资本周转、

日新月异的时尚潮流不仅构成其直接研究的对象，而且构成其分析逻辑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在

谈及 “速度”时，必须对这个术语的两种基本含义进行区分，即 “速率”和 “加速”。这是因为较

之于传统，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打破了由自然决定的相对恒定的速率 （如由日月交替和四

季变换决定的循环节奏），把人类置于由自己 “决定”的不断加快的社会洪流中。在这个意义上，现

代社会理论的前提不是建立在一种恒定的速率之上，相反，加速是前提以及中心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强调 “生产的不断变革，

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

方。”① 正是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加速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而且实际上

构成其革命预言的关键理由。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不仅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

是直接建立在其发展加速这一趋势之上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判断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从加速度角度得出革命结论，这是确凿无疑的。在进一步阐释这个事实并由此深化

在今天对革命含义的理解之前，需要略加强调的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历史发展加速的发现，是

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理论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也难以走出黑格尔叹

息的理性狡计。《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文献表明，通过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揭示其背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思想形成的关键。这一路线的起点是 《英国状况·十八世

纪》。在这个文本中，恩格斯强调，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都以 “惊人的速度”发展，这种矛盾

的不断加剧推动着彻底的社会革命趋势，而它们都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如果说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加

速，那么加速就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亦清晰地

说明这一点。当然，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确实比马克思更明显一些。我们看到，在 《十八世纪》中

仍然还不完善的表述，经过１８４５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探索完善，最终凝结成 《共产党宣言》的

核心思想。这在恩格斯提供的 《共产主义原理》稿本中得到充分表达。在这个文献中，恩格斯强调，

由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劳资对立的日益加剧；

以及生产力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矛盾 “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

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②。《共产党宣言》则以更精炼和准确的方式阐明这一逻辑。

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认为，不仅历史发展加速的发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

成的理论条件之一，而且加速是其逻辑底蕴。在既往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中，我们并不特别强调速度

和加速度的意义，而是突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机制。这突出唯物主义

历史观作为人类历史一般规律学说的意义，忽视了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规律学说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之意义。这一倾向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多方面的难题。一方面，从一般规律角度来批判资产阶级

社会及其最新变化时，由于缺乏对其特殊性的把握，往往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或者相反，把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特殊规律一般化，从而在无意识层次上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共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这个问题，并断然强调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③。在这一视野内，卢

卡奇试图解决 “历史唯物主义内容适用的社会前提”问题。我们并不以 “历史唯物主义”一词来替

代 “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后一个层次上认同卢卡奇的意见。正是在这个前提分析中，加速度处于

异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将 “加速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仅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资产

阶级社会是不断加速的社会形态，而且因为它确实把加速问题内化到自己的理论结构中，才正确回答

了这种社会是 “从哪来里的，又要到哪里去”这个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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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５页。
同上，第２３８页。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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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关系革命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革命不断加速的必然趋势

在理解加速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意义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革命。“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

独有的语言，亦非只是马克思主义才关注的问题。当代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使用 “革命的年代”

来叙述１７８９－１８４８年的历史，这个时期便是所谓的 “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彻

底改塑历史面貌及其演化路径的时代。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基佐便于１８２６年出版 《１６４０年英
国革命》，通过英国经验为开辟现代性道路的革命之合法性做出历史辩护，从而回答了迈斯特等保守

主义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质疑。作为德国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张只是这种争论的总结。

在他们这里，“革命”不再是合法性与必要性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的问题，因为他们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揭示了革命是一种必然。那么，革命有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以他

们预言的那样发生呢？甚至有人断言，资本主义似乎终结了历史。革命是否真的烟消云散了以及更

甚？在理论上，马克思发现的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

律”是否 “过时”？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关心现代性命运的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要合理地回

答这个问题，需要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多重含义，以及他们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加速度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入口。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革命过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喜欢强调，马克

思恩格斯将革命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而这恰恰是一种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批判的技术决定论或

经济决定论教条①。正如恩格斯晚年书信所指出的，这种教条可能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但绝非

马克思恩格斯的本义。所以，在革命问题上有必要进行澄清。正如 “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

生的”“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等著名判断所暗示的，恩格斯的早期政治阐述具有技术决

定论的嫌疑。然而，这只是表面的表述问题，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逐渐成熟和获得科学的表述，这

些表面问题便不存在了。特别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后，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得到揭示，不仅

革命的必然性大白于天下，而且它的含义得到了科学定义。革命不只是推翻政权那样的暴力行动，而

且是废除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 “社会清算”。 “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

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② 这种革命的含义正是恩格斯早期就清

晰表达的，而其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深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加速了社

会历史在现代性中的加速变迁，就像 《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样。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生产方式的

内在矛盾绝对不能简化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要求。因为生产力本身的革命化，作为现代性的

显著特征，绝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使然。换句话说，生产力的革命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而这种革命本身必然造成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化。

从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看，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普遍化的工业危机会加速革命的到
来，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预言资本主义灭亡的基本理由。１８９１年，恩格斯亦强调这一点：“日益加速
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当代资本

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③ 在 《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历史和实践的历史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

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成为科学，之所以可能且必要是因为，“生产资料的扩

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

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④。一方面，工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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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决定论。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解中，他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

经济关系已经包括了技术，所以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往往难以分开。（参见恩格斯对瓦·博尔

吉乌斯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３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６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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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的普遍加速，使全欧洲陷入危机，社会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资本规

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①。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便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上。

从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出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他们的革命主张是对现代历史加

速的反应。“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个代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旨趣的口号，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即是

“革命”。从历史变迁的规律来说，革命正是加速。在 《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

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 在这里，革命之 “加速”含义得到充分的阐明：一方面，

作为暴力行动，它是加速社会历史进程的手段；另一方面，它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

求，而在现代社会，革命是加速度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语境中，作为加速历史变迁的 “缩短和减轻”新社会分娩痛苦的革命，既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件，也不是任意塑造历史的想象性活动。在前一点上，１８８３年，恩格斯在致伯恩斯坦的一封信
中说：“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

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③ 在后一点上，马克思在１８５９年著名的 《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

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④ 由这两个观点作为

参照可以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当前的革命主张，是基于他们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判断。在他们看来，

在总体上，“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

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⑤；与此同时，虽然在大工业的一切领

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但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不断变慢，这构成新的

矛盾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一次又一次危机，并在总体上造成革命的客观要求。早在１８４７年，
在题为 《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讲中，马克思便是如此描述资本生产方式的一般趋势的：

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

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

的劳动。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

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

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⑥

作为长期趋势，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不过，正如恩格斯晚年所反思的，或许部分受浪漫激情影

响，部分源自对形势的错误估计，马克思和他也曾对革命做出一些错误判断。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教

条主义，反对对自己的学说的教条理解，要求工人阶级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

在革命问题上，这亦要求深入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革命的方法，而不是他们关于革命曾经做出过的

判断。我们在这里通过加速度视野所欲强调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立场：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变迁的动力，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加速发展是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不断

革命化的结果。不过，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历史的结构转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它发生的时候，前者的速度已经超出后者的速度。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

革命趋势，而是其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范围是否达到极限。这是在今天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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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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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加速角度审视当代危机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任务

在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马克思确实做出了欧洲革命的预言，但它却并没有如

马克思预期的那样获得胜利。实际上，恩格斯晚年便对革命预言做出过反思，他认为自己与马克思在

１８４８年强调革命的时候存在着 “幻想”，而后来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① 历史给了

恩格斯在理论上纠正自己错误看法的时间，但没有给他在实践上更新的机会，而是将之作为任务交给

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面对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 “历史走得更远”的方面：从生产工艺和商

业模式的微观升级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宏观全球扩散，从经济、政治再到生活方式，经历了卡尔·

波兰尼所称的 “大转型”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 “大加速”。“第二次机器革命”“第四次

工业革命”“资本主义４．０”等提法，暗示着资本主义的整体创造性破坏过程并没有走到头，需要我
们历史地评估这种趋势以及当下的情势。在加速成为当代社会历史观察的视野背景下，罗萨关于马克

思的判断具有理论上的启示价值。他说：

……完全可以确定，马克思的预测事实上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基点，即技术的加速社

会变化的加速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主要是永久的生存不确定性、经济上的竞争和归顺于

在机器的时间要求下的工作所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尽管加速在马克思的以社会阶级对立的基

本矛盾为中心的理论构成中只是次要的和未经充分发展的一个侧面。因此有关加速的系统性的理论，

无疑有助于认真对待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中的认识，并且对其加以运用。②

我们认为，马克思不仅为独立地理解全部现代性之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提供了基

本理论参照，而且为理解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最终塑造的文明未来提供了至今天难以超越的深刻洞

见。因为社会历史加速，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而且是其面对的历史课题。

当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泛泛地谈论生产力的革命，也不是一般地谈论

“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这些在今天

所谓 “时空压缩”的特殊现象③。前面已阐明，革命是马克思学说的实践旨趣，这决定了马克思在面

对社会历史特殊现象时始终聚焦于其内在的矛盾及其决定的历史变迁趋势。危机正是这种关注的落

点。因此，在今天从加速视角推动马克思社会理论当代分析的深入，必须重新回到危机理论。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关于危机现象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对危机形

成机制的分析等基本问题，相关研究都已经很成熟，这里不再重复。我们强调的是马克思对危机的性

质和特征的基本判断。这一点与现代性之不断加速逻辑高度相关。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永远只是现

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④。因此，周

期的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积累的逻

辑，“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是现代社会生产发展 （经济进步）的特征。

在这一意义上，现代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即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来打开自己前行通道。在这一

条件下，速度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现代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加速特征。“资本的积累，从价值方面

看，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延缓下来，但这样一来更加速了使用价值的积累，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又使积累

在价值方面加速进行。”⑤ 另一方面，加速是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

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

前。”⑥ 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创新得以延续，并在马克思身后获得长足发展，但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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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５１０页。
［德］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１页。
《资本论》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８页。
《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７页。
同上，第２７８页。
同上，第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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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发普遍化和加深，现代性越来越显得极端化。

在马克思的时代，他直接面对的是周期化危机的形成，即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

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

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

转换”①；同时，“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

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②。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预言资产阶级将失去

驾驭他们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的能力。在今天，资产阶级召唤出来更多的魔鬼，不仅没有摆脱危机，

而且危机大大地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以及面临的最尖锐的难题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球社会

和全部生活都陷入一种眩晕、漩涡和流动的恐惧之中。实际上，从１９世纪末以来的文明 （文化）危

机、科学危机、政治危机，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不断增加到我们生存的
议程上，人类再也没有一个正常的领域。在这一语境中，伯曼使用 《共产党宣言》的 “一切固定的

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名句作为标题来描述今人的体验，鲍曼依据同一名言提出 “液化现代性”理

论③，而维希留提出速度政治经济学问题将加速置于整个现代性乃至文明问题的中心。现代性没有死

亡，它变得超级化。在这一情境中，本文将加速度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中心，便是希望为回答

这个问题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尽管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被延宕了，但他的这个基本观点并没有失效：危

机是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 “暴力解决”，亦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征兆。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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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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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纳的 “唯一者”

———从独自性与利己主义出发的考察

梁冰洋

【摘要】“唯一者”是施蒂纳哲学的核心概念，在施蒂纳看来，人类被束缚于各种物质或精神领域，无法实

现自身价值达到真正自由，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类对理性原则的崇拜，因此 “唯一者”要取消一切领域内的

普遍法则。费尔巴哈认为，只要人类认识到 “类”本质的存在，就能够在爱的相互关系中重建人类自由。

但施蒂纳指出，对 “类”的承认完全取消了个体的创造性地位，“类”概念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普遍原则，

人依然受制于一系列外部因素。一旦 “唯一者”服从于某一共同体，其利益就会被各种原则所侵害，因

此，独自性对 “唯一者”十分重要。但施蒂纳并未处理好独自性与 “唯一者”之间的关系，即如何使以

“无”为自己事业的 “唯一者”保持独自性的同时协调好诸个体的利益。在施蒂纳这里，“唯一者”的利

己主义原则与其独自性都成为一种虚无的意志论。

【关键词】唯一者；独自性；利己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１５－０６

作者简介：梁冰洋，河南驻马店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预聘助理教授。

近年来，在有关马克思理论史的研究中，对施蒂纳的探讨有所增加。在费尔巴哈提出抽象的类概

念之后，施蒂纳通过存在性的独自性与利己主义价值阐释 “唯一者”，究其实质不过是非理性的和虚

无主义的个体。因此，必须破除这一主体，才能阐明唯物史观中作为历史起点以及社会政治结构主体

的 “现实的个人”，这是马克思阐明其唯物史观的一个进路。目前学界对施蒂纳独自性的讨论主要涉

及人类自由方面，对利己主义的讨论主要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有关，鲜少将独自性与利己主义放置一起

考察施蒂纳的 “唯一者”。在本文看来，施蒂纳的 “唯一者”将一切视为我的所有物，对独自性的承

认是 “唯一者”获得自由的保障，也是由于独自性才使 “唯一者”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但在有

关独自性与 “唯一者”的关系上，施蒂纳看上去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即 “唯一者”不分享任

何特性，独自性与 “唯一者”的关系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描述。然而，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以及利己

主义的定位上，施蒂纳恰恰又是通过独自性入手，阐明 “唯一者”是人类自我发现的最终环节。施

蒂纳以独自性说明 “唯一者”，就不打算给予理性的规定与解释，其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批判，不

过是为了给出作为意志的 “我”以利己主义的主体性。一旦纳入与利己主义话语高度关联的犹太人

问题进行讨论，施蒂纳的 “唯一者”及其独自性便立即显现出理论上的虚幻性。

一、“唯一者”及其 “独自性”的内在困境

施蒂纳是在存在或生存的意义上提出唯一者的 “独自性”的，此独自性与人在自我保存时的利

己主义直接同一。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将人的发展描述为 “人的生命”的辩证过程，

即个体意识的发展 （儿童－青年－成人），在此过程中以利己主义的合理化达到终点。施蒂纳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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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 “第一次自我发现”，只因青年发现了思想的力量并处于一个他可控制的外部世界。在这一过程

中，个人致力于探寻宗教道德与精神世界，并进一步认识到所谓的普遍观念、固定理念不过是儿童时

期一直想要摆脱的外部权威。于是，对精神、宗教世界的反思成为进入成人阶段的条件。在施蒂纳看

来，人类对宗教、道德保持虔诚的态度无非是出自利己主义，并称其为 “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这

也是一种 “非本意的利己主义者”；他们 “总是关心自己的事，然而却不把自己视为最高本质；他为

自己效劳而又认为同时总是为一个更高本质效劳；他不知道比自己更为崇高的东西，却又憧憬着更为

崇高的东西”①。施蒂纳认为，在 “我”身上发生了一种不一致的行为模式，实际上，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自己服务，却自以为是为某种 “最高本质”效劳，这是 “中迷者”。在 “中迷”状态下，自

我行为的实现与动力都不由意志提供，而是根据固定观念实现，正如人们之所以会爱国，是基于一种

普遍承认的原则。施蒂纳认为这违背了人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因此，通过对个体内、外部的统一来拒

绝一般的他律，其对 “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的强调正是由于借助他人的评价将影响个体价值的实

现，一旦这种选择含有为他人考虑的成分，自我价值就无法真正凸显、自我保存将难以真正实现。根

据施蒂纳的观点，如果自我需要参照其他原则行动，就会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存在，那么就没有必要认

同我的任何特性。显然，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以自我意志的独立性为中心，并认为意志、理性和欲望是

可以分开的 （理性比不受控制的欲望更危险），如果某人是一个 “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意味着

他摆脱了理性。问题是，意志如何摆脱理性与欲望并使 “我”掌握他们呢？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个

体停止或拒绝了某种行为是因为意识到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接受了他律或被理性、欲望支配，但一般

意义上人们会认为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根据施蒂纳的观点，自我及其行为必须与目的分离，否则很

难保持 “我”的同一性与意志的独立性，这似乎更可以视为一种推理过程。

“在众人之中尽管我也是一个人，正像我譬如说是一个生物，即动物或兽类，或是一个欧洲人、

一个柏林人等等那样；然而谁要把我只当作人或当作柏林人来尊重，他对我表示的只是一种我毫无所

谓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只是尊重我的一种特性，而并非是尊重我。”② 我所具备的特性不外乎是

我的所有物，就如精神而言，“它是我的，我却并非是它的”③。“唯一者”通过扭转个人与其特性的

关系，使人不再屈从于某一属性。对独自性的承认给施蒂纳的学说带来不小的困难。施蒂纳认为，自

我是不通过任何固定观念就可被识别的本质存在，自我不存在任何属性，这就是 “我”的独自性，

以与他人完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但若每个人都具有独自性，那么这些独自性是否会有重叠？如何

保证我的独自性是独一无二的？施蒂纳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问题。仅仅给出独自性这一概念，施蒂纳

就以为超越了普遍原则与本质主义。但如果将人与其属性分割开来，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彼此应该

分享着同样的本质。或者说，如果施蒂纳的自我没有追求那些远离自身的特性，它又如何与其他人区

分呢？施蒂纳声称 “唯一者”是独一无二的，并把 “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显然这一主体是没

有内容的存在，那么无内容的主体又是以何种方式超越其他人的独自性，并保持唯一的呢？

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大量使用 “人”一词，批评者总是可以找出他前后矛盾的

理由，即 “人”这个词已经表达了某种相同的属性。但施蒂纳曾指出 “人”这一谓语不应从一般意

义上理解，一般的 “人”不能表达我的独自性，我是什么 （特性）与我是谁 （独自性）有着重要区

别。施蒂纳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特征是出于自我保存的考虑，也是反对利他主义的理由，即取消

了自我与他人积极或消极意义上的互动。在 “我是谁”中，“谁”才是真正的个性；至于 “我是什

么”完全由 “谁”创造出来。根据施蒂纳的观点，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可以随心所欲塑造自己的生活，

不受任何宗教与道德形式的他律影响，自主选择并控制自己的未来以保存 “我”的独自性与完整性。

但当这一利己主义者从所有形式的他律中解放出来时，他就无法从事一系列有意义、有价值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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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与其独自性相分离。在马克思看来，这显然割裂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联系，使人成为孤立

的抽象个体。施蒂纳对 “唯一者”的强调，以及普遍性原则对独自性的不利影响，都旨在缓解当时

国家官僚机构与个人权力的不平衡状态，但显然他走向另一种极端，并陷入自我设定的困境。

二、走向费尔巴哈的另一极端：有 “类”无 “我”

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题之一，施蒂纳着重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展

开批判。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在人之外设立的最高本质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宗教，“他说，我们只是

错认了我们自己的本质，因而在彼岸寻找这种本质，现在由于我们看到了神只是我们人的本质，我们

就必须将它重新作为我们的东西并从彼岸移回到此岸来”①。在施蒂纳看来，这不过是将人与神的位

置做了简单置换，费尔巴哈虽突出了 “人”的作用，却又为 “人”蒙上宗教的神秘色彩，并没有逃

离基督教的二元分裂，只是将对神的崇拜转变为对人 “类本质”的崇拜。施蒂纳试图打消这种分裂，

让人重回世俗世界，自我应是创造者而非创造物。实际上，费尔巴哈设想的 “最高本质”已然成为

一种道德上的普遍原则，且这一目标超离尘世，对 “类”的道德要求疏远了那些还未发现这一本质

的人，这种 “完人”与现实中的人相分离，成为人类世界的另一个神，世俗的 “我”被贬低。施蒂

纳认为，这不过是种 “怪想”，只有世俗的 “我”才是人的真实表达，财产、权力都是我真实存在的

确证。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施蒂纳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用世俗的 “我”否定

神圣的 “类”，在 “类”本质中 “我”永远无法存在。施蒂纳的 “唯一者”试图用意志把握一切，

如同 “神”一样再次成为绝对力量的象征。对施蒂纳而言，“类”本质的思想幽灵是压迫性的存在。

“谁醉心于人，而且那种醉心不断在扩展，谁将个人置之度外并游离于一种理想的、神圣的兴趣之

中。”② 费尔巴哈的 “类”只是为人类设定了 “人应该成为什么”的标准，并不在乎 “人是谁”，

“类”本质要求每个人都应为了这一神圣目标而努力，以真正 “人”的方式行事，这就创造了 “人”

希望达到的意识形态标准，“类”本质成为统治的新机器、新规范。

费尔巴哈的主要工作是使人认识到人自己才是真正的上帝，并以宗教的方式使道德具有统治地

位。在施蒂纳看来，这种崇高的道德不过是种虚伪的 “爱”。“在消灭了信仰之后，费尔巴哈以为驶

入了意想的爱的安全港湾。‘最高和首要的法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对人来说人就是神’。”③ “然而

实际上只是神变了，爱仍旧保留下来：在那里是对超人的神的爱；在这里，则是对人的神的爱，对作

为神的人的爱。”④ 在费尔巴哈的设想中，人们在爱的原则下相互协作，“我”与 “你”不再作为孤

立的生命体，人成为真正的类存在。施蒂纳指出，“非自愿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一原则的表现，对

宗教的虔诚不过是希望现世所做的好事能够换取来世幸福，这无疑是种无节制的虚伪教义。费尔巴哈

以隐蔽的方式恢复了基督教，使其成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约束力量，并相信通过这种方式人便可获得自

由，但这种爱的原则最多获得形式的自由，实际上人仍处于普遍原则的统治之下。施蒂纳写道：

“爱、忠诚等等要求不可转变的决定性，是唯一的意志，其他人只有顺从它、为它效劳、遵循它、爱

它。不管这一意志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人们的行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遵循这一意志就都是道德

的，如若摆脱它，就是不道德的。”⑤ 人为达到 “至善”可以舍弃一切，这何尝不是一种被神圣性所

掩盖的利己主义。但因其缺少独自性，在施蒂纳看来这只是一种奴隶状态，是自我的否定。

施蒂纳不认同为了所谓的普遍原则可以牺牲自我意志，其将 “唯一者”的事看作唯一的事，国

家、社会都被视作我的敌人是 “非我”。费尔巴哈有关爱的宗教表现出一种虚假的博爱主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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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是一种天国的、精神的爱，一种僧侣主义的爱。人必须在我们心中建立起来，而我们这些可怜鬼

也因此便灭亡”①。在宗教的博爱原则下，我的独自性要被消灭，因为基督教国家无力承认 “唯一

者”，一切独自性都是共同生活的阻碍，只能通过共同的原则将人塑造成集体的从属者。因此，施蒂

纳反对人类共同体，并认为普遍原则下的共同体难以实现自我利益与自我保存，一切要以共同体的利

益为最高标准，这就不得不使我的意志屈服。这一诘难成为马克思日后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思

考共产主义与人的个性如何统一的关键。施蒂纳对 “唯一者”的强调，在马克思看来只是 “哲学上

的一个抽象名字，一个超越一切名字之上的 ‘名字’，即一切名字的名字、作为范畴的名字”②。由此

而论，施蒂纳的 “唯一者”与费尔巴哈的 “类”一样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三、犹太人问题中的 “唯一者”与利己主义

犹太人问题是人的问题的核心论域。犹太人解放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显

然倾向将这一问题宗教化，犹太教的 “拜物”特性为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对利己主义的认识提供

了现实例证。犹太人问题的一个实质，就是犹太人各自的 “唯一者”及其利己主义价值难以解决彼

此间的价值交换，日益巩固的犹太人利己主义特性已成为现代性的难题，这成为当时理论家们关注和

讨论的主题。正是对犹太人利己主义的一定反思，施蒂纳树立起真正的 “唯一者”。也正是通过犹太

人问题，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得以成为一种意志论的利己主义，因而难以真正走出利己主义的困境。

费尔巴哈在 《基督教的本质》中对犹太教的利己主义特性展开批判：“直到今天，犹太人还不变

其特性。他们的原则、他们的上帝，乃是最实践的处世原则，是利己主义，并且，是以宗教为形式的

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就是那不允许自己的仆人吃亏的上帝。利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神教的，因为，它

唯独以 ‘我’为其目标。利己主义……也使他理论上趋于偏狭，因为它使他漠视一切跟他切身利益

无关的东西。”③ 犹太教被视为孤立的和非精神的世界观来源，只注重物的有用性。因此，费尔巴哈

通过 “类”本质的实现消除犹太人的异化。马克思基本认同费尔巴哈对犹太人利己主义的判断。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以为只要全体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就可获得解放，实际上犹

太教不过是犹太人本质的抽象，因此对待犹太人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宗教。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与市

民社会结合在一起，认为犹太人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特性正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

的物质基础，一旦利己主义成为国家发展的指导原则，人类自由的实现及人自身价值等问题将面临挑

战。因此，犹太人解放不单纯是宗教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只有整个社会从利己主义中解放出

来，即消灭私有制，人类解放才能实现。马克思透过对犹太人利己主义的分析指出，利己主义不过是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表现，利己主义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消灭私有制要从现实的物质根源中去寻

找。赫斯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与费尔巴哈、马克思不同，认为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是保证犹太民族团

结起来、获得自由的关键，并且犹太教相对基督教而言具有现实性。赫斯借助费尔巴哈的 “类”本

质，将利己主义视为人类生活的异化表现。

费尔巴哈试图将犹太教与基督教消融在 “类”中以实现人的解放，鲍威尔则以普遍的基督教原

则取代特殊的犹太教来解放犹太人。其实，费尔巴哈与鲍威尔都试图通过一种普遍原则取代特殊性；

而赫斯则看到犹太教的实践特性，认为犹太教可以弥补基督教过于形而上的缺陷。这些对犹太人利己

主义的讨论，在施蒂纳看来都没能真正触及利己主义与人类解放问题。在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

施蒂纳集中探讨了利己主义与 “唯一者”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无论是用基督教教义取代犹太教

教义，还是用 “类”的普遍性取代犹太人的特殊性，都取消了人作为个体的独自性。虽然赫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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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犹太教对人作为创造性主体的肯定，但对家庭、民族等因素的强调，破坏了 “唯一者”的独自性，

将 “唯一者”束缚于某种属性中。马克思将利己主义视为私有制的表现，以无产阶级为主体通过社

会革命解放人类，这同样是施蒂纳无法接受的。在施蒂纳看来，任何一种革命的逻辑都是对一种固有

原则的服从，依然从属于理性逻辑。按照他的理解，“革命并非是反对一切现存的制度，而是反对这

种现存的制度、反对一种特定的实况”①；目前一切革命都只是 “改良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

不过是以 “一个新的主子代替旧的”②；共产主义消灭贫富差距的要求不过是没收一切财产，收归社

会所有，这不仅不能给人以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使一切人成为 “游民”。施蒂纳仇视一切革命，实

则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反映。在他看来，所有矛盾与批判都可以在观念中展开，只要在意识上革

除对 “人”的误解，“唯一者”这一真正的利己主义就算完成了。因此，施蒂纳的 “唯一者”不具

有任何实际内容，仅靠意志塑造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独特性，不需要借助任何道德原则或理性。

独自性的要求使每个人成为生活的革命者，且革命的自我不能被任何一种潜在的原则控制，这就容易

造成一种无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但施蒂纳同时又是反革命的，因此，“唯一者”如何在固定结构中保

持独自性只能成为意志上的选择。

对施蒂纳而言，“人”属于旧时代，而 “我”是新时代的象征。“由于神作为人被当作先入之见，

于是重又产生一种新的信仰，对人类或自由的信仰。”③ 宗教精神使人自欺欺人地相信幽灵的存在，

崇拜并服务这一幽灵的人是具有精神性的，反之则被视为异教徒，如犹太人。在蒙古人获得精神胜利

之后，像犹太人这样的 “唯物主义者”会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生活而遭到唾弃。仿佛只有犹太人被

合理地归结为一个普遍的 “人”之后，犹太教的邪恶本质才可以消除。在施蒂纳看来，这无疑是将

所有人都束缚在普遍秩序中。对其而言，一个普通的 “人”比一个特定的 “犹太人”更加糟糕，至

少犹太人还保持了某些特殊性。“人们如何能同时成为犹太人和人？我答复道：首先，如若人们、犹

太人、人意味着同样的东西的话，人们根本就不能成为犹太人也不能成为人。”④ 费尔巴哈和鲍威尔

认为犹太人是堕落的，只因犹太人将 “精神的事置于个人的事之后”⑤，其以有用性设定价值，对犹

太教而言其本质是实用主义的，这种非精神的实用性正是犹太人利己主义的表现。施蒂纳反对费尔巴

哈、鲍威尔等人对犹太人利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施蒂纳认同犹太教。“犹太人的东西并非是纯

粹利己主义的东西，因为犹太人还是把自己呈献给耶和华”⑥，因此 “作为犹太人或基督教徒，一个

人只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的需要、他的渴求，而没有满足他自身：一种半利己主义，因为一个半人

的利己主义，半是他、半是犹太人，或者半是他的所有者、半是奴隶”⑦。施蒂纳部分地认同犹太人

只因在其中能够发现一些独特性，而对其批判也是因为犹太教同样受制于一个普遍原则，是一种

“教阶制”。因此，只有 “唯一者”既肯定了主体性，又保持了独自性，也是由于 “唯一者”的无神

论倾向使其可以创造价值。而宗教徒由于丧失了自我，不能产生任何价值，这种价值观很容易带来价

值上的虚无主义。根据施蒂纳的观点，犹太人创造的货币价值是不被承认的，不仅因为其受困于物，

还因为一种欲望上的满足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而 “唯一者”的独自性一面要求与物保持距离，

一面又不断用物来确证自身，已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说教，并且是一种意志论上的利己主义者。

对主体独自性的强调使施蒂纳舍弃任何一种属性的描述，通过对费尔巴哈 “类”本质的批判，

“唯一者”成为一个具体独立且全知全能的主体。在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唯一

者”不具备任何现实内容，这是施蒂纳面对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对立的一种妥协，既不想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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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体对物质的占有、享受，又不愿牺牲精神、意识的主导地位。“唯一者”被视为真正的利己主

义者，这种利己主义代表着人类自由的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独自性能确保人类不再屈服于任何

一种外部权威。由于 “唯一者”仅考虑自己的事，因此，独自性又使其成为孤立抽象的存在，自我

价值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唯一者”只能存在于观念中，面对现实只能依靠头脑的批判完成。对

“唯一者”利益的强调恰恰是施蒂纳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现，并且这种利己主义已经显现出无政府主义

倾向，相对蒲鲁东而言，更有充分理由将施蒂纳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影

响，施蒂纳的极端利己主义发展出一种带有个人主义性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虽重

视个人财产，却将道德与市民生活融合在一起，强调公共领域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施蒂纳只看到古典

自由主义对个体与财产的关注，忽视个人与他人在社会中的互动。显然，这种个人主义不能理解无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马克思将要发动的社会革命。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施蒂纳的

极端利己主义及其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批判，用 “现实的个人”反对利己主义的个体，用感性生活

的个人反对抽象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的 “唯一者”仍属于德国思辨形而上学，因此，要

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理解人类历史，意识、观念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的感性活动，“不是在每

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

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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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三要素与实践哲学的三维度

———对象、意识与语言

叶甲斌

【摘要】认识实践是认识与实践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专业层面认识实践即研究实践，这样的学问可分为三

层次五大类。实践哲学以全体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属于普遍性层次的整全性研究。考察实践概念的办法

主要有两种，即历史的与逻辑的。前者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创制概念，经过康德与马克思的中介，

在伽达默尔那里完成了 “否定之否定”。后者探讨了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与内在结构。其中，作为实践不

可或缺的要素，对象、意识与语言在实践中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实践哲学的研究中，这相应地表

现为从对象、意识和语言三个维度进行研究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实践的三个要素和研究实践的三个维度，

暗示了一种三维联动的语言分析方法和三维一体的实践存在论。

【关键词】实践哲学；实践；创制；语言；意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２１－０８

作者简介：叶甲斌，江西玉山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博士生。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

类理想”（１６ＪＪＤ７１００１５）

一、从认识与实践到实践哲学

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物体，物体之间的具体联系形成事情。事情和物体即是事物，构成我们关于世

界的本体论图景。有的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人所致，有些则不是。因人所致的事情中，有些是人主动

为之。换个角度说，人主动谋事的过程就是人的活动，其结果为一件件事情。

（一）认识与实践

人的众多活动中，有两种尤为重要。一种是认识，可谓 “思”，即探究和解释事物的活动，目的

在于求真。理论思考是典型的认识活动。另一种是实践，可谓 “做”，即构建或改变事物的活动，目

的在于求善。工程建造是典型的实践活动。“想做”一件事尚且不是实践，还只是某种 “思”。只有

把 “想”做出来，即借助身体的活动将内在的 “想”呈现于外在的经验世界，它才真正成为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必须是外化、对象化的人类活动。

实际上，认识与实践关系复杂得多。从历时态来看，认识与实践经常互为中介。认识不限于沉

思，它可能需要调查研究、科学实验、翻阅文献等，这些无一不是实践。认识需要实践以获取新知。

调查研究等活动在认识过程所占的份量已远非亚里士多德时代能比。为了展开调查研究，务必先对研

究的方法和对象等有所考察。换言之，为认识而进行的实践，需要另一种预备性的认识———为了实践

的认识。从共时态来看，一个人的实践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认识对象，后者又可能是他人的实践对象。

它们还可能同时是他人的认识或者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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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践的认识有两种，即认识普遍和认识个别。认识普遍，是为了将理论用到实践中；认识个

别，可以帮助辨别哪些理论适用、哪些不适用。工程建造等大规模、系统性的实践，离不开预先筹

划，但筹划不是认知，而是另一种类型的行为①。筹划既需要普遍的知识，也需要关于个别的认识。

人是筹划的动物。我们时常为未来之事预先筹划，据此安排我们的生活实践。当然，这并未排除

出于任意而实践的可能情况②。假设我突发奇想要写一本科幻小说，但对科幻小说和写作一无所知，

这不能阻止我愿意为此进行准备，例如写作训练。为了写科幻小说进行写作训练这一事件包含两个实

践活动：写科幻小说与进行写作训练。前者是后者的目的，后者是前者的手段。如果把写科幻小说当

作该实践的整体，写作训练则为它的部分。

（二）研究实践的三个层次

研究属于专业层面的认识活动。研究实践是对实践活动的专业性认知。研究实践活动的方式很

多，按照普遍性的层次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对个别实践活动的研究，对某类实践活动的研究，对实

践活动整个类的研究。每一类又可分为研究其本质或整全，还是研究它的某种属性。

研究实践的第一层次，即个别性研究。个别的实践活动可以通过起源学、民族志等方式加以研

究。相比其他两个层次的研究，它最大程度刻画了个别的经验事实，这是此类研究的可贵之处。但这

种研究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即个别性认识无法举一反三，获得普遍性。和其他个别性研究一样，对

实践的个别性研究无法按本质和属性分为两种，因为个别事物不可定义③，也就无所谓本质。本质通

过定义，即属 （ｓｐｅｃｉｅｓ）加上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得来，而属和差都是普遍之物，普遍相加无法抵达个
别。因此，普遍性的理论通常被视为知识的范本。

研究实践的第二层次将更为一般的实践活动作为研究主题，这种研究可称为对实践的特殊性研

究。实践活动按照内容可分为认知实践④、生产实践、政治实践、伦理实践、艺术实践等；按照空间

可分为巨型实践、中型实践、小型实践；按照时间可分为长期实践、中期实践、短期实践；按照人际

维度可分为全体实践、集体实践、个体实践；按照效益高低可分为高效实践、低效实践；按照成功与

否可分为成功实践、失败实践……特殊性研究按其对实践的分类，将某类实践作为研究主题。

就其研究全部的实践而言，第三个层次可称为对实践的普遍性研究。对实践的普遍性研究有两

种。第一种普遍性研究将实践活动的某种属性作为研究对象，如伦理学研究实践活动的伦理性、政治

哲学研究实践活动的政治性。根据 “具体 －抽象 －具体”的思维规律，研究实践的某种普遍属性尚
未到达思维中的实践具体。只有将抽象后的普遍属性综合起来，才能形成思维中的实践具体。这就是

第二种普遍性研究的对象，即把实践本身作为主题，因此是完整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相较而言，第一

种普遍性研究属于各类实践哲学的领域，如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与之相比，对实践作整全

性研究的理论工作尚且有限。为此，有些学者提出 “实践学”（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ｙ或 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ｙ）⑤ 和 “元实

践学”（Ｍｅｔａ－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ｙ）⑥，以专题研究实践之为实践。
（三）实践哲学谱系中的实践概念

实践哲学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是对实践 “是其所是”的理论研究，即整全性的实践哲学。划定实

践哲学的定位和研究对象后，接下来需要剖析 “实践”概念的意涵。剖析的方法至少有两种，即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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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徐长福教授系统分析了这两类不同的思维方式。参见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修订版，重

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３—５４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ａｔｍａｎ，“Ｔａｋ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Ｖｏｌ．９，Ｎｏ．２／３，１９８３，ｐｐ．２７１－２８７．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２—１７４页。
认知性实践本身不是认知，目的是认知。认知性实践指为了求知展开的实践，包括科学实验等。

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ｙ或Ｐｒａｘｅｏｌｏｇｙ也译为人类行为学。当代西方实践学有三位主要开创者：法国思想家ＡｌｆｒｅｄＥｓｐｉｎａｓ、奥地利经济学家 Ｌｕｄ
ｗｉｇｖｏｎＭｉｓｅｓ、波兰哲学家ＴａｄｅｕｓｚＫｏｔａｒｂｉńｓｋ。（ＰｉｏｔｒＭａｋｏｗｓｋｉ，“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ｙＭｅｅｔ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ＫｏｔａｒｂｉńｓｋｉａｎｄＢｒａｔ
ｍａｎｏｎＰｌａｎｓ”，Ｐｒａｘ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３），ｅｄ．ｂｙＰｉｏｔｒＭａｋｏｗｓｋｉＭａｔｅｕｓｚＢｏｎｅｃｋｉａｎｄ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Ｎｏｗａｋ－Ｐｏｓａｄｚｙ，
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６，ｐｐ．１５，２９；［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页。）
徐长福：《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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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和历史的。逻辑的方法通过对实践概念的逻辑性考察，离析出内部结构和形成机制。历史的方法

指考察哲学史上已有的实践概念，找到实践概念的相互关系和流变轨迹。在实践哲学研究中，实践概

念往往指向关于实践的不同理解，为避免讨论实践哲学时出现同名异义的问题，在此先简要梳理实践

哲学的历史，尽量厘清实践的概念及其嬗变。

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将学问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分为三种：理论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ｋｅ）、实践的
（ｐｒａｃｔｉｋｅ）、创制的 （ｐｏｉｅｔｉｋｅ）。据此，实践自然是一种学问或学术①。然而，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追
寻的智慧 （ｓｏｐｈｉａ）是一种理论智慧，实践学问只能获得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若研究实践无法取
得普遍必然的理论智慧，那么实践哲学的提法至少是成疑的。在亚氏的时代，闲暇为少数人所有。追

求神之生活的哲学与追求人之生活的实践都需要闲暇，而大多数为创制所累的人只能成为少数闲暇拥

有者追求属神、属人生活的手段。

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尤其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实践哲学的内涵也随之转

变。一方面，创制即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和劳动者的地位改变，体现在实践概念中便是创制地位发生变

化。先是弗兰西斯·培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量”，将亚里士多德分离的理论与创制联系起来。黑格尔

敏锐地揭示了劳动导致的主奴关系现象，却囿于 “以头置地”精神哲学框架而未能深化。创制即生

产性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才真正完成在哲学上地位的擢升。劳动和伦理性活动一样成为目的性活动，

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而且，解释世界的理论在重要性上让位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相比亚里士多

德，马克思将伦理性活动与生产性活动的地位进行了颠倒。另一方面，受到休谟关于 “是”与 “应

该”二分的警醒，康德把实践放到与理论同等的高度。不过康德的实践概念排除了创制，成为纯粹

的伦理性活动。也就是说，康德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实践与创制的三分，变为理论与实践的二分；

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将伦理性活动视为实践的观点，通过形式化的构建让伦理性知识获得普遍性与必

然性，从而抬升了伦理性活动的地位。

进入２０世纪后，西方哲学发生实践转向。胡塞尔晚年提出 “生活世界”概念，开启当代实践哲

学研究的复兴之路。受此影响，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将存在 （Ｓｅｉｎ）的意义放到首位，而存在的意义绽
放于作为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的人的历史性生存中。对此在而言，实践是存在显现自身的方式，是筹划、
烦、生存。海德格尔将实践与存在关联起来，使历史与世界的概念融入实践，同时赋予历史与世界以

实践的意义。可以说，海德格尔思想的实践哲学底蕴，构成２０世纪实践哲学复兴的理论基础②。
其后，伽达默尔旗帜鲜明地主张，作为哲学的诠释学，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哲学③。他接续了古希

腊的实践哲学传统，回到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实践和创制的三分，呼吁恢复实践智慧。在伽达默尔看

来，现代的科学概念已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性学问转变为创制学问，造成了技艺 （ｔｅｃｈｎｅ）的宰
制，同时实践智慧日益被忽视，唯有实践智慧才是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由此，他提出恢复实践

智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同样面对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一家独大，哈贝马斯则强调人与人之间

语言交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行动，具有内在的价值。

总体来说，亚氏的实践与创制概念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重大变化：康德升高了实践的地位，

马克思以创制置换了实践。二者将各自主张的实践概念提升到和理论平起平坐，甚至更加崇高的地

位。康德的改造方案为获得实践理性的普遍性而丧失了社会历史的现实性。马克思的改造方案强调生

产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现实效应，却相对忽视了伦理性实践。伽达默尔等人则回到亚里士多德，肯

定现实社会中伦理性活动的内在价值，完成了对康德和马克思改造方案的 “否定之否定”。

二、实践的三个要素：对象、意识与语言

分析实践的含义，首先要阐明 “实践”这个词语及其对应物。作为一个不可再分的词语，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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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１３４页。
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３页。
洪汉鼎：《实践哲学、修辞学、想象力：当代哲学诠释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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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是一个类名，指包含实践活动的类。这是极其大的类，包含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因而无法形

成相应的具象的意识，充其量只能形成其中的某些或某类事物的意识。理论上讲，越小的类越接近经

验对象，对其意识也越清晰。例如，作为苹果、梨等一般物的类型，果实本身是不能被想象的，或者

是 “虚幻的”①。

最清晰的当属对个别事物的即时意识。它是个别事物在意识中的印象。在时间、空间和抽象程度

上，离个别事物越远，相应的意识内容越稀缺。对于意识内容稀缺的对象，语言符号一方面帮我们突

破时空的限制，极大扩展认识的范围；另一方面，语言的建构能力给我们加载大量无法确知和验明的

信息。为了确认实践的具体内容，下文将举例分析。

（一）实践的结构：一次有限的例示

对实践概念史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的实践概念的内涵比亚里士多德时期大为拓展。亚里士多

德、康德将伦理性活动当作实践；马克思主要把生产性实践当作实践，但未完全排除伦理性活动；海

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把人的生存、人与人的理解与交往当作最要紧的实践。鉴于此，有必要

区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是 “薄”（ｔｈｉｎ）的实践概念，它的外延最广。这种实践概念大致对应当代
行动理论所讨论的意向性行动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可以涵盖上述所有的实践概念。另一种是 “厚”

（ｔｈｉｃｋ）的实践概念，它的外延相对较窄。它对应一些哲学家主张的实践概念，如伦理性活动、生产
性活动、交往活动等。当然，后者之间也有层次之别，或者说有 “厚”和 “更厚”之别。

按 “薄”的实践概念，我写科幻小说当然是实践活动。在动笔写之前，我必然面临一个决定的

时刻：要不要写科幻小说？从我决定要写的那一刹那，我已经准备开启写科幻小说这项实践。不过，

仅仅决定要写还是一个心理活动，不足以区别于其他心理活动。只有开始着手写的那一刹那，写科幻

小说的实践才真正开启。这好比是一个串联电路有两个开关，我下定决心要写时按下一个开关，当我

着手写的时候按下另一个开关。只有两个开关都按下，实践才算开启。我决定要写科幻小说后→我首
先想的是要如何写→于是想应该先做准备工作→如何做准备工作呢？→训练写作能力，最后我拿起笔
和纸进行写作训练。这个过程只有最后拿起笔和纸才是外在经验世界的事件，但正是后者正式标志一

项实践的开启。

通过上述分析，实践过程可描述为：时间点１，行动者有发起实践的意念；时间点２，该意念导
致行动者开启外在经验世界的事件，以践履意念，此时实践正式开始；时间点３，行动者达到了既定
目的，此时实践正式完成。

可见，一个完整的、连续的实践活动大致包括三个时间节点和两个阶段：时间点１，意念发出，
标志着实践的可能开启；第一个阶段，从时间点１到时间点２，从发出意念到开启外在经验事件之
间，一般为筹划实践②；时间点２，外在经验世界的事件开启，一般为身体活动③，实践正式开始；
第二个阶段，从时间点２到时间点３，为实践的展开阶段 （在此阶段，实践可能随时终结）；时间点

３，时间点１的意念包含的目的已达到，实践正式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发起实践的意念其确切内容是动作，如 “我 （主体） －要 （决定） －写科幻小

说 （动作）”，而不是 “我 （主体） －要 （决定） －科幻小说 （事物）”。不过，后者可以改写成

“我 （主体） －要 （决定） －拥有科幻小说 （动作）”。其中的区别体现了不同动作的持续性不同，

比如微笑只需瞬间，写科幻小说需要一段时间，一旦写完即告结束，而过幸福的生活则是一个长期持

续的动作。

很多实践到不了完成的那一刻。未完成的实践只要进入第二阶段也是实践，只不过是没有成功的

实践。实践达到目的也不意味一样的成功。在有效性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方面，就实践达到预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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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７１—７１页。
简单的实践 （如摇头、挥手），第一个阶段的时间很短，几乎是刹那间完成；但并不必然如此，比如婴儿刚开始学习挥手需要反

复实践。复杂的实践 （如工程建造），第一个阶段时间很长，并且为了筹划会发起后续实践。

身体活动被一些行动理论学者称为基本行动 （ＢａｓｉｃＡｃｔｉｏｎ）。现在一些设备已经做到通过脑电波控制机器操作。如果脑电波算身
体活动，那么大量心理活动将算作身体活动；如果不算，表明身体活动不是开启外在经验世界事件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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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实践的有效性一样。但在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方面，即便实践的有效性相同，因为涉及到不同的
代价或成本，二者的效率也会大相径庭。

（二）实践何以是 “这一个”？

我在决定训练写作后，拿笔、拿纸、下笔、挥笔等都是主动的身体活动。如果连续展开可以发

现，一个大的实践可以分为无数小的实践，小的实践可能由更小的实践行为构成。如此，实践的同一

性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遇上问题：一个实践活动何以成为 “这一个”（ｔｈｉｓ）？
当我伸手拿笔时，如果有人问我 “为什么伸手”，我无需借助任何观察和推论就可以告诉他 “我

要拿笔”；再问我 “为什么拿起笔”，我可以立刻告诉他 “我要训练写作能力”；问 “为什么训练写

作能力”，我回答 “为了写科幻小说”①。不同的实践通过目的－手段模式联系起来。与外在经验世界
的其他事件相比，实践活动特殊性还在于：行动者无需观察和推理便知自己做什么。这意味着当我在

拿起笔的时候，我知道我从事的实践是训练写作能力。当我这么做时 （拿笔、拿纸、下笔、挥笔

等），我知道 “我在训练写作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个”实践就是训练写作能力。至少从行动

者的角度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

按照之前的定义，伸手是我主动的身体活动，它们也算是实践。但被问到 “为什么伸手”时，

我的答案是 “我要拿笔和纸”。训练写作能力作为实践，在我拿笔、拿纸的同时我可以即刻确认。当

我伸手的时候，我意图的实践不是伸手，而是拿笔和纸。只有在反思的情况下，我才重新思考它们的

性质与地位，授予它们实践的地位。因而，考虑到同一性对实践的意义，对实践的描述应增加一点：

从时间点１到时间点３，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是为了实现起初的意念，无需借助观察和推理。这样，
通过语言的使用情况确定实践的个别性，来自实践同一性问题的焦虑可以暂时缓解，即便无法根除。

（三）作为实践要素的对象、意识与语言

最初，我发出一个意念。意念有意识对应物，同时它还必须指向外部经验世界的对象。在第一个

阶段，意念仅仅指向对象。当实践正式开启后，对象、意识与语言作为实践的三个要素相互配合、共

同促成实践主体完成实践。在第二个阶段，意念不仅指向，还可能导致对象实际变化。

上述例子中，实践只涉及一个主体，涉及的对象不多，时间、空间的范围也较有限，因此是一个

小型实践。涉及众多主体、对象且时空范围大得多的巨型实践，过程会复杂很多。小型实践中，对

象、意识与语言的联动几乎一瞬之间完成，比如拿笔拿纸一气呵成，不加反思便不会关注其中三者的

联动机制。但在巨型实践中，每一个环节都不简单，如决定前可能要反复讨论、决定后需要大量的筹

划方可付诸实践，实践过程也绝非小型实践可比。

对象、意识和语言是实践中的三个要素，不可或缺，同时它们可以内在地扩展为观察实践某个面

向。从移动身体开始，实践就是和对象世界不断互动的过程。这揭示了实践在对象层面的展开过程。

实践的整个过程伴随着自觉的意识：我主动发起和结束实践，我知道我在实践，调动身体以实现目

的。这揭示了实践在意识层面的展开过程。我发出实践意念、调动身体、领会我在实践、结束实践，

这些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这揭示了实践在语言层面的展开过程。

三、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三个维度

探究哲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有三种基本的致思维度：对象的维度、意识的维度、语言的维度。从

历史的角度看，上述区分大致对应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分析的哲学史。从逻辑角度讲，上述区分
对应于语言分析哲学中关于对象、意识与语言的语义三角理论②。第一，对象的维度展开哲学思辨，

５２

①

②

这是著名的安斯康姆 （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的 “Ｗｈｙ”问题。（Ｓｅｅ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
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９－１０．）
ＳｅｅＣ．Ｋ．Ｏｇｄｅｎａｎｄ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ｐ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ｍｂｏｌ
ｉｓｍ，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Ｉｎｃ．，１９８９，ｐ．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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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经验世界中的对象。传统的本体论或存有论哲学多是从对象的维度进行哲学思考，将经验对象作

为哲学的基点。第二是意识的维度。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后，对认识机制的反思愈发自觉。经验

对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意识作为认识的关键，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执手。

第三是语言的维度。当代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后，从语言维度进行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得到陆续阐发和

印证。语言不仅是分析的工具，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也是世界的界限。如今，分析语言对研

究哲学已不可或缺。

这三个维度贯穿哲学史，构成哲学思考的重要面向。一方面，它们之间相互竞争。无论从对象的

维度、意识的维度还是语言的维度，都可以揭示一套独立的世界图景。从对象的维度可以揭示出世界

存在着各类事与物，它们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而意识和语言离不开对象。同样，从意识的维度可以揭

示一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景，并强调对象和语言离不开意识。从语言的维度也可以阐述另一种世界图

景，并强调语言是思维的关键。另一方面，这三个维度存在内在联系。理解一个概念的含义需要同时

动用它与对象和意识的关系。具体说来，一个词语关联着意识中的对应物，而意识中的对应物指涉意

识之外的对象。语言符号是意识之外的某个对象的名称，其含义在于它所表示的意识内容，意识内容

是该对象留在意识中的印象。这些关系构成语义的基本结构。分析对象也离不开意识与语言。分析意

识也离不开对象与语言。

（一）从对象维度研究实践

从哲学史看，从对象维度理解实践容易把实践理解为本体。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明显有别

于传统的物质本体或意识本体。在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影响下，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对立

的讨论陷入僵局，而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把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等对立双方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

辩证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实践是历史性、社会性的活动，将实践理解为本体，取代旧的物质或精神

本体，赋予世界以全新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

把实践本体化的实质是把实践作为一种是者。这也是从对象角度研究实践的症结所在———把对象

“物”化。尽管实践是历史性的社会活动，一旦被实践当成本体，它与物质和精神等本体一样，只提

供另一种解释世界的版本。鉴于此，从对象维度研究实践的另一进路对把实践 “物”化有所提防。

这种进路号召将实践置身于历史性中，以 “事”代替 “物”作为实践研究的基本单元，透显实践的

历史性。对于实践的对象、意识与语言三个维度的结构，引入时间性维度似乎是把三维结构四维

化①。相比传统的主客框架下的实践本体论，上述理论工作充分展现了实践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从意识维度研究实践

从意识维度研究实践，首先要面临认识论问题。传统实践哲学往往从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践，

以及中国人所熟稔的知与行的关系来诠释实践，于是，实践不再是世界的本体，而是认识的来源和最

终目的，实践与认识构成可以相互逻辑推导的概念。尽管实践与认识分处两类不同的活动，但实践是

认识的来源与检验标准，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与最终目的。上述研究路径充分肯定人的知性能力，却容

易忽视认识与实践的实质差异。

通过意识活动的意向性分析实践是另一种路径。从对象的维度看，世界由不同事物构成，事物的

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意识的维度看，意识中的对象因意向性保持独立性与完整性。只有通过

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意识与事物才能达到统一。这一路径避免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体分裂的模式。通

过这种现象学的解释方法，存在论的实践观认为存在的意义为此在的实践所揭示，由作为此在的人在

其生存中历史性开显。

（三）从语言维度研究实践

不同维度研究实践带来不同的启发：从对象的维度出发，优点在于方便直接刻画实践的本体论图

景；从意识的维度出发，可以深化对实践的认识机制；从语言的维度出发，便于发现和反思作为分析

６２

① 与以 “事”代替 “物”类似，意识维度的存在主义哲学、语言维度的交往行为理论表现了各自维度上对实践历史性的追求。



实践的三要素与实践哲学的三维度

对象和分析工具的语言。

在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后，从语言分析角度研究哲学已经蔚为大观。在这一潮流中，
对实践研究较集中的领域是行动理论。行动理论对实践的意向、因果和同一性等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

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行动理论对实践的分析更多的是关于实践逻辑的研究。然而，行动理论对实践

的研究忽视了行为者与社会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又将行动理解成对世界的有意干预，目的－手段关系
的合理性就走向前台①。

交往行为理论拒斥了这种目的－手段的实践解释模式，主张以沟通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以语言的
理解和交流为基础的交往活动，对重新理解实践理论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行动理论主要从语义学和语

法学角度解释一般行动，那么交往行为理论主要从语用学角度诠释交往活动。这种对实践的语用学研

究实际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主题：实践的语言与语言的实践。前者关注以语言的维度研究实践，后

者关心语言的实际运用。

四、对实践哲学的三点思考

对实践哲学研究来说，对象、意识与语言三个致思维度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单从某个维度从一

而终地讨论实践问题。

（一）三维互动的语言分析

三维互动的语言分析首先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出场。语言分析因其确定性、公共性与

易于操作等特点，成为当前哲学研究最倚重的工具。遇到抽象概念时，分析对象、意识也需借助语言

分析。更重要的是，语言符号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可以据此进行逻辑推导，极大方便了哲学研究。尽

管这样，语言分析离不开意识与对象，因为语言是否属实最终要落到意识和对象的层面。

具体来讲，三维互动的语言分析要求，语言的意义属实与否需要先确认它对应的意识，然后将意

识的内容与客观的对象对照。语言系统有不同层次，语言与意识和对象的距离也不同。一般来讲，词

语越抽象，它指涉的类越大，对应的意识内容就越少，离开经验对象也越远。这种词语需要谨慎考

察，因为它受到的经验对象的客观性约束少，容易发生 “脑补”现象。考察的方法之一是分析它们

的逻辑关系，看它们是否违法语言逻辑；之二是举其中的个例加以检验，从词语出发，找到它的意识

对应物，然后找到指代的对象，看对该词语的判断是否符合对象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由语言出

发，经由意识，最后落到对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可以说，对象、意识与语言在此是一个三棱镜

的三个维度，可谓是三维一体、三而一、一而三。

对于研究具体的实践问题来说，三维互动的语言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上文分析实践的

结构时已提及，在实践过程中对象、意识与语言有具体的关联。这说明采用三维一体的方式探究实践

有事实依据。根据语义三角理论，对象、意识与语言逻辑上互相关联。这表明采用三维一体的方式探

究实践有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采用这种研究范式是必要的。首先，它接近实践的结构，有助于充分

展开对实践活动的分析。其次，这种分析方法在考察认识时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当今社会，实践规模

越来越大，其各个环节越来越依赖语言符号，因此对语言的分析尤为重要。最后，它可以和其他不同

的研究进路相互补充和提醒，共同促进关于实践的学问。

（二）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此在、筹划、实践智慧

揭示实践中对象、意识与语言三个要素，分析实践哲学研究的对象、意识与语言三个维度，还只

是阐述了关于实践的认识论和研究实践的方法论。对实践 “是什么”的追问纵然重要，不过对实践

转向后的实践哲学来说是不够的。上文曾提及，实践哲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实际上都出现走向历史性和

社会性的趋势。历史中的 “事”、人的生活、行动语用学不同于传统的 “物”、 “是者”、行动语法

学、语义学。这是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实践转向效应。

７２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１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实践哲学研究的三个维度纵然可以各成一派，形成对实践的理解，但考虑到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

性，一种三个维度合而为一的研究范式更加可取。三个维度合而为一，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而是它

们都系于一体，即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人，即此在。在这个意义上，可谓是 “三维一体”。对此在

而言，对象、意识和语言是认识世界的门票，又是它借以筹划生活的前提和方式。

实践哲学主要研究 “应该”和 “筹划”的问题。应该为实践哲学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海德格

尔以降，筹划对于生活实践的意义也广为人知。筹划至少可分两种：生活意义上的筹划，即 “过生

活”；工程意义上的筹划，即 “做事情”。前者侧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后者侧重处理人与物的关系。

相比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前者大致对应实践，后者大致对应创制。当然，这不是决然的划分，毋宁

说只是强调不同的向度，互有交集，各有侧重。“过生活”要时时处理与物的关系，“做事情”也需

要和人交往。与筹划对应，实践智慧不仅限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实践智慧不

仅是过生活的智慧，也是做事情的智慧。

实践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从实践上升到哲学是它的第一要务，从实践哲学下降到哲学实践则是它

的第二要务。应当注意，普遍的理论运用到个别的实践，不是直接推导或简单应用。这个过程需要实

践智慧的中介。一言概之，在实践智慧的引领下，此在方能于不断的筹划中展开其生存。

（三）走出实践与创制的对峙

从哲学史看，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与创制，构成后世实践概念讨论的基本框架。对实践与创制

的不同理解，导致实践哲学的发展变化。在这些理解中，最极端的做法是把二者对立起来。简单说

来，实践与创制的对峙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可欲性与可行性的对峙。

从某种角度讲，实践与创制的对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预设了某种人类活动的价值性判断。亚里

士多德认为，实践的生活是属人的，创制的生活是低于人的，当然属人的生活更值得向往。康德为心

中的道德律而震撼，认为作为道德主体的本体才是真正自由的，因而将道德等同于实践。马克思有感

于劳动者的普遍贫穷，将劳动视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者的剥削与压

迫。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目睹现代社会被工具理性支配，人的价值性存在受到威胁，将人的相互理解

和交流置于重要地位。概言之，对某种人类活动的上述价值立场影响了他们对实践的不同理解。这正

是实践与创制的对峙局面产生的原因。

人类的活动纷繁复杂，对此无法作出精确的说明。① 假若把政治生活、生产劳动、交往行动视为

合目的性活动，有人却认为政治生活、生产劳动、交往行动毫无吸引力甚至是折磨，这些人及其行为

该作何解释？如果把他们当作特例加以排除，那么显然折损了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如果把他们当作某

种 “问题”、把他们的行为当作某种 “社会病状”加以解释，那么这不仅是事实性问题，还带有对他

们存在之价值的怀疑甚至攻击。

走出实践与创制的对峙，办法不在于提出另一种基于 “厚”的实践概念上的实践学说，而是回

到社会现实，回到个别性实践中，实际地考察和反思具体行动的实际内容和表现。这不意味着取消实

践哲学作为理论的合法性，而是提醒实践哲学像任何一门关于对象的理论一样，需要审视理论前提与

价值预设，回到现实接受检验，以此形成自觉的限度意识和开放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 “薄”

的实践概念上的三维互动的语言分析和三维一体的实践存在论，想必会有一定价值。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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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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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回应后现代思想家对 “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空间缺场”的质疑，需立足 “社会 －历史”双重向
度，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实践是自在自然空间与人化自然空间的津梁，刻画出空间的社会意义，

以实践为内核的社会空间是客观存在的形式、人 “类本质”的表现、社会关系的载体，完成了对自然空间

之谜的祛魅。实践的时间性也折射出空间的历史演变，以资本主义社会为截面的历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现

实形式，具体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异化、城乡空间的分离、全球空间的剥夺，展现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叙

事和空间图绘。基于空间的 “社会－历史”双重向度，建构一种回应空间特殊品格的空间政治，即以劳动
者身体空间为革命力量、自由人空间联合为革命路径来保卫空间正义的革命理想。社会空间的建构、历史

空间的批判、空间政治的革命，型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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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潮的空间转向，引起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存在空间缺场？”① 的论争。实际

上，历史唯物主义打破了形而上学的空间思考框架，将空间阐释转向社会领域。面对空间占有的区

隔、空间矛盾的激化，马克思恩格斯审视空间的目光不再是 “玫瑰色的”，而是试图跨越断裂的 “卡

夫丁峡谷”，建构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关注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空间，呼唤以解放为旨趣的空

间革命。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空间旨向、空间价值，既是回应西方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弱化空间的责难的理论需要，也是当今全球化、城市化空间变迁中保卫空间正义的实践需要。

一、社会空间：以实践为核心的空间重构

社会空间是人类寄寓的处所、实践活动的场域。此前哲学家们理解空间的分歧在于 “绝对概念

和相对概念之间的一种对立”②。持 “绝对空间观”的一派，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为代表，

以 “容器”为喻，将空间规定为容纳万物的承载体，是独立的、绝对的实在。持 “相对空间观”的

一派，以莱布尼茨、洛克、休谟为代表，以 “场”取代 “物”，将空间视为事物关系的场所，是依赖

于主体经验、相对的存在。绝对化、抽象化的空间认知模式悬置了人、人的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消弥

了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的对峙，将空间阐释从本质世界拉回现象世界、从自在自然空间转向人化自然

空间，以人的存在为源始性奠基，开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社会空间研究，实现空间阐释的理论推进。

９２

①

②

后现代主义者斥责历史唯物主义是 “进化论的某种翻版”“去空间化的历史决定论”，试图宣告时间性叙事方式的终结。面对这

一发难，需 “回到马克思”并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参见 ［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

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
［英］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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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在自然空间：超越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

自古希腊以降，空间阐释理路无不以物理学、几何学为基石，探究空间是不变的还是变化的、无

限的还是有限的、虚空的还是充实的，形成 “绝对空间观”和 “相对空间观”。这两种空间观的对立

割裂了物质空间和抽象空间，也是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所在。对此，历史唯物主义以空间

的客观实在性证伪抽象化的 “相对空间观”、以空间与运动的内在关联性批判机械化的 “绝对空间

观”，扬弃了以先验抽象或经验直观去理解空间的哲思方式。

空间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以空间的绝对性，即空间是客观实在的，来

批判 “相对空间观”。“相对空间观”把空间观念化为感觉经验的集合。如洛克所言，“人心能以做出

无数花样的形相来，因而重叠了简单的空间情状”①，这显然是将空间置于感性经验领域的主观化阐

释，囿于经验感知，企图 “嗅到空间”。恩格斯认为，空间 “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

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②。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空间是客观实在的，空无一物的虚空不

存在，驳斥将空间理解为印象摹本的知觉观念，避免 “相对空间观”滑向主观唯心主义深渊。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以空间的相对性，即空间与运动不可分离，批判 “绝对空间观”。“绝对空

间观”把空间抽象为独立于物质运动的参照系统、静止框架。牛顿定义：“绝对的空间，它自己的本

性与任何外在的东西无关，总保持相似且不动。”③ 恩格斯批驳牛顿式的自然科学 “不是从运动的状

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

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④ 自然界，这种自然科学的考察方式被移植到哲学，导致形而

上学的思维方式。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从客体出发，把空间理解为与人完全无关的纯粹

自在之物，处于静止的、不变的、死的状态。实际上，空间是相对的、变化的、具体的。运动在空间

中发生，空间形式也依赖不同状态的物质运动，空间在运动、变化、活的状态中得到现实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空间的自然属性出发，指出空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不取决于主体知觉，同时客

观存在的空间绝非等同于静止不变的固定容器。空间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表明物质存在的绝对形

式与运动的相对状态共属一体。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追溯这种统一是如何实现、超越以往物理主义式

的空间理念又是何以可能，根源是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对空间的建构。

（二）人化自然空间：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

时间、空间是两种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人 “在空间之中存在”⑤ 不言自明。人存在的生命活动是

自由的、有意识的，符合人的 “类特性”地改造自身存在空间，使空间除了自在的物性之外还具有

“属人性”⑥。马克思区分 “自在自然”（空间）和 “人化自然” （空间），人化自然空间是对自在自

然空间的积极否定，是人 “类本质”的主体力量和自在的自然客体相耦合而生成的有机整体。

人化自然空间生成的逻辑前提是人的 “类本质”。人在空间之中存在的行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行

为，虽然动物也为生存筑造洞穴，甚至蜜蜂建造的蜂巢之精细让人类建筑师都自愧不如，但 “动物

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

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⑦。人的 “类本质”正是这种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⑧，由此

回答了人是如何作为有理性的动物而存在的重要问题。

人的 “类本质”规定突出两大特性：其一，在空间之中存在的人是自由的。人之所以区别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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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００页。
［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第２４页。
借用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意义上此在的基本建构：“在世界之中存在。”从此在的空间性讨论空间问题，通过具有去远和定向

性质的寻视操劳活动，赋予上手事物以位置和场所，由此勾画出世内空间。

张康之：《基于人的活动的三重空间———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３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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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其所是，在于 “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①。与其他物的类相比，人能自由自

觉地将自身与自然相区别，不受固有尺度的束缚自由地筑造处所。人的自由性驾驭了空间的自然性，

因此空间不仅是自在自然空间，而且是作为人的认识对象事先加工、生产的人化自然空间。其二，在

空间之中存在的人是有意识的。人在与自然界交互过程中能够辨明自然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并有意识

地按照美的规律加以改造。“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

物。”② 马克思将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上升为 “实践活动”，探索人的本质及其 “现实性”———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因此，经过实践环节的人化的空间，必定是关系性的社会空间。

“自在自然”向 “人化自然”的过渡，亦即空间的自然形态向社会形态的转变。藉由人的 “类本

质”，空间不仅是一切存在的客观前提，更是经由实践主体自由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劳动活动所创

造的人化的空间。实践将自然、人、社会勾连起来，描绘了人之存在的社会空间的整体图式，展现了

人与自然、周围世界之关联整体。

（三）属人的空间实践：社会空间的本质规定

人化的空间揭示了社会空间的规定性，超越了哲学史上物理主义空间观的流俗之见。社会空间是

人类实践改造自在自然空间的结果，实践是其理论基石。具体而言，实践型构了交织在各个地点、位

置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空间是实践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固定化。

社会空间是实践的对象化产物。对对象、现实、感性的认识，机械唯物主义单纯 “从客体的或

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唯心主义却 “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则提出应将其 “当做感

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④。从物理空间的自然性窠臼解蔽空间的社会意义，是历史唯物主

义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空间观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中明确使用 “社会空间”

概念，“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⑤。空间实践是人作为 “类存在物”的

能动活动，具有表现人的自由本质的社会现实性。所以，空间是主体空间实践的作品，是人类本质力

量的复现，是人、自然、社会相统一的空间。

社会空间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基于实践论理路，“现实性”的人置身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而不是 “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⑥。“类本质”力量创造的社会空间也具有属

人的 “类特性”，进一步说，“类”指向社会关系。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具有交互作用：一方面，作

为实践产物的空间，是实践生成的社会关系的投射，是社会化了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关系交织的

空间是实践场域，反过来规制实践主体，社群中每个个体都要在其中找准定位。所以，空间既被社会

关系生产，也生产社会关系，社会空间的意义即在此。

以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空间重构，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复归。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古代本体

论 “只见物、不见人”和近代认识论 “只见人、不见物”的空间观。毕达哥拉斯、牛顿的自然空间

样态转向由主体空间实践改造的社会空间，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镜像形式，与人类存在、社会进程休

戚与共。空间实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空间必定是现实的、历史的，对空间的本体论、认

识论的释义进入到历史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生成的历史性维度与必然性进路。

二、历史空间：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空间批判

历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动态展现、空间实践的具体刻画。马克思提出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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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１页。
同上，第１６２页。
同上，第５０１页。
同上，第４９９页。
同上，第３３５页。
同上，第５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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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①，洞悉了社会空间的历史轨迹，实践的时空嵌合是理解历史空间的出发点。历史空间不仅是社

会空间的时间性演变，也是现实性形态。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更迭势必引起空间的重构，每一种社会

形态、生产方式，都生产它自己的空间②。历史唯物主义把空间批判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中，

从工人生存空间、城乡空间、全球空间三个维度揭示资本的空间生产，从空间异化、空间分离、空间

剥夺三个层面全方位批判资本现代性，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投射出社会结构的不平衡、社会关系

的不对称。如果说社会空间是生存实践设置的舞台，那么历史空间就是资本生产规定的故事情节。历

史空间的意义由是观之。

（一）工人生存空间的异化

生存空间是个体社会角色地位的展示。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生存空间有鲜明的阶级划界与空间区

隔，资产阶级主导空间占有与规划，工人阶级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成为 “马拉松赛”③ 的掉队者。

空间的资本化使工人生存空间具有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家兜售的商品。资本家为牟取最大剩余价

值，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将工人劳动生产的场所、日常生活的处所规划到最狭小的空

间范围。恩格斯痛斥这一社会现象，工人 “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

———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

一切地区都要差”④。工人原先的住宅空间在资本的席卷下顷刻湮灭，丧失了生存空间的独立性和完

整性，被抛入 “无家可归”的境域之中。

工人的存在方式被改写，沦为资本的工具。马克思揭示劳动者生存空间的异化，他们被迫 “退

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⑤。商品住宅作为劳动产

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工人生产空间的劳动投入越多，获得的生存空间就越少，但包含剩余价值的空间

商品却被批量生产，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垄断优势地理空间获得更多的级差地租。所以，出现住宅空间

不断扩大再生产与工人阶级对住宅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劳动创造了文明却使工人退回到野蛮状

态。

（二）城市乡村空间的分离

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大表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使农村屈服于城

市的统治”⑥，机器化大生产激起的技术穿透力使城市成为资本文明的代表，乡村发展则日渐式微。

究其根本，城乡空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的结果。

城乡空间关系是人类发展历史分期的线索。城市、乡村是社会的两大子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空间

关系勾绘出历史发展的演变路径，即城市乡村化－城乡统一－城乡对立－乡村城市化。“古典古代的
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

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 （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

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 ［历史］是乡村城市化。”⑦ 空间是城乡关系中最具显示度

的一个面相，不同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空间实践，生产不同的城乡空间结构，以大工业城市为中心

的城乡二元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性空间模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城乡空间分离的城市化进程。随着野蛮向文明、部落向国家、地域局限

性向民族开放性的过渡，城乡对立贯穿资本主义文明进程，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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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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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 “马拉松赛”的比喻，意指工人阶级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甚至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被排挤出去。（参见孙立平：《断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４１０页。
同上，第２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３—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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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①。城市、乡村两极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是分工，即工商

业与农业的分化。乡村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生产具有地方空间的狭隘性；而城市在现代性的流

动和商业市场的扩张下，成为地域结构的中心。二是生产工具，即生产力的 “落后”与 “先进”之

分。乡村作为生产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处于资本循环链的底端，落入封闭、分散的边缘空

间。由此，乡村屈从于城市，而 “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

受局限的乡村动物”②。资本使物凌驾于人之上，主体被迫屈从于客体，成为受局限的动物，并以城

市、乡村为领地边界，形塑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化空间结构。

（三）落后民族空间的剥夺

空间是资本较量的权力场域，资本空间化构造出普遍物化的全球空间版图。资本向宗主国的集中

加剧了对殖民地的空间剥削，呈现为封闭性与开放性、地域性与全球性的空间对立，空间生产幕后的

结构性权力得以显明。

资本宰制下的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形成 “中心 －边缘”的差序性空间格局。资本的空间性力
求打破地域界限，“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③。发达国家通过商品输出建立起全

球殖民体系，垄断了空间的主导权，榨取土地等生产资料、倾销商品，使落后民族、国家陷入摇摇欲

坠的边缘地带，成为宗主国转移资本危机的 “垃圾堆”④。各民族、国家空间资源占有严重失衡，在

共时性的空间并存之中形成耗散、断裂的结构。

全球地理不平衡发展是权力结构的空间表现。全球空间的社会化形塑机制存在双重剥削：其一，

全球空间被置于权力的监视下无所遁形。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

地。”⑤ 资产阶级以变革交通、开拓市场为手段，将落后民族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这实际上

是权力的嵌入，全球空间的扩张亦即权力的再分配。其二，发达国家通过运用将空间差异转向时间差

异的战术，掩盖世界市场扩张中的空间霸权。宗主国给殖民地贴上 “落后”的标签，以 “先进 －落
后”的时间性话语遮蔽空间发展的失衡，“将共存的空间异质性涂抹成单一的时间系列”⑥，抹去全球

资本生产的空间两极化现实，弱化在现代性驯化下重新激发 “他者”空间抗争的可能性。美其名曰

“先进”，实质是全球空间内嵌入式的权力结构。

根植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空间审视，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批判性维度。“历史不过是追

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⑦，断不能把人倒置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历史空间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空间

的战斗，指向未来希望空间的获得。具体而言，工人生存空间的异化、城市乡村空间的分离、落后民

族空间的剥夺，披露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以及空间 “拜物教”的极端化。历史空间审视触及

了社会历史现实的空间实在，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抗话语，空间的非正义问题倒逼了空间正义的

出场，探寻将 “人”从 “物”的殖民空间中解放的空间路径。

三、空间政治：以空间正义为旨趣的空间革命

从实践论探究空间问题，不只是以不同的哲学理路阐释空间，而是 “改变世界”⑧。历史唯物主

义对 “社会－历史”空间之解蔽与批判，继而转向政治意义的空间突围，寻求实现 “空间正义”的

革命路径。空间正义并不指涉中立的容器式空间，而是对住宅问题、城乡对立、全球发展失衡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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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５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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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义问题给予政治回应。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了资本、空间与现实性的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洞悉资本

主义空间矛盾之源，将空间作为政治抵抗的场域。劳动者身体空间对资本殖民的反抗，是空间革命的

主体觉醒；自由的生产者联合起来建立共产主义共同体空间，是空间革命的必经之路。解构资本主义

的空间生产、以共产主义空间革命实现政治空间解放，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政治旨趣。

（一）革命理想：空间正义与人类解放

当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超过一定限域，必然使资本危机的空间转移遇到天花板，社会冲突和

阶级矛盾也就爆发在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合法性基础岌岌可危，空间正义必然出场。那么，何谓

空间正义呢？哈维指出，空间正义是 “社会关系和竞争性权力构型与特定时间内调节和安排地方的

物质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①。空间与社会关系、权力构型的作用机制，隐喻了空间的政治品格。

地理差异不是自在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必须通过空间革命解决，最终通达空间正义。

社会关系是空间正义的切入点。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发生的 “人的依赖关系”、“以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全面发展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发展阶段②。这一进程

也是人的交往从 “最狭小孤立的地点”到 “片面的地域性局限”再到 “世界历史性”的空间化过

程。早期人类生存范围受自然空间限定，以 “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了自

然空间的壁垒转向并存式的空间样态，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但却是在 “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个人

独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原始的 “人的依赖”以及现代的 “物的依赖”的扬弃，挣脱奴役、物化的

社会关系，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可见，“现实性”的人是社会性、空间性存在，人只有在普

遍性交往活动、丰富性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自身存在的全面性。社会关系的解放，在政治关系、经

济关系之外，隐含了空间关系的革命。

从社会关系建构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政治性的空间解放。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机制给社会关系

套上自然物的 “硬壳”，“技术性的大动乱使人的关系和随后的日常生活变得如此委顿”③，以致自由

的阙如。为破除空间拜物教的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

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④。保卫空间正义，正是试图以一种替代性的力量，

解构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二元空间结构的权力关系，使积极的主体间关系从商品物神化的客体关系桎梏

下解放出来，建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

（二）革命力量：抵抗规训的身体空间

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矛盾与空间爆炸，必然引起共产主义空间革命。那么，借用何种力量才能通

达理想空间？资本空间化运转始于割裂工人生存空间的整体性、占有其总体性劳动空间。所以，“现

实的个人”是抵抗空间规训的革命力量，劳动者身体空间的反抗是保卫空间的起点。反思身体空间

如何被资本规训、如何成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指向劳动在资本附庸中如何重获自由与解放、确立自

由全面发展的身体空间。

首先，身体空间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关系的缩影。身体空间是历史

性的社会存在， “压制、社会化、约束和惩罚的力量所要施加于的正是这种空间。身体存在于空间

里，或者必须服从于权威”⑤。资本主义社会高度细化的社会分工割裂了整体性劳动空间，使劳动者

身体空间碎片化、固定化，成为可替换的 “机器部件”⑥。如福柯所言 “全景敞视主义”⑦ 的权力场

域，空间规训显现出社会政治权力对劳动者身体空间的嵌入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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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空间与资本的相互作用导致身体空间的单向度化。资本逻辑从抽象、空洞的自然属性去理

解人的存在，将其视为现成的自然存在物以及物质财富的生产机器，以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为目

标，褫夺了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切物本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但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使社会关

系被物化，资本对身体空间的殖民使冰冷的物的关系遮蔽了温情的人的关系。对此，共产主义空间革

命号召劳动者抵抗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消解异化、压迫的社会关系，以获得自由的生存发展空间。

最后，身体空间为敞向空间正义提供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身体空间是 “通过与资本积

累动态之间常常是创伤性的、冲突性的关系而形成”①。身体空间的受限性正是保卫空间正义的力量

来源，瓦解非正义空间的生产机制需要从生产场所的 “螺丝钉”开始，即将劳动者身体空间作为空

间革命的基本单元。空间革命指向破除资本对身体空间的枷锁，让自由得以显现。马克思言明真正的

物质生产劳动领域彼岸的 “自由王国”是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②。被权力规训

的身体空间隐含了具有反抗力量、打破工具理性化的空间 “硬壳”的 “他者空间”，是空间政治抵抗

的革命力量之能在。

（三）革命路径：自由人的空间联合

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通过自由人

的联合开展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建构全面自由的社会关系，建立共产主义共同体空间，从闭塞、分

散的地域空间转为开放、整体的全球空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规律。

自由人的联合是共产主义空间革命的基本手段。资本全球扩张不断激化的空间矛盾，为无产阶级

革命实践带来契机。马恩指明了一条空间革命之路，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自由联合”

的空间革命拓宽人的自由活动空间、使人不再被抛入受外在性物质力量所控制的深渊之中，开拓了政

治行动的可能性空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

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④ 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在于触及空间实践的社会性本质，经由 “地域性个人”转向 “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克服地域

空间的狭隘性和单面性，使资本之谜得以破解。

自由人联合起来的空间革命之路最终通往空间正义的共同体。马克思揭露历史上以统治和服从的

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有机体具有空间狭隘性，是 “虚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

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 “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⑤，是主体间

世界性的空间关系。作为良性社会关系投射的共同体空间，不再是束缚主体的外部自然环境，而是主

体空间本质力量的彰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空间正义，是完成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种面相。

历史唯物主义从 “社会－历史”两个向度重建 “空间想象力”。首先，将空间置于社会实践与社

会关系场域，剖析空间的社会意蕴。实践呈现人与空间的关系，映照出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

多重社会品格，超越自在自然空间的是由实践加以改造的人化的社会空间。其次，基于历史空间的向

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解构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分离实质是

政治区隔，对此要掀起一场总体性的共产主义空间革命以通达空间正义。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

空间提供新的致思路向，从社会实践破解自然空间之谜，由空间实践生产的空间结构应是维护社会良

性运行的基石，自然、社会、历史三个领域由此构成一个共在、共生、共融的空间，开启了对以往形

而上学空间哲学的颠覆，擦亮了此后都市马克思主义审视社会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⑥。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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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８页。
《资本论》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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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马　超　王　岩

【摘要】伴随城市化与全球化的纵深展开，空间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空间形塑与立体表征，成为实现人民

美好生活重要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实现了批判逻辑与建构逻辑、空间产权与空间人

权、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历史进步与空间解放的内在统一，既是我们把握新时代空间正义的指导思想，

也是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重要话语构成。然而，当代中国空间正义问题并不是纯粹的 “资本”问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从根本上扬弃资本增殖的制度优势，准确理解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公平与效

率等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是新时代优化整合空间资源、规范开展空间生产、妥善协调空间利益，进而

推动人类社会趋向公正、和谐、美好的空间生活样态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遵循。

【关键词】空间正义；城市化；资本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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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ＪＺＤ００８）

在现代社会，空间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空间形塑与立体表征，不仅表现为一种可持续的优良空间

秩序，更是体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本价值导向与基本制度规范。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有效地阻滞了我国各地区疫情的蔓延，为各族人民创造出安全可靠、健

康宜居的生存和生活空间环境，切实增强了我国人民的空间安全感、空间获得感与空间幸福感，鲜明

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初心和政治智慧的同时，也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时代

意蕴与中国境界。事实上，“空间转向”尽管肇始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但
对空间资本化、空间权力化以及一系列空间非正义事实的科学审视与深刻批判，却始于马克思和恩格

斯。因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立场，重溯并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空间正义思想，对于构建

当代中国空间正义具有无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空间正义何以可能？

近几十年来，全球性城市空间非正义事实的日益凸显，引发空间正义问题的新一轮研讨。作为体

现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城市化进程却在现实层面造成空间非正义事态的持续恶化。从空间的表象

性维度来看，伴随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内部的人口膨胀化、资源稀缺化、住宅拥挤化、环境

污染化等现代性城市病症持续涌现。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 “规模崛起”又以挤压非城市空间 （乡

村空间和自然空间等）的良序建构为发展前提，造成以 “城市”为轴心的空间格局出现内外交困的

现实窘境。从空间的社会性维度来看，空间资源的非均衡性分配以及空间权利的不平等性配置，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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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隔离化、空间同质化、空间剥削化、空间排斥化等空间异化现象不断生成，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成

员的贫富差别以及空间内部的矛盾冲突，由此带来新的社会空间的公平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展开空间批判，为我们探求空间正义问题提供了科学

的致思路径。不能否认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思想，是伴随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展的

“空间转向”而被发掘出来的，并且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理界定，本身也 “直接表达出马克思恩格

斯对时间的独特偏好”①。尽管如此，“空间问题”从未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中 “缺

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构成 “他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中轴”②，只是一直以来 “空间维度”往往被

“历史维度”与 “社会维度”所交互潜隐。更重要的是，当前所有关涉空间正义问题的辨析与论证，

几乎都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批判考察。也就是说，自近代西方资本市场开拓以

来，由资本积累与资本增殖造成的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以及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空间生产、空

间分配与空间消费，是催生空间非正义事实的历史性根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空间正义既

非是社会正义的同义反复，也决非是社会正义在 “空间”维度的简单延伸。“作为对资本批判的新的

生长点”③，空间正义构成社会正义不可或缺且充满活力的理论视野。

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延展与深化，不能被我们忽

视。无论是哈维的 “时空压缩”理论、“空间修复”理论，还是列斐伏尔的 “空间生产”理论、索

亚的 “三个空间”理论等，都对资本积累与空间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创造性设

想，开辟出多条论析空间正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毋庸置疑，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探颐当代中国空

间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术争鸣，大多

屯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宏观框架之内，追随后现代主义的 “理论风尚”而聚向微观视角下的城市空

间资本权力斗争，“丧失了”经典作家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层面展现出的政治格局和实践魄力；另

一方面，当代中国的空间正义问题并不是纯粹的 “资本”问题。相较于西方社会的私有制度为资本

的空间剥削 “鸣金开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从根本上扬弃资本增殖的制度优势，因而资本

逻辑对于当代中国空间正义问题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显明，我国的政治权力对于

实现当代中国空间正义具有相当 “独立性”的影响。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实现路径呈现出两条交相

辅成的实践理致：一是要求能够根据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在维护资本 “历史合理性”的前

提下更好地驾驭和引导资本，有效规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空间异化生成；二是要求能够

通过积极推进我国体制机制改革，更充分地发挥政治权力对资本利用效能的同时，有效防范政权的异

化与滥用。历史与实践表明，无论是制衡资本问题还是规约权力问题，政治哲学能够提供很好的纾解

路径。

二、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用空间批判深化资本批判、用空间解放推动社会解放、用空间正义解

蔽社会正义，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诉求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与空间良序有机统一的美好夙愿。

其一，在理论生成向度上，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表现为批判逻辑与建构逻辑的内在统一。

在 《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住宅问题》《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

出，在 “城市化”与 “全球化”这两条具有同质性和共时性进路的空间布展过程中，隐匿着由资本

逻辑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必然伴随空间非正义生成的逻辑诡秘。一方面，作为 “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

需的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结体、劳动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④，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张，不仅以 “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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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的问题谱系及当代建构》，《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胡大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晚期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哈维》， 《社会理论论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５页。
任政：《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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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乡村空间的劳动力和 “剥夺”自然空间的原材料为基本前提，造成非城市空间日渐压缩化、分

散化与衰落化，又驱使城市内部的人口居住分布，完全根据资本占有量进行圈层和划分，以致 “纯

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中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

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住在郊外房屋或别墅里”①，由此造成城市内部空间逐渐趋向碎片化、

区隔化与分异化。另一方面，资本增殖的全球性地理扩展和市场寻觅，“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

己的生产方式”②，使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民族国家的封建体制迅速瓦解的同时，又凭借暴力与野蛮

不断撬开各国市场的大门，以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进行商品输出和原料输入，谋求财富掠夺和征服异族

的全球性霸权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给人们建构出的空间正义价值意境，建立在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虚假正义

基础之上、落实为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希冀。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资本逻辑主导

下的空间生产，不仅导致以 “中心－边缘”为基本特征的空间对抗日趋激烈，更迫使 “未开化和半

开化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事实上，资本逻

辑与空间正义之间具有天然的悖论关系，因为 “不平等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

更是其 “成其所是 （剥削性）”的必要前提。资本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

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④。因此，空间结构表象上的不平等性，本质上反

映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化关系，体现为 “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的人民从属于文明国家的人民”

“农民从属于资本家”“东方的人从属于西方的人”，并最终致使无产阶级从属于有产阶级。更严重的

是，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市场交易中自由与平等在形式上的虚伪呈现，粉饰和掩盖了其剥削与压迫的实

质属性，让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固化成阶级壁垒，并使之成为不可逾越的现实必然。正是基于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致剖析与深刻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正义理想，建构起能够根本超越资本

增殖逻辑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

社会关系，将彻底消除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人的 “劳动幸福”将取代商品的 “财富幸福”，人的

“劳动价值”将取代资本的 “交换价值”，人类社会终将从必然王国迈入能够真正彰显自由和平等的

空间正义王国。

其二，在立论主体向度上，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体现为空间产权与空间人权的内在统一。

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在 “市场交易”的范畴界定空间产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法学视阈下的空
间产权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体现为 “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⑤，关涉的主要是

空间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问题。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毫不留情地撕碎了资本主义社会 “天赋人权”的虚伪面具，严厉痛斥了空间产权化、资本化

运作，对空间人权指向的空间正义造成的侵蚀与伤损。“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

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

况就越悲惨。”⑥ 空间资源的支配者和经营者，不仅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空间规划及其资源

配置，而且将剥削和压迫劳动力作为空间生产的主要手段，他们 “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⑦，

以致劳动阶级的栖居场所和生活空间重新回到了野蛮状态，“灾祸达至较严重的程度时，它几乎必然

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

像野兽而不像人”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禁感叹，“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可见，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间人权，假借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名义，蛊惑和蒙蔽世人，实质上却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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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间产权的增殖目的，是满足资本逐利本性的意识形态符号和 “普世价值”陷阱。

为了能够扬弃空间产权的剥削性和空间人权的虚假性，实现空间产权与空间人权的真正统一，马

克思恩格斯重新界定了 “空间人权”的价值涵蕴，并且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内在矛盾的论证分

析，寻求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空间产权的制度形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看来，空间人权不应该是个

体性自由竞争和自由化契约交易的产物，它应该首先为每个人的自由且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础保

障。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诉求的 “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发展，指涉的不仅是穷苦的

无产阶级，还包括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

方面，“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

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①，因此，解放全人类是

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家在现实层面构成压迫和奴役劳动者的行为事

实，但 “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②，作为资本的增殖傀儡和积累道

具，从根本上讲，资本家同样受到资本逻辑的剥削与胁迫。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

斯所批判的空间产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私人财产”所有权，而是具有剥夺、垄断、威胁性质的

财产权利，是一种通过将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以宰制和阻滞他人自由生存和发展的所有制法权关系。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简单的否定空间产权，更没有反对具有 “物用价值”的 “私人财产权”，

而是主张从根本上消灭具有剥削性质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所有权关系，恢复空间产权向人生成、为

人服务的始源性价值功用。

其三，在精神特质向度上，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呈现为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

作为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基础规律性发展状况的合理性价值观念，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在马克思恩

格斯空间正义思想中交相融合、凝成新质，直面空间正义 “以何可能”与 “应当如是”的基本问题，

展现出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合目的性与合意义性的辩证统一。实践理性是 “理性”之于 “实

践”功能在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把握基础上的观念化表现，不仅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社会空间的重

要方式，更直接作用于他们改造社会空间的现实手段。特别是基于对康德的先验化的道德法则、黑格

尔的神秘化的绝对精神、费希特的抽象化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的客体化的感性直观等思想学说的

批判与检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不仅应该在实践中明证自己

思维的真理性与现实性，更应该作为 “感性的人”，从主体的方面、用实践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现实

世界。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市民社会的空间场域，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检视现实的空间生

产过程，由此完成了从 “空间异化现实→资本空间增殖→资本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一连串追
本溯源式的空间批判与资本清算。不仅如此，为了根本改变现存的非正义性社会空间关系，马克思恩

格斯再次用实践的方式解决空间正义问题，创设性地提出 “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

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 的科学论断。至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将 “哲学家们”的现实任务从

“解释世界”转变为 “改变世界”，更将 “改变世界”的现实途径从 “玄思冥想”转变为 “革命实

践”，从而为实现空间正义夯实了现实基础，寻绎出现实出路。

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价值理性指导着人们以理性的方式对自身的生存意义和生活目的进

行自我体认与自觉追求。在现实性上，价值理性为人们的空间生活提供价值研判，疏解人类所遇到的

价值矛盾与价值选择，试图为人类寻求一种臻于至善的理想空间形态，同时对空间正义发挥着审思、

引领与建构的积极效用。马克思恩格斯将价值理性植根于现实的空间实践之中，立足于对既存的、具

体的市民社会空间的现实超越，在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④ 中寻觅人类的存在价值与生存意义。

于是，价值理性不再是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所诉求的普遍永恒、抽象空洞的形而上学化的终极关怀，而

是聚向对具有历史丰富性和社会具体性的现实空间中的人的真实关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正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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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８５页。
《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２７页。
同上，第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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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具有内在的相互联动性和原生一致性。作为空间正义的双翼，实践理性的

科学性和价值理性的崇高性，不仅联通 “是”与 “应当”之间的界限，同时赋予 “自由” “独立”

“民主”“人权”“博爱”等政治价值以实质性意义，从而在趋向共产主义的实践变革与价值超越过

程中，使空间正义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

其四，在价值目标向度上，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展现为历史进步与空间解放的内在统一。

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为中轴，将人类社会的空间发展划
分为三种社会空间形态，揭示出空间正义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首先，在 “人的依赖关系”的社

会空间形态中，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空间正义主要体现为 “有生命的个体”在孤立、分散的空

间场域中受到自然制约和非独立性的生存发展状态。其次，在 “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空间形态中，

生产分工得到充分发展，空间正义主要表现为 “偶然的个人”在建立广泛联系和世界交往的空间场

域中所获得的部分自由和相对独立的生存发展状态。最后，在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形态中，

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空间正义呈现为 “有个性的个人”在确立普遍性和全面性社会关系的空间场

域中所获得的自由全面的生存发展状态。可见，伴随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优化， “现实的个

人”在不断突破地域性空间隔阂的进程中，逐渐从片面走向全面、由孤立走向联系、由非自由趋向

自由，并最终实现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

价值愿景。与此同时，正是基于历史进步意义上的、表现为具有 “客观规律性”和 “历史必然性”

的社会空间形态的发展与演变，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空间解放思想的第一层涵蕴。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识到，仅仅是在遵循社会发展 “客观规律”意义上的空间解放，尽管是一种

历史必然，却并没有真实体现现实性。尤其是在当前 “物的依赖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商

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相互联系越来越 “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

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①。人的劳动力不仅逐渐物化为商品，人的社会关系也逐渐物化为物的

关系，并且当统治阶级通过剥削性的生产方式获取的收入来源被认为是 “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

的合理性”② 的时候，人性的物化就被认为是一种 “必然的”“合理的”历史进程，长久下去，人的

发展终将被物所彻底地支配和统治。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呈现出一种悖论式发展样态：商品经济

越发展，人越被物化；生产力越发达，人越不自由。至此，一个矛盾且尖锐的问题应势而出：既然以

“物的依赖关系”为表征的社会空间形态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阶段，为何生存其中的空间

主体没有进一步趋向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形态，反而背离发展路向，走向自由的反面？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为我们揭示了缘由。建立在攫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物化产生

的根源，而物化现象的 “巩固”与 “深化”则依赖于私有制的创制。只是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

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

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③。可见，“资本”以及由此蓬勃的 “商品经济”，如

果可以被认为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生成物，那么 “私有制”就只能被认为是仅仅具有 “部分历史

合理性”的时代产物，因为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加速了世界交往进程，却也使

人的物化因此失控、造成人类社会的非自由发展，本质上并不具备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共同占有

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

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

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到自己的支配。”④ 基于此，消灭私有制不仅成为推动人

类社会趋向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形态的重要前提，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空间解放思想的第

二层涵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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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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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核心范畴及其辩证关系

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理论证成，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根本遵循，也是对我国社会

主义现实发展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的价值理想，是致力于最大程度地赋予自由、平

等、权力、权利、公平、效率等政治价值以实质性意涵，并以此作为推动社会空间发展进步的价值基

点和原则坐标，规范运行空间实践、良序开展空间生产、优化整合空间资源、妥善协调空间矛盾，进

而在趋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促进 “每个空间主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当代中国空间正义思想

虽然已基本具备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思想的本质属性，但远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空间正义的理想境

界。因而，立足于时代发展要求与中国自身语境，探寻具有 “中国特色”的空间正义话语体系的理

论建构与存在样态，在综合平衡中寻绎空间正义的实践规范与价值坐标，对于实现我国人民的美好空

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合是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核心诉求。然而，在当前 “物的依赖关系”

的社会空间形态下，确立在商品经济基本上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张力不可避

免。自由强调 “个人空间财产”的合法性，平等注重空间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对自由的倚重，有利

于提升空间生产效率、释放社会生产力活力，却容易扩大空间主体的贫富差别，造成空间矛盾趋于对

抗。对平等的偏爱，有利于优化社会协同机制、缓和空间矛盾关系，却容易降低空间主体的劳动积极

性，导致社会发展进步迟缓。唯有在空间正义的价值引领下，以制度化手段谋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

“中庸之道”，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朝向 “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形态持续迈进。

不同于私有制社会将自由视作优先于平等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空间形态下的自由

与平等具有根本一致性。特别是西方城市化进展利用资本增殖对空间资源进行聚敛与配置，更充分暴

露出私有制社会以 “牺牲”平等谋取的自由，本质上是以侵夺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自由换取的少数人

的自由，是仅仅体现在商品交换之中由资本占有量的多寡所决定的资本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①。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不仅

使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时，根本抑制了资本对空间生产与空间分配的绝对钳制，更

努力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商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自由与平等

之间的关系，不是具有剥削性质的自由和维护 “特权阶级”的平等之间的 “同恶相济”，而是人民民

主专政下的自由与人民当家作主下的平等的有机统一，是以促进社会集体中每个合法公民全面发展的

自由与能够真实保护弱者利益的平等的有机统一。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形态下的自由与平

等，在以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的根本价值诉求中获得了有机统合和高效联动，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实现空间正义的双重进步意义。

但也必须承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自由与平等的具体实现层次还远没有达到共产主

义的价值目标。特别是我国当前在缩小区域收入差距、改善基本住房保障与供应、均衡空间资源配

置、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优化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必

须在全面落实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具体进程中赋予

自由与平等更加丰富的实质性意蕴，使空间正义引领人民不断趋向更加美好的空间生活。

第二，权力和权利的优化配置是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价值主体。在空间正义的法权语境中，权力

体现为国家和政府对空间资源的支配权与分配权，权利体现为公民或法人对空间资源的享有权和使用

权。权力关涉公域，以谋求公共利益为价值旨归；权利聚焦私域，以谋取个人利益为基本诉求；权力

与权利的分化组合，构筑了空间正义的法权基础。就两者的合法性来源而言，作为公众意志的凝聚，

权力的合法性获取倚赖权利的让渡与支撑，作为个人权益的确认，权利的合法性落实需要权力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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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障，两者相互辅成、彼此依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的多元化利益关系张力遒劲，若以权力

侵占权利，将使个人利益虚置，造成社会空间专制独裁；若以权利否定权力，将使公共利益缺损，导

致社会空间混乱失序。正如今日之中国在土地征收、旧城改造、拆迁安置等方面凸显的空间矛盾与社

会危机，无不 “烙刻着”权力与权利之间博弈权衡的印迹。如是，两者偏废其一，都将消弭空间正

义的崇高性价值。

权力与权利的优化配置能否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制，以及能否牢固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权利意识。当前伴随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进， “依法设定权

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① 的制度牢笼正在稳固加强，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更要认识到，在资本仍具有 “历史合理性”的今天，强化对资本的制度性规范

与合理性引导，以规避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同样是优化权力与权利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思维。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底色，这

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时刻牢记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 “权 －利”观念，始终 “把人民

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②。权力的行使边界

应该是真实服务于人民的公共利益：统筹空间资源的合理开发、谋划空间资源的优化布局、规约空间

生产的自发盲从，范导空间消费的理智节约，在保障空间安全、降低资源损耗、减少环境破坏、维护

公平正义等方面，要更充分地发挥权力的规制和引导作用。与此同时，更要在利益交织的现代社会，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和积极守法精神，有

效防范权利的滥用，力求打造出一条真正符合空间正义要求的、全新平衡的权力和权利的发展之路。

第三，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均衡是实现当代中国空间正义的现实力量。效率是推动社会空间发展程

度的重要参量，公平是维护社会空间稳定程度的核心要素，两者相济相克，辩证统一于空间正义的价

值追求之中。效率以竞争性为价值原则，对效率的过分张扬，必然拉大利益主体的差异性与分化性、

侵害弱势群体的空间权益，造成公平旁落，进而侵损社会空间的和谐与稳定；公平以同一性为价值标

尺，对公平的过度痴迷，必然削弱空间生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消磨能动主体的劳动意愿，导致效率

低靡，进而阻逆社会空间的进步与发展。然则，不讲求效率的公平，会导致绝对的平均主义，造成社

会空间普遍贫穷；不追求公平的效率，会催生极端的两极分化，制造社会空间矛盾分裂。于是，作为

统摄和调控两者的最高价值位阶的中间形态，空间正义以科学的发展理念和优良的制度设计，在合理

的发展限域内，寻求着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从而使整个社会空间既能保持可持续

性的进步发展，又能维持具有活力的安定有序。

特定社会空间形态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程度，只能由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发展程度

以及政治体制等因素决定，绝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 －空间抽象地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问
题。自改革开放初党中央提出 “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 “效率优先”原则，到十

三大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十六大的 “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原则，到十八大以来

的 “共享”发展理念，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转变，不仅揭示出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问题的深刻

复杂性，更表明党和国家对效率的孜孜以求，本质上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实现我国的公平正义问

题，因而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不同阶段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关系和发展程度。但要实事求是地看到，

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中国亟须进一步提高效率，通过提供和提升更加优质丰富的空

间产品和空间服务，以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同时又迫切要求加强公平，通过维护和落实各地区更均

等公正的空间权益和空间福祉，以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实现空间正义重要的现实力量，效率与

公平之间不断趋向更高层次的均衡互动，恰恰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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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９页。
《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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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 《历史研究》的考察

杨凤城　付吉佐

【摘要】新中国 “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历了 “百家争鸣”的初步繁荣、“史学革命”的实践

受挫、“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三个发展阶段。作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权威刊物，《历史研究》见证了这

一历程。对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评价，关涉到当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

因此，不能作简单的是非、成败评判，而应挖掘更多微观史料，通过实证研究丰富对 “十七年”马克思主

义史学发展的认识，同时摒弃所谓 “教条化”“政治化”的标签概括，区分 “十七年”史学与 “文革”影

射史学的不同性质，科学认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历史研究》；“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微观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４３－０８

作者简介：杨凤城，河北黄骅人，（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付吉佐，山东青岛人，（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１７ＡＤＪ００５）

当前，学界对建国后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围绕某

一史学事件，如 “五朵金花”“厚今薄古”等问题展开深入具体研究①；二是从宏观层面综述 “十七

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②。前者丰富了独立史学事件的历史面貌，但由于重视个案，未能展现

“十七年”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后者从纵贯性角度概括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但也存在

“宏观分析的多，微观研究的少；理论评价的多，实证研究的少”③ 的缺憾。鉴于此，本文试图做出

补充研究：择取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 《历史研究》杂志为对象④，从其

发展过程中，“以小见大”，呈现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经 “百家争鸣”的初步繁荣、“史学革命”

的实践受挫、“唯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三个发展阶段，既关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纵贯性，又以微

观视角、充足史料作辩证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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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储著武：《“厚今薄古”：１９５８年历史学
大跃进》，《安徽史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例如，王学典的 《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蒋大椿的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认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发展整体呈现 “历史主义”和 “阶级观点”斗争的特点。胡尚元的 《建国后１７年史学领域的大批判》、杜学
霞的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批判研究》则详细阐释了建国后十七年史学领域 “大批判”的情况。周朝民等编著 《中国史学

四十年》、肖黎主编 《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等则从更全面的角度描绘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概况。

黄广友：《改革开放以来 “十七年史学”研究评估》，《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关于以 《历史研究》为切入角度的研究，虽然学界早已有之，如山东大学盖志芳２０１０年博士论文 《〈历史研究〉（１９５４—１９６６）
研究》，以及台湾学者张哲郎、何启明主持的国科会计划成果报告 《四十年来大陆史学研究评估———以 〈历史研究〉杂志为中心

的探讨》等，但这些研究或倾向史学理论的文本分析，或着重专题的研究评估，均与本文研究旨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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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家争鸣”指导下的初步繁荣

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边缘位置、主要服务于 “革命战争”相比，新中国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面临着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

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并服务现实的重要任务。这推动了 《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刊。

《历史研究》创刊之前，国内已有许多史学研究专门刊物，如 《历史教学》 《新史学通讯》 《文

史哲》及 《光明日报》之 《史学》（双周刊）等。但囿于这些期刊杂志本身的局限性，它们还不能

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代表。１９５３年，向达撰文指出史学界存在的 “缺点”之一，就是 “没有一种比较

全面的历史科学刊物”，而且 “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

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向达指出的 “缺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立足发展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也存在着相关性，如向达所说的 “无组织、无领导”，“其不能出

版全面性的刊物，乃是势所必至”①。

以上问题的解决在１９５３年提上日程。是年秋，中共中央成立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党内机
构 “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并决定出版刊物 《历史研究》杂志，由郭沫若作刊物召集人、组织

编委会。最重要的是，毛泽东亲自为刊物确定了 “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②。毛泽东提出 “百家争

鸣”不仅为 《历史研究》杂志，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原则。

《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成员有郭沫若、尹达、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

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刘大年、翦伯赞，共１８人。
从 “几乎代表了我们全国第一流卓越的史学家”③ 的编委会阵容，可以看出 《历史研究》的学术权

威性。成员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居多数，以保证 “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办刊宗旨；也有以

公开宣称 “不宗奉马列”的陈寅恪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编委成员的组成体现了新中国成立

后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导的史学研究体系的多样性。

１９５４年２月，《历史研究》创刊出版第１期，并发表郭沫若撰写的发刊词。在发刊词中，郭沫若
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考据或实证学派的包容态度，指出 “我们并不想在目前就提出过高过急的

要求”，“假使一时还得不出 ‘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 ‘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

只要能够提供出 ‘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并呼吁 “凡是抱着诚恳的

态度、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来参加这项工作吧”④，表达以 《历史研究》为典范、带动马

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期望。

《历史研究》创刊之初的几年确如 “百家争鸣”方针所指导和郭沫若所倡导的那样。一方面，在

文章主题上，既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文章，也有大量考据文章。如 《历史研究》第１期共
刊发７篇文章，其中５篇为史料考据文章，比重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在作者教育背景上，既有如
陈寅恪等兼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也有仅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刘坦、高小毕业的江地为代表

的 “无学历”的史学家。这种发表文章不论出身、学派，一律平等对待的研究风气，表现马克思主

义史学 “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包容性。

这一时期，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学界还通过 “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广泛运用

唯物史观研究、阐释中国历史和现实，建构起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所谓 “五朵金花”，

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这五个问题。古史分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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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方回 （向达）：《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光明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日。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胡厚宣：《学习 〈历史研究〉注意质量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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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沫若提出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引发。在 《历史研究》推动下①，该问题的讨论进入高潮，形成西周

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等 “众

说纷纭”的局面。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由侯外庐在 《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 《中国封建社会土

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起。该文首倡 “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说，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至

１９６５年，发表约１５０篇讨论文章②。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由讨论 《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

《历史研究》发表王明伦、黎澍、韩大成、杜真、尚钺、孙文良、邓拓、从翰香等作者十多篇文章，

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发展程度及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农民战争问题，也是 《历史研究》

刊发论文所用篇幅较多的主题，发表了叶孝信、戎笙、侯外庐、白寿彝、郑昌淦、戚立煌、侯外庐、

孙祚民、王崇武、贺昌群、胡如雷等人几十篇文章，基本涵盖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全部内容。汉民族

形成问题，缘于范文澜在 《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３期发表 《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

因》一文，认为 “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这一观点揭开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应该说，对

“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成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初步繁荣的重要标志。

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思潮的引进，有人试图通过质疑和诟病 “五朵金花”

问题，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

评价 “五朵金花”问题的研究：首先，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 “五朵金花”问题的讨

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认识阐释中国历史和现实、构建中国特色马

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一次初步但深入的尝试。而且，学者们为论证相关结论所作的大量研究考

证，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其次，它活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氛

围。虽然学者对这些问题观点不同，甚至作指名道姓的批判，但大家不以为意。如当时年轻学者金冲

及写文章投稿，出于尊敬，他在文章中有 “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几个字，《历史研究》在发表

文章时却删去了，“给予了 ‘牛犊’和 ‘虎’平等言说的权利”。李埏也回忆说，他在看到这种 “百

家争鸣”的氛围后，“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③。这种活跃的学术氛围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培

养了一大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后，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内涵和研

究范式。如苏联学者依据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认为中国民族 “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

成”，范文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不同于苏联学者的观点。又如，孙

守任于 《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６期发表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就反对简单套用苏联

的分期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这些都体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独立

思考的学术品格。正如翦伯赞所指出的，“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对这五个问题的讨论 “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是历史上带有关键性

的问题”④。因此，我们必须辩证看待 “五朵金花”问题，既要认识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学者理论水平

的限制，对问题的讨论存在着缺点，但也不能否认对这五个问题的讨论 “普及了表现为 ‘社会发展

史’的唯物史观”⑤。

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虽然曾受 “胡适批判”和 “反右”运动等影响经历过

曲折，但总体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蓬勃生机。以 《历史研究》为例，其活

跃的学术氛围引发学界和民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广泛关注，该杂志从１９５６年起改为月出一册，
篇幅有时还有所增加。在销量上，《历史研究》创刊不足一年即突破两万册，甚至出现１９５７年上半
年２３０００余册的纪录⑥。这说明在 “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走向繁荣。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据统计，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历史研究》发表涉及该问题的文章３５篇。
启循：《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综述》，《历史教学》１９７９年第６期。
李妍：《〈历史研究〉的片段历史》，《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
罗志田：《文革前 “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转引自盖志芳：《〈历史研究〉（１９５４－１９６６）研究》，山东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论文，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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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

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倡 “科学性”与 “革命性”的统一，既要用科学的理论阐释中国历史，也要

用科学的研究成果参与社会现实建设。虽然作为一次实践尝试，１９５８年开始的 “史学革命”使马克

思主义史学遭受挫折，但也应看到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应用。因此，我们要吸取 “史学

革命”盲目跃进的历史教训，也要充分肯定 “史学革命”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革命性” “实

践性”特质。

“史学革命”始于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于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０日作的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

话。此时，正值 “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动阶段。陈伯达的讲话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出基本评价，认为 “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主要缺点是

“‘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学风相当盛”；第二，提出学术要为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服务，

“我们的学术界不要总是面对古代，背对现代和将来，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认识中国人民斗争

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全局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面貌；要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经验，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在各个方面，在哲

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历史科学上，作出新的概括，使中国的学术成就大大地高出过去中国一切历史

时代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厚今薄古”；第三，提出 “边干边学”的 “方法论”①。

客观地讲，这是一篇充满辩证思维的文章。讲话既指出八年来社会科学工作取得的成就，也指出

存在的问题；既指出 “现实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主题”，也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做考古

的工作”，还认为 “有了关于现代问题的科学知识，对于古代的问题就更容易了解了。我们懂得了现

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去研究古代”，点明了研究古、今问题的辩证关系。而且陈伯达认

为，厚今薄古 “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因而并没有将其提高到政治或学术指导思想的层面。

目前学界在研究 “厚今薄古”问题时，大多以新华社通讯稿、《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１日的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同志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为依据。殊不知，这篇新闻稿不

仅压缩了陈伯达的讲话，而且对讲话作了曲解。如新闻稿写道：“在谈到边干边学的时候，陈伯达批

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阶级、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其实，这并非陈伯达原话所强调的重点，他没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瞧不起工人、瞧不起劳动

人民”的说法，更没有用 “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的侮辱性词汇来形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反，

陈伯达提出，“我们应该尊重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面前，采取傲慢态度，是不对的”。但由

于对陈伯达讲话的压缩、曲解性报道，加之 “大跃进”的盲目冲动赋予 “厚今薄古”口号斗争意义，

不仅使 “今”与 “古”截然相对，而且使 “厚今薄古”与 “厚古薄今”演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史学革命”与 “厚今薄古”的科学本意渐致丧失。

以 《历史研究》发表范文澜等人的 “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的笔谈为例。范文澜以 “风气与

条件”为主题，认为当时史学界的一般情况仍是 “厚古薄今的风气弥漫”，提出改变这种风气的建议

之一，就是 “首先要研究中国现代史以及近代史”，而 “古代史用少数人去研究就可以”；同时强调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观点。此外，陈垣以 “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

须走的道路”，侯外庐以 “古史领域中 ‘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吕振羽以 “坚决贯彻 ‘厚今

薄古’的方针”，刘大年以 “需要着重研究 ‘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等为题，分别从不同角度阐

述了 “厚今薄古”的斗争意义和方法②。

权威期刊发表权威学者的表态，无疑为以 “厚今薄古”为主题的 “史学革命”注入强大推动力，

使 “史学革命”沿着 “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轨迹呈现出 “大跃进”时代特有的色彩：第

６４

①

②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１９５９年第１３期 （附录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讲话原文）。

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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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 “厚古薄今”和 “厚今薄古”作简单片面的理解。如有人以 “古” “今”论文发表频次为标

准，将 《历史研究》发表过的论文作统计，发现有关现代史的 “平均每三期半才有一篇”，有关近代

史的 “平均每一期约有一篇”，而有关古代史的 “平均每一期约有三篇半”，因此得出结论说，“《历

史研究》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厚古薄今的倾向”①。第二，提出不切实际的跃进计划。史学

领域的跃进也参考经济领域的跃进，表现为压缩研究时间、加大研究工作量等。以 《历史研究》编

辑部所在的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为例。一所指出，“一些主要工作任务的完成期限都从

十年跃进为五年”。五年内一所的奋斗目标是：（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一个从马克思主

义观点出发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史的理论系统； （二）形成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又红又专的科学研究队

伍；（三）写出一批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四）建立一套完整的经

过科学分类的中国古代史史料的公共积累，等等。二所、三所亦不甘落后，同样提出宏大的跃进计

划②。第三，“拔白旗、插红旗”，展开史学大批判。如中山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

判研究会来领导对陈寅恪等的批判，完成批判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论文３６篇③。《历史研究》也发表批
判陈寅恪的文章，说 “陈寅恪关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论著，贯穿着反动的唯心主义文化史观这一条

白线”④。这一时期 《历史研究》也成为史学批判的舞台，从 《批判吴枫的 “隋唐五代史”》《“国史

旧闻”应该批判》《“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批判钱穆的 “国史大纲”》等可见一斑。

伴随 “大跃进”的结束，“史学革命”并未取得如期成果。如１９６０年时，《历史研究》稿件数量
锐减，甚至在没有声明的情况下将月刊再次改为双月刊，而且从内容到纸张印刷，质量均显著下降。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具体实践的受挫。

目前学界对以 “厚今薄古”为口号的 “史学革命”，评价不一。批判者认为，是陈伯达提出的

“厚今薄古”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受挫。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当陈伯达提

出 “厚今薄古”后，他 “就很担心有人会把 ‘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 ‘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

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⑤。所以，一定意义上，史学界自身应承担更多责任，而不能归诸 “厚今

薄古”。而且，作为一种学术倡导，“厚今薄古”实无不妥之处。早在１９５１年，吴玉章就提出 “要注

重现实，着重研究近三十年的革命史”的意见⑥。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也倡导研究现实、服务

当下。因此，针对特定的 “言必称三代”问题，提出 “厚今薄古”的学术意见，客观讲有助于纠正

史学研究方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因特殊年代的失误，而否定学术意义上的

“厚今薄古”，更不能否定 “史学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饱满热情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意义

和 “革命性”特质。当前学界存在一种讳言 “厚今薄古”，甚至矫枉过正、倡导 “回到乾嘉”的学

术倾向，这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视。

三、“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

１９６１年，为纠正 “史学革命”的失误，史学界掀起一股提倡 “历史主义”的风潮。《历史研究》

在该年初进行编制调整，黎澍任主编。为解决 “稿荒”问题、提高文章质量，黎澍一方面将 《历史

研究》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另一方面以戊戌变法、巴黎公社、辛亥革命为主题组织三次学术研讨会。

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开始恢复勃勃生机。这期间，《历史研究》发表的邓拓和范文澜的两篇文

章极具代表性，推动了史学界关于 “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字报集锦之 “〈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９期。
历史一所情报小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工作五年跃进规划的制定》；郦家驹：《跃进中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

三所通讯小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跃进指标》，均载 《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７期。
李锦全：《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情况》，《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１０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１２期。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１９５９年第１３期。
吴玉章：《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进步日报》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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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的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一文，发表于 《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１
期。文章阐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观及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文章指出，

“我们的方针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提倡 “言必由衷的实事

求是的作风”，甚至提出要鉴别学术水平的高低，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外，“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

己的标准”。文章虽有 “打旗号”的意思，但针对的是当时史学界 “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甚至破坏实

事求是原则”的问题①。

范文澜的 《反对放空炮》发表于同年 《历史研究》第３期。文章特别强调踏踏实实进行史学研
究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 “真正打得到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 （论文或

书籍）”。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具体指向的是当时史学界存在的所谓为保卫 “党性原则”而斗争的

空洞口号②。

有了邓拓、范文澜等史学大家的提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 “历史主义”学风再次兴起。如针对

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把 “古代农民理想化、无产阶级化的倾向”，蔡美彪撰文指出，“必须对各

个封建王朝的具体的统治制度，不同时期的具体的农民战争进行具体的研究”③。同时，这一时期关

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也再次活跃起来。

但随着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 “阶级斗争”，党的政策重新发生 “左”的逆转，

史学领域强调 “阶级分析”的风气日盛，“历史主义”与 “阶级观点”的论争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

探讨的主题。１９６３年 《历史研究》第３期发表张玉楼的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一

文，批判刘节的 “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张玉楼认为，刘节的历史观是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资产阶

级史观。他指出，阶级斗争理论 “是观察全部阶级社会历史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理论 “使历史学

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使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成为科学”。这就强化了 “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的地位，并突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间的对立，由此掀开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的序幕。

“历史主义”与 “阶级观点”的论争，主要聚焦于对两者内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对此形成两种

不同的声音。一种以宁可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统一而有差别的两个不同

理论。宁可的主张体现在 《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④ 一文中，主要表达了阶级观点是唯物论、历史

主义是辩证法的观点，虽然也强调阶级观点，但同时指出在运用阶级观点时，“又始终应当以对事物

的历史发展及其各种条件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另一种以关锋、林聿时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观点包含历史主义，实际上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主义的独立存在价值。关锋、林

聿时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

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甚至就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⑤。虽然双方观点不同，但还都

本着 “欢迎批评指正”的态度，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被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但当戚本禹发表对李秀成的评价并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争论告一段

落，“阶级分析”成为支配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１９６３年，戚本禹在 《历史研究》第４期发表 《评

李秀成自述》一文，怀着影射彭德怀的目的，文章断言 “李秀成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

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 “自白书”，李秀成本人是一个丧失革命气节的叛徒⑥。据当时编辑丁守

和回忆，稿子寄来时，他虽觉得观点偏颇，但 “讲了些道理”。于是连同罗尔纲的 《关于我写李秀成

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一起发表⑦。该文发表后引起极大震动，许多学者都不赞同完全否定李秀成。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到文章后提出意见说，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能轻易否定，提议由刘大年写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丁守和：《谔谔集》，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３页。
同上，第２１３页。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４期。
参见 《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
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６期。
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
丁守和：《谔谔集》，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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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作为史学界基本意见，仍由 《历史研究》发表，以作补救 。可见，此时

学界对历史人物尤其是以李秀成为代表的重要人物的评价，大多还是提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周

扬说李秀成是 “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翦伯赞也指出忠王 “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并

强调说 “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①。

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发生逆转。江青将戚文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肯定这篇文章，并作了 “白纸

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示。批示传出后，影响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相

关部门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发表②。之后学界关于李秀成研究的文章，几乎

一边倒地变成讨伐、批判。

这场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争论，可以看作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论争在史学研究具体领域的体

现。争论中对肯定李秀成观点的批判，实际上变成对 “历史主义”的批判。论争的结果是，由于政

治的介入，“唯阶级观点”取得胜利。此后，当戚本禹以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旗号，提出 “无产

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③，将矛头

指向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以 《历史研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时候，

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问题的学术讨论最终转向极端化的政治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发
表评论批判说，“《历史研究》从１９６１年第１期由一位新主编接手以来，逐渐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史学领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个刊物，在学术讨论的幌子下，以显著的地位，大量的

篇幅”，“发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文章，大放毒草”④。

在这样的批判声中，代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正确方向的 《历史研究》出版至第３期后停刊。
不可否认，以戚本禹为代表的政治文人将 “革命”等同于 “阶级斗争”，又将阶级分析方法 “唯

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陷入僵化困顿。但当前某些历史研究作品以此为借口，淡化阶级分析

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边缘化”，在史学研究中 “去政治化” “去意识形态化”，提出彻底

“告别革命”的错误论调⑤。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告

别革命”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一方面吸取 “唯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科学认识

“革命”的深刻内涵———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革命性”。

四、小　　结

如何研究评价 “十七年”史学，是一个 “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２０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
史地位，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发展前景”⑥ 的重大问题。目前，在对 “十七年”史学

发展的评价上，存在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认为这一阶段 “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

史学完全政治化”⑦，持大致否定态度；另一种认为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巨大成就，成绩

是主要的⑧。从上文对 《历史研究》的考察看，新中国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既有 “百家

争鸣”指导下的初步繁荣，也有 “史学革命”的实践受挫，还有 “唯阶级分析”的僵化困顿，是一

个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因此，上述两种评价不免存在着 “纠缠于意气之争”“泛泛而论马克思主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徐庆全：《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历史学家茶座》第１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４—９５页。
同上，第９５页。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１９６５年第６期。
史绍宾：《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
王伟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学科创新体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
期。

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 “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德朋、洪源、苗家生：《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日。
如陈其泰：《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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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史学的成败得失”“满足于简单的是非判断”① 的问题。

当下学界对新中国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研究，应 “转向开掘资料，勾陈被遗忘被

尘封的史实，致力于细致扎实的具体研究，用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的方式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来

面目”②。同时，在深入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三点：

第一，不能用 “教条化”“公式化”“政治化”等标签，简单概括甚至否定 “十七年”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发展，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确立指导地位，就必然导致发展的僵化、停顿。

如果秉持这种错误观点，就会得出 “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也就早已过时

或应宣布为非科学”的结论③。当前学界出现绕过 “十七年”史学、甚至绕过马克思主义史学，割裂

自身学统、转而接续民国的学术倾向，就是这种错误观点的体现。

第二，“十七年”史学与 “文革”影射史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史学体系。总体而言，“十七

年”史学发展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

史学发展。而 “文革”的影射史学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截然对立的

“帮派史学”，毫无 “科学性”“革命性”可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关于该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可否认，政治对史学运动和史学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推

动、指引作用。但运动开展起来后的发展过程，并非政治所可以完全左右和控制。如，针对 “史学

革命”中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的宁 “左”勿右错误做法，毛泽东曾试图作出纠正，批示要

“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

事业服务”④。广东省委也对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做法点名批评，认为是 “对党的知识分子

政策掌握不稳，对知识分子采用简单压下去的办法”⑤。但这些政治权力的介入和纠正，无法扭转局

势的转向。因此，认为是政治主动介入、史学被动接受而导致史学发展的曲折，进而把责任完全推之

于政治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责任编辑　平　川）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峰：《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齐鲁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同上。

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南开学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６４页。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８５页。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当前中国小农问题

———兼评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之争

张慧鹏

【摘要】小农户的大量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围绕小农户的前途命运，学界

存在激烈争论。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派，主张用市场机制消灭小农户，发展规模化农业。以社会

学家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派，则强调维持小农家庭经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争论进行回应，论证在生产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必然走

向消亡，但小农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此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着眼长远，我们要通过农民的

组织化来改造传统小农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历史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１－０９

作者简介：张慧鹏，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华
南农村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２０ＹＪＣ７１００８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研究”（１８ｗｋｐｙ４７）

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的前途命运，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话题，也是我国当前面对

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对小农户的政策主张，学界形成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两大派别①。在理论

脉络上，自由市场派继承亚当·斯密以来的 （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小农经济派则延续了以恰亚诺

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传统。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争论进行回应。

一、当前中国关于小农问题的两种对立观点

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学者围绕小农问题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在价值层面，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

自由市场派学者以经济学家为主，他们把农业当成单纯的产业，从经济效率方面来评价小农经济

的优劣。小农户作为单纯的市场主体，与专业大户、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样，都是

为了利润而经营，本质上没有不同。当前中国的小农经济小而散、效率低，严重制约中国农业现代

化。他们主张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土地流转，使农业走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道

１５

① 贺雪峰归纳了三农政策领域的三种派别，即自由市场派、小农经济派和主流政策派。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在观点上针锋相

对，各有其价值立场和目标取向；而主流政策派作为三农政策的制定者，既要追求农业的现代化，又要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因

而尽力调和前面两派的观点。（参见贺雪峰：《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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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而那些由于土地规模化经营而被排挤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转移到城市就业②。

小农经济派学者以社会学家为主，他们从多个角度论证小农户存在的合理性。一是为农民提供基

本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一点无需赘言，已经有很多学者反复强调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功能③。二是为 “中国制造”提供廉价劳动力。贺雪峰认为，建立在农民家庭劳

动力代际分工基础上的半工半耕模式，极大降低了农民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压低了中国制造

业的人工成本，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④。三是避免农业资本主义化和农民彻底的无产

化。中国高达２．９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得益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农民工虽然
常年在外打工却不是彻底的无产者，中国因此避免了拉美国家广泛存在的城市贫民窟⑤。黄宗智认为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的资本化并没有剥夺农民的土地，是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⑥。四是小农

生产具有生态优势。温铁军等学者认为资本化的大农场以利润为目的，对生态环境构成很大的破坏，

而小农经济则具有生态友好性⑦。五是有助于村落社会的延续和传统文化的保育。我国的村落社会和

传统文化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要维护中国长期以来的村落传统，传承和保育传统文化，小

农经济的存续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⑧。

（二）在事实层面，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小农家庭经营？

自由市场派学者的观点简单明了，小农经济得以存续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构成的城乡二

元结构限制了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扭曲了市场机制，保护了落后生产方式。中国发

展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

用，小农经济必然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小农经济派学者强调小农家庭经营的韧性。在贺雪峰看来，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后，老人留

守在农村从事农业，既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减轻子女的经济负担，又由于是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

作，单位面积产出非常高，是非常有效率的农业⑨。黄宗智则认为，小农经济的效率和土地经营规模

无关，而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农业不同于工业，农业天然适合家庭经营。在市场经济

中，小农家庭经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领域具有很大优势，能够战胜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瑏瑠。

二、小农问题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失语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前途命运问题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马克

思的 《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论土地国有化》，到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法德农

民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小农问题有非常系统的论述。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工人政党围绕

农民问题进行了持久争论，形成考茨基的 《土地问题》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十月革命前，列宁在与

俄国民粹派关于农民问题展开论战，写出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十月革命后，列宁积极

探索如何把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写出 《论粮食税》《论合作制》等著作。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小农经济改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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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河、崔红志：《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区域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管理世界》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黄少安、谢冬水：《“圈地
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经济学解释》，《当代财经》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党国英：《乡村振兴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国家治理》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贺雪峰， 《小农立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贺雪峰：《为谁的农业现代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第３０７页。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的误区》，《财经界》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付会洋、叶敬忠：《论小农存在的价值》，《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贺雪峰：《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１日。
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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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国拥有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近代中国工业化步履蹒跚，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广大农村仍

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通过土地改革成功地动员起广大农

民支持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的小生产改造

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

体先是推行包产到户，激发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针对小农户分散经营的弊端，提出 “两个

飞跃”的战略构想，体现了高度的辩证性。

遗憾的是，在当前关于小农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几乎处在失语状态。占据主流的自由市场

派和小农经济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自由市场派以经济学家为主，他们追求效率

为先，推崇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机制，自然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公有制、计划生产等政策主

张。小农经济派学者以社会学家为主，他们站在维护农民群体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强烈批评主流市

场派带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另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

都把农民当成理性经济人，并且过度迷恋土地的规模化经营①。

面对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没有积极回应。笔者看来，这种现象是多方面

因素造成的。首先，这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点有关。当前国内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

更多地从事理论研究，着重于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主要集

中在意识形态斗争、党的建设等领域，“三农”问题并不是研究的重点。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研

究以宏观结构性分析为主，较少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具体经验案例进行解剖，这就使得

马克思主义 “三农”研究不太能够跟得上社会热点，制约了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其次，这也反

映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边缘化。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曾经一统天下，以至于人

人言必称马列，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受到批判甚至取缔。这当然是极 “左”

的错误做法。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走向另一个极端。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大量涌入，马克思主义逐渐边

缘化。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没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少人却对之

不屑一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不具备学理性；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

种过时的学说，不能解释当前的现实，也不能指导当前的实践②。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还具有深厚的学理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

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 “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

器。小农问题关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道路和几亿农民前途命运，在如此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马克

思主义不应该缺席。

三、小农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小农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

历史唯物主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中寻找到客观规律性，从而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

“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③。而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当成自然史，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全部历史

的基础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根结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史。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

系，进而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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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新时代小农经济的实际与理论》，《开放时代》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
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

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 ‘失语’、教材中 ‘失踪’、论坛上

‘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５／１８／ｃ＿１１１８８９１１２８．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查询。）
《资本论》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础，而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从低级到高级，社会形态由简

单到复杂。对此，列宁总结道：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

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那么，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哪些规律？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

分工的深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前，欧洲

普遍存在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具有封闭性、狭隘性，排斥分工协

作。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把孤立的、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化成相互协作的社会劳动，把个体化的小生

产转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指出资本主义的竞争推动生产不断地趋向集中和社会化，形

成垄断。而生产越是集中和社会化，越是需要在全社会范围进行生产的组织化。但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由于生产资料是私人所有的，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组织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无组织的。个别企

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随着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

毁了”②。资本主义无法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生产力的发展

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要冲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

到来。社会主义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的生产，能够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更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小农经济消亡的理论。恩格斯在

晚年时针对小农问题非常明确地指出，“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

产者以真正的自由”③。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不断有浪漫主义者批评马恩对农民的遭遇缺乏同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都

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灾难性后果进行毫无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们绝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从道德上谴责资本主

义的罪恶，也不会像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一样美化传统的小生产。他们始终坚持生产力标准，尊重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们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相对于传

统的小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还打破了人类原始封闭状态，促进人

们的相互交往，使人类历史变成世界史④。他们批评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美化过去的小生

产，试图以小生产对抗资本主义，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⑤。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一百多年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整体的趋势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

的预言。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本、信息、商品在全世界流动，形成世界

市场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交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人类

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

繁、更紧密”⑥。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各国的竞争，任何国家的落后生产部门，都必然在国际竞争中

被淘汰。正如近代中国的传统手工业被西方工业品排挤掉一样。这个过程也许很残酷，但不可逆转，

事实上也代表着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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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农消亡的现实曲折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是从漫长的

人类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时间尺度动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上万年。只有在这样宏大的历史尺度

下，才有可能看清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宏观角度看，历史的发展似乎是线性的。回到中

观层面，就会发现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而具体到微观层面，则会发现很多

的偶然性。把宏观、中观、微观视角综合起来，其实也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就是恩格斯讲

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中并通过大量偶然性表现出来。

从历史唯物主义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小农经济的衰亡是必然的，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但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在 《资

本论》第１卷有关原始积累的一章，马克思考察了从１５世纪开始的英国小农经济解体的过程。英国
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在机器大工业建立之前，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原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在马

克思那里称作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制造的工业品逐渐替代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推动自然经

济解体，农民开始与土地相分离。但这时的工场手工业还不够发达，只占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并

且与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结合在一起，仍然需要城市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程

度。此时的小农经济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某些工业部门和某些地方，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

被消灭，但又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产生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以工业劳动为

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从１５世纪最后３０多年起，英国人总是抱怨资本主义经
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但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直到１９世纪中期，机器大
工业的建立，才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为资本主义农

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①。也就是说，英国农民转变成为无产者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持续了３００多
年。

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也先后经历了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由于各国的具体国

情不同，农业转型的道路也并不相同。列宁专门区分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

前者是容克贵族直接转变成农业资本家，后者则是在农民分化基础上通过竞争发展出资本主义农

业②。后来的学者如特伦斯·拜尔斯 （Ｔｅｒｅｎｃｅ．Ｊ．Ｂｙｒｅｓ）等人，在列宁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各国农
业资本主义转型道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③。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就更加复杂。过去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把广大发展中国家

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并未使农民彻底无产化。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

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指出，半无产化才是第三世界国家更为普遍的现象④。而在荷兰学者扬·杜威

·范德普勒格 （ＪａｎＤｏｕｗｅｖａｎｄｅｒＰｌｏｅｇ）看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着复杂
而又富于变化的再小农化过程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小农消亡理论受到质疑，俄国民粹

主义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小农稳固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⑥。

在笔者看来，我们无需过度惊讶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马克思划分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一种理论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资本论》第１卷，第８５７—８５８页。
［苏联］列宁：《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７８０—７８１页。
Ｔ．Ｊ．Ｂｙｒｅｓ，“Ｔｈｅ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Ｃｌａｓ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９），２００９，ｐｐ．３３－５４．
［英］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页。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潘璐、叶敬忠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 “恰亚诺夫主义”》，［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译本序，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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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一种类型学划分，现实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社会形态。在某种主导生产方式和生产关

系之外，还可以容纳多种其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例如，美国很早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直到

１９世纪还存在奴隶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排挤掉小生产，相反，半无产化反而更加有利于
资本的积累。民粹主义者看到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赞赏小农经济的坚韧性，却没有看到这时的小农

户已经从属和依附于大资本①。

五、当前中国小农户的性质和演变动力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有着自己的

特殊性。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传统。时至今日，大国小农仍然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农情。

那么，如何认识今天中国的小农户的性质？

小农家庭经营是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社会形态的存在。但小农家庭经营从来不是一种独立的经

济形态，总是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小农经济的性质是由所处的社会形态决定的。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

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

点”②。我们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的性质和特点，也要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相结合。黄宗智

基于对明清时期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提出 “过密化”理论，在学界享有盛誉。对当代中国农业问

题的研究，黄先生延续了从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得到的观点，提出小农家庭经营特殊性和农业不同于工

业的特殊性，以此来证明小农家庭经营的坚韧性。然而，封建时代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户更像是恰亚

诺夫所说的小农，本质上是一种生计经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从事简单再生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小农户已经是商品生产者，在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有条

件，小农户也会通过扩大再生产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并没有不

可逾越的界限③。

市场竞争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贺雪峰领衔的华中乡土学派针对农民分化问题进行大量的

经验调查。他们看到了市场化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对乡村社会治理、农民生计的负

面效果。他们不愿接受农村社会的过度分化，不愿看到外来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农民，而是对当前农村

社会大量存在的 “中农”群体寄予厚望，认为 “中农”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

持力量，希望能够维持 “中农”占主导地位的状态④。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是不断地发展变

化的，农民的分化是一个始终在进行的动态过程，所谓的 “中农”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稳定状态，其

中一部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失败，蜕变成小农或者退出农业领域，另外一些则可能成长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其实，自农村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民就没有停止分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民还在加速分化。２００４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０．５８亿亩，２０１８年全
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５．３亿亩。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国共有
２０７４３万农业经营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户。规模农业经营户仅３９８万户，占全部
经营户的１．９２％。但是，规模经营户的实力和影响力却很强。２０１６年耕地规模化 （南方省份５０亩

６５

①

②

③

④

张慧鹏：《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重返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开放时代》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４页。
正如秦晖所批评的，恰亚诺夫把自然经济下的与市场经济中的家庭经营、把自由竞争中的与依附状态下的家庭经营都归为 “家庭

经济”，并把它与资本主义截然分开，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参见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 “恰亚诺夫主义”》，《农民经济组

织》中译本序，第２０页。）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社会科学》２０１１第３期；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
南车头镇调查》，《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１９８１－２０１０———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
对象》，《开放时代》２０１２第３期；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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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北方省份１００亩以上）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２８．６％；规模化 （年出栏

生猪２００头以上）养殖生猪存栏占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比重为６２．９％，家禽规模化 （肉鸡、肉鸭年

出栏１００００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２０００只及以上，鹅年出栏１０００只及以上）存栏占比达到７３．
９％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主体、主要农产品供给主体，还是社会化服务主体，
开展土地托管、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等社会化服务。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２２０多万多
家农民合作社不仅覆盖５０％左右的农户，其中不少还给非成员提供服务。全国４０多万个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组织，服务对象数量达到４６３０万个 （户），托管面积达到３．６４亿亩②。

尽管中国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水平已经进步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仍

然缺乏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

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的竞争。面对发达国家高

度现代化的农业，我国小农农业经营规模小、装备和技术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几乎毫无招架之

力。国内外主要大宗农产品价格出现倒挂现象，许多国外优质农产品进口到岸税后价格大大低于国内

市场价格③。小农农业精耕细作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却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综合成本比较高。据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２００８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４７％、
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２％、美国和日本的１％，导致农产品价格缺乏国际竞争力，农民收入水平难以
提高④。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保护性关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脆弱的农业，但全球化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旨在通过关税保护落后产业不是长久之计。农业的出路最终还是要提高农业的竞争

力。

当然，小农经济派学者常常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不能仅从经济效率来衡量，但这些说辞在市场

经济竞争机制的冲击下都不堪一击。至于一些人所认为的小农农业的生态功能，其实并不成立，兼业

小农户往往缺少现代农业知识，不懂如何科学种田，导致农业的污染更加严重⑤。

六、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的耐心

我们批评小农生产的落后性，并不是主张要人为地加速小农的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预

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

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⑥ 对于小农的改造，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

程。曾经在有一段时期，工商资本热衷于下乡圈地，一些地方政府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名义，在农业

政策上扶大不扶小，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受到人为挤压，农业领域出现资本化和去小农化的趋势⑦。针

对这一现象，２０１６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是件大事，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８／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１８６８４．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查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４９４７９４．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查询。
叶兴庆：《加入ＷＴＯ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态势与战略性调整》，《改革》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何传启主编：《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１２：农业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浙江大学谷保静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２万多农户的调查发现，农场规模是影响农药使用强度的重要因素，农场规模越小，农药化
肥使用强度越高。因为对于小农户来说，外出务工收入才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农业收入只是补充，农民增加化学品使用所节省

的时间，可以通过务工来获得更高的收入，所以农民并不关心如何更高效率地使用化学品。（参见 《中国农田 “减肥”难，浙大

大数据找症结：土地不够规模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２２１８５１４，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查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３７０页。
冯小：《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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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散的、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难以建成现代农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改变分散的、粗

放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可操之过急，很多问题要放在历史大

进程中审视，一时看不清的不要着急去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专门提出要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短短一句话，意味着重大的政策调整。２０１９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小农户家庭经营的辩证

关系进行了阐述：“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发挥其在现代农

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清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

情，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

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②

七、超越农业资本主义和传统小农经济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

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③ 对于小农问题，我们不能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必须尊

重客观规律，认清历史趋势，顺势而为；不能只是立足当下，更要着眼于长远，进行战略性谋划和布

局。

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对小农经济派的批评，并不意味

着接受自由主义者土地私有化、农业资本化等激进主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

式的确立虽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但这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 “在现代农业

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

的。”④ 由于对剩余价值毫无止境地追求，以及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农业资本家对任何一块土地都

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榨取它的肥力。“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

源泉的进步。”⑤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农业一定是建立在农民合作基础上的大农业，

这是对小农经济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超越。对于当前国内的农业农村改革，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

坚守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⑥。

其次，要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民的组织化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小农经济不能支撑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中国也绝不能

走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如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

的现代化，是党的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探索。而他们所得到的共同的答案，就是农民的组织化。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

平同志提出 “两个飞跃”的战略思想。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 《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中，习近

平指出，我国农民家庭经营存在经营规模小、生产粗放、竞争力弱等问题，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２５９—２６０页。
《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７４８７．ｈｔｍ，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０日查询。
《资本论》第１卷，第９—１０页。
同上，第５７９页。
同上，第５７９—５８０页。
习近平：《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０４／２８／ｃ＿１１１８７６３８２６．ｈｔｍ，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２０日查询。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当前中国小农问题

让农民个人去自生自灭，只能让许多农民 “呛水淹死”；而发达国家农村市场化的经验表明，只有将

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 “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①。

再次，要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适

度规模经营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排挤出许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归根结底要靠二三产业来吸

纳。这个过程也许是长期的，但方向不会改变。对此，党委政府需要做的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破除城

乡二元制度，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尽可能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

使农民尽快转化成为新市民。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业等问题，在根本上要靠完善城乡社会

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的那一小块儿土地，既不应该也无能力继续承担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农业生产

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城乡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必然要随之而变化。有些乡村必然要衰落

甚至消失，对此不必太伤感。中国地区差异极大，乡村的振兴是整体的振兴，不是每一个村都要振

兴，都能振兴。人口的适度集中更加有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更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对于有条件实现振兴的乡村，应该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整合资源，构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使全体村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责任编辑　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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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鞍钢宪法”的产生及其蕴含的

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尹　胜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对工业企业管理制度进行一定的探索，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１９５６年，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沿着这一

思路探索产生的。“鞍钢宪法”并非鞍钢独创，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技术革新中坚持 “群众路线”、在

企业管理中实践人民民主权利思想的产物，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体现和延

伸。“鞍钢宪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前期成果和思想资源。

【关键词】鞍钢宪法；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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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１８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７）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１日，鞍山市委提交了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

告》，中共中央于２２日批转了这一报告，“鞍钢宪法”的名称便产生于毛泽东所做的批语。毛泽东将
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赋予鞍钢，认为它 “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①。鞍山市委曾于１９５９
年７月２５日向辽宁省委提交了 《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提

出要克服右倾松劲情绪，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以扭转当时鞍钢生产下降的

局面。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印发了这个报告，以此批评 “反冒进”②。中央要求进一步总结鞍钢经验，

鞍山市委便以鞍钢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 （“双革运动”）的经验为主要内容，起草了１９６０年
那份报告。报告分为四部分：一是鞍山地区的 “双革”已形成群众运动，短时期出现很多重大的技

术创新，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是 “双革运动”的初步经验总结：不断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

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实验；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自力更

生和大协作相结合；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相结合③；三是鞍山地区和鞍钢１９６０年的跃进指
标和实现途径；四是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大抓技术表演竞赛，把双革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鞍山市委报告汇报的是双革运动的经验，并非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没有出现 “两参一改

三结合”的表述。第四部分提到，“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

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的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

级路线”④。这句话实质性地涉及了企业管理的原则，即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而在管理

０６

①

②

③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９０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１５—１１９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３册，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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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制度上只有 “批判一长制”的内容，并没有提到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因此，“鞍钢

宪法”的内涵实际上超越了鞍山市委报告的鞍钢经验，毛泽东将建国以来尤其是 “大跃进”以来各

地在企业管理方面探索出来的一系列理念和制度赋予鞍钢，提炼出 “鞍钢宪法”。毛泽东的批语全面

反映了其基本内容：“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

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

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① 这里包含 “鞍钢宪法”的五个基本点：技术革命、群众

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政治挂帅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

众路线、技术革命属于企业管理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均来源自毛泽东；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和 “两参一改三结合”则是具体的管理制度，是各地在毛泽东强调的理念、原则基础上探索、总结

出来的。批语中对 “一长制”和 “马钢宪法”的批评反映了企业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争论，也反映了

毛泽东力图探索出一种有别于苏联而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而创造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

建设路线的想法。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企业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工业企业按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解放战争期间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

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企业和 “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企业。鞍钢属于第
三种类型，因此，鞍钢的管理制度受苏联 “马钢宪法”的影响较大。建国初，企业管理方面最重要

的任务就是改革旧社会封建把头把持生产和管理的制度。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出 《学会

管理企业》的社论，要求全党 “学会管理企业，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②，

树立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改变压迫剥削工人为目的的管理制度，实行管理民主化，吸收工人参加

生产管理，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统一领导机关———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工代表会议。委派干部以厂长

名义接管并改造旧企业，形成生产行政工作的厂长负责制。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６日，中央同意东北局 《关

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认为国营企业民主改革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的经营管理制

度逐步建立，生产行政管理工作上的厂长负责制的实行条件完全成熟，但厂长负责制必须同管理民主

化相结合，不能将其与党和群众的监督对立起来，曲解为个人独断专行③。

华北局１９５４年４月８日 《关于在国营工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指出，工矿企业民主

改革后，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队伍形成，厂长多由党员干部担任，已具备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条件；为

克服企业内多头领导或无人负责、工作秩序混乱的现象，明确职责，有必要将１９５１年以来实行的党
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④。中央批转了这一文件。华北局强调必须将厂长负责制和工

厂管理民主化结合起来，厂长在管理上必须依靠党、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⑤。中央书记处１９５５年４
月 《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工矿企业领导办法有三种分歧的主张：一是党委领

导下的一长制，党组织是工厂的领导核心，生产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先经党组织讨论决定，厂长在党

的统一领导下负责指挥生产；二是厂长负责制，由厂长对国家负完全责任，党组织只负责监督，以避

免党委集体负责制下的多头领导、无人负责、生产秩序混乱、政治工作薄弱等现象；三是一长制下加

强党的监督和政治思想工作，一长制和党委制是不同组织的两种制度，生产管理工作应实行一长制，党内

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⑥。１０月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认为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帮助确立和巩固一长制⑦。
这一时期虽然中央决定要推行一长制，但强调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和加强党的领导，三者的平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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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９册，第８９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４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１６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同上，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同上，第３２８—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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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探索阶段，党内也存在分歧。真正实行一长制的工矿企业并不多，许多厂长由于不熟悉业务，不

敢负责，遇事由党委商量决定；而且东北由于推行一长制，降低了党的作用，导致企业中政治思想工

作薄弱，产生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个人主义的歪风以及党内不团结的现象①。因此，学习苏联的企

业管理经验和制度，还需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坚持群众民主化管理。实际上，这一时期大多数企业实

行的是厂长领导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会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议三者相结合的民主管理制度，虽然

有推行一长制的倾向，但都存在着工人参加管理、党委领导的机制，并不完全是苏联式的一长制。

二、“改革与建设”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探索

“一五”计划奠定了国家工业基础，经济建设也积累一些经验，但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

适合我国国情。１９５６年初，毛泽东在听取各部委汇报期间多次批评一长制，质问 “你们为什么对一

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 “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

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当然 “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两者缺一不可”②。

关于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毛泽东说： “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

导，军队和企业实行 ‘一长制’，我们就不学。”③ 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以苏为鉴”，探

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那些不适应中国国情的管理制度和做法，工业企业管理制

度的改革就包括在内。中共中央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４日批转 《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竞赛的领导

广泛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指示》，指出某些企业干部只依靠行政命令，不充分发扬民主，把加强企

业管理和依靠群众对立起来，这与过去实行 “一长制”有很大关系，片面强调一长权力就必然产生

忽视集体领导，忽视依靠群众的偏差；上海市委提出把过去实行的 “一长制”改变为党委集体领导

分工负责制，这是一项改进企业工作的极为重要的措施④。上海市委的报告强调，所有工厂企业的生

产计划和一切重大措施、技术改革，必须及时地发动全体职工讨论，开展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并应

定期召开职工代表会和生产会议，使其成为企业管理中的固定制度⑤。这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党委集体

领导和管理中的群众路线思想，目标在于避免 “一长制”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作风。

中共八大提出要进行全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

管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中央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⑥，

并且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反思和改革苏联体制更加明

确，要求发展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克服官僚主义⑦。１９５７年３月，《关于
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防止罢工罢课的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

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应加

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使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⑧。

１９５７年４月７日，《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决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
负责制，坚持群众路线和企业的民主管理，把企业中现行的由工会主持的职工代表会议改为职工代表

大会，扩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⑨。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瑏瑠，明确提出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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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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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４０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３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１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６６年５月）》第２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１６页。
同上，第２２３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３８页。
同上，第５８２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同上，第１６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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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建设”并举，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所有制方面确立起来，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还需要

进一步的加以改革和调整，以调动起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中就包括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关系，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而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猫鼠关系。各

地的整风运动中先后出现干部参加劳动、干部以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中的经验，这些得到毛泽东的

高度赞扬，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①。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４日的 《关于普遍推行种试

验田的经验的通知》，推荐了湖北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认为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领导干

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对于三者本身都有莫大的好处，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

匙②。干部参加劳动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的 “三结合”领导方式。

毛泽东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

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③。毛泽

东不赞同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即 “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他认为虽然

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确立起来，但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相互关系并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而作

为上层建筑的某些规章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两方面均需要进行不断调

整，前一方面就是通过整风中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来密切干群关系，后一方面就需要不断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毛泽东提出的 “不断革命”论也可以理解为 “不断改革”论，即不断调整

和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参一改三结合”正是这种改革中探

索出的在管理和技术革命中实践群众路线的具体领导方式，虽然出现于工业企业管理领域，但总体上

是产生自毛泽东 “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思想，这也是 “鞍钢宪法”产生的逻辑起源。

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形成脉络

“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在整风运动中逐渐形成的，而 “两参一改”的经验首次出现于黑龙江省委

１９５８年４月９日 《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报告介绍了

庆华工具厂 “两参一改”的具体经验：干部参加劳动方面，要求厂级干部每周劳动一天，科室和车

间等基层干部每天劳动、工作各半日；工人参加管理方面，适当下放管理权限，由工人直接参加生产

小组的管理，即工人分工负责，全面、直接管理生产小组的生产、技术、经济等工作；改革业务方

面，将可以由车间解决的问题下放，修正了一些造成多余的办事层次和相互制约制造矛盾的规章制

度，砍掉和简化了表报④。此外，报告还提到的 “三化”（干部工人化、劳动经常化、生活群众化）、

“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同学习）⑤。虽然 “一改”是 “业务改革”，但已涉及改革

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所以 “两参一改”经验在庆华工具厂基本成型。这种新的扁平化管理方式能够

有效克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密切干群联系，在生产中发现与解决问题；工人直接参加管

理，奠定了企业管理工作的群众基础，大大调动群众生产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也使领导干部摆脱了

事务主义。这种制度使企业的生产与管理、领导与群众紧密结合，干群间的管与被管的观念发生改

变，这就是毛泽东所希望的通过整风不断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时批示：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的经验，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对

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

长春汽车厂丰富了 “三结合”经验。该厂通过召开车间主任、技术人员和生产组长定期和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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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
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０日；《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关于各级脱离生产人员参加
体力劳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８日；
《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５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３５３页。
参见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第２７８—２８３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期的会议，或相关科室、车间干部和工人的业务会的形式，实现了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大

大提升了解决管理和技术问题的效率。工人得以参与到生产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之中，帮助改革不合

理的生产和技术规章制度，而不是仅限于以往工人参加行政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改革，形成了党委统

一领导下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将 《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

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印发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并批示 “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当这样做”①。

这种群众性技术革命的 “三结合”形式是 “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是将群众路线贯彻于技术革命

与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创新，充分调动起一线职工的积极性，使得离生产最近的工人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生产和管理中的问题，加上专业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的支持，生产技术的革新和企业管理的效率得到

最大提升，这也是毛泽东希望通过调整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以调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重要

尝试。建国后工业企业不断推进生产改革、开展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再到技术革命，这一过程中

党始终强调依靠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三结合”的方式正是这一思想的实

践产物。当然，“三结合”有诸多形式。例如，技术革命中，土洋结合、自力更生、内外三结合；工

厂内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厂外实行工厂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结合②；学校、

研究机关和工厂相结合，学生、研究人员和工人相结合，教育工作、研究工作和生产相结合③，等

等。毛泽东十分重视技术革命，曾在１９５８年初号召全党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④，把技术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建设

的战略高度，而 “三结合”是群众探索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理想形式，符合毛泽东一贯强调的依靠

群众的观点。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在大型企业中必须继续坚
持政治挂帅和依靠群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在许多企业中已经收到显著成效，必须在工

业战线上全面推广⑤。１９５９年３月的全国省市委工业部长会议讨论了现代化企业的领导制度，号召全
国工矿企业普遍推广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毛泽东肯定了这一经验，认为这种制度能不断调

整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 “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⑥，

并最终于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在批转鞍山市委报告时将 “两参一改三结合”归纳总结为 “鞍钢宪法”，

随后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被确立为 “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⑦。

虽然毛泽东将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命名为 “鞍钢宪法”，然而历史地讲，这套制度并

非以鞍钢为典型，而是以黑龙江的庆华工具厂为典型。“鞍钢宪法”名称的产生只是由于毛泽东审阅

鞍山市委的报告有感而发，触发这一命名是他 “以苏为鉴”的出发点和 “群众路线” “党委集中领

导”等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原则。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４日，中共中央 《关于发展 “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

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更为全面的概括了 “鞍钢宪法”的实质内容，即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

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

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 ‘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

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⑧，是党的集中领导

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中也可看出 “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完全等同于 “鞍钢宪法”，而

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示是中央为转发 《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的报告》所写，其中还指出 “鞍钢宪法”产生的历史逻辑，即 “不断的调整企业中的生产

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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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①。虽

然 “鞍钢宪法”的产生与 “大跃进”有一定的关联，但其作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

重要环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内容涵盖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领导方法和原则，

是在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基层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终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认同、接受和推广。

四、“鞍钢宪法”蕴含的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

毛泽东在命名 “鞍钢宪法”之前一个多月，曾认真研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 “大跃

进”以来的实践，深刻思考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和方法，在批注和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的管理作了很多论述，“鞍钢宪法”实际上就是对这方面思想的提炼和升华，当然这都是以苏联为参

照、结合中国实践探索而凝练出来的。因此，从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可

全面透析出 “鞍钢宪法”的产生逻辑，及其蕴含的毛泽东关于企业管理中实践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

权利的思想，可以说 “鞍钢宪法”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重要探索成果。

毛泽东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学习，最基本的批评在于教科书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

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②，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

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存在矛盾的，而这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三大改造后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上层建筑中还有大量的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积极性发挥的规章制度需要改

革。人与人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除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以外的重要内容，劳动中不平等的

关系包括，“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

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而 “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③，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的 “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的方式。毛

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

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④。“两

参一改三结合”就是这种探索的制度成果。

其次，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的 “一长制”，认为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 ‘一长制’

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

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⑤。毛泽东谈到斯大林 “只谈经济

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

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⑥。正是因为 “一长制”过多强调了干部的作用，削弱了党的集

体领导原则，是一种 “见物不见人”的制度，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毛泽东在提出坚持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大力发动群众参与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有

群众参与的扁平化和全面管理大大提高了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鞍钢宪法”大搞群

众运动则是毛泽东 “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

再次，“鞍钢宪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 “政治挂帅”，这也是毛泽东一大鲜明的观点。毛泽东

批评苏联教科书 “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利益，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⑦，只讲物质刺激，

没有讲政治。他认为 “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

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⑧， “社会主义社会要有

‘物质鼓励’和 ‘精神鼓励’”⑨，“把对 ‘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⑩。因

此，“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

位”瑏瑡。因此，在企业管理中，毛泽东强调的是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不能单纯的采用物质激励，

讲 “政治”讲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引导人民建立正确的利益观。

５６

①

②

⑦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３册，第６２６页。
③④⑤⑥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８００页，第６７页，第８０６页，第１０７页，第６９—７０页。
⑧⑨⑩瑏瑡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８０１页，第４３１页，第４２７页，第１３５页，第８０７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最后，“鞍钢宪法”蕴含了毛泽东的 “人民民主权利”思想。他说：“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

利时，没有将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

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

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① 他主张 “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

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

社会保险等等权利”②。这正是毛泽东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独到理解，认为人民必须参与对企业乃至

上层建筑的管理，避免群众沦为少数精英治理下的被动客体，必须将社会主义民主从政治引申到社会

经济领域，实现人民的经济民主，才能避免劳动者的权利得而复失。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了这种民主

的物质基础，然而必须进一步建立保障人民直接参与 “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乃至上层建

筑的权力机制，企业管理方面所探索出来的 “鞍钢宪法”正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权利思想的集中体现。

五、“鞍钢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崔之元认为 “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 “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垂直命令为核心

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他将 “两参一改三结合”理解为 “全面质量管理”和 “团队合作”理

论，即通过充分发扬 “经济民主”以增进企业效率③。这是从西方企业管理的技术角度对 “鞍钢宪

法”在形式方面的肯定，即通过扁平化管理在团队合作中充分发挥工人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认为这

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西方福特主义发起的挑战。从 “鞍钢宪法”产生的历史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毛

泽东是有意挑战福特主义的，甚至毛泽东是否知晓福特主义都是存疑的。毋庸置疑，单从工人团队合

作的形式看，“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有一定的契合。然而，这只是从劳动管理和技术分工角度来

理解 “鞍钢宪法”，并未考虑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这一维度，简单地将其与西方经济

学中的管理思想相类比并不能全面理解 “鞍钢宪法”的精髓和实质。首先，“鞍钢宪法”是在工厂的

民主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工人与工厂管理者的封建剥削关系，树立了工人的主人

翁意识。其次，“鞍钢宪法”和后福特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同，“鞍钢宪

法”形成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工人和管理者才可能有平等的关系。

再次，毛泽东的经济民主是内嵌于人民民主权利这一范畴之内的，不仅包括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关系，而且包括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利，远远超出经济学、管理学范畴，是一种有着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因此，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来理解 “鞍钢宪法”，而是要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

度才能全面理解其实质和精髓。“鞍钢宪法”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新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实践相

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读苏联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对我国国营企业管理制度的凝缩

和提炼，是他关于技术革新中坚持 “群众路线”、企业管理中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思想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体现和延伸。“鞍钢宪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对于新时

代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必须将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结合

起来，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体现企业职工主人翁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同

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鞍钢宪法”可以成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　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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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第２７５页
同上，第２７６页。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何谓反思？

———意识现象学方法谈之二

倪梁康

【摘要】意识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是通过反思而可被直接把握到的意识 －存在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这个定理既是
超越论现象学或存在论现象学的原理，也是方法论现象学的原理。这种哲学反思的方法与要求在东西方思

想中有悠久的传统，而现代的意识哲学家与精神科学家在精神领域或意识领域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在胡

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反思被冠以 “超越论还原”的名义，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的 “内感知”和 “自身观

察”。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反思与回忆、反思与原意识的关系、反思的基本类型和反思的种种局限性。

【关键词】现象学还原；内省；回忆；原意识；反思的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６７－０８

作者简介：倪梁康，江苏南京人，（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在阐释 “何谓意识”的问题之后①，在这里要讨论 “何谓反思”的问题。它涉及关于意识的第

三个定理②：意识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是通过反思而可被直接把握到的意识－存在 （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这个
定理既是超越论现象学或存在论现象学的原理，也是方法论现象学的原理。我们可以按照文德尔班的

说法首先将 “意识”理解为笛卡尔所说的 “ｃｏｇｉｔｏ”，即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当下进行的、清醒的心
灵活动。对于这种作为 “心灵生活”的 “意识”，我们以两种方式 “知道”或 “了解”：（１）在意识
活动进行的同时直接地知道它，即直接地意识到自身的进行，我们可以根据胡塞尔的说法将这种原初

状态的意识称作 “原意识”或 “自身意识”③；（２）对这个直接的自身意识作追加的沉思，即通过随
后的反身思考来知道它，我们可以将这种追加的反身思考称作 “反思”④。这里的第一种 “知道”是

非对象性的、伴随性的；第二种 “知道”是对象性的、后随性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因为前

者意味着后者的对象。如果没有第一种 “知道”的在先发生，那么第二种 “知道”就没有对象，反

思也就无法随后发生、无从指向。反之，如果没有第二种 “知道”，那么第一种 “知道”也不能被确

认、被理解、被评判，不能成为意识研究的课题。正如耿宁所言：“惟有通过对自己的和他人的体验

的反思，我们才获得对我们的经验之主体性的认识。”⑤ 在这个意义上，第一种 “知道”即 “意识”

或 “自身意识”属于本体论的范畴，第二种 “知道”即 “反思”或 “反思意识”属于认识论的或方

法论的范畴。综上所述，只要我们是清醒的，我们就处在直接的自身意识状态中，即意识到自己是有

意识的；而如果我们要认识、思考、研究意识，反思就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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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倪梁康：《何谓意识？———东西方意识哲学传统中的视角与理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
第１期。
关于意识的前两个定理分别为：（１）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２）意识总是处在流动中。笔者已经在关于意识结构和意识发
生的文章中予以阐释说明。

笔者在 《何谓意识？》一文中已经说明，这里的 “原意识”和 “自身意识”实际上就是意识。后面我们在讨论 “反思”的语境

中会将 “意识”称作 “原意识”，以便突显它相对于后补反思的原本特征。

［瑞］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张庆熊、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３８４页。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哲学中的 “原意识”与 “后反思”》，《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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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还应当对通常意义上的，即广义的及严格意义上的与狭义的 “反思”作一个区分界定：

广义的 “反思”是指特定的思想者群体对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精神形态、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

形态的反身思考，因而就有在此意义上的 “反思的社会学”“反思的语言学”“反思的历史学”“反

思的人类学”等。这个意义上的 “反思”，可以是主体对主体本身的思考，也可以是主体对客体的思

考，或主体对其他主体的思考。这种广义反思不仅是意识哲学的方法，也应当是所有精神科学或心理

科学的最重要方法①。耿宁在他讨论反思问题的论文中便主张这个意义上的 “反思”：“并非只有本己

的体验才能被反思，相反，在对其他经验生物的同感 （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反思他们的
意向体验。”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意义上的 “反思”已不是意识哲学的严格意义上的 “反思”，也

不是胡塞尔意义上的 “反思”，而是这里所说的广义 “反思”，或按胡塞尔的说法，这更应当属于

“同感的理解”③。

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 “反思”，即哲学的反思，或更确切地说是意识哲学的反思。狭义的反思

仅仅意味着意识对自己的反身思考。这是意识哲学所持守的反思概念，也是确切意义上的主体性反思

概念，即主体对主体自身的思考。这里的主体被默认为单数。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反思是意识哲学家

的个体意识对自己的反身思考。意识哲学家认为，对意识的研究必须首先通过这种哲学的反思来进

行。这是意识哲学有别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地方。

这种哲学反思的方法与要求在东西方思想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例如，它与佛教和儒家所说的

“观心”或 “自省”的要求是一致的，与古希腊传统的 “自知”（即 “认识你自己”的德尔菲神谕）

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后来奥古斯丁所言的 “不要向外走，回到你自身！真理就在你心中”，更是清楚

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它几乎就是对慧能之教训的西文翻译，即 “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或 “菩

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概言之，它是带有方法诉求的哲学意识活动。

而现代的意识哲学家与精神科学家在精神领域或意识领域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以 “沉思／ｍｅｄｉ
ｔａｔｉｏｎ”（笛卡尔）、“反思／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康德、胡塞尔）、“回退／返回／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ｋｔｉｖ”（普凡德尔）、“回
溯／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芬克）、“自身思义／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狄尔泰－约克、胡塞尔），或心理学家们所说的
“内省／内观／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ｋｔｉｏｎ”或 “内感受／ｉｎｔｅｒｏｃｅｐｔｉｏｎ”等名义。

一、反思作为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方法

前面曾论及作为本体论范畴的意识，它与意识哲学的普遍性诉求有关。心理学家不必去关心这个

问题，或至少可以在撇开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工作④。但意识哲学无法回避它，因为这事关哲学的

基本问题，即本体论问题。意识哲学不能赞同心身二元论，不能赞同心理物理的平行论，因为它仍然

无法回答下面这个纠缠哲学家上千年并使哲学陷入 “丑闻”的问题：意识是如何超出自身而把握到

在它之外的外部事物？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预设了二元论，即意识的存在和外物的存在。而它在认识论

８６

①

②

③

④

笔者于２０年前曾就皮埃尔·布迪厄的 “反思社会学”的 “反思”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它更应当是指 “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

“理解”。现在看来，也可以将布迪厄的反思纳入更宽泛意义上的 “反思”系列，即精神科学家对精神的反思。绍科尔采在 《反

思的历史社会学》中也是在这个宽泛意义上理解 “反思的社会学”的 “反思”，认为反思社会学是将自身反思的方法运用到社会

学的研究中，“当人们认识到在所有的社会理论中都包含着自身反思的成分时，社会理论便与哲学具有相似之处”。他还在书中

列出包括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内的一批反思社会学家，并提出其中心论点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晚期著作界定出两条分支社会学脉

络：反思的历史社会学与反思的人类社会学”。（参见倪梁康：《“反思”及其问题》，《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现象学与社会理

论》第４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匈］阿尔帕德·绍科尔采：《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凌鹏、纪莺莺、哈光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页，引文略有改动。）
［瑞］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第３８４页。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ｃｈｌａβ．ＥｒｓｔｅｒＴｅｉｌ：１９０５－１９２０），ＨｕａＸＶ，ＤｅｎＨａａｇ：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５９．（以下凡引 《胡塞尔全集》，均仅在正文中标出 “Ｈｕａ＋卷数＋页码”。）
即使从来都有关心这个问题的心理学家，他们也是带有哲学情怀的心理学家，或者也是哲学家，例如胡塞尔的老师施通普夫，他

在１８９６年的心理学大会上开启了关于心理物理平行论的争论并因此引发众多讨论。（Ｃｆ．Ｇ．Ｈｅｙｍａｎｓ，“Ｚｕ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ｕｓｆｒａｇ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Ｓｉｎｎｅｓｏｒｇａｎｅ，１８９８，Ｎｒ．１７，Ｓ．６２－１０５．）



何谓反思？

上表现为一种相即论，即思考认识与事物是如何相即的，或认识是如何切中对象的问题。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１９００／０１）时期基本还是一个描述心理学意义上的现象学家，因而那时
他可以不考虑二元论的问题。但他也是逻辑学家和数学家，最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５年后，他开始
考虑 “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和方法，以此来解决二元论的问题。在１９０７年的 “现象学的观念”的５
次讲座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 “现象学还原”或 “认识论还原”的原则并说明：

现象学的还原就意味着：必须给所有超越之物 （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以无效的标志，即：

它们的实存、它们的有效性不能被预设为实存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被预设为有效性现象。我所能

运用的一切科学，如全部心理学、全部自然科学，都只能作为现象，而不能作为有效的、对我说来可

作为开端运用的真理体系，不能作为前提，甚至不能作为假说。①

这里给出的 “现象学还原”的要点，后来在１９１３年出版的 《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第１卷中通过 “悬搁”“中止判断” “排除” “判为无效”等概念而得到展开说明。它们与 “还原”

概念一样，都表达一种对待精神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论态度：悬搁或排除所有自然观点的预设和自然科

学的前提，还原并回归到意识本身，从这里起步，在对意识的反思中直观、分析和描述所有自然观点

和自然科学的各种构成，在结构与发生方面的双重方向上的构成。

可以注意到，在胡塞尔的 “还原”理论中有三种身影：（１）笛卡尔的身影：普遍怀疑的方法与
“ｃｏｇｉｔｏ”的确定；（２）康德的身影：对哲学认识论的 “认识如何可能”问题与自然科学的 “认识是

否可能”问题的划分，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 （３）狄尔泰的身影：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耿宁对胡塞尔通往超越论现象学的三条道路的划分：笛卡尔的道路、康德的道路

和心理学的道路②。应当说，胡塞尔的 “还原”在哲学和逻辑上要比三位前辈哲学家都更彻底，因为

他们都为二元论留下退路，而在胡塞尔这里，无论利弊，哲学的一元论都得到最终贯彻。而无论早期

还是后期的现象学家或现象学的心理学家，与胡塞尔在这条超越论道路上始终同行的，可以说是绝无

仅有的。但思想史上不乏与胡塞尔并肩者。在还原之后，胡塞尔可以说所有存在都是被意识到的，海

德格尔也可以说存在论唯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

当然，胡塞尔意义上的 “一元论”说到底还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唯有一元”，而是奠基论意义

上的 “基本一元”，即所有自然研究与人性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意识研究的基础上。而意识理论方面的

“基本一元论”的最重要逻辑理由与康德在认识论方面的一元论是相似的：自然科学和人性研究都是

在意识中进行的，意识研究可以说明自然研究和人性研究的可能性条件。一旦意识研究运用自然研究

和人性研究的成果或以此为前提，就会犯下循环论证的错误。

“现象学还原”后来成为现象学方法代名词，但这时它实际上已经是复数，包含 “本质还原”

“原真还原”等。而最初的也是最严格意义上的 “现象学还原”，是指 “超越论还原”或 “超越论现

象学的还原”③。这里的 “超越论”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一词原先是康德哲学的概念，中文翻译中也作
“先验”。康德将自己的哲学称作 “超越论哲学”或 “先验哲学”④。在他那里，“超越论”的一个主

要含义是指我们的认识与认识能力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的认识与事物的关系。这种超越论哲学的思考

因此需要通过 “反思”和 “理性批判”才得以可能。

胡塞尔也随康德而将自己的意识哲学称作 “超越论现象学”，将自己自觉地纳入近代超越论哲学

的传统。不过在他这里，“超越论”是指我们的意识与其自身的意向构造能力的关系，而不是我们的

意识与外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我们将 “反思”和 “批判”理解为意识对自己的可能性条件的

思考，那么也可以将意识哲学称作 “反思哲学”“超越论哲学”或 “意识批判哲学”。胡塞尔本人没

９６

①

②

③

④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８页，黑体为原文所强调的。
ＩｓｏＫｅｒｎ，“ＤｉｅｄｒｅｉＷｅｇｅｚｕｒ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ｉｊｄｓｃｈｆｔｖｏｏｒ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ｅ，
Ｎｒ．２４，１９６２，Ｓ．３０３－３４９．
关于 “还原”的类型，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４２５—４３５页 “还原”条目。

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与中译，参见倪梁康：《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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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超越论现象学的反思方法做出系统的论述。他曾委托他的学生欧根·芬克续写 《第六笛卡尔式

沉思》，专门讨论 “现象学的现象学”，即 “现象学的方法论”或 “对现象学反思的反思”。这部经

胡塞尔审读和批评过的方法论著作是在胡塞尔和芬克去世后才公开出版的①。

二、反思作为自身感知，有别于 “内感知”和 “自身观察”

“反思”在胡塞尔那里就意味着意识对本己体验的反身思考。在他之前的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都曾将这种反思的方法理解为 “内省”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ｋｔｉｏｎ），相当于某种方式的 “自身观察”：研究者以

自己的体验为观察和研究对象。它因此构成开端阶段上的主观心理学的方法依据。不仅科学心理学开

端期的许多心理学家如冯特、詹姆士、布洛伊勒、艾宾浩斯等，都或多或少使用这种主观心理学的方

法，而且心理学中的联想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维尔茨堡学派等，也都运用这种自身观察方法来进行

心理学研究。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反思方法实际上是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和延续。

对于 “自身观察”的方法，冯特很早就通过与心理学的 “实验方法”比照而做出自己的评价。

他认为 “自身观察”是建基于 “自身感知”上的主观方法，无法满足精确性的要求，因而只能是心

理学的辅助手段。与此相比，“实验方法”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将意识纳入准确可控的客观条件下，从

而使一种精确的观察得以可能②。这里提到的 “主观”与 “客观”以及 “精确”与 “不精确”的分

别，是导致后来的客观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得以盛行，而主观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逐渐衰败，最终转

为人文心理学和精神哲学的原因。

姑且不论冯特的评判究竟是否合理，以及目前客观心理学的片面发展究竟是否有益，有一点首先

要指出：心理学研究的 “内省”方法与现象学研究的 “反思”方法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批评通俗的和传统哲学的 “外感知”与 “内感知”的概念。自洛克开

始，外感知被视作我们对物体的感知，内感知被视作我们 “精神”或 “心灵”对自身活动的感知。

这个意义上的 “内感知”或 “自身感知”也被视作精神对自身活动的反思。但这个概念定义和划分

是建基于笛卡尔区分的 “精神”（ｍｅｎｓ）与 “物体”（ｃｏｒｐｕｓ）的二元本体论，以及洛克据此而建立
的 “感觉”（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与 “反思”（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的方法二元论的基础。胡塞尔指出，布伦塔诺试图根
据明见性质和不同的现象组来划分内感知与外感知，即内感知是明见的、是对心理现象的感知，外感

知是不明见的、是对物理现象的感知，但这种划分仍然立足于二元论，因而仍然无法消解认识论的难

题。胡塞尔提出用 “内在感知－超越感知”的概念来取而代之。这个区分建立在意识一元论的基础
上，即所有最基本的意识活动都可以分为上述两种感知：（１）对意识本身的感知没有超越意识范围，
因而是内在的感知；（２）对意识之外的事物感知超越出意识范围，因而是超越的感知。由于没有超
出意识的范围，因而内在感知是相即的；而由于超出了意识的范围，因而是不相即的感知③。

尽管这些概念划分和界定是 《逻辑研究》的诸多重要思想贡献之一，但这里不适合深入探讨。

这里只能强调三个要点：其一，用从一元论出发的 “内在感知”来取代二元论基础上的 “自身感知”

“内感知”“内省”，为避免和克服认识论上的二元论窘境提供了支持；其二，胡塞尔理解的现象学反

思与他在认识论上偏重的内在感知是一致的，因而意识现象学获得方法论方面的支持；其三，胡塞尔

在后期不再使用 “内在感知”，乃是因为 “反思”的行为特征并不适合用 “感知”来标示。

三、反思与回忆的差异

“反思”的行为特征不能用 “内感知”或 “内省”来标示，甚至不能用 “感知”来标示，原因

０７

①

②

③

参见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芬克及其 〈第六笛卡尔式沉思〉》，《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Ｃ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ｕｎｄｔ，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Ｂｄ．１，Ｌｅｉｐ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ｖｏｎ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１９０２，Ｓ．４，１２．
以上对胡塞尔相关思考的概述，参见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第２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４３—１２６９页，“附录：外感知与内感知。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



何谓反思？

何在？耿宁曾在讨论现象学反思的论文中论证过这样的命题：“反思活动不是对当下意向体验的内感

知，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内省，而是仅仅在当下化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① 这个命题的上半句实

际上就是上文阐述的内容，而下半句是我们在本节要讨论的内容。

耿宁所说的 “当下化”（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ｒｔｉｇｕｎｇ）是胡塞尔的术语，意味着再现的或想象的意识行为。
它与作为感知的意识行为的 “当下拥有” （Ｇｅｇｅｎｗｒｔｉｇｕｎｇ）不同。也就是说，反思是一种想象活动
而非感知活动。因此，它不是自身感知，至少不是 “内 （ｉｎｎｅｒ）感知”。反思的本质首先是后思
（Ｎａｃｈ－Ｄｅｎｋｅｎ），即在一个意识行为已经完成之后对它的追复思考。如果我们现在思考反思意识，
那么就是在进行反思的反思。反思不可能对一个没有进行过的意识行为进行思考，例如，一个天生的

聋哑人不能反思他的听音乐的意识活动，他至多只能想象这类意识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黑格尔

和胡塞尔都说哲学就是反思，那么对他们来说，哲学都是回顾而非展望。

如果反思是回顾性的，是对已经完成的行为的追复思考，并且因此而不同于感知，那么反思与回

忆有什么区别？它们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它们都属于耿宁所说的 “当下化”行为，都是对

已经完成的行为的再造或复现。又如，反思与回忆都会因为再造或复现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换言

之，在再造或复现的过程中，被再造或被复现的内容必定会发生变化，不仅内容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而且内容的总量会增加或减少。这种情况在佛教中被称作 “心增”或 “心减”。这种情况既会在回忆

那里出现，也会在反思那里出现，如此等等。但反思与回忆之间仍然存在着几个本质的区别。这也是

我们无法用它们之中的一个来取代另一个的原因。

第一，反思是自身审视，回忆则不是。以 “我回忆我的大学时代生活”与 “我反思我的大学时

代生活”为例，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它们的区别。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审视，同时可以带有价

值认定或价值判断，即常常以 “反省”的方式出现。回忆则只是单纯地再造或复现。当回忆者开始

对自己的总体 （性格、能力、品格）和自己过去的特定行为做出评价时，他就开始从回忆者过渡为

反思者。就此而论，反思不是内省，但可以是反省，即 “吾日三省吾身”中的 “省”。因此，说一个

人缺乏反思，并不意味着他不擅长回忆，而是指他不擅长自我审视、自我评判、自我修正。

第二，反思对待反思对象的态度可以是不做存在设定的，回忆则不可以。回忆总是带有对回忆对

象的存在设定。一旦缺少这种存在设定，回忆就会转变为自由想象。可以说，回忆必定是对曾有意识

活动的再造，而且是认之为真的再造。反思虽然也是以已有的意识活动为对象，但并不必须认定这种

再造是逼真如初的。反思可以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对被回忆的过去做出审视和评价，但并不必定以

回忆为基础。反思可以针对任何已有的意识活动进行，同时不顾及它是否真实存在。我可以反思任意

一个感知意识或回忆意识，同时不必顾及它是否在某时某地真实地进行过。

第三，反思对待反思对象的态度可以是不做时间设定的，回忆则不可以。反思的对象不一定带有

时间设定。但回忆意识不同，它必定是对以往意识行为的当下再造，而且是这样一种再造：被回忆的

对象必定与当下的回忆活动处在一定的时间间距中，它始终带有过去意识以及时间间距意识②。

根据以上几点，反思在本质上有别于回忆，但这些区别并不能改变它们共属于当下化行为类的事

实。就此而论，“反思”既不是 “内在感知”，也不是 “回忆”。或许我们可以像胡塞尔时而也做的

那样，将 “反思”定义为 “内在直观”。而特定意义上的 “哲学反思”是一个可以避免预设、假定

和超越等方法缺陷的意识哲学方法。

四、反思与原意识的关系

上文的引论中已谈到 “反思”与 “原意识”的区别，这里可以引述埃迪·施泰因对 “原意识”

（在她这里是以 “内感知”或 “内自身感知”的名义）与 “反思”的描述刻画，来重温这个区别：

反思与内感知的区别何在？更确切地说，反思与内自身感知的区别何在？……无疑有这样一种意

１７

①

②

［瑞］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第３８４页。
关于回忆的这些基本特征，参见倪梁康：《回忆与记忆》，《浙江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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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原初的体验流连续更新地生成，它是 “被意识到的”，而且无须进行一个转向它的行为，它就被

意识到了。但这个持续产生的河流构成了体验的统一，建构它们，并 “将它们留在身后”，因为它继

续流动并生成新的统一。现在可以有一个回顾的目光朝向这些统一，并使它们成为对象———，这就是

我们的意义上的 “反思”：而它发现这个被给予它的统一客体，一个感知的统一、一个喜悦的统一、

一个决定的统一，以及如此等等，但也可以是整个体验流本身的统一———作为同一个东西 （ｄａｓｓｅｌ
ｂｅ），即那个原初在它的流动生成中曾非对象地被它意识到的东西。①

施泰因对原意识与反思两者之间区别的描述刻画十分清晰，而且深受胡塞尔风格的影响。但她似

乎只是突出非对象的原意识行为与将此对象化的反思行为之间的差异，同时强调被反思发现的与原初

被意识到的是同一个东西。易言之，她认为，意识在进行过程中自身意识到的东西是什么和有多少，

后来在对它的反思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什么和有多少。但进一步考察这个看法会发现它是有

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原先非对象化的东西是否必定会在对象化后发生变化，或者可以说，

是否必定会因为被对象化而发生变化。对此，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意识反思常常会减少并因此改变某些作为情感现象的原意识。胡塞尔还在布伦塔诺那里就

已经对此状况有了确认。他举 “怒火”（Ｚｏｒｎ）为例，当有人想观察他自己心中的怒火时，那个怒火
在他那里必定已经冷却了，这样，被观察的对象事实上就消失了，至少是原先以感觉的方式出现的那

个对象已经不复存在。布伦塔诺以此来说明 “内感知”和 “内观察”的区别，与这里所说的 “原意

识”和 “反思”区别十分接近；但他认为心理现象只能被内感知，而不能被内观察，甚至得出结论

“通过精神自身来直接观察精神乃是一个纯粹的幻想”②。后来，赖尔也曾以 “慌张”（ｐａｎｉｃ）和 “愤

怒”（ｆｕｒｙ）为例来质疑内省方法的可靠性和可能性。这些心理状态一旦受到内省或自身观察就会消
散，从而无法受到观察③。

胡塞尔在 《观念》第１卷第７０节中谈及这个问题并承认：“怒火可能会通过反思而消散，会在
内容上发生变异。它也不像感知那样始终准备着随时被一个舒适的实验活动制造出来。在怒火的原本

性中反思地研究它，就意味着研究一个消散的怒火；这虽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但这也许并不是那个

应当被研究的东西。”不过，他接下来又指出，这种情况并不会影响我们通过反思来研究另一类意识

行为 （如客体化行为），例如 “更容易接近的外感知就不会因为 ‘反思’而消散，我们可以在原本性

中研究其普遍本质和那些普遍从属于它的组元的本质以及本质相关项，同时还不必为获得清晰性而花

费特别的力气”（ＨｕａＩＩＩ／１，１４６）。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对原意识的改变并不会导致 “反思原则上是

无效”的结论，而是会导致 “反思的效用是受限的”的结论。

其二，意识反思常常会改变并因此消除某些作为性格现象的原意识。这种状况至少会表现在以下

对本己性格意识的反思的案例中：反思地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意味着自己骄傲的削弱或消除；反思地

意识到自己的怯懦，意味着自己的怯懦的削弱或消除；反思地意识到自己的吝啬，意味着自己吝啬的

削弱或消除；反思地意识到自己的急躁，意味着自己急躁的削弱或消除，等等。即是说，对这些性格

现象的反思认定，意味着对它们的改变或消解。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物理学中的 “观察者效应”，即某

些观察活动会影响被观察的事物，以至于被观察的事物会因为被观察而发生变化而不再是它原本所

是，从而导致某种类似认识论的 “测不准”或 “观察不准”原理的产生。此外，值得留意的是，这

种原理或状态并不适用于对一些相反性格现象的反思，例如我们可以反思地意识到自己是谦虚的、勇

敢的、大方的、冷静的等，但并不会因此而导致它们的改变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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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ＥＳＧＡ）Ｖ，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ｅｒｄｅｒ：§６．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
ｚｕｎｇｍｉｔ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ｖｏｎｆｒｅｍｄｅｍ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这里的黑体在原文是着重号。
Ｃｆ．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ｖｏｍ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Ｓｔａｎｄｐｕｎｋｔ，Ｂａｎｄ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Ｓ．４１，１３８．
Ｃｆ．ＧｉｌｂｅｒｔＲｙ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Ｍｉ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４９，ｐ．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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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思方法的三个局限

哲学反思方法的第一个局限与上述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的 “反思效应”有关，即反思会在涉及特

定种类的意识的同时对它们做出改变，至此能够确定的意识种类是情感现象和性格现象。而在对其他

原意识种类的反思，如对感知行为、回忆行为、直观行为的反思，这个问题并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只

能说，反思方法不是普遍有效的方法，它的效用是有限的。这与我们回忆的可靠性有相似之处：在许

多情况下，回忆是我们最终能够依据的东西，但也会给我们带来欺瞒和篡改。

反思方法的第二个局限是因为反思的原本性和直接性的要求才形成的。这里所说的 “反思的原

本性和直接性”意味着：只有对自己行为的反身思考和审视才是原本的、直接的反思；对别人的意

识体验的观察和思考更多是一种同感的理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思。胡塞尔曾区分三种原本性：

“我的当下的意识生活在第一原本性中被给予我，我的被回忆的意识生活在第二原本性中被给予我，

而被同感的他人的意识生活在第三原本性中被给予我。”（ＨｕａＸＶ，６４１）在这个意义上，严格意义上
的反思是第一原本的，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绝望与绽出的狂喜，那么我就不能在第一原本性中反

思地把握这些体验。就此而论，哲学反思的方法有其限度，即只适用于自己的亲身体验。

哲学反思方法的第三个局限是它不能提供心理学的观察与实验方法能够提供的精确性。如前所

述，冯特曾指出过，对意识的内省或自身观察的方法无法在准确可控的客观条件下进行，通过它们提

供的结论也无法做到精确。这个批评原则上也对哲学反思方法有效。以对恐惧或爱情的研究为例，目

前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的方法的确可以提供精确量化的结论。例如，心理学可以通过对心跳、

脉搏、血压、肾上腺素、荷尔蒙等的测量提供精确量化的数据，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可以精确指出相关

神经元的活动位置等，它们使得受试者的情感及其强弱程度无法被隐瞒。而反思永远无法给出这些情

感的精确量化的 “强度”指数或 “深度”指数。

总之，反思无法给出恐惧与爱情的精确强度或深度，这是反思的第三个局限。如果继续以此为

例，我们还可以说：反思在指向恐惧与爱情的同时很可能已经削弱或消解了它们，这是反思的第一个

局限；如果我们从未经历过恐惧和爱情，我们也无法反思它们，这是反思的第二个局限。但第三个局

限即精确性方面的局限，也可以说不是局限，而恰恰是精神科学方法或哲学方法的特性。胡塞尔和海

德格尔都认为，精确性是实证化时代、数学化时代的自然科学之科学性标准，而精神科学和哲学的方

法恰恰不能也不应以此为标准。哲学的标准应当在于其严格性。胡塞尔在１９１１年的 《哲学作为严格

的科学》的长文中，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期间的 《哲学论稿》中，都有对此问题的思考和表达①。

如何达到或落实这个意义上的严格性，是一个与本质直观方法相关的问题。

六、反思的两个基本类型

在前引施泰因对内意识和反思之区别的论述中，她认为 “反思”的对象可以是一个统一客体，

例如一个感知的统一、一个喜悦的统一、一个决定的统一等， “但也可以是整个体验流本身的统

一”②。据此，她已勾勒出哲学反思的两个可能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系统反思与历史反思，或结构

反思与发生反思，或横向反思与纵向反思。反思本身仅仅意味着意识目光向自身的回转，意味着意识

的反身思考。但由于意识本身具有博大的领域，它的反身目光指向也就拥有无数可能。意识领域实际

上等同于确切词义上的 “世界”，即时间和空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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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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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ａｌｓＳｔｒｅｎ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ｏｇｏｓ，１，１９１１，Ｓ．２８９－３４１；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１９３６－１９３８），ＧＡ６５，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１４９－１６２．
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ＥＳＧＡ）Ｖ，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ｅｒｄｅｒ：§６．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
ｚｕｎｇｍｉｔ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ｖｏｎｆｒｅｍｄｅｍ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
参见 《楞严经》卷４：“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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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包括在 《算术哲学》中，胡塞尔使用的反思方法都属于前一种反思，即对意识的横向结构

的反思，以及通过这种反思展开的理论理性批判。他在 《逻辑研究》中便是通过这种反思而直观地

把握到意识各种类型，如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与它们的奠基关系等。事实上，在胡塞尔生前公

开发表的著作中，阐述的都是他通过横向结构反思所获得的明见性。但在１９０５年结识狄尔泰后，通
过纵向发生的反思来进行历史理性批判的意向，就在其意识哲学思考中逐步展现。反思不再是对一个

感知、一个喜悦、一个决定的横向直观把握，而是对由过去、当下、未来时间视域组成的整个体验流

本身的纵向直观把握。尤其是在后期，胡塞尔越来越多地使用 “自身思义”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的概
念来替代 “反思”的概念。这个概念使用也与狄尔泰的术语影响有关。在他那里，自然科学是对外

部世界的观察，精神科学是对内心世界的观察。如果反思是个体的，那么反思就是对本己意识体验的

观察。狄尔泰对 “内省”或 “自身观察”持批评态度，但偏好使用 “自身思义”的概念。因而在他

那里，精神科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以自身为对象，而在于如何以自身为对象。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默

认的前设：这里的 “自身”指的不是精神科学研究者的个体意识，而是精神自身①。

无论如何，“自身思义”带有思考精神或意识本身之意义的涵义。与 “反思”的两个方向一致，

“自身思义”也可以在历史的和系统的两个方向展开，但 “反思”主要被用于系统的方向，而 “自身

思义”主要被用于历史的方向。“思义”（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在这里包含 “意义”（ｓｉｎｎ）的词干，因此也
特别适合用于历史的自身思义，而历史对于胡塞尔来说 “从一开始就无非是原初意义构成 （Ｓｉｎｎｂｉｌ
ｄｕｎｇ）和意义积淀 （Ｓｉｎ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之相互并存和相互交织的活的运动”（ＨｕａＶＩ，３８０）。在这
里，历史的自身思义与历史理性批判结合为一。

在历史的自身思义中，尤其是在对最基本的个体意识发生和交互人格意识发生的自身思义中，已

经包含了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与 “原初意义构成”相对的 “意义积淀”，以及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与

“现时性”（Ａｋｔｕａｌｉｔｔ）相对的 “潜能性”（Ｐｏｔｅｎｚｉａｌｉｔｔ）（ＨｕａＩ，１９）。这些与历史的自身思义相关
的概念，表明胡塞尔在后期的意识反思中对无意识领域的关注，以及对反思方法在这个领域的运用可

能性的思考和实施。事实上，上文已提到性格现象以及对它的反思和反思的局限的问题，与此相关的

论题还包括本能、性情、素质、秉赋、品格、气质、禀性、情结、心绪、人格等。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的关系首先依据对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他原则上仅仅关注无意识，或如

他自己所说仅仅关注别人家的地下室，而且他认为对无意识的分析不能通过自身观察，而必须借助于

对他人的观察、实验、记录、解释。尽管如此，他对意识的把握方式的理解与胡塞尔基本一致，即意

识或自身意识是通过 “最直接的和最可靠的感知”来把握的②。

历史地看，在心理学发展初期，“主观心理学”连同其 “内省”方法或 “主观方法”，与 “客观

心理学”连同其 “实验”方法或 “客观方法”，彼此还处在一种互补与合作的关系中。许多心理学家

既是主观心理学家也是客观心理学家。这种主观心理学完全可以被视作后来的意识科学或精神科学的

早期形式。而它后来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因方法上的缺陷所致。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家狄尔泰很早就批

评用这种方法无法把握人的本性③，但他提出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 “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并不能与

客观心理学的描述与分析方法区分开来，因而受到艾宾浩斯的批评。后来，他在胡塞尔的 《逻辑研

究》中看到严格科学的反思和观念直观方法的典范，看到精神科学可能获得的方法论支持。这也是

他对 《逻辑研究》大加赞赏，将其称作 “哲学自康德以来所作出的第一个伟大进步”④ 的原因。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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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倪梁康：《意识问题的现象学与心理学视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Ｃｆ．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ＦＧＷ）ＸＩＩＩ，Ｂｅｒｌｉｎ：Ｓ．Ｆｉｓｃ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４０，Ｓ．５１，２４０．如前所述，这个说法在实验心理学
的开创者冯特那里也可以发现，他承认 “自身观察是直接的、主观的感知”，只是认为这种观察是主观而不精确的，因而只能作

为心理学研究的 “辅助手段”。Ｃ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ｕｎｄｔ，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ｄｅ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ａ．ａ．Ｏ．，Ｓ．４，１２．
Ｃ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Ｄｉｌｔｈｅｙ，ＤｅｒＡｕｆｂａｕｄ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ｉｎｄ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ＧＳＶＩＩ，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Ｇ．Ｔｅｕｂ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５８，Ｓ．１９５，Ｓ．２０６，２３１，２５０．
转引自Ｔｈ．Ｒｅｎｔｓｃｈ，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ａｓＳｅｉｎｕｎｄｄｅｒＴｏｄ，Ｍüｎｃｈｅｎ／Ｚüｒｉｃｈ１９８９，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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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历史观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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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现象学思考是在回应和批评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把 “历史研究”的主

题确立为奠基于此在历史性之上的 “实际生活经验”，通达历史的方法则是 “形式显示”，而此在只有在

“当下即是”的 “先行决心”中才能领会历史的本质和意义。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现象学思考的终极目的是

追问 “存在的意义”，以此来对抗历史虚无主义，但由于他自身致思思路的内在困境，有可能会导致他重

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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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哲学家，他对历史的现象学思考与其对形而上学问题 （存

在的意义）的追问密切相关。早在写于１９１５年的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文中，他就强调作为

不同质的时间在历史科学中的 “绝对源初的意义”，并指出 “历史科学首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是确保它

所描述事件的实事性 （Ｔａｔｓｃｈ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①。在１９１９年弗莱堡讲座中，他在批判当时各种哲学思潮的
同时，提出建构一门以 “原实事”（Ｕｒｓａｃｈｅ）为考察基础的 “原科学” （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并认为此
项科学所研究的课题是 “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②。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学期 “宗教现象学引论”的讲座

中，他把 “形式显示”（ｄｉｅｆｏｒｍａｌｅＡｎｚｅｉｇｅ）的方法运用于对历史的现象学理解中。特别是，在１９２７
年出版的 《存在与时间》中，他在第二篇第五章论述 “时间性与历史性”时，强调对存在意义的领

会必须通过对历史性此在的考察才得以可能，并由此开展出了一套海德格尔式的历史哲学③。职是之

故，本文试图从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思想中，梳理出其形而上学历史观的结构性本己要素及通达历史的

方法论内涵，并以此审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历史观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一、“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思想中的 “原实事”

胡塞尔有一个宣言式的哲学口号，即 “面向实事 （Ｓａｃｈｅ）本身”。何为 “实事”？如何把握 “实

５７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ｔｏ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ｅｄ．ＪｏｈｎＶａｎＢｕｒｅ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５７．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文选》，孙周兴选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页。
ＤａｖｉｄＣｏｕｚｅｎｓＨｏ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ｕｒｒａｙ，
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３３０．倪梁康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确可以像黑格尔哲学或狄尔泰哲学那样被
视作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存在历史的哲学或历史存在的哲学”。（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

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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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海德格尔在其早期的哲学思考中便与胡塞尔分道扬镳。他认为 “现象学就是无立场的哲学”，

现象学寻求的是 “在直观中原本地给予的东西”，并称这个东西为 “原实事”即 “实际的生存经

验”。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要建构一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 “原科学”。然而，要想建一门 “原

科学”，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处理 “精神”与 “自然”之

间的关系。对此，海德格尔在１９１９年战时学期题为 “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的讲座中指出：

由于他们 （指哲学家）在专门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性的社会生活中拥有广博的知识，哲学家

们获得了他们精神世界的终极理解。一些哲学家通过在自然与精神二元论范围内解决这一终极问题，

其他一些穿越过这两个世界返回到一个共同的本原———上帝———其本身被认为是超尘世的或使所有的

存在获得同一。另外一些哲学家把每一样精神性的东西解释为自然的、机械的、具有能量的存在；还

有一些哲学家，相反，把所有的自然看作是精神。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家们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对精神与自然进行划分，其实他们都没有获得有

关这个世界 “实事”的理解。那么，“实事”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 “实事”就是人生活在

这个世界中，并且生活在世界中的人能够对 “直接的生命意识”有一原初理解，而所谓原初理解就

是要解构近代哲学甚至自柏拉图哲学以来把精神和自然进行两分的哲学观念。由此，海德格尔把追求

此种 “实事”的哲学称为具有奠基意义的 “原科学”，并把其视为一种新的 “世界观”。哲学是一种

“世界观”，这样对哲学的理解始于近代，并不稀奇，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 “观”这个我们生活于其

中的世界。对此，海德格尔曾通过 “讲台体验”和 “问题体验”加以说明。

所谓 “讲台体验”即周围世界体验。海德格尔认为在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中，我们先行体验到的

不是精神与自然的对立，也不是自我与世界的并峙，而是呈现出一个无主－客体对立的生活世界。海
德格尔说：“我是几乎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讲台；我不只是孤立地看到它，我看到上面放着一本书，

直接对我造成妨碍 （是一本书，而绝不是一些堆沾起来的散页，上面撒上了黑色的污点），我在一种

定向、光线中，在一个背景中看到这个讲台。”② 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５年马堡大学讲座中，把这种 “看”

的方式称为 “自身－指向”的 “意向性”结构，它看的不是 “感知行为，而是去看被感知者，确切

地说是去看这一感知行为中的被感知者”③。海德格尔把这种 “感知”称之为 “自然的”感知，其所

感知到的 “被感知者”是 “周围世界之物”，与自然科学所看到的具有广延、颜色、可移动性等属性

的 “自然物”有所区别。他认为这种站在 “周围世界”背景中的观看体验虽然是在 “一种定向”中

的观看，但这样的 “看”才是没有成见地看，是直截了当地看，如此这般所 “看”到的是 “纯粹的

质朴”。

当然，在这种 “定向”方式下的 “看”，我总是站在一个特定视角中来观看，虽然我可以不断变

换角度，但我所看到的终究是事物的一个面。不过，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可以在一种 “定向”中超越

所看到事物的某个面向，从而看到事物整体意义的 “东西”和 “意蕴”，这便关涉到其 “问题体

验”。而对 “东西”“意蕴”的体验，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 “质朴的观审”中才能观其本来之面

目。有时候他也用 “纯粹体验”“纯粹观审”“直观的理解”“解释学的直观”来代替 “质朴的观审”

的用法。在质朴的观审中，对一种东西的体验 （后来他在 “问题体验”中把 “东西”称为 “原东

西”），是一种 “向着东西的生命”④，并且 “质朴的体验找不到诸如一个 ‘自我’这样的东西”⑤。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 “有东西吗”（Ｇｉｂｔｅｓｅｔｗａｓ）？这个 “东西”被他称为前理论的、

前世界的东西，即 “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而 “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构成解释学的直观”⑥。

如此，“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便成为海德格尔的 “原科学”所研究的课题。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ＴｅｄＳａｄｌ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２，ｐ．７．
Ｉｂｉｄ，ｐ．９．
［德］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４４—４５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文选》，第６页。
同上，第４页。
同上，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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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德格尔的历史科学批判及其形而上学历史观

海德格尔对 “原科学”问题的追问与当时历史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脱不开关系，他在１９２５年
夏季学期马堡大学讲课稿即 《时间概念史导论———关于历史与自然的现象学引论》中，一开始便挑

明现象学研究的兴起 “是由十九世纪科学意识的变革所决定的”。在他看来，当时德国哲学界之所以

会出现如此状况，一个根本原因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瓦解，使科学研究开始关注各自的经验领域即

“经验事实”；而有关 “历史性世界”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受到这种趋势的渗透。对此，海德格尔说：

“历史科学在根本上放弃了哲学式的思考。就其一般的精神取向而言，它还生活在歌德和莱辛的世界

中；对它而言，只有具体的工作才是决定性地有效的，而这就意味着一种尊奉 ‘事实’的倾向。这

一倾向要求做好历史中的一项首要的课题：史料的阐释与维护。”①

确实，历史科学所鼓吹的 “事实”与海德格尔所提倡的 “原实事”并非一码事：前者是指实证

主义者密尔 （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所追寻的 “那种可计数、可衡量和可测定的东西，可以在实验中加以

分析的东西，在历史中，则是那些在史料中首先可以通达的过程和事件”②；而后者所关注的是人的

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的心灵生活。对此，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入侵，在当时的

德国哲学界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冯特的 “生理学式的心理学”研究，它关注人的感知、感觉；

二是受笛卡尔影响的 “意识科学”研究，它关注人的精神、理性。依海德格尔之见，这两种取向都

属于自然科学式的心理学，具有 “科学式哲学”之特征，并且都想占领原来哲学本身的领地，从而

成为 “哲学本身的基础科学”。

其实，海德格尔对 “原实事”的研究深受狄尔泰的影响。狄尔泰不仅反对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

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历史科学的做法，而且批判新康德主义者以 “历史理性批判”名义把康德哲学

实证主义化的理解方式。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 “摆脱了一种教条式的康德主义，而尝试一种

激进主义的走向，纯粹从实事本身出发进行哲学思考”③。狄尔泰的目标是建构一门为人文科学奠基

的心理学，即一门后来受到布伦塔诺影响的描述心理学，它 “既不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也不是认

识论课题意义上的心理学”，它所关注的课题是对历史科学加以哲学反思的 “‘生活’的结构本身”。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的工作已经 “突进到了传统的问题所未曾达到的源本的领域”，但狄尔泰

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以及同时代哲学的局限，导致他的工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不稳定性”。

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是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胡塞尔 《逻辑研究》的问世，海德格尔认为这部著作的问

世 “标志着现象学研究的第一次破晓而出”，胡塞尔在其中对 “实事进行一种即时发生的和进一步推

进的研究”。而认识到胡塞尔研究的核心意义的第一人便是狄尔泰，狄尔泰曾指出 “在 《逻辑研究》

中，他看到这门有关生活本身的科学已经曙光初现”④。而狄尔泰在一封写给胡塞尔的信中 “把他们

两人的工作比作从相向的两面钻探同一座山脉，通过这样的一种钻探和打通，他们彼此相会了”⑤。

但海德格尔并不完全满意狄尔泰、胡塞尔的研究思路。他认为狄尔泰以认识的结构来理解 “历

史科学之现实”的做法没有 “彻底地提出问题”，还处在 “同时代人提问方式的框架之内”；而胡塞

尔的 “《逻辑研究》并没有带给我们任何一种深刻的可以对情感需要这类东西进行驾驭的知识，而是

出入于一些完全专业而枯燥的问题之中”⑥。相较于二人，海德格尔把自己的思考方式称为 “生产性

逻辑”和 “本源逻辑”，它所关注的是 “有关历史和自然所秉有的原初的存在方式与枢机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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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６页。
同上，第１９页。
同上，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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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式的开显”①。正如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所指出的：“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

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

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② 沿着此种致思之路，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开启了对

“存在之意义”的追问。他在第７３节中提出要 “为追问历史本质的源始问题亦即历史性的生存论构

造找到一个出发点”，并明确地指出对 “历史”的理解：“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是生存着的此在所特有
的发生在时间中的演历；在格外强调的意义上被当作历史的则是：在共处中 ‘过去了的’而又 ‘流

传下来的’和继续起作用的演历。”③

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历史”不是指历史科学，也不是

指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而是指没有被对象化的存在者本身。在历史科学或历史学研究中，一般会把历

史理解为 “过去之事”，认为它已现成；或者虽然现成，但对 “当前”已经没有实际的 “效用”，例

如博物馆里的古代文物，它们只具有观赏价值，却因失去与原有世界之关联从而没有实际 “效用”。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对于实际生存的此在而言，它不是作为一个过去了的 “对象”，而是作

为对 “当前”此在之生存具有 “积极的或阙失的效用关联得以领会的”。其次，历史并不是指过去之

事意义上的 “过去”，而是指出自 “过去的渊源”。而 “历史之物”在 “变易的联系”之中随着 “历

史”的发展 “时兴时衰”，“以这种方式 ‘有历史’的东西同时也能造就历史”，并以 “划时代”的

方式在 “当前”规定一种 “将来”，因此，历史意味着 “一种贯穿 ‘过去’、‘现在’与 ‘将来’的

事件联系和 ‘作用联系’”，在根本上，历史是指向 “将来”，从而 “过去”不具有特别的优先地

位④。再次，历史意味着在时间中 “演变的存在者整体”，此 “存在者整体”虽然包括自然界及其历

史，但重点是具有 “精神”和 “文化”的人类这一存在者领域，因为 “人的、人的组合及其文化”

有其特殊的 “演变和天命”。

由此，海德格尔所讲的 “历史”主要是针对此在而言，属于 “此在”的特权，并在特别意义上

属于 “西方中心的我们这个民族”。无论是自然意义上的历史，还是精神层面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

“都关系到作为事件 ‘主体’的人”，“只因为此在就其存在来说就是历史的，所以环境、事件与天命

这样的东西在存在论上才是可能的”。故而，海德格尔从生存论、存在论的角度为历史科学奠基，把

“历史”看作是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发生的 “事件”和 “天命”，而历史科学只不过是生存论、存

在论意义上此在生存的一种衍生方式。对此，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历史学作为此在历史的科学总得

把这个源始地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者设为前提，作为它的可能 ‘对象’。”⑤

三、“形式显示”：作为领会历史的现象学方法

如何领会 “历史”？如何通达形而上学历史观所关注的 “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这一 “原实

事”？海德格尔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 “宗教现象学引论”讲座中指出：“这个问题只能从形式上予以自身

显示。”⑥ 这涉及到海德格尔理解历史的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这个方法论的新突破是他在批

判传统哲学研究中主－客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如所周知，传统哲学研究者往往把 “历史”看作

是在时间中运行的、变化的 “客体”，比如敏斯特教堂、孔庙是建筑，或者阿尔卑斯山、泰山是山。

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是 “绕进了由一般概念表达所形成的圈套之中”。

为了避免把 “历史”划归为 “客体”，首先，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不应该以历史科学的方式去研

究 “历史”，因为历史 “不仅仅表示在时间中经行”，“不仅仅是一种贴近客体关联的表述”，历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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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德］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第２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１３页。
同上，第４２９页。
同上，第４２９页。
同上，第４４３页。
［德］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欧东明、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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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初意义上是指 “实际生活经验”，它比 “存在于逻辑学家大脑中的历史事实 （它仅仅是通过科学的

理论把生动的现象倒空而产生的结果）”含义更为丰富①。其次，海德格尔严格区分 “客体”“对象”

和 “现象”，他认为现象学意义上的 “现象”既不是 “客体”也不是 “对象”，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

义：（１）在现象中被经验的原始的 “什么” （Ｗａｓ） （内涵）； （２）现象在其中得到经验的原始的
“如何”（Ｗｉｅ）（关联）；（３）关联意义在其中得到实行的原始的 “如何”（Ｗｉｅ）（实行）②。这三个
方面也被海德格尔称为内涵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三者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但共同构成

“现象”的意义整体。而在根本处，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只有 “着眼于形式显示着的意义自身所携带的

东西，现象得以为人所见”，在此意义上，“‘形式显示’问题应属于现象学的方法 ‘理论’本身”③。

对于 “形式显示”的方法，海德格尔承认这首先得益于胡塞尔对 “普遍化”和 “形式化”的区

分④。所谓 “普遍化”是指 “与种属相应的一般化”，这与西方哲学中给事物下定义的方式有关。比

如，红是一种颜色，颜色是一种感性性质；或者愉悦是一种情绪，情绪是一种体验。这里从 “红”

到 “颜色”，再到 “感性性质”的过渡便是 “普遍化”。“普遍化”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梯序列，

这个 “阶梯系列 （属与种）是按照事物内容而得到规定”，并且普遍化的进行会受到 “某一确定的事

物领域的限制”，是一个逐渐抽象化的过程，因此，海德格尔认为 “普遍化可被当作秩序整理的方

式”，“普遍化是一确定的等级序列”⑤，它只能以理论的方式得到发动。而所谓的 “形式化”是与形

式述谓的表达方式有关，比如这块石头是一对象。在 “形式化”中，一般性质、一般事物是本质；

红、颜色、感性性质、体验、属、种、本质是对象，从 “感性性质”到 “本质”的过渡与 “事物内

容”没有本质关系，不需要经历一个从 “较低的一般性而去一步一步攀登上某种 ‘最高的一般性’、

‘一般对象’”，因此 “形式化起源于纯立场关系本身的关涉意义，而绝非源于 ‘一般事物内容的什

么’”，它以摆脱 “事物内容”的 “立场”的方式得以发动。

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 “普遍化”还是 “形式化”都带有 “一般化”的取向，从而都

带有对 “现象”的 “预先论断”和 “事先的成见”。而 “形式显示”避免了 “普遍化”和 “形式

化”中出现的 “一般化”的弊病；它与科学的方法论态度极为不同，不会卷入到 “事物领域”，并摆

脱 “所有的秩序规整”，让 “一切都处于悬搁之中”。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显示是一种防范，

一种先行的保证，为的是让这个实现特性保持自由。”⑥

具体来说，“形式显示”中的 “形式”是指 “某种切合于关系的东西”，而 “显示”则是指 “事

先显示出的关系”。作为理解 “历史”的现象学方法，从防范的角度看，“形式显示”可以防范 “实

际生活经验”的沉沦，防范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滑落到 “客体化之物的威胁之中”，因为 “现象的关系

和实现不可预先就被限定，它应维持于悬而不定之中”；从保证的方面讲，“形式显示”可以让 “现

象”的呈现保持在开放性、自由性之中，从而 “将现象从生活经验中重新突现出来”。因此，在海德

格尔看来，如果以 “形式显示”的方式来领会 “历史”，就不会认同历史科学意义上把 “历史”规

定为 “时间中的生成者”，从而预先确定 “历史的最终意义”；也不会认同以一种纯粹意识构造的方

式理解时间，认为 “只要每一对象性是在意识中构成的，它就是时间性的”。换言之，只要以 “形式

显示”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和历史，并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源初地体验时间和历史，我们才能够真正地

理解源初的 “时间性”和 “历史性”，才能领会历史中 “过去、现在、未来”的真正意义，“历史”

才能够 “得到标识”，“历史的最终意义”才能得以开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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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３２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文选》，第７２页。
［德］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５５页。
张祥龙认为，海德格尔的 “形式显示”方法受到胡塞尔的深刻影响。 （参张祥龙： 《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 〈存在与时

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４０—６１页。）
［德］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６１页。
同上，第６４页。
同上，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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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到 “此在的历史性”

无论是把 “原科学”的 “对象”视为 “自在生命的内在历史性”，还是把历史学研究的 “前提”

设置为 “历史性的存在者”，“历史性”一词如影随形般地跟随着海德格尔的哲思之路。海德格尔反

复申明，“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生存论阐释只意在证明它在存在论上源出于此在的历史性”①，“此在

是历史性的，这一命题将被证明为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命题”②。

当然，海德格尔 “历史性”的概念离不开他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他一再强调 “时间性绽露为此

在的历史性”，“对此在的历史性阐释归根到底表明为只不过是对时间性的更具体的研究”③。而对于

“时间性”，早在１９１５年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一文中，他就把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与自然科

学中的时间概念做出明确区分。他认为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时间与其抽象化了的研究对象相

关联，时间是地点、范围和参数的同质性安排并受规律的制约，它在本质意义上是抽象了的客观时

间；而在历史科学中，时间与发生的事件相关，它在本质上是非同质的，因此在历史科学中，历史的

时间不能通过精确的数字得到表达，如罗马城的建立、基督的诞生④。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非同质

的时间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具有 “绝对的源初意义”。其次，海德格尔把 “时间性”视为此在整体性

的存在意义的根源，这里所谓的 “此在整体性”是指此在从 “出生”到 “死亡”两个终端之间的

“生命关联”，并且这一 “生命关联”是由 “在时间”中一一相继的非同质的体验组成。特别是从生

存论上来讲，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作为生命轨道或途程两个终端之间的 “出生”和 “死亡”就一

直现成存在着。

此外，从 “时间性”的结构性因素看，“时间性”立足于 “当下”此在的实际生存，而奠基于

“时间性”的此在的历史性亦有此特点。对海德格尔而言，历史并非已经过去，毋宁说，它对于现在

实际生存的此在来说还在。当然，对于当下实际存在的此在而言，此在之实际存在有其过去之来源。

海德格尔指出，“历史性就意指这样一种此在的演历的存在建构。在它的实际存在中，此在一向如它

已曾是的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 ‘东西’存在”⑤。对此，他在卡塞尔讲座有更直白的描述：

“我们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来自于过去，我们现在生存中携有过去。”⑥

不过，相比于生存着的此在之 “过去”，海德格尔对历史的思考更着眼于此在实际生存着的之

“当下”，因为对于实际存在着的此在而言，他／她的生命体验只有 “在各个现在中”才是 “现实

的”，“过去的以及还待来临的体验则相反不再是或还不是 ‘现实的’”，而在 “过去的”和 “还待来

临”之间这段时间是赋予此在的，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说 “此在是 ‘时间性的’”。但他不认为

此在是由 “相继来临而后逝去的体验的瞬间现实的总和”构成的，此在并非生存在这样一个 “框架”

中，好像此在本身 “有一条现成的 ‘生命’轨道和路程”。围绕着此 “框架”，他还批评狄尔泰对

“生命联系”的流俗的理解，提出应当在生存论意义上来理解这个 “框架”：“出生不是而且从不是在

不再现成这一意义上的过去之事；同样，死的存在方式也不是还不现成的、但却来临着的亏欠。实际

此在以出生的方式生存着，而且也已在向死存在的意义上以出生的方式死亡着。只要此在实际生存

着，两个 ‘终端’及它们的 ‘之间’就存在着。”⑦

最后，海德格尔对此在时间性的思考与此在实际生存着的 “将来”有关，甚至可以说，他对此

在时间性的思考主要意图在于如何塑造实际生存的此在之 “将来”。对此，他曾明确指出：“历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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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４２６页。
同上，第３７９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３３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ｔｏ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ｐ．５９．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２４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ｔｏ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ｐ．１７４．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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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如此本质地扎根在将来中，乃至于作为描述此在特点的可能性竟把先行的生存抛回

到生存的实际被抛境况上去，而这样一来曾在状态才在历史事物中被赋予其独特的优先地位。”①

五、“先行决心”：作为此在 “本真历史性”显豁之根源

此在的历史性必须放在 “时间性”中才能得到理解，而 “时间性”在源初意义上奠基于向死而

在。对此，海德格尔指出： “本真的向死存在，亦即时间性的有终性，是此在历史性的隐蔽的根

据。”② “本真的向死存在”如何可能？海德格尔认为，“先行的决心 （Ｅｎｔ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ｈｅｉｔ）把向死存在
带入本真生存”，由此，“先行的决心”成为此在时间性和历史性开显的 “阿基米德之点”。在此前提

下，他 “把这一决心的演历、把先行着以承传方式重演种种可能性的遗产这一活动阐释为本真的历

史性”③，只有通过下一 “决心”，本真的历史性才是可通达的，因此，“决心”成为此在历史性的基

本建构的枢机，“过去仅仅按照一种当前所具有的启示可能性的决断和力量而开启自身”④。只有在

“决心”中那过去了的却又曾在此的历史才能得到 “承传”和 “重演”，才对当下在此生存的此在来

说还是在场的，实际生存的此在才有 “命运”可言。

当然，有 “本真的历史性”，就会有 “非本真的历史性”，这两种历史性对此在来说取决于是否

忠诚于 “本真自身的生存”，是否有 “准备去畏的决心”，否则便如 “常人”一般 “闪避选择”而

“盲目不见种种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常人迷失于使今天当前化的活动，于是它从 ‘当前’来领会

‘过去’”⑤，“本真的历史性”对于常人而言便是隐而不现的。与常人的 “非本真性历史性”相对，

海德格尔指出，“本真的历史性把历史领会为可能之事的 ‘重返’，而且知道：只有当生存在下了决

心的重演中命运使然地当下即向可能性敞开，这种可能性才会重返”⑥。因此，他把 “本真的历史性”

和 “非本真的历史性”的开显与否，完全诉诸于此在是否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 “决心”。如果常人有

此 “决心”，并能够 “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被唤起”，保持 “有所延展的持立状态”，不受制于外

在 “环境”和 “事故”之束缚，就自然能够在 “本真”的意义上显豁 “在世的演历”，如此，常人

便成为忠实于自己 “命运”之人，便不再是常人。如果常人没有此 “决心”，或者处于 “涣散的不持

立状态”，受制于外在生存环境之影响，依靠 “偶然事件”来维持其存在，此时 “命运的源始延展隐

而不露”，如此，“常人”便 “不可能 ‘有’任何命运”⑦。

与 “常人”受制于外在之 “环境”和 “事故”相比，此在在生存论意义上下 “决心”离不开

“处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所谓 “处境”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是属于此在在世的 “本己的空间性”，只

要此在实际生存着，这个 “本己的空间性”就一直 “被设置”。海德格尔把 “处境”称为此在生存

论规定性的一个 “结构环节”，认为 “处境”只有在 “决心”之中才能够得以显现。这里的 “决心”

具有行动意义，在 《存在与时间》第７４节中，海德格尔把 “决心”定义为 “缄默的、向着最本己的

罪责存在的、准备去畏的自身筹划”⑧。这种 “自身筹划”并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把 “处境呈到眼

前”，而是在本质上此在已经把自己投入到 “处境”中，即意味着作为下了决心的此在已经行动着。

海德格尔强调 “决心”在本真历史演历过程之中的行动意义，他在 《存在与时间》第７４节中指
出，向死而在的此在由于意识到 “自己有终限的自由所固有的超强力量”，便 “把委弃于自身这一境

况的无力承担过来，并对展开了的处境的种种事故一目了然”。此在在做出本真的 “决心”之时，需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３７页。
同上，第４３７页。
同上，第４４１页。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文选》，第７７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４４２页。
同上，第４４２页。
同上，第４３５页。
同上，第４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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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超乎 “常人”的 “超强力量”。只有在 “超强力量”的支配下，此在才能毅然决然地与非本真

生存状态决裂，才能在 “向死而在”的确定性中 “自身筹划”出本真生存的可能性来。故而，海德

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带有尼采式的 “唯意志论”倾向，与王阳明心学式的历史观有不谋而合之处，

只是两者之取向有本质之不同①。

六、余　　论

卡尔·洛维特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曾指出，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后基督教时代的思想家 （ａ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ｓ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ｔｈｉｎｋｅｒ），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意义放在时间性、历史性中去考察，认为人的本性是在
实际生存的道路之中实现的。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形而上学历史

观的拆解的基础之上，黑格尔曾经把对历史的思考推至到西方形而上学的顶点，而海德格尔则把它带

到现世中来。两人对历史的思考有其相同之处，那就是黑格尔在对精神历史以及海德格尔在对存在历

史的思考上都与历史主义主动保持距离②。

当然，海德格尔关于历史的现象学思考也受到狄尔泰和胡塞尔的重要影响，而其现象学意义上的

历史观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德国历史哲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从批判方面上来讲，海德格尔

在特别意义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从而突出了历史性生存个体的在世地位；从继承方面来看，

他主要继承了尼采的 “权力意志”观念，强调在 “当下即是”的 “决心”中获得存在历史的终极意

义。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既不是历史决定论者，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接近于在 “一念自反”

的 “决心”中当下呈现历史本质和历史意义的现象学家。

总之，海德格尔对历史的源初性理解，为我们通达历史的意义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然而，海

德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终究是脱离不开奠基于向死而在基础之上的此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并且

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隐秘地纠缠在一起，从而有可能使得他对历史本质和历史意义的

领会在当下之 “瞬间”重新陷入良知自蔽和历史虚无主义之中。不过，海德格尔对历史的现象学式

的开创性思考，仍然启发着生存在当下的我们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断。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８

①

②

王阳明认为只要在一念之微上做致良知工夫，便可呈现三代以前的历史世界。（参见 ［明］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７页。
ＫａｒｌＬｗｉｔｈ，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Ｎｉｈｉ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ＧａｒｙＳｔｅｉｎ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７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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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里翁第三个还原的转向

杜战涛

【摘要】在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之后，马里翁提出他的第三个还原，并认为它实现

了一种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为了寻求确定性而回溯到主体性，但主体性所具有的对象性与存在性视阈对现

象造成限制，因而要推出第三个还原来排除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让现象无条件地显示自身。在马里翁所

说的这个转向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基本思维方式上的转向，即前两个还原依照于根据律，第三个还原

排除了根据律。这是因为，对象性与存在性这些在先的限制条件是存在于主体性之中的，而主体性是前两

个还原为现象寻找在先的根据或基础而回溯到的，其基本思维方式是根据律。由于根据意味着条件和限制，

于是，为了让现象达到由其自身显示自身的无条件的现象性，第三个还原排除了一切预先加给现象的限制

条件、根据或基础，因而从根本上排除了根据律。

【关键词】根据律；马里翁；第三个还原；转向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８３－０７

作者简介：杜战涛，河南许昌人，哲学博士，（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武汉大学克雷茨曼道德与信念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社优秀学者 （２０１８－ＹＸＸＺ－１４）

在对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进行考察之后，马里翁推出他的第三个还原，即

“现象学方法要展开一个转向，它不是简单地从演证转到展示，而是从自我 （ｅｇｏ）使对象明见的展
示方式，转到让显现在显现中展示自身 （ｓｅ）”①。第三个还原是马里翁把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相比较时
提出的。他认为 “在形而上学中，问题在于演证 （ｄéｍｏｎｔｒｅｒ）。演证，在于为了确定地认识而为现象
奠基，为了把它们引回到确定性而把它们引回到基础”，但现象学 “尝试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思维”，

于是在现象学中 “问题在于展示 （ｍｏｎｔｒｅｒ）。展示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让现象显示，即完成它们自
己的显现，以便如其给出自身的那样严格被接受”②。但 “有些现象学试验只是重复并确证了 （形而

上学的）知觉和主体性对于显现的优先地位”，只能算是简单展示，因而它们只是迈出第一步，“第

一步应由第二步来补足：从展示到让它显示自身”③，即让现象完全由其自身显示自身。

那么，形而上学式的演证、“现象学试验”以及第一步和第二步分别指什么？更重要的是，现象

学要 “以非形而上学的方式思维”，而思维总是由某种基本思维方式主导的，那么第三个还原转向的

背后，有没有一种基本思维方式上的转向呢？对此，马里翁现象学主要著作即其 “现象学三部曲”

并未进行明确讨论。本文将尝试透过他的文本来揭示这一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结合哲学史实

例，笛卡尔式的方法是形而上学式的演证，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是 “现象学试验”“简单展示”，即

第一步；而马里翁的第三个还原要实现的是第二步，即 “让现象自身展示”。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

３８

①

②

③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ｔｒ．ＪｅｆｆｒｅｙＬ．Ｋｏｓｋ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０；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
Ｐａｒｉｓ：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２ｎｄ，１９９８，ｐ．１７．重点为该书作者所加。
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ｐ．７；?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ｐ．１３．重点为笔者所加。
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ｐ．８；?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ｐ．１５．重点为该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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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形而上学的演证及前两个还原所依照的基本思维方式都是根据律，而第三个还原悬置了根据律。

一、根据律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演证

在１９５０年代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对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等进行了讨论并谈到，对于一些命题
或断言， “我们的要求是，人们要提供根据 （ｂｅｇｒüｎｄｅ）。探究根底与提供根据 （Ｅｒｇｒüｎｄｅｎｕｎｄ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规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那么，这种行为 （思维）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海德格尔的

回答是根据律，即 “没有什么是没有根据的”（Ｎｉｈｉｌｅｓｔｓ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ｅ）①。
笛卡尔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依照于根据律的。比如，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是人们

不能追问根据什么原因使它存在的。”② 而且，在具体的哲学讨论中，笛卡尔主要采用了演证的方法，

而且尤其仿效了几何学的演证方式：“我不得不遵循和几何学家所使用的同样次序：先提出求证的命

题的全部根据，然后再下结论”。③他所仿效的这种几何学家的演证方式显然是依照于根据律的，因为

要得出必然为真的结论，就必须首先使这些结论建立在确保其必然为真的前提 （根据）之上。具体

来说，笛卡尔寻找第一本原 “我思故我在”的努力所依照的是根据律，而且，他为 “我思故我在”

寻找根据的做法依照的也是根据律。

在笛卡尔看来，一切科学的本原都应源于哲学，因而，他想首先把哲学上的第一本原确立起来，

从而为其后对心灵、身体的本性等的演证提供根据，并可以为其他科学提供演证的根据或基础。他通

过严格的怀疑，找到了 “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的第一本原。

问题是，“我思故我在”的根据又是什么？在 《指导原则》中笛卡尔认为，它的根据在于直观，

“人人都能用心灵来直观 ［以下各道命题］：他存在，他思想”④。而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在

“第二沉思”中得到 “我思故我在”之后，笛卡尔在 “第三沉思”继续追问：是什么足以保障 “我

思故我在”是真的呢？他边沉思边回答说：“我要具备什么，才能使我确实知道什么事情吗？在这个

初步的认识里，只有我认识的一个清楚、明白的知觉。老实说，假如万一我认识得如此清楚、分明的

东西竟是假的，那么这个知觉就不足以 （ｓｕｆｆｉｓａｎｔｅ）使我确实知道它是真的。”⑤ 这意味着足以确保
“我思故我在”之为真的是知觉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⑥ 或者直观，即 “我思故我在”之为真的根据是知觉或

直观。简单地说，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演证中，终点是有待证明的诸形而上学命题，通过普遍怀疑而

得到的、作为演证的起点是第一本原 “我思故我在”；而真正的最终起点是主体的直观，连接这些端

点的则是根据律。

二、作为 “现象学试验”的前两个还原与根据律

虽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明确拒绝把笛卡尔式的演证作为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但事实上他们的还

原也都依照根据律。

（一）胡塞尔的先验还原与根据律

胡塞尔在 《现象学的观念》中提出，以认识批判为任务的现象学要从头开始来解决认识可能性

的问题。那么，应到何处去寻找这种作为最初前提的直接知识呢？胡塞尔回答说，这个知识领域是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根据律》，张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２０页，译文有改动。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５页。
同上，第１０页。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页。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３４—３５页；法文版为 “在这个初步的认识里，只有我所说的清楚、明白的知觉才能使我

知道真实性”，参见第３５页脚注。
这里的法文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一词不是感性的知觉，而是理智的把握。相应地，本文把下文中胡塞尔引用的笛卡尔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也译为知
觉。（ＳｅｅＪｏｈｎＧ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３，ｐ．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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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式的怀疑考察和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①；是 “被给予性的坚实陆地”，是 “开端”②。那么，

谁来确保这种作为开端的、最初的绝对被给予性的正当性呢？胡塞尔引述了笛卡尔 “第三沉思”的

话：“是什么在向我们保证这种基础被给予性 （Ｇｒｕｎｄ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ｅｎ）？是清楚分明的知觉 （ｃｌａｒａｅ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③在稍后的 《观念Ｉ》中，胡塞尔发展出了著名的 “直观”原则：“每一原初给予

的直观都是认识的正当源泉 （Ｒｅｃｈｔｓｑｕｅｌｌｅ），在直观中原初地 （可以说是在其亲身的现实中）提供我

们的东西，只应按其所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给予的限度内接受。”④ 在此，原初的被给予性是

可以接受的最初之物，但这种最初之物来自哪里，或者说其正当性根据是什么？这就是直观。

但仅靠笛卡尔式的知觉或直观是行不通的。在笛卡尔那里，我思仍处在客观世界中，因而依然包

含超越性，如果直接利用这种包含了超越性的东西，便会导致循环论证⑤。为了避免这种循环，就要

通过还原排除我思中暗含的超越性：只有排除了暗含着超越性的被给予性，才是回答认识可能性问题

的真正起点。这种被给予性才是回答认识可能性问题的真正起点。那么，这种绝对被给予性的正当性

又来自哪里？胡塞尔会以笛卡尔的方式回答：“被还原的知觉”、被还原的 “直观和对自身被给予之

物的把握 （Ｓｃｈａｕｅｎ，Ｓｅｌｂｓｔ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ｓＦａｓｓｅｎ）就是最后的根据 （Ｌｅｔｚｔｅｓ）”⑥。也就是说，纯粹直观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根据。

在最后一部现象学导论 《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根据律思维方式表现得更

为明显。他这样谈及笛卡尔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沉思集》的目标是要把哲学完全改造为一门出

自绝对奠基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的科学”⑦。与笛卡尔类似，胡塞尔的核心方法即先验还原也是在
“绝对地提供奠基的科学的观念”⑧的引导下进行的，它最终目的也是要回溯到最后的根据或基础。

胡塞尔认为，仅只悬置预先被给予的诸科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悬置它们所预设的基础即经验世界或自

然世界，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认识基础，而是说 “伴随世界的实存已经预设了某种原先

自在的存在基础”，“作为确然确定的和最终的判断基础的我思 （ｅｇｏｃｏｇｉｔｏ），任何彻底的哲学都必须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⑨。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础便是由先验还原所抵及的：“存在的自然基础在其存

在效果中是第二性的，它始终是以存在的先验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先验悬置这一现象学基本方法

———如果它引回到存在的先验基础的话———就称之为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⑩

在此，胡塞尔将其界定为 “先验的”还原，更明确地表现出向根据和基础的回溯：“现世之物只

有从我的经验中，从我的每一次的表象、思维、评价和行为中，才获得了并能够获得对它的规定的全

部意义及其存在效果……也正是从我自身的诸明见 （Ｅｖｉｄｅｎｚｅｎ）中，从我的提供奠基的行为
（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ｄｅｎＡｋｔｅｎ）中获得并能够获得的……这个在自身中把世界作为有效意义而承担起来并必然
把自己这方面预设为这种有效意义的前提的自我本身，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就意味着先验的。”瑏瑡 因而，

真正的根据或基础是先验自我领域内的意识行为，尤其是直观或明见行为，正是在这些赋予意义的

（ｓｉｎｎｇｅｂｅｎｄ）行为中，世界、对象才被赋予意义，才作为现象 （显现者）显现出来。

正如马里翁所说，胡塞尔现象学不再使用形而上学式的演证，而是通过直观来展示现象，但直观

却作为现象显现的根据而优先于现象，这实际上重复了形而上学主体性优先于现象的做法。此外，上

述讨论也表明，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引回到纯粹直观作为现象之最终根据，这与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回

溯作为最终根据的直观的做法是一致的。二者的基本思维方式都是依照根据律的，即为了终点的确定

性而回溯到作为根据或起点的直观 （虽然二者所说的直观有所不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和胡塞尔的

还原并未排除根据律，而是在根据律的指导下运作。

（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还原与根据律

在１９５０年代，海德格尔认为哲思是由根据律支配的。那么，早期海德格尔 （本文对海德格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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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②③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４４页，第５６页，第５９页。译文略有修改。
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ｄｅａｓＩ，ｔｒ．Ｆ．Ｋｅｒｓｔｅｎ，ＴｈｅＨａｊｕｅ：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２，ｐ．４４．

⑥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第５９页，第６０页。
⑧⑨⑩　 ［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页，第１１页，第２４—２５页，第２９
页。

同上，第３５—３６页，译文有改动。这里把 “明见性”改为 “明见”，强调其作为卓越的意识行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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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限于其早期思想）对存在的哲思是否也依照根据律呢？他在１９２７年说： “哲学或许必须始于
‘主体’，且以其最终追问回溯而终于 ‘主体’。” “笛卡尔以来在哲学中活跃着一种对主体的强调

……不仅要从主体出发，而且还应追问，是否必须将主体之存在规定为哲学问题域的出发点。”① 当

然，海德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海德格尔继承了笛卡尔的道路，其现象学也是向主体性

（此在之存在）回归的一种方式。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胡塞尔式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存在问题，即要获得存在

之意义，并最终把存在之意义以明确的概念方式表述出来。对于我们现有对存在的理解，海德格尔并

不满意。那么，赢获存在意义的真正起点是什么呢？

这个起点是此在，更准确地说，是要考察此在对存在的领会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这是因为存在是存在
者的存在，而此在 “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因而，此在 “就是使一

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以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在这种康德式的向可能性条件的回溯

中，此在被认定为 “先于其他一切存在论而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东西了”；而且，也唯有从此在的

存在领会 （Ｓｅｉｎｓ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开始，“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ｆｕｎｄｉｅｒｔｅｎ）一般性
存在论问题的讨论”②。这就是说，由于惟有此在对存在有所领会，或者说此在之存在领会是一切存

在者 （包括它自身）之存在或存在之意义的源出之地，因而必须以此在之领会为出发点，才能确保

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是有根据的，才能保障所得到的存在之意义乃至存在概念的真确性 （Ｅｃｈｔｈｅｉｔ），从
而与漂浮无据的既有成见严格区分开来。

与这种回溯式的发问相对应的是海德格尔的还原。在 《还原与给予》中，马里翁引用海德格尔

关于还原的论述：“对于胡塞尔而言，现象学还原是一种方法，它把现象学的看从人类的处于物的世

界和人的世界之中的自然态度，引回到先验的意识生活及其对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体验上，———
正是在这些体验中，对象才被构造为意识的相关项。［与之相反］对我们来说，现象学还原意味着把

现象学的看从对作为总是已经得到规定的存在者的把握一直引回到对存在的领会上 （对这一存在者

的解蔽 〈Ｕｎｖｅｒｂｏｒｇｅｎｈｅｉｔ〉方式的筹划）。”③ 马里翁把海德格尔提出的这个还原称为生存论还原。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上段话意味着，海德格尔也认为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在构成 （行为） －被

构成物的意向关系中，体验 （或直观）是首要的，因为它们是构成性的，因而是被构成物的根据或

条件。对此，海德格尔说，“意识……构成了一切可能的实在性”，或者说 “唯当意指即意识存在时

……被意指者才存在。意识是那更在先者 （Ｆｒüｈｅｒｅ），即笛卡尔和康德意义上的先天”④。可以说，海
德格尔也会认为，胡塞尔的还原是向在先的根据或基础的引回。

然而，就存在问题而言，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先验还原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先验还原并不能

为探究存在问题提供正当的根据或基础，而是又错过了存在问题。这是因为在先验还原引回到的纯粹

意识领域，被探究的是意向性或意向性之存在特征，但具有意向性结构的存在者 （此在）的存在却

被忽略了⑤。由于 “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⑥，对此在的存在的忽略，会导致存在

意义的真正源出之地被遮蔽。为了寻求存在之真正意义，存在论现象学就必须放弃先验还原，首先去

真正理解或领会此在之存在。但此在之存在并不是已然得到真正的理解或领会，而是一直处在被误解

中。原因在于，沉沦着的我们总已把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存在者单纯理解为实在现成之物而忽略其存

在，“此在也像别的存在者一样乃是实在现成的”⑦。

这就要求首先排除那些把此在单纯作为现成之物来理解的方式，比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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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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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２５、２２３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２０页。重点为笔者所加。
［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７页；［德］海德格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
题》，第２７页。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ｉｍｅ，ｔｒ．ｂｙ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Ｋｉｓｉｅｌ，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１０５．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ｉｍｅ，ｐ．１０６．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１８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２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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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理解方式，甚至包括笛卡尔和胡塞尔的理解方式，实施生存论还原，从总已被规定为单纯现成

之物的把握方式，回返到 “对该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即真正理解或领会此在之存在。之所以要首

先领会此在之存在，是因为存在论把 “此在之存在标为生存”，而 “仅当存在领会亦即此在生存，存

在才被给出”①。因而，还原要回溯到的此在之存在并非单纯只是此在的种种存在方式，而主要是生

存更是存在领会。海德格尔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追问存在的意义与根据……我们就必须在方法上

紧紧抓住那使我们得以通达存在之俦的东西：抓住属于此在的存在领会。只要存在领会属于此在之生

存，那么，此在自身之存在建制以及存在领会之可能性越是得到本源与全面的阐明，则该领会以及在

其中被领会与意谓的存在便越是可被切合、本源地通达。”②

既然存在是在此在之存在领会中 “被领会与意谓的存在”，那么，此在之存在领会与被意谓的存

在具体是什么关系呢？用海德格尔的例子来说，“对于小孩子对某个东西是什么的发问，人们可以通

过指出这个东西用于什么来予以回答，在此人们是通过用其所做的事情来规定所面对的东西的”③。

换言之，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以 “为了作”（Ｕｍ－ｚｕ）的方式，依照领会的 “作为结构”

（Ａｌ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把物 （Ｄｉｎｇ）领会为上手的用具，如用来写字的笔或用来坐的椅子等。藉此，世内
存在者便具有了意义，其存在便作为现象显示出来。这意味着海德格尔其实是在说，存在之意义或存

在是在此在之存在领会中被给予的。

对于此在之领会的这种功能，ＪｏｈｎＤ．Ｃａｐｕｔｏ在讨论海德格尔的根据律时说，“‘基础’或 ‘根

据’”是 “在可能条件的意义上”的，“通过此在对世界的超越 （它的存在领会），此在为一切存在

者的显现提供根基。仅只在此在的存在领会的基础上，存在者才显现出来”④。由于此在之领会是存

在之意义的根据或基础，而此在之领会又是通过还原引回的，因而还原是根据律在存在论中的具体体

现。就海德格尔所引用的莱布尼茨对根据律的表达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ｒｅｄｄｅｎｄ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给回根据原则）⑤
来说，正是还原方法回溯到根据，给回了根据。

海德格尔虽然放弃先验还原代之以生存论还原，但其基本思维方式还是笛卡尔与胡塞尔式的回溯

到主体性的方式。在主体性的直观和存在领会中，作为被意指者的世界以及存在，作为现象显示出

来。正如马里翁所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作为 “现象学试验”都重复了使主体性优先于现象之显现

的地位。此外，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还原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笛卡尔式的回溯到主体性的方式，也是依

照根据律的，即为待解决的问题 （终点）而回溯至其源泉、根据或基础 （起点）。

三、马里翁第三个还原的转向与根据律

在马里翁看来，前两个还原回溯到主体性的做法，会对现象之显现或展示造成限制。相应地，这

里有三个问题：（１）马里翁所说的现象是什么？（２）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是如何对现象造成限
制的？（３）如何解除这些限制？

关于第１个问题，马里翁提出 “更为宽泛、更为根本的……现象的新定义：不再是对象或存在，

而是被给予 （ｄｏｎｎé）”⑥。在他看来，现象一定是被给予的，而被给予的也必定是现象，因而现象和
被给予物之间是一致的甚至是同一的；但被给予物并不首先必须是对象 （胡塞尔）或存在 （海德格

尔），而是先于特殊规定性 （对象或存在）的单纯被给予或被给予物，或者说单纯作为被给予物的现

象。他还认为 “没有给予性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被给予物便是不可想象的，也不能显现”⑦。也就是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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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２２２、２５页。
同上，第３２５页。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ｉｍｅ，ｐｐ．２６０－２６１．重点为笔者所加。
ＪｏｈｎＤ．Ｃａｐｕ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ａｓ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ｉａｎＳｅｌｆ－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３，１９７５，
ｐｐ．４１９－４２６，４２２．
［德］海德格尔：《根据律》，第４５页。
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ｐ．３；?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ｐ．８．
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ｐ．６４；?ｔａｎｔｄｏｎｎé，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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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物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总是伴随着其给出过程、行为或方式 （ｇｉｖｉｎｇ），这个给出 －被给予物 （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的关联体被称为给予性的折子 （ｌｅｐｌｉｄｅｌａｄｏｎａｔｉｏｎ）。这个折子意味着它给出自身，绝对
地或无条件地给出自身， “唯有给予性是绝对的、自由的和无条件的，这恰恰是因为它给予 （ｅｌｌｅ
ｄｏｎｎｅ）”①；给予性还有这样的特征，即 “给出它自身而没有任何限制或预设，因为它给出 （自

身）———唯独它自身———而没有条件”②。也就是说，被给予物 （现象）是自身给出自身的，除了它

自身给出自身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条件限制。

关于第２个问题，马里翁认为，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现象都是受到特定视阈 （ｈｏｒｉ
ｚｏｎ）限制的。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处在对象性 （ｏｂｊｅｃｔｉｔé）视阈的限制下。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处
在存在性 （éｔａｎｔｉｔé）视阈的限制下。对象性和存在性作为现象显现的视阈，“预先对被给予物施加以
可能性条件：没有什么东西给出自身，除非作为对象或存在”，或者说在视阈的预先限制下，被给予

的现象 “只能依照这两种特殊的显示方式”来显示③。在这两种条件下，现象不能实现绝对的或无条

件的自身给出，因而需要排除这些预先等待着现象的视阈。

关于第３个问题，这与还原方法相关。马里翁认为，现象学离不开方法，还原是 “现象学的基

本操作”④，“没有还原，一切便崩塌了”⑤。而且，还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保障给予性。他强

调 “如果还原还没有把现象引回到它的最终的给予性，那么它就没有履行它的最高的权力”⑥；甚至

提出 “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给予性”⑦ 原则，来标明二者之间的正向关联。

既然现象受到对象性和存在性视阈的限制，那么，在前两个现象学内部，这些视阈隐身于何处

呢？在主体－现象的关联体中，显然视阈并不在现象本身之中，因而只能在主体性中。在先验自我的
直观的注视下，一切都是对象性或者说必须以对象性为基础；与此在之存在领会照面的，都是存在者

之存在，而且尤其作为用具照面。比如，关于胡塞尔那里的对象性，马里翁说：“对象性……来自意

识的意向行为……只有在通过意识暗中加于现象的样式而显现的条件下……这些现象才能如其显现的

那样给出自身。”“显现之物被如其所是地接受下来，这不是因为它显现，而是因为它面向一个从一

开始就被确立为原初性的权威而显现……这个权威……拥有一个名字叫直观。”⑧ 关于海德格尔那里

的存在性，马里翁认为 “唯有敞开的意向式打交道……让现象进入到此在的世界。只在与此在的照

面中，现象才被照面”，在这种照面方式中，现象会在 “其有用性或其存在性”中显示⑨。

因而，根本的障碍在于主体性。在传统形而上学如笛卡尔那里，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中，

它都是具体方法所引回到的根据或基础。主体性作为根据或基础，是用作起点的，因而是在先的 （ａ
ｐｒｉｏｒｉ）。作为在现象之先的东西，主体性先行等待着并因而限制着现象。更准确地说，作为现象之根
据或基础的主体性以空泛的对象性或存在性视阈先行等待着现象，或者现实地将其把握或领会为对象

或存在，将其限制于对象性和存在性等视阈。在此，根据或基础便意味着限制或条件：“经验之条件

———根据———对被经验对象进行奠基，也就是说，使其成为可经验的……现象承认是被奠基的，是被

条件所限制的。”瑏瑠 也就是说，根据与限制条件是并行的，因而要使现象摆脱限制条件，就要使其摆

脱根据。相应地，作为现象学方法的第三个还原必须悬置根据，才能使现象从限制条件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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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依照根据律到悬置根据律

基于此，马里翁提出现象学要 “放弃为现象奠基”①。这一点体现了作为方法的第三个还原与前

两个还原的根本差别。前两个还原为了确定性回溯到作为根据或基础的主体性 （先验自我和此在），

却对现象之显示造成限制。第三个还原则要悬置根据，使现象从限制条件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真正

由其自身显示自身。正如上文所述，前两个还原的思维方式是依照根据律，因而当第三个还原要放弃

为现象奠基的时候，也就放弃了根据律的思维方式。

然而，排除主体性 （先验自我和此在）这个在先的根据或基础，只是排除了 “他因”②，即不同

于现象本身的主体性这个根据或基础。问题在于，按照马里翁的说法，给予性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意味着
“给出自身”（ｓｅｄｏｎｎｅｒ），从语词上看，这是否意味着它是自因 （ｃａｕｓａｓｕｉ）的呢？雅尼考便持有这
种观点，他批评马里翁现象学 “把我们引回到了自足性 （纯粹的给予性 ‘给出自身’！），它恢复了特

殊形而上学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并把我们引回到了自身奠基”③。这种质疑的重点在于给予性的
折子 （ｇ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ｇｉｖｅｎ）。在此，如果是现象自身之给出行为 （ｇｉｖｉｎｇ）给出被给予物 （ｔｈｅｇｉｖｅｎ），
那么，给出行为与被给予物 （现象）便应当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由于这里的原因和结果都属于现

象自身，因而便是自因的。

对于这种质疑，马里翁的回应是，“把给予性解释为 ‘自足’和 ‘自身奠基’”，“就赋予了给予

性以自因的特征”，这样就 “完全错失了这种观念，即，在此 ‘给出自身’ （ｓｅｄｏｎｎｅ［ｒ］）等同于
‘让自身没有任何余留且亲身地显现’，等同于 ‘把自身舍弃给观看 （ｓ’ａｂａｎｄｏｎｎｅｒａｕｖｏｉｒ），简而言
之，等同于现象之纯粹显现”④；“给出自身意味着给出自身于可见性中，没有余留和回撤，因而没有

条件和尺度，因而没有原因和根据”⑤。可见，在马里翁对现象的界定中，已经把原因或根据排除了，

现象之给出自身只是现象的没有任何余留的单纯显现而已。唯有这样，现象才能够成为 “本真的现

象”，即不是作为原因或结果，而是单纯作为现象而显示。而且在操作方法上，基于还原与给予性之

间的关联，第三个还原也已排除了原因或根据：“只在被还原的程度上，现象才成为绝对被给予的”，

现象 “一开始就作为已被还原了的现象……因为在其中，超越的原因、理论……已然被排除了”⑥。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第三个还原与前两个还原的差别。前两个还原虽然悬置了超越的或实在的

因果律 （根据律的形式之一），但却依然要为现象寻找根据，于是引回到了主体性并基于主体性 （直

观和领会）展示现象。由于它们囿于主体性这个根据，因而并未真正摆脱根据律。相比而言，第三

个还原并不引回到任何根据或基础，它的悬置旨在为现象之显现扫清障碍，在于引回到本真的现象，

让现象实现纯然由其自身给出自身显示自身的现象性。这便是第三个还原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向。

从根本上说，第三个还原的这种转向，反映的是马里翁力图使现象学摆脱形而上学的意图。在马

里翁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做的只是现象学试验，依然囿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为现象奠基

把现象引回到根据或基础即主体性上。但这种根据律的思维方式所引回到的主体性，却对现象之显示

造成限制。马里翁认为，现象学要从为现象奠基转到让现象由其自身显示自身，就要从形而上学的思

维方式转到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于根据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 “伟大的形而上学原则”⑦，

那么，还原就要从依照根据律转向悬置根据律。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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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与前苏格拉底的 “存在之战”

曹　聪

【摘要】本文以柏拉图的埃利亚对话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 “存在之战”讨论为切入点，考察 《巴门尼德》

中少年苏格拉底引入形相的背景———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智术师运动，同时结合文本辨析柏拉图对存在派与

流变派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本文认为，为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 “存在之战”，柏拉图接受并改造了埃

利亚哲学，尤其是巴门尼德对 “非存在”和 “意见”的基本判断，试图通过形相论拯救 “真意见”。与此

同时，柏拉图借 《巴门尼德》传达出一种对存在论探究路向的态度，形相论最终仍难以克服前苏格拉底哲

学引发的困难。

【关键词】《巴门尼德》；前苏格拉底；形相；存在；流变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６

作者简介：曹　聪，（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柏拉图 《巴门尼德》翻译与研究”（１６ＣＺＸ０３８）

《巴门尼德》涉及到的哲人，如今在哲学史叙事中涵盖在统一的术语 “前苏格拉底哲人”（Ｐｒｅｓｏ
ｃｒａ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或 “前苏格拉底”（Ｐｒ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ｓ）之下，尽管这个术语是历史意识下的 “现代创

造”，它标识的苏格拉底与其他希腊哲人之间的明显差异却是个古老而恒久的论题。关于苏格拉底与

其他前辈或一些同时代哲人的区分，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路向讨论，即 “色诺芬 －西塞罗路向”和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前者强调苏格拉底转向道德政治领域，后者认为他仍然热衷存在论和
宇宙论，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延续。①这两种差异极大的面相是否相容呢？

柏拉图在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活辩护之时，没有把苏格拉底伪装成一个俗人，他直面哲学本身的

问题，尤其在 《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中，柏拉图彻底讨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关于存在的战

争，这场战争正是 《巴门尼德》的背景。这三部对话不断提及 《巴门尼德》，指向少年苏格拉底哲学

生涯的开端。因此，解读 《巴门尼德》首先必须理解柏拉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存在之战的讨论。

《巴门尼德》标识着苏格拉底哲学生涯的起点，这部起始性对话指向苏格拉底问题之核心———苏格拉

底在其哲学生涯的开端已经展露出双重面相。

一、哲学与智术

《巴门尼德》的苏格拉底非常年轻，据推测大致１８－２１岁，处于哲学生涯的开端②。篇名标识了
埃利亚哲学背景，另三部 “埃利亚对话”《泰阿泰德》《智术师》《治邦者》中的苏格拉底则已快要

走向人生的终点，他在应诉之余与埃利亚异邦人展开这三场对话 （《泰阿泰德》２１０ｄ）。埃利亚哲学
在苏格拉底哲学生涯中首尾呼应，埃利亚的巴门尼德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严肃思考 “存在”的哲

人，这个情节上的呼应意味着存在之思框定了苏格拉底哲学生涯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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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拉图而言，巴门尼德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位前苏格拉底哲人。柏拉图不仅写下以巴门尼德为主

角的对话 《巴门尼德》，还在 《会饮》（１７８ｂ、１９５ｃ）、《智术师》（２１７ｃ、２３７ａ、２４１ｄ、２４２ｃ）、《泰
阿泰德》（１８３ｅ）中反复向巴门尼德致意。《泰阿泰德》中的苏格拉底在考察存在的哲人与流变的哲
人两派阵营时，赋予巴门尼德特殊地位：苏格拉底先援引荷马的话赞美他 “可敬又可畏”，当回忆起

自己青年时代与他的相遇时，又称赞他 “有一种超凡的深刻”。康福特 （Ｆ．Ｍ．Ｃｏｒｎｆｏｒｄ）据此认为，
老巴门尼德是柏拉图心中最伟大的哲人，这一殊荣证明在 《巴门尼德》中巴门尼德取代苏格拉底在

柏拉图对话中的一贯地位，成为柏拉图的代言人①。康福特的断言直接成为一段时期内学者们重构柏

拉图存在论的理据：巴门尼德是柏拉图的代言人，他对 “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的批判就是柏拉图

对形相论的自我批判；这篇对话提出的 “分有之两难问题”是柏拉图中期存在论到晚期存在论的关

键转折；因此，《巴门尼德》的意图与作用是柏拉图呈现早期形相论的逻辑困境。

可是，从其他对话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巴门尼德的态度绝非纯粹的激赏，仅凭 《泰阿泰德》的

赞美并不足以证实巴门尼德的代言人身份。事实上，柏拉图既尊巴门尼德为 “父”，也明确大胆宣告

过要 “弑父”（《智术师》２４１ｄ－２４９ｄ）。此外，尽管巴门尼德作为斐德若引述的权威之一出现在
《会饮》（１７８ｂ、１９５ｃ）的爱欲颂词中，苏格拉底随后对他的反驳也动摇了巴门尼德的权威性，苏格
拉底甚至说赫西俄德和巴门尼德说的那些话真假难辨。

辨识巴门尼德身份最核心的问题是柏拉图对哲人与智术师的区分。一般印象认为，智术师是苏格

拉底式哲学生活的主要敌人之一。柏拉图在 《泰阿泰德》（１５２ｅ）中把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视为普
罗塔戈拉相对主义学说的根源，巴门尼德似乎与之无关，但其实柏拉图曾多次透露巴门尼德与智术师

也有复杂纠葛。

在 《斐德若》（２６１ｂ）中，苏格拉底提到极为擅长言辞技巧的埃利亚人帕拉墨得斯，帕拉墨得斯
有能力让相同的事物显得既相同又相异、既是一又是多、既静止又运动。“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在

历史上无可稽考，一般认为柏拉图正是以此影射埃利亚的芝诺和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第二部分

印证了这一点，对话人物巴门尼德有着高超的辩证术技艺，可以让同一个命题正反结论都成立，相同

且相异、既一又多、既静又动也在这个部分反复出现。在 《斐德若》的这段话中，苏格拉底暗示埃

利亚人擅长的这门技艺就是智术师的专长。看起来似乎二者在言说技艺上有某种相似性，意味着巴门

尼德传授给少年苏格拉底的方法从形式上看就是智术师的论辩技艺。事实上，《巴门尼德》的确充斥

大量让学者们困惑不已的诡辩，柏拉图却称之为 “辩证术”。显然，辩证术与诡辩术的区分并不在于

技艺的具体使用，必须从哲学与智术的关系上理解。

《巴门尼德》的核心对话发生在毕托多洛家，毕托多洛既是对话的亲历者，又是对话的传播者。

《巴门尼德》仅含蓄地说毕托多洛和芝诺交往甚密，《阿尔喀比亚德》则直接说二人就是收费教课的

关系 （１１９ａ）。尽管辨识哲人与智术师的根本依据不在于是否收费，但售卖 “知识”的确是一种典型

的智术师特征 （《智术师》２２６ｂ－２３１ｂ，《申辩》２０ａ以下，《欧蒂德谟》２７２ａ）。由于芝诺和巴门尼
德既懂得论辩技能，也收取学费传授相关知识，有学者认定柏拉图把巴门尼德当成 “所有智术师的

源头”②。

不过，根据 《智术师》的提示，仅凭收取学费和言辞技艺并不足以辨识哲人与智术师。《欧蒂德

谟》打破了人们对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关系的一般印象———苏格拉底站在智术师欧蒂德谟一边反对克

力同们③。《智术师》用两分法寻找哲人的过程，同样表明哲人与智术师的差异极其微妙：寻找智术

师的过程总会遭遇哲人，“本要寻找智术师，倒先发现了哲人”（２５３ｂ）。哲人与智术师看似同源，关
键区分在于哲学：前者处于光明，“通过思考投身于存在之形相 （ｆｏｒｍ）”；后者则处于黑暗，“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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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Ｍ．Ｃｏｒｎｆｏｒｄ，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Ｗａｙ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３９，ｐ．
６３．
ＨａｒｏｌｄＣｈｅｒｎｉｓ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５３，１９３２，ｐｐ．１２２－１３８，１２５．
［德］施特劳斯：《论 〈欧蒂德谟〉》，《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非存在”（２５４ａ）。柏拉图揭示，假如像巴门尼德在诗中所述的非存在不存在，那么将彻底无法识别
智术师，因为他不存在①。存在与非存在之辩是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 －智术师运动与苏格拉底引入形
相之根本意图的关键背景之一，巴门尼德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带给了柏拉图重要启示。

鉴于柏拉图对巴门尼德的矛盾态度，以及哲人与智术师的复杂亲缘关系，巴门尼德不宜被视为柏

拉图推翻早期本存在的代言人，对话的整体意图也不宜被等同于柏拉图的自我批判。柏拉图如何反思

前辈哲学的存在论探究路径，反思前苏格拉底哲学、智术师运动与政治生活三者的关系，是理解

《巴门尼德》整体意图的重要起始问题。

二、流变与存在

《巴门尼德》的副标题 “论形相”（ ）标识了这部对话的核心论题是形相 （ ）。亚

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卷 Ａ（９８７ａ３０－ｂ１４）和卷 Ｍ （１０７８ｂ１２－１７、３１－３２）阐述形相论
（ ）时，强调赫拉克利特、克拉底鲁的 “流变说”对柏拉图形相论的关键影响。他揭

示了柏拉图的原初问题意识，并且暗示柏拉图并不着意于形相论的具体建构细节。他认为，柏拉图是

因为可感知事物之流变而求助于形相的。寻找纷繁变化的可感知事物背后的原因，与其说是赫拉克利

特派的特殊关切，不如说是前苏格拉底哲人族的共同旨趣。

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下过很大功夫，他 “怀着崇高的敬意把赫拉克利特的名字拿到一边”，他

的做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心怀敬意地 “把巴门尼德的名字拿到一边”（《泰阿泰德》１５２ｅ）形
成鲜明对照。尼采认为，古希腊的哲人错误地指责感觉说谎，其中尤以柏拉图的错误最严重，柏拉图

设置 “纯粹精神把握善之形相”去对抗生成与流变，否定此世生活和生命本能，因此柏拉图必须为

“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传统负责。尼采认为，关于生成之至上性的学说才是真实却致命的真

理。

亚里士多德和尼采都指向 “形相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两个世界的根本区分。然而，这个区

分的始作俑者并非柏拉图，前苏格拉底哲人族质疑感觉和现象，柏拉图只是接过并应对它的人。无论

从戏剧时间还是写作分期看，两个世界的基本划分从 《巴门尼德》到 《理想国》《斐多》，再到 《斐

勒布》都没有改变，而两个世界之间的裂隙难以弥合正是 《巴门尼德》用 “分有两难性”在苏格拉

底哲学生涯之初就揭示的困难。理解形相论的关键在于必须尝试理解：为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很

早就懂得不可见的形相与可感知的分有者之间的关系难以说清楚，却仍然在此后的哲学生涯中多次用

形相完成论证。换句话说，理解形相论的关键与其说在逻辑建构，不如说在其意图。而要理解这个意

图，仍然要回到形相论产生的前苏格拉底哲学背景。

《泰阿泰德》的主题是 “什么是知识”，苏格拉底引导泰阿泰德盘查 “感觉即知识”的定义，由

普罗塔戈拉著名的相对主义宣言一路探源至背后的哲学源头，即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 （１５２ａ以
下）。苏格拉底引导泰阿泰德认识到，倘若感觉即知识，万物之尺度是人而不是万物自身，人之感觉

差异必会导致万物不与自身同一 （１５２ｄ），于是确定的知识不再可能。在这个问题背景下，苏格拉底
给哲学前辈划分了阵营———巴门尼德与其他人，除巴门尼德之外，其他人都站在永恒的流变一边。苏

格拉底指出，不论谁要想与这一派抗衡，都不仅异常艰难，还容易 “沦为笑谈”（１５３ａ）。
这呼应了 《巴门尼德》的芝诺自述的写作意图：替巴门尼德辩护，对抗那些嘲笑 “一切是一”

的人。巴门尼德和芝诺可以与流变派抗衡 （１２８ｃ－ｄ），但柏拉图并未止步于此，他并不认为存在派
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芝诺的写作策略不是从正面维护巴门尼德，论证 “一切是一”成立；他

没有证明持守 “一”不可笑，而是攻击持守 “多”同样可笑。这个情节意味着无论持守一或多、存

在或流变，都有可能招致来自城邦的 “色雷斯女仆的笑”（《智术师》１７４ａ），也都无法避免来自对立

２９

① ［德］海德格尔：《柏拉图的 〈智者〉》，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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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言说的笑。《巴门尼德》第二部分的八组论证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命题及其对立命题的正反

面均可由逻各斯证成与证伪。

《克拉底鲁》专门处理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引发的命名问题。苏格拉底使用各种复杂的言辞技

艺向克拉底鲁揭示，流变学说最终将取消一切言说和认识的可能性 （《克拉底鲁》４４０ａ）。必须注意
的是，苏格拉底最终并未在存在论层面说服克拉底鲁改弦更张，后者仍可坚持认为 “流变”是智性

直观揭示的真理。经历过漫长的词源学、宇宙论、存在论和神话等非常学术化的讨论后，苏格拉底最

后给出必须设定形相的理由———出于秩序和美好生活的要求。至于终极意义上的 “存在”究竟怎样，

苏格拉底最终竟然给出模棱两可的说法：“克拉底鲁噢，兴许事实确实如此，兴许亦非如此。”（《克

拉底鲁》４４０ｄ）
当苏格拉底利用词源学说服克拉底鲁时，他解释了诸神名称的词源，其中穿插了赫拉克利特推翻

前辈而引发的关于 “存在”（ ）的战争，并把这场战争比作希腊神族克罗诺斯推翻乌拉诺斯的

代际更替 （《克拉底鲁》４０１ｃ以下）。《治邦者》的异乡人说苏格拉底听说过克洛诺斯时代的生活，
亲身体会过当今宙斯时代的生活 （《治邦者》２７２ｂ以下）。按照赫西俄德的创世神话，希腊神族有两
次诸神之战，第一次是克洛诺斯统领提坦神族推翻欧拉诺斯的统治，第二次宙斯带领奥林匹斯神推翻

提坦神族战斗 （《神谱》１１６－７３５）①。《泰阿泰德》１８０ｄ－１８１ａ提到，在关于存在的大混战中，巴门
尼德站在流变派的对立面，战争双方一方主张绝对的流变，一方主张绝对的静止，有意探究这个问题

的人实际上很容易在对立双方的学说之间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苏格拉底反对流变派，也并没有跟随存

在派，而是表示双方都应该得到考察。他赞美巴门尼德 “具有某种伟大且高贵的深沉”（《泰阿泰德》

１８３ｅ），仅仅意味着他在某个层面接续巴门尼德。
在埃利亚三联剧的两日谈话中，苏格拉底同样没有肯定巴门尼德的一元存在论，而是肯定他当年

传授的哲学方法 （《智术师》２１７ｃ、《泰阿泰德》１８３ｅ），即 《巴门尼德》传授的辩证术。值得注意

的是，当柏拉图让 《巴门尼德》的对话人物巴门尼德传授这种方法时，对巴门尼德本人的存在论做

出一处关键改动：“不仅要去假设，如若每个东西存在，探究这个假设的结论，相反，还要去假设，

如若这同一个东西不存在。”（１３５ｅ－１３６ａ）《巴门尼德》中的巴门尼德教导少年苏格拉底要假设 “非

存在”，而这是巴门尼德的 《论自然》中女神封锁的探究之路。那么，柏拉图的这个改动用意何在？

三、真理与意见

埃利亚对话不仅没有肯定巴门尼德派哲学，还借角色异乡人发起对巴门尼德的弑父行动 （《智术

师》２４１ｅ１，２４２ａ８，ｂ１，ｂ２）。这次行动切中巴门尼德 “存在”与 “非存在”之分的关键问题，为一

种趋于中道的未来哲学开辟了道路。巴门尼德对 “存在”的肯定有助于寻找一种确定性知识对抗智

术师的相对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柏拉图赞同巴门尼德。但柏拉图把问题推进得更深，他考察了流变

派，也没放过存在派。

异乡人称流变派和存在派都在讲 “故事” （２４２ｃ－２４３ａ），这个措辞再次透露了一种对存在论探
究路向的保留态度。存在、非存在、生成问题与 《巴门尼德》第二部分八组论证的结构安排密切相

关。尤其是前两组和后六组之间插入极为特殊的一组 “附加假设”（１５５ｅ４－１５７ｂ５）。这组假设设定
了一个生灭间的 “刹那”（１５６ｄ３），在这一刹那，生成与存在达成共在 （１５６ａ２）。

巴门尼德箴言诗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青年上升到女神的府邸接受教诲的故事②。女神教诲的核心

是：“存在”是唯一可以探究的 “真理之路”；思与言必须远离不可思议、无法名状的 “非存在”；

“意见之路”是大众依赖的道路，遍布 “显得”可信的东西，充满欺骗，不可轻信。

３９

①

②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９—４８页。
Ｃｆ．Ｆ．Ｍ．Ｃｏｒｎｆｏｒｄ，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Ｗａｙ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古希腊］巴门尼德著、［加］盖洛普译
注：《巴门尼德著作残篇》，李静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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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 《巴门尼德》让角色巴门尼德违抗女神关于思考与言说 “非存在”的禁令 （“残篇”，

８：７－８）；在八组辩证术训练中，后四组讨论 “非存在”，第七组还保留人类经验 “显得”。《智术

师》的异乡人指出，任何关于非存在的言辞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当把非存在当作 “某个”来谈论的

时候，意味着把它当成 “一个”来谈论，甚至一旦说出它不可思不可言就已经在言说它，这意味着

“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 “存在”。因此，它不作为绝对之无成为存在的对立面，而是某种相异的存

在者 （２３７ｃ－２３８ｃ）。在这个意义上，《智术师》关于映像的比喻把非存在者定义为一种 “肖似者”，

即它不是 “真在”、而是 “在某种程度上在”，作为一种映像是 “异者” （ ），“总归在某种程

度上存在”（２４０ｂ－ｃ）。它肖似真的东西，又不是真正地在的东西，而是其反面即非 －存在。如此，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绝对的是与非之间开出一种新的可能性，非存在者与存在者达成某种 “交织”，真

假之辨才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的起点。柏拉图区分了被巴门尼德判定为无意义的 “不存在

者存在”与这种 “非存在者与存在者的交织”。

非存在的这层含义也体现在 《巴门尼德》的后四组否定性假设中，非存在者 （ ）有时就

是异者 （１６０ｃ３－４）。总之，柏拉图给 “非存在者”赋予两层含义： （１）绝对的 “非存在者”是

“无”；（２）作为以某种而不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非存在者。第五组
论证 （１６０ｄ－ｅ）让第一组否定的东西 （“属于它”、“它的”、属于它的名称、关于它的言辞、知识）

重新成为后四组的前提与出发点。第五组假设对第一组假设否定的 “感知”与 “意见”保持沉默，

但明确肯定的是，非存在者也可以有相关的言说与知识。此处明确针对巴门尼德在残篇中对非存在的

禁令，《巴门尼德》证明了即便某个东西被假设为非存在，也可以被谈及或思考。《巴门尼德》的第

五组证明还完成了 “显得”不存在与 “确实”不存在的区分：当 “显得”不存在时，依旧有 ，

可以言说与思考；只有当 “真正”不存在时，有 ，才是女神禁止世人探索的道路。

《智术师》的异乡人两次指出，谈论存在所遇的困难不少于讨论非存在的 （２４３ｃ，２５０ｅ）。异乡
人第一次论及这些困难时，指出谈论存在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主张 “存在是一”的人，实际上

既言说 “一”，又言说 “在”，这意味着两个名称指称同一个东西 （２４４ｃ）；第二，他们认为整全是至
一，但巴门尼德在诗中说它具有形状、是圆球体、从中心到各边界都相等，这意味着一具有部分、是

多之一，而不是绝对的一 （２４５ａ）。
这两点也体现在 《巴门尼德》中。《巴门尼德》第一组假设的论证过程借用后一个问题：“一”

没有部分，也就没有起点、中心与终点，因为这些都算是某种 “部分”。又由于它没有这些端点，它

也就没有 “边界”或 “界限”，因而 “无限”。形状就必须拥有界限与部分，所以它无形状 （１３７ｄ－
１３８ａ）。第二组假设的起点直接呈现前一个问题，即一若存在，它能够既存在却不分有 “存在”吗？

（１４２ｂ５－６）正如康福特看到的，“如若 ‘一’在”的 “一”与 “在”的含义都十分含混，而柏拉图

在前两组假设中有意区分了 “一”的两种含义，并利用这两种含义推导出同一前提的相反结论。因

此，康福特认为，语词的歧义性是理解这篇对话的关键所在，这种歧义性表明形而上学讨论的关键在

于澄清简单语词的定义①。实际上，康福特想说的是，语言可以解决存在问题，直抵形而上学的最高

存在。

但从整体上看，《巴门尼德》八组假设的完成恰恰在于运用语词的歧义性，而且有着明显的意图

指向。每个假设都要从与自己及与相对立的东西双方的关系考察，同一个假设会出现相反的结论。前

两组假设的共同前提虽是一存在 （１３７ｃ，１４２ｂ），但第一组由 “一是一 （非多）”展开，第二组则由

“一存在”展开，结论分别是：（１）一无任何性质 （１４２ａ），即无形状等；（２）一有全部性质，即有
形状等 （１５５ｅ）。《巴门尼德》展现了 《智术师》提到过的谈论存在必遭遇的麻烦。

异乡人再次谈论关于存在的困惑的视角是 “从全局看”，“存在之战”的双方成了坚持存在有形

体的那些人与 “形相之友”。“形相之友”反对认为存在必是有形体之物的人，因为这意味着宣告灵

魂与美德等无形体的东西不存在；他们主张一种生成与存在的结合，同时反对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

４９

① Ｆ．Ｍ．Ｃｏｒｎｆｏｒｄ，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ＷａｙｏｆＴｒｕ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ｓ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ｐｐ．１０９－１１５．



的存在学说。就存在论而言，柏拉图承认这是一种人类的永恒困惑，甚至承认形相在这个问题层面上

不仅没有帮人减轻困惑，反而令人 “处于更深的困惑”（２５０ｅ）。
然而，《智术师》依然强调哲学与逻各斯的依存关系，哲人要借辩证术思考形相，尤其要思考最

大的形相，即存在、静止与运动、同与异。这些形相有些彼此交织，有些不可结合，但正是在它们错

综复杂的关系中，逻各斯向我们生成 （《智术师》２５９ｅ）：“……逻各斯对我们而言是诸种存在者之
一。因为如果被剥夺了这个，最大的 ［后果就是］，我们也被剥夺了哲学。”（２６０ａ）

《巴门尼德》也呈现了这一点，第一部分的情节与论证得出同样的结论，巴门尼德批判完形相论

后又告诫苏格拉底，没有形相和逻各斯，将无法搞哲学。巴门尼德批判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的部分表

明，关于形相的论说遭遇到重重困难，正如异乡人揭示出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论说都遭遇了重重困

难。柏拉图袒露形相论的限度，正如他揭示出前苏格拉底存在之战各方的限度。尽管逻各斯有限度，

巴门尼德仍肯定逻各斯之于哲学的意义，并向少年苏格拉底传授了辩证术。临终前的苏格拉底在

《斐多》中借第二次启航再次讨论借助逻各斯谈论存在的意义。

在 《巴门尼德》第一部分中，巴门尼德击中少年苏格拉底 “形相论”的要害，他用 “分有的两

难问题”证明 “形相”与 “事物”的隔绝导致神 －人的绝对分离，也导致一种不可知论。这揭示出
通过一种关于形相的证明性知识抵达真理的困难；在第二部分中，巴门尼德用辩证术向苏格拉底揭示

出，通过范畴结构界定存在依赖于对存在的某种预设。《巴门尼德》整体上向我们暗示，逻各斯既可

以构造也可以否弃形形色色的存在论学说。

四、结　　语

《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形象代表一种新哲学开端时的形态。尽管 《巴门尼德》中少年苏格

拉底形相论的理论建构遭遇重重质疑，苏格拉底未来的哲学生涯中仍然借助形相，关于形相的两个原

初看法也未曾改变，即两个世界的划分和价值秩序。他把这个秩序表达为一种以 “善”为最高本原

的目的论宇宙，并把辩证术安排为最终将灵魂导向 “善”的关键一步。《斐多》中的苏格拉底在使用

形相论证明灵魂不朽时，采用的术语和 《巴门尼德》中并无二致①。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未放弃

过 《巴门尼德》呈现的 “神圣动机”，这个动机在某种意义上显得与 “真意见”相似。

面对纷繁的生成世界，《巴门尼德》中的苏格拉底接过历史上的埃利亚哲人巴门尼德借助超越感

官的 “一”理解真理的方式，但他反对巴门尼德对 “意见之路”和人类经验的轻视，试图拯救 “现

象”和 “真意见”。少年苏格拉底把形相与事物的价值密切关联，苏格拉底的哲学生涯自始至终都关

心人类行动中的德性问题，关心人类灵魂和宇宙的永恒秩序。他的确有色诺芬笔下的道学家面相，然

而，柏拉图也呈现了热爱逻各斯的苏格拉底面相。正如伯纳德特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经由存

在论走向灵魂学，灵魂学作为一种属人知识开启了通向一种存在知识的可能性②。

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的批判表明，形相论依旧难以解决前苏格拉底存在之战引发的两

个世界的分裂，即便巴门尼德肯定设置形相的必要性，形相依然难以弥合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的裂

隙。如何弥合这个裂隙，是后世西方哲学传统不断应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　行　之）

５９

①

②

Ｃｏｒｎｆｏｒｄ提出第一部分的 “形相论”论证与 《斐多》中的 “形相论”相悖，这个观点曾经一度成为定论。Ｄｏｒｔｅｒ后来指出，讨论
《巴门尼德》与 《斐多》的形相论是否一致的关键不在于对形相论的具体建构，而在于形相与善的关系。（ＫｅｎｎｅｔｈＤｏｒｔ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ｄＧｏｏｄ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ｌｅ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９４．）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Ｌａｍｐｅｒｔ，“Ｒｅａｄｉｎｇ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ｅ：ＡＮｅｗ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４，２０１８，ｓｐｒｉ．



语境中的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

刘凤娟

【摘要】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的理想”一节阐述了上帝与有条件者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这构

成 “上帝的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这一节的重要语境。而康德在其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对逻辑谓

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也必须与该语境相结合；由此，“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存在显然不
是实在谓词）这一关键命题才能得到准确理解。在他看来，上帝只是思维中的一个概念，关于上帝的任何

命题都不包含实在谓词。因为实在谓词表达的不是上帝的整全的、最高的实在性，而是有条件者的作为部

分的、具有确切内容的实在性。前者是后者的先验的通盘规定根据，两者正好对应于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

的区分。

【关键词】康德；上帝；存在；逻辑谓词；实在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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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康德历史哲学新论”（１９ＦＺＸＢ０４１）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在哲学史和研究史上都产生了重

大效应。其核心立场表现在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① 命题上②，这是他 “用以撬动整

个思辨理性神学的支点”③。学界对该命题有多种诠释路径，笔者较关注的是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将

其中的实在谓词理解为具有知觉内容的事物的规定性概念，以杨云飞、李科政等为代表④；第二种是

将其中的 “Ｓｅｉｎ”看作隶属于模态概念和 “主观综合命题”的现实谓词，目前国内只有胡好持该论

点，已引起学界普遍关注⑤；第三种是将这里的实在谓词理解为 “上帝所包含的实在性”，以舒远招、

６９



①

②

③

④

⑤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舒远招教授以及 “康德哲学爱好者共同体”微信群中李科政、胡好等多位学者的长期讨论；其修改完善

得益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８－１０日在复旦大学第二届德国观念论论坛上诸位学者的进一步启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Ｓ．６７３（Ａ５９８／Ｂ６２６）．国内译本有邓晓芒的 “‘是’

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谓词”、李秋零的 “‘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王玖兴的 “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宾词”等。笔者将其

译为 “存在显然不是实在谓词”，同时行文中仍给出德语原文。第一批判的其他引文出自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以下相关引文随文标明 Ａ、Ｂ版及该译本页码 （如 Ａ５７１／Ｂ５９９，３４９），原文强调部分改为黑
体，不再一一详述。

实际上，这也是国外学界的争论焦点。ＳｅｅＪｉｌｌＶａｎｃｅＢｕｒｏｋｅｒ，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２６９．
李科政：《拨开 “存在”谓词的迷雾———康德存在论题的第三种诠释》，《哲学动态》２０２０年第９期，第７９页。
参见杨云飞：《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李科政：《康德
的实存问题与本体论批判———反驳当代几种典型的质疑》，《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Ｐ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ＴｗｏｏｆＫａｎ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Ａｓｈｇａｔ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０，ｐ．６７．
胡好：《康德哲学中实在谓词难题的解决》，《现代哲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６８页。国外学界中，阿利森也涉及这种思路，指出
“把 ‘存在’当作一个实在谓词，就是犯了一个范畴上的错误，把一个质的范畴 （实在性）与一种模态范畴 （存在或现实性）

混为一谈”。（ＳｅｅＨｅｎｒｙＥ．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４１６．）



语境中的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

彭志君为代表①。笔者认为，出现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该命题的语境的理解并不统一。本

文无意于重构康德的整个批判思路，而是专注于该命题，首先澄清它所处的语境，其次阐明具体语境

中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最后揭示该命题在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该命题的两种语境的澄清

在笔者看来，“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的解读需要澄清两种语境：第一种在 “先验

的理想”一节中得到描述，即上帝被思考为其他一切事物的通盘规定性原理，而这种通盘规定意味

着上帝对诸物的可能的谓词的规定；第二种是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在逻辑上的严格区分，即前者适用

于分析命题，后者适用于综合命题②。

“先验的理想”一节主要考察了上帝与具体存在物之间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在康德看来，如果

人们要将一个谓词归于某物，不仅需要遵循一条基于矛盾律的原理，还要遵循一条通盘规定性的原

理。前者是一种单纯逻辑原则，即 “在每两个相互矛盾地对立着的谓词中只有一个可以归之于这概

念”（Ａ５７１／Ｂ５９９，３４９）。这条原理不考虑知识的内容。但通盘规定性原理必须涉及知识内容。按照
这一原理，某个谓词不仅应当与其对立的谓词相比较，而且应当在 “诸物的一切可能的谓词”

（Ａ５７２／Ｂ６００，３４９）这个范围内，与其对立的谓词作比较。因此，通盘规定的原理就是 “一切实存者

都是被通盘规定了的”（Ａ５７３／Ｂ６０１，３５０）。为了诸物或诸实存者都能够得到通盘规定，理性就需要
一个超越一切有条件者的存在者的概念，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先验的理想。它具有一种实在性的大

全 （Ａ５７７／Ｂ６０５，３５２），而具有最整全实在性的原始存在者就是上帝。上帝作为一种先验的理想，就
成为对一切有条件的存在者进行先验地通盘规定的理性理念。

上帝作为这种大全的和通盘规定的基底，隐含至大无外的系统整体性。上帝不像一个主体意义上

的无条件者，也不像一个序列上的无条件者，后两者不提供一种系统整体概念，而上帝是 “一个系

统中选言综合的无条件者”（Ａ３２３／Ｂ３７９，２１１）。同时，诸物的一切可能性都只是 “派生的”，“而唯

一只有那个把一切实在性包含在自身之中的物之可能性才被看作是本源的”（Ａ５７８／Ｂ６０６，３５３）。这
意味着上帝概念中的实在性是作为逻辑在先的先验根据来奠定派生者的实在性的基础的。

然而，上帝与有条件者之间的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虽涉及内容，却是 “先验地，也就是按

照在它们身上可以被先天思考的它们的内容来考虑的”（Ａ５７４／Ｂ６０２，３５０）。无论是上帝身上的那种
整全的实在性，还是有条件者身上的派生的实在性，在这种语境中都只是先验观念中的实在性，而不

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性。在这里，派生的存在者的一切可能性都不是从经验中获得的，而是 “从这

个原始存在者中推导出来”（Ａ５７９／Ｂ６０７，３５３）的。并且，理性为了 “只是设想对物的那种必然的通

盘规定，并不会去预设这样一个符合这一理想的存在者的实存，而只会预设它的理念”（Ａ５７８／Ｂ６０６，
３５２）。这就将上帝与有条件者之间的关系仅仅限定在纯粹理性内部。因此，“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个
现实的对象与其他事物的客观的关系，而是意味着理念对诸概念的关系”（Ａ５７９／Ｂ６０７，３５３）。这里
的诸概念主要是指表达诸物的具体规定性或属性的谓词概念。诸物及其规定性作为杂多是被上帝先验

地和通盘地规定了的，也是从其整全的实在性中推导出来的。

康德指出，“一切物的杂多不是基于对原始存在者本身的限制，而是基于对原始存在者的完备的

后果的限制”（Ａ５７９／Ｂ６０７，３５３）。作为原始存在者的上帝是无限制的，而作为其完备后果的东西是
“一切实在性的总和的表象”（Ａ５７７／Ｂ６０５，３５２）。有条件者的实在的规定性不是从原始存在者 （上

７９

①

②

舒远招：《实在谓词一定是综合命题的谓词吗？———就 Ｓｅｉｎ论题中实在谓词的理解与胡好商榷》，《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第８２页。另参见舒远招：《论康德Ｓｅｉｎ论题中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从二项解读模式到三项解读模式》，《哲学动态》２０２０
年第９期；彭志君：《被遮蔽的逻辑谓词———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韦政希、苏德超：《康德
论上帝证明与因果性问题》，《求是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赵林：《康德前批判时期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思想纠结》，《华南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陈艳波：《康德对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的 “存在”论题》，《现代哲学》

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等等。
参见 ［德］康德：《逻辑学》，《康德著作全集》第９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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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直接派生的，而是从作为其后果的一切实在性的总和的表象中派生的。而对这种表象的限制实

际上就是一种否定，因为 “这个实在性的某些部分被赋予了该物，但其他部分却被排除了”（Ａ５７７／
Ｂ６０５，３５２）。即使这个实在性的总和中派生出去一部分，也不减损上帝的至大无外的整全性。这里的
“限制”不是指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本身被限制，而毋宁是有条件者被限制。同一个限制活动，对于

上帝及其实在性来说是派生诸有条件者，而其自身并不损失任何东西，对于有条件者则意味着有限的

规定性。所以，上帝通过一种关于实在性的大全的理念对一切有条件者进行通盘规定，它自身则是不

被规定和限制的。这一点将在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论题的第二种语境是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两种谓词

的区分并未给予清晰界定。这种清晰界定出现在 《逻辑学》中，康德指出：“综合命题在质料上增加

知识，分析命题仅仅在形式上增加知识。前者包含着规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ｓ），后者仅仅包含逻辑谓
词。”① 分析命题是那种谓词的概念包含在主词概念中的判断，所以逻辑谓词在一个分析命题中是能

够包含在主词中或者能够从主词中分析出来的。在这样的判断中，并没有新的知识内容产生出来。虽

然表面上和形式上逻辑谓词与主词是不同的概念，看起来增加了知识，但由于这种谓词的含义并未超

出主词范畴，所以实质上是没有增加新知识的。这一点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第四节 “分

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中有详细说明。

但 “规定”意味着 “从通盘规定的一个无条件的总体性中推导出那有条件的规定、即对受限制

的东西的规定”（Ａ５７８／Ｂ６０６，３５２）。在笔者看来，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就是受限制的东西的有限
实在性，即通过对实在性的总和进行限制而得到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实在性。实在性的总和中的其

他部分则被否定了，“一切真实的否定就只不过是限制” （Ａ５７６／Ｂ６０４，３５１）。这种有限的实在性是
通过上帝对有限存在者的规定得到的。这种规定表现在先天的内容上就是一种作为部分的实在性，表

现在逻辑上就是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

但 《逻辑学》对两种谓词的区分只是一般而言的区分，仅仅在这种一般而言的区分语境中解释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和康德在 “先验的理想”中所描述的

那种通盘规定的语境相联系，才能对该论题有实质性的解决。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逻辑谓词和实在谓

词在上帝存在问题上的进一步细分，这种细分需要与上帝通盘规定原理的语境相对接。

二、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

这部分要讨论的是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中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的适用对
象，而不是一般而言这两种谓词的适用性。这个命题是专门就上帝存在问题而言的，并且必须在通盘

规定原理和两种谓词相区分的双重语境下被理解。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逻辑谓词、实在谓词、系词的关系。康德在上帝存在命题中要强调的当然

是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别，但也涉及系词。系词 “是”既可以出现在分析命题中，也可以出现

在综合命题中；它既可以是对某物本身的肯定，也可以是对某物的规定性的肯定。笔者认为，关于上

帝的一切判断都是分析命题；在这种分析命题中，对上帝或者其一切属性加以肯定的系词与描述上帝

的一切属性的逻辑谓词是重合的。而在综合命题中，对某个有限存在者或者其属性加以肯定的系词与

描述其属性的实在谓词是重合的，并都可以充实知觉内容。逻辑谓词仅仅在思维内部，而实在谓词除

了在思维内部，还可以具有知觉内容。系词则是在分析命题或综合命题中对主谓词起联结作用的小

词。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８９

① ［德］康德：《逻辑学》，《康德著作全集》第９卷，第１０９页。



语境中的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

因为关于上帝的一切命题都是分析命题，所以，“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东西用作逻辑的谓

词。”（Ａ５９８／Ｂ６２６，３６２）。康德在 《逻辑学》中指出，分析判断中主词与谓词的同一性，要么是一种

表述性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使包含在主词中的未展开的谓词得以展开。在上帝这样一种不受限制的

存在者这里，从其主词概念中分析出来的任何谓词都同样地不受限制；它们之间毋宁就是同义反复的

关系。人们可以用 “全能的”述谓上帝这一主词，也可以用 “全知的”“全善的”等概念来述谓它，

甚至可以用存在 （ｓｅｉｎ）或者它自身来述谓它。Ｇｏｔｔｉｓｔ命题中的 “ｉｓｔ”不具有任何确切的实在性内
容，它不是添加在上帝概念上的一个可增加其内容的东西；因为上帝本来已经是至大无外的，无需再

添加什么。如果可以在上帝概念上添加新东西，就必须还有一个比当前这个至大无外的上帝更整全的

上帝来使前者得到规定。这样，人们就不再能将这个至大无外的上帝看作是一切有限存在者的通盘规

定的先验根据。存在 （ｉｓｔ）作为系词，其逻辑功能仅仅是将上帝及其至大无外的实在性设定为我的
概念。或者说，通过 “上帝存在”这一命题，人们决不能断定思维之外一个客观实存的上帝，而只

能断定思维内部一个作为先验理想的上帝概念。对于本来就具有上帝概念的理性存在者来说，“上帝

存在”这一命题只是重复地使人确信了这一概念。甚至人们将存在 （ｉｓｔ）看作是上帝的一种属性也
未尝不可，因为意指其属性的一切概念都不具有确切内容。

因此，当人们说 “上帝是全能的”这样的命题时，全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与具体物体的重量、颜

色等属性同级别的谓词概念。人们可以用重量等来描述物体，但不可以用 “可思维的”来描述物体。

物体的诸属性是在上帝的大全的实在性中被通盘规定的，通过这种规定，“可思维的”就被从物体的

一切可能的属性或谓词中排除了。但 “上帝是全能的”并不意味着 “全能”之外的其他属性或谓词

被排除了。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存在着的、全善的、全知的等可设想到的无穷尽的谓词赋予上帝，

但绝不可能在所有这些谓词中找到一种确切的规定或限制。限制、规定、否定只能用在有限的存在者

身上，不能用在上帝身上。

需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逻辑谓词并不仅仅适用于上帝。但笔者在这里要澄清的是 “Ｓｅｉｎｉｓｔ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中的逻辑谓词，而不是一般而言的逻辑谓词。该论题的逻辑谓词
Ｓｅｉｎ适用于上帝，上帝也只能用逻辑谓词来描述。那么，该论题中的实在谓词的适用对象是什么呢？
实在谓词意指一物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添加在物的概念上，而不是包含在其中。无论这种添加只

是在纯粹思维中被先验地设想，还是在经验中被知觉到，都意味着有限存在者与其规定性之间的综合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德的哲学框架内，人们可以设想两种先天综合判断，一种是先天概念与后天

经验的综合，一种是在思维中的两种互不包含的概念的综合。例如，知性原理 “每个变化都必须有

一个原因”，就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人们在尚未获得经验内容的时候，也可以在单纯思维内部、在

知性内部设想这样一个知性原理。经验内容可以先天地被知性所思考，也可以先天地在理性中被设

想，即 “先验地，也就是按照在它们身上可以被先天思考的它们的内容来考虑”（Ａ５７４／Ｂ６０２，３５０）。这
实际上就是康德的先验逻辑的认识论的独特之处。人们可以先天地对经验对象有所认识，甚至可以先天

地对经验对象进行通盘把握。在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中的实在谓词，首先需要从
这种被先天思考的内容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直接地将其理解为在经验中已经具有知觉内容的实在概念。

康德在 “先验的理想”一节指出， “每一个概念对于在它本身中不包含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

（Ａ５７１／Ｂ５９９，３４９）。为了使某种不包含在其中的东西确定地添加在该概念上，人们除了遵循基于矛
盾律的可确定性原理外，还需要遵循通盘规定原理。这里的 “每一个概念”特指有限的存在者的概

念，而不是上帝概念。上帝概念是规定有限存在者的一切谓词的根据，是原理本身，而不是原理规定

下的具体对象。在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论题中的实在谓词，适用于受上帝限制或规
定的一切有限存在者。只有这种存在者，其规定性才是确定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上帝将其全部实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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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中的一部分赋予某个有限存在者，该存在者的概念才被添加到作为实在谓词的规定性概念。有限

存在者的实在谓词的确定性与上帝的逻辑谓词的随心所欲的特性，是该论题要揭示的最重要的一种对

立关系。因此，该命题的真正含义是：在 “Ｇｏｔｔｉｓｔ”中的 Ｓｅｉｎ是适用于上帝的逻辑谓词，而不是适
用于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这两种谓词本来具有天壤之别，却被坚持本体论证明的哲学家们所混淆。

三、康德通过该命题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

康德通过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比通过实存概念的精确规
定对该证明的批判更加彻底。在笔者看来，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是指某物不仅被思考为实存着的，更

在经验中被实际地知觉到①。在上帝存在的论题上，康德指出：“如果我想到了一个作为最高的 （没

有缺陷的）实在性的存在者，那么总是还留下 ‘它是否实存着’这个问题。”（Ａ６００／Ｂ６２８，３６４）由
于上帝仅仅是在思维中的一个存在者，不管通过什么谓词、多少谓词来思考它，都不可能使之超出思

维而在客观世界中实存。所以，康德本来可以直接地说，上帝根本没有在经验中被知觉到，也就不能

被看作是实存的。即便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 （特别是经验主义者）只要

善于运用理性的批判，都有可能提出这种质疑：我从来没有经验过一个具有最高实在性的存在者，也

就没有理由断言其实存。对于上帝实存与否的问题，哲学家采取更加思辨和复杂的理解方式。康德对

本体论证明的批判的策略，不仅在于揭示 “实存”概念的精确规定中所要求的知觉内容，更在于区

分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及其不同的适用对象。

不管人们在思维中设想的是 “上帝存在”还是 “上帝是全能的”，这些谓词都不能表明任何确切

的实在内容，也就不是实在谓词。实在谓词首先是在上帝的通盘规定原理之下的某种有限存在者的属

性的概念，其次才是需要在经验中充实知觉内容的概念。上帝与有限的存在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前者不

能被知觉到、后者能够被知觉到，更在于述谓两者的谓词是完全不同的。这两种谓词甚至无需考虑经

验内容，仅仅在先验的思考中就能够被区别开来。这符合于 “先验的理想”一节在一种先验视域中

所描述的，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规定与被规定关系。实在谓词就是出于上帝对有限存在者的规定而成

立的一种谓词概念。

康德对这两种谓词及其适用对象的区分，是对传统宗教哲学中相关思想的深化。哲学史上很多哲

学家将上帝与其被创造者看作是有本质区别和规定关系的。例如，在阿奎那那里，“世界上一切个别

的存在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它就必须以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为其终极的根据”②。在笛卡尔那

里，“绝对实体就是上帝”，“相对实体有两个，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是 “依靠上帝”③ 而

存在的事物。康德同样继承了这一点，并有所深化。这体现在，他将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看作是其他

事物的实在性的通盘规定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有限存在者的规定性和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以

及适用于两者的不同谓词。

适用于上帝的逻辑谓词与适用于有限存在者的实在谓词之间的区分，在其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工作

中的意义就在于：“上帝存在”与诸如 “苏格拉底存在”仅仅在先验的理解中就有本质区别。苏格拉

底的存在是具体的，是有确切内容的，是上帝在其全部实在性中限制出一部分而赋予苏格拉底的。但

上帝的存在不是具体的，也不具有确切内容，更不是在上帝的全部实在性中占据某一部分的那种概

念。即便人们用相同的一个概念 ｂｅｉｎｇ（ｓｅｉｎ）来述谓上帝和具体存在物，所得到的判断或命题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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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说来，一物的规定有三个层次：（１）在先验领域中并基于矛盾律的可确定性原理视角下被规定，（２）在可确定性原理基础
上再通过通盘规定原理被规定，（３）在经验领域通过感性直观对该物及其属性进行精确规定。前两种规定在 “先验的理想”一

节有详细论述，它们都是对该物的先验的规定。但经过这两种规定并不能够形成命题或者判断，因为该物的属性究竟是什么，在

这两种情况下都还是不确定的，唯一确定的只是可能的规定性被归于该物的方式。所以，按照前两种原理，人们不能说某物是什

么性质、什么样，只能说某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可能的属性都是符合可确定性原理和通盘规定原理的。因此，例如 “这朵花是

红色的”这样的判断本身承载着三重规定：可确定性原理、通盘规定原理、经验中的精确规定。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５页。
同上，第１４７页。



语境中的 “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

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甚至不需要考虑上帝或苏格拉底是否在经验中被知觉到就能成立。

康德通过区分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而批判本体论证明的举措，可以被看作是他在传统宗教思想视

域中展开的彻底驳斥。阿奎那等神学家从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等级性关系中证明上帝的客观实存，康

德则在同样的基础上否证上帝的客观实存，推翻了 “有条件者存在，其条件就必定存在”这样的独

断教条。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更是一种釜底抽薪的颠覆。他要指出的是：有条

件者客观实存，其条件不一定客观实存，而可能仅仅是思维中一种纯粹理念。康德的先验逻辑思维方

式使其将上帝 （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之间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纳入思维内部来考察。笔者认为，

正是在这一点，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才具有深远意义。

与此相应，康德在这种批判中也表现了另一种深刻的思想变革。阿奎那、笛卡尔等人的本体论证

明实际上有一个隐秘的前提，即内部思维与外部存在的统一性甚至同一性原则。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

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经常被很多哲学家隐秘地预设为思想前提，并不加批判地加以运用。例如，在

笛卡尔看来，“单从我存在和我心里有一个至上完满的存在体 （也就是说上帝）的观念这个事实，就

非常明显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①。这是因为凡是人们能够清楚明白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上

帝的观念在他看来就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笛卡尔将上帝的观念作为一种结果，而将思维之外客观

实存着的上帝当作是一种原因。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统一性暗含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在笛卡尔这

里，像上帝这样的清楚明白的观念 “不是纯粹由我的精神产生出来”②，而是必须有思维之外的客观

根据。但在康德看来，上帝就是一个理性理念，人类理性自身就可以产生这样的理念。相对于笛卡尔

在思维和外部存在之间寻求统一性的理解，康德 “在思维内部重新建立了思维对存在的直接性”③。

康德打破了古希腊以来思维和存在的外在统一性原则，将这种统一性内化到主体之中。这种思想

变革在当前论题中的意义在于，上帝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纯粹观念上的规定根据。而人们在思维内部对

一个纯粹观念的任何述谓，都不可能推出它在思维之外的客观实存。上帝只是被悬拟地、调节性地设

想为一切有限存在者的根据，与那种不仅存在于思维中也能在经验中被知觉到的具体存在物有本质区

别。在后者那里，人们用以描述诸物的谓词是实在谓词。实在谓词的 “实在”，一方面指由上帝的整

全的实在性所通盘规定了的具体的和部分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意味着在经验中具有实在的知觉内容。

上帝与具体事物的这种规定和被规定的关系，以及适用于它们的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在单纯

思维领域就是清楚明白的。康德将上帝仅仅纳入思维之中，也就取消了其思维之外客观实存的确证的

可能性。本体论证明的根本错误在于，将述谓上帝的概念 （如存在）看作是与述谓有限存在者的概

念同类的、同级别的。这种混淆实际上是取消了上帝与有限存在者的本质区别，将上帝看作是像后者

那样既作为思维中的观念又在客观世界实存。

四、总　　结

本文最终的结论是，“Ｓｅｉｎｉｓｔ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ｋｅｉｎｒｅａｌｅｓＰｒｄｉｋａｔ”这一命题必须在上帝与具体事物的规
定和被规定关系的语境，以及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相区分的语境中被考察。基于这两种语境的结合，

该命题意指：“上帝存在”中的 “存在”只是逻辑谓词，不是实在谓词；只有被上帝规定的具体的和

有条件的存在者才具有实在谓词。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上帝只是思维中的一个概念，述谓这一

概念的任何谓词都不表达具体的实在性，而是表达上帝概念中的最高的、整全的实在性；但这样的谓

词恰恰是与上帝概念同义反复的逻辑谓词。与此相反，被上帝所规定的有条件者可以既在思维中被思

考又在经验中被真实地知觉到，用以述谓这种事物的谓词表达的是其具体的和确切的实在性，因而是

实在谓词。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上帝与有条件者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可以在思维中先验地被设

想，即有条件者的实在性是上帝的整全的实在性的一部分，并可以在其中得到通盘规定。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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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６页。
同上，第５６页。
刘凤娟：《笛卡尔循环与康德的解决———以逻各斯精神为研究视角》，《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００页。



论康德对公民资格的先验阐释

居　俊

【摘要】公民是康德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但学界没有足够重视它最本质的先天性特征。公民概念的先天

性缘起于先验的普遍主体学说，因为 “公民”从私人到国家、再到世界的扩展基于一种普遍主体理念。这

一理念首先体现在先验自我对于经验自我的奠基之中，而先验自我经由其自发性展示的理智本性，上升为

作为实践自我的自由意志。通过发布普遍的道德法则，道德性的自由意志成为普遍意志，进而演变为公民

先天性的直接源头，并造就了作为公民体制与公民原则 “诞生地”的法权领域。在法权领域中，作为公民

体制典型的国家理念与先天的公民原则 （自由、平等、独立）得到证明。因此，在批判哲学中存在着一条

从先验自我出发、经由表征实践自我的普遍意志导向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之路。由于公民概念的始基在先验

哲学中，所以康德哲学在根本上内含着政治性。

【关键词】自我；自由；普遍意志；公民；法权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０２－０８

作者简介：居　俊，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

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公民”无疑是核心概念。实际上，康德政治学说的整体可以视为以公民

概念为逻辑起点进行推演的体系。由它衍生而来的 “国家公民”“世界公民”“永久和平”等话题虽

已脍炙人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了对该概念的确切理解。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它的阐发大多集中于政

治法律层面。例如，霍华德·威廉姆斯 （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指出，康德的公民概念涉及私人公民领
域、公共的国家领域与国际性的公共领域三个部分①；而在罗纳德·贝纳 （ＲｏｎａｌｄＢｅｉｎｅｒ）看来，在
康德公民概念中存在着与道德相关联的高自由主义与仅限于政治的低自由主义两种维度之间的张

力②；韩水法则归纳了康德公民概念的三重语境，即社会契约论语境、时代背景语境与未来的世界公

民语境③。这些观点虽然颇具洞见地剖析了 “公民”在康德政治哲学中的多重含义，却忽略了他给予

它的先天性。事实上，先天性是其先验哲学附加在公民这一政治概念上的本质属性。公民概念的先天

性不仅意味着康德给予政治的先验提升，更预示着先验哲学鲜为人知的政治意涵。现今，公民概念的

先天性由于缺乏重视还没有得到合理阐释。在我们看来，公民概念先天性的最初来源是先验哲学中的

普遍主体理念。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理论性的先验自我之中，随后也表现在作为实践自我的自由意志

之中。作为普遍道德法则的发布者，自由意志具有普遍性，是公民先天性的直接源头，也造就了法权

领域。在该领域中，作为公民体制典型的国家理念与先天的公民原则 （自由、平等、独立）得以出

现。而这种对公民概念的先验阐释证实了康德哲学在根本上具有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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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üｒｇｅｒ”，Ｋａｎｔ－Ｌｅｘｉｋｏ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ａｒｃｕｓ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Ｊüｒｇｅｎ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ＧｅｏｒｇＭｏｈｒ，ＳｔｅｆａｎｏＢａｃｉｎ，Ｂｅｒｌ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５，Ｓ．３１４．
ＲｏｎａｌｄＢｅｉｎｅｒ，“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ｉｎＫａｎｔ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ｄ．ＧｏｒａｎａＯｇｎｊｅｎｏｖｉｃ，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ｐｐ．１９－２２．
韩水法：《康德法哲学中的公民概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８—４０页。



论康德对公民资格的先验阐释

一、先验自我的普遍主体意蕴

虽然以公民概念为核心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直到康德晚年才构建完成，但公民概念的先天性却扎

根于早已岿然屹立的批判哲学之中。罗尔斯曾颇具洞见地指出：“在康德的观点中，个人与社会的基

本观念之基础……是其先验观念论。”①韩水法也认为，康德的公民概念 “是从先天的理性法则中演绎

出来的”②。那么，在其广博的先验哲学里，究竟什么可以作为生发公民概念的源泉呢？如果霍华德

·威廉姆斯指明的康德公民概念从私人、国家扩展到世界的趋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认可公民

概念具有的普遍性。可以说，康德的公民概念表达了一种政治性的普遍主体身份。而在批判哲学中，

这种普遍主体意蕴的始基必须追溯至先验自我 （统觉）。因为先验自我经由自己包举宇内的统摄力，

将一切表象都归之于自己名下。康德明确说道：“一切不同经验性的意识都必须被结合在一个惟一的

自我意识中，这个综合命题是我们的一般思维的绝对第一的和综合的原理。”（ＩＶ８７）③正是通过将一
切表象结合在先验自我之中，先验自我变成对一切知识拥有普遍效力的最高裁判官，它的普遍主体意

蕴也得到彰显。

不过，先验自我的普遍主体意蕴并不指示着它自身可以产生这些表象。毋宁说，它只是通过在伴

随这些表象时保持自身同一，进而使得所有表象以它为中心产生联结。这种伴随和联结的功能就是先

验自我自发性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ｔ）的表现。先验自我的自发性仅仅意味着形式性地对诸表象进行整理和归
纳，却无权过问表象的实质来源。在康德的眼中，表象是由我们的感性接纳进来的，而作为知性应用

的至上原则，先验自我只负责将这些表象统一起来。康德由此表达了先验自我的普适性：“我因此是

就一个直观中被给予的表象的杂多而言意识到同一的自己的，因为我把这些表象全都称为我的表象，

它们构成一个表象。”（ＩＩＩ１１０）正如倪梁康所言，先验自我的意义在于 “它使……我进行的所有的意

识活动被意识为 ‘我的’”④。

正由于先验自我始终代表着形式的统一性，所以它的普遍主体意蕴是受限的。进言之，它与现实

的经验主体也不尽相同。对于康德来说，经验自我由内感官塑造，在任何时候都是可变的，进而

“在这种内部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的流动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固定的或常驻的自我”（ＩＶ８１）。事实上，
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区别正如亨利·阿利森 （ＨｅｎｒｙＡｌｌｉｓｏｎ）所道明的：“经验性统觉是通过日常
的反思或内省达成的。它总是在与内感官的关联中发生，这也许是康德有时为何将它们等同起来的原

因。与之相对，先验统觉则是一种哲学或先验反思的产物。”⑤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

无关。毋宁说，先验自我是经验自我的基础，因为 “我们先天地意识到我们自己一贯的同一性……

它是一切表象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ＩＶ８７）。所以，就经验自我同样是我们的表象 （更确切地说现

象）而言，它也在先验自我的终极统摄性之下。

如若先验自我可以作为经验自我的基础，那么先验自我是否就是终极的自我自身呢？我们知道，

康德先验观念论的基本特征是对世界进行的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分。他对此解释道：“我把一切现象的

先验观念论理解成这样一种学术概念，按照它，我们把所有的现象均视为纯然的表象，而不视为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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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２页。译文有所改动，参考了英文版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ｌ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韩水法：《康德法哲学中的公民概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４０页。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第１版）》，《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本文所
引康德著作原文，全部基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秋零主编的中译本 《康德著作全集》。由于李秋零译本根据普鲁士皇

家科学院版 《康德全集》（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Ｋ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Ｄｒｕｃｋｕｎｄ
ＶｅｒｌａｇｖｏｎＧｅｏｒｇＲｅｉｍｅｒ，１９０５－）译出，因而为简便起见，本文所用引文将只标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版 《康德全集》的卷数与页

码。引文需调整之处，依据该全集进行改动。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６６页。
Ｈｅｎｒｙ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ｃｅ，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
２７４．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身……”（ＩＶ２３２）这样，一切事物在他看来都必须区分为现象与物自身两个层面。我们所能认识的
只是事物的现象，它作为我们的表象而存在，而事物的物自身那一面是不可知的。由此，作为物自身

的自我在他的视域中也不可能被认识。他认为：“我因此拥有的对我的认识，不是如我所是的那样，

而仅仅是如我向我自己显现的那样。”（ＩＩＩ１２３）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能认识的只是经验自我，却不
会是自我自身。

这是否暗指着，我们凭借先验自我也不可能达及自我自身呢？康德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指出：

当我们从不包含任何杂多的先验主体概念出发，推论出这个主体本身的绝对统一时，这一推论就是纯

粹理性的谬误推理 （Ｐａｒａｌｏｇｉｓｍｅｎ）。（ＩＩＩ２６１－２６２）在他看来，笛卡尔正是这一谬误推理的始作俑者，
因为笛卡尔相信 “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①，“我思”由此被当作持

存常驻的思想实体。与之不同，康德认为，作为先验自我的 “我思”仅是一个自发性的表象，“必然

能够伴随所有其他表象并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东西”（ＩＩＩ１０８）。所以，虽然笛卡尔和康德都将理
解世界的基础归于 “我思”这个阿基米德点，但两者的意味截然不同。前者的 “我思”是实质性的

终极存在者，而后者的 “我思”是形式性的统括行动。进言之，在康德看来，笛卡尔的错误在于

“他将形式的或先验的我等同于真实的或本体的自我”②。由于先验自我 （我思）的功能是为了将所

有其他表象结合在自身之中却不产生这些表象，因此先验自我是 “单纯的、自身在内容上完全空洞

的表象：我”（ＩＩＩ２６５）。质言之，先验自我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自我，“一个思考性主体 （思想的一个

逻辑主体或 ‘一般主体’）的单纯形式性概念，亦即当内感官的内容被抽离时的所有剩余物”③。因

此，先验自我并不构成对于自我本质的洞见，而仅仅意指着思考世界的一个主体性原点。易言之，在

“我”的意识中呈现的一切都将丝毫不差地被 “我”把捉。

先验自我的普遍必然性是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理，他对公民概念先天性的界定同样与先验自我

的普遍必然性息息相关。在最源始的意味上，“公民”从私人到国家、再到世界的扩展必须基于一种

普遍主体身份。舒远招精当地指出，“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本身即具有典型的普世意义”④。而在康德

哲学中，公民概念的普世意义最初导源于先验自我的普适性。因为先验自我所表达的普遍主体理念，

和康德赋予公民的公共性诉求一脉相承。由于先验自我是纯然形式化的表象，因而它的普遍主体理念

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形式。一旦用诸种经验质料对该形式加以充实，那么在它之下就会呈现出各各不同

的经验自我。相对于作为普遍主体的先验自我，这些经验自我就是个别主体。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伦世

界，恰好由个别主体聚合而成。但从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关系中可以推出：诸经验个别主体建构的

人伦世界，必须以先验普遍主体为标的。易言之，即便先验普遍主体是不可见的，它也是可见的经验

个体将自己确立为主体 （亦即理性存在者）的准绳。在批判哲学的视域下，经验要素展示人们相互

差异的方面 （如出身、财富、性格等），但先验要素却道明他们彼此一致的渊源———理性。正如瓦尔

特·斯怀德勒 （Ｗａｌｔ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ｄｌｅｒ）分析的，“我作为理性存在者是普遍的精神，而我作为个体是自我
中心的和自私的自然”⑤。由此，康德才颇为自豪地宣布：“理性完全从自身创造的东西，都不可能隐

匿自己，而是只要人们揭示了它们的共同原则，它们本身就会被理性带到光天化日之下。”（ＩＶ１３）
这样，理性在本质上表征一种普遍性力量，而这种力量在康德理论哲学中的最佳代表是先验自

我。先验自我的普遍主体意蕴集中体现在先验自我对经验自我的奠基作用之中。无疑，这种作用发源

于先验自我的自发性。实际上，这一自发性是先验自我成为普遍主体的根据。尽管先验自我的自发性

仅仅意味着对诸表象的综合统一，但 “这种自发性却使得我把自己称为理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
（ＩＩＩ１２３）。事实证明，康德将先验自我视为理智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在杨宝富、张瑞臣看来，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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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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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是自我的本质规定，而且打开了自我从思辨领域进入实践领域的大门。①当先验自我转变为实践

自我，它的普遍主体意蕴才得到更充分和本真的开显，作为公民概念基石的普遍意志概念也终于

“登上舞台”。下面就进入康德的实践哲学来探讨该问题。

二、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

在批判哲学中，先验自我向实践自我的转化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如上所述，理智这个概念是两者

变换的枢纽，而这一转换依旧始于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分。由于在康德看来，人只能认识现象，无法认

识物自身，所以他将世界划分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其中前一个世界按照各种世界观察者里面感

性的差异也可以极为不同，但作为其根据的后一个世界却始终保持为同一个世界”（ＩＶ４５１）。既然对
于人来说，也存在着经验自我与自我自身的二分，那么将前者归入感性世界、后者归入理智世界就合

情合理。因此，人发现自己同时处身于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之中。正是在归属理智世界的意义上，人

作为理性存在者才能将自己称为理智。

由此，康德之所以把先验自我称为理智，是因为先验自我表达了知性的自发性，而这种自发性与

感性的接受性相反相成。尽管先验自我意指着一种仅可思维、不可直观的有限知性，但毕竟揭示了自

我自身不同于被动感性的行动本质。用康德的话说，“我思表现着规定我的存在的行动” （ＩＩＩ１２３）。
亨利·阿利森也指出，先验统觉 “并非当一个人在判断时所做的另一件事 （对一个人正在进行认识

的二阶认识），毋宁说它是一阶的行动本身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②。即便我们在思辨领域中不可能经

由先验自我直接把捉到自我本身，但先验自我的确预示了自我本身是 “某种不可见的、自行活动的

东西”（ＩＶ４５２）。那么，自我何以能具备这种自行活动的能力呢？康德认为，这恰好是由于人具有理
性，而理性就是纯粹的自动性 （Ｓｅｌｂｓｔｔｔｉｇｋｅｉｔ）。理性的自动性高于知性的自发性，这不仅是因为就
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理性居于知性之上，更是因为理性的自动性完全超出感性的束缚，而知性的自

发性在没有感性配合的情况下无法发挥作用。

这样看来，知性只是暗示作为本体的理智自我的存在，而理性足以证实它的存在。理性不仅是指

对于感性条件的独立性，更是自行开启事件序列的能力，亦即自由。正是从奠基于理性的自由理念

中，自我才获致积极行动的能力。这也是康德将自由与自我意识相等同的原因。他在评注形而上学的

遗稿中说：“自由……尽管不能被解释为第一原则，却是先天的自我意识，只要它是理性自身的一个

行动和因果性概念。”（ＸＶＩＩＩ１８２）显然，自由所展示的这种自我意识是实践性的。这样，先验自我
的自发性就过渡到实践自我的自由。

如果我们承认自我本身是实践性的，进而是自由的，那么自由理念就将先验自我在思辨领域尚且

受限的普遍主体理念提升到了绝对高度。换言之，自由理念展现了真正意义上 “至大无外”的主体

观念，这一观念是康德公民概念先天性的直接来源。不过，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从他对自由的规定

谈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自由是与 “自然必然性”相对立的概念。“先验辩证论”部分第三

个二律背反表达了这一对立：“正题：按照自然法则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现象全都能够由之派生

出来的惟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通过自由的因果性。反题：没有任何自

由，相反，世界上的一切都仅仅按照自然法则发生。” （ＩＩＩ３０８－３０９）那么，自由与自然必然性之间
的背反如何化解呢？正如阿伦·伍德 （ＡｌｌｅｎＷｏｏｄ）所指明的，“由自然因果性而来的规定应用于作
为现象世界之部分的我们的行动之上，但康德坚持认为，当我们被思考为物自身时，这一应用与将我

们自身认定为自由是一致的”③。所以，还是经由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前者中的自然因果性独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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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富、张瑞臣：《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我问题》，《求是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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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中的自由。不过，鉴于人所能直观的只是为自然因果性决定的现象界，因而即便我们觉察到作为

本体的自我可以自由行动，也不能直接证实自由的存在。

可见，人如何能够确证自身的自由依然是一项有待解决的任务。康德认为，这项任务只有通过对

道德法则的意识才能完成。而他对这条道德法则的表述是广为人知的：“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

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条普遍立法的原则。”（Ｖ３０）在此，意志的准则是经验性的，由
个体特殊的禀赋、习惯和环境等塑造，因而仅仅被个体视为对其意志有效。而普遍立法的原则是公共

的，对每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而道德法则要求的是：人将自己意志的主观私人准则上升为普

遍立法的客观公共原则。因为 “对我进行道德性的规定就是克服作为个体的我”①。人若想获得自由，

其意志理应经历 “由私到公”的转变，因为 “道德法则将作为理性存在者的我们相互联结在一

起”②。换言之，“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通过自己意志的一切准则而把自己视为普遍立法者，以便

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评价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ＩＶ４３３）。
正是通过道德法则，人的意志才能摒弃种种私欲的影响，回归到普遍立法的终极意志。在康德的

看来，这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就是自由意志。这一论点成立的关键，是他对 “意志”所作的形式与质

料之分。在他看来，意志的结构一般可以分为普遍立法的形式和作为意志对象的质料。这样，意志的

形式是理性所具普遍必然性的外现，是唯一且恒定的；而它的质料由经验对象构成，是杂多且变动

的。显然，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规定根据不能是作为意志客体的经验对象，只能是普遍立法的形

式。只有这种形式才能避免各个私人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偏好当作意志的规定根据。而当一个人意志的

规定根据是经验性的偏好之时，那么他／她的意志就是私人的、暂时的，不能担当普遍立法的重任。
相反，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必须超出此种狭隘境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才将普遍立法的形式视

作旨归。正如克里斯多夫·霍尔恩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Ｈｏｒｎ）所指出的，“在一个离弃了所有目标的形式中去
思考意志，同时意味着在它那未被染污的、未经蜕化的形式中去理解它”③。这一形式 “只能由理性

来表现，因此不是感官的对象，故而也不属于现象”（Ｖ２８）。一个以普遍立法的形式为规定根据的意
志，即普遍立法的意志必定独立于现象，进而独立于现象内蕴的自然因果法则。在最严格的意义上，

对自然因果性的独立就是自由。这个普遍立法的意志正好达致对自然因果性的独立，所以它就是自由

意志或纯粹意志。进而，“它仅仅依据一种具备普遍化能力的法则的表象而变得有行动效力”④。

经由自身所立的道德法则，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对人的行动有最普适的规约性。正如黄裕生指出

的，自由意志是真正的主体之 “我”。⑤就此而言，自由意志所代表的实践自我，占据着最强意义上的

普遍主体性。而在认识领域中，先验自我被拘囿在对经验性材料的普遍联结之中，仅仅表达一种受限

的自主性，其普遍主体意蕴是有限的。与之相对，在实践领域中，实践自我经由自由意志直接对人的

行为产生 “应然”意义上的强制，因而临在于个体自我的意识之中。这种普遍主体的规约性是绝对

的，因为这一规约的对象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外部对象，而是实践性的个别主体自身。易言之，这

是实践自我对各个主体的无条件规训：“人们应当绝对地以某种方式行事。”（Ｖ３１）我们在此应当依
循的行事方式，只能由普遍实践主体来规定。对此，斯怀德勒评论道：“人之本性……具体化在那种

张力中，在其中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作为受动机规定的 ‘经验主体’遭遇到了一种普遍理性化的要

求。”⑥无疑，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是这种普遍理性化要求的发起者。由此，实践自我的普遍主体内涵

彻底地宣告出来。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理性存在者的身份，由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颁布的道德律令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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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ｏｎＯｔｆｒｉｅｄＨｆｆｅ，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Ｓ．４８．
Ｉｂｉｄ．，Ｓ．４８．
黄裕生：《德国哲学论证自由的三个向度———论德国哲学在论证自由问题上的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１期，第１１７页。
ＷａｌｔｅｒＳｃｈｗｅｉｄｌｅｒ，ＤｅｒｇｕｔｅＳｔａ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ＥｔｈｉｋｖｏｎＰｌａｔｏｂｉｓ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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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说地呈现给我们，不管我们最后的行为是否依循它。由于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是互相回溯的，在

道德法则现身之时，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将同时在场。据此，该意志所表征的、实践自我意义上的普

遍主体也直接地为我们所察觉。

这个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呈示的普遍主体理念对康德公民概念的生成是决定性的，因为 “公民”

从私人扩展到世界的公共性根据就在于这个意志的普遍性。下面将展现康德从普遍意志推演出公民概

念的详细进路。

三、基于法权的 “公民之公”

康德的实践自我所表征的普遍意志首先是道德的基础。不过，这一普遍意志同时是法权 （Ｒｅｃｈｔ）
的来源。他明确指出，只有按照先天必然联合起来的全面的立法意志之原则，一种一般而言的法权才

是可能的。（ＶＩ２６３）问题在于，一种道德性的普遍意志如何成为法权领域的创生者呢？如前所述，
康德的普遍意志概念从意志规定根据的普遍化律令中产生，因此这个概念首先针对一般意志的因果

性，它所赋予人的是一种与自然因果性相对的自由因果性。这种内在的意志自由与我们一般理解的自

由选择还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当它与产生客体的行为能力的意识相结合，它才演变为意决

（Ｗｉｌｌｋüｒ）① 的自由。这一自由指受普遍意志 （即纯粹理性）的规定去行动。如果人受感性偏好的刺

激而行动，他／她的意决就是不自由的、动物性的。只有当普遍意志降临到每个人的意决之中时，个
体的行动自由才得到彰显。在康德看来，每个人意决指向的外在行动在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之下保持

一致的总体关系即是法权领域。这样，从作为初始根据的普遍意志向意决的外在行动的扩展，证明了

创生道德领域的自由意志同时是法权领域的缔造者。正如温纯如指出的，“康德把法权思想放在道德

哲学框架内给以道德化，自由意志是道德和法权共有的基础”②。

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创造了每个人的意决自由相互协调的法权空间，这个空间被康德称为公民体

制 （ｄｉｅ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而 “公民体制是自由人的一种关系，这些自由人……毕竟处在强制

性法则之下”（ＶＩＩＩ２９０）。就此而言，自由意志所创设的公民体制指涉着拥有意决自由的个体之间的
“强制性联合关系”。这一关系的协调经由如下 “普遍法权法则”进行：“如此外在地行动，使得你意

决的自由使用能够根据一个普遍法则与任何人的自由共存。”（ＶＩ２３１）换言之，只要 “我的”行动自

由没有现实地侵扰 “你的”，“你的”也未现实地干涉 “我的”，那么 “我”和 “你”就处在该法权

法则制定的良性秩序之中。康德甚至说：“每个人都可以是自由的，即便我对他的自由全然不关心，

或者即便我内心很想破坏他的自由，只要我通过自己的外在行为并没有损害他的自由。”（ＶＩ２３１）概
言之，这条法则阐明了什么是正当的，因而保障了所有人的自由不被侵犯。与之相应，它包含了一种

普遍的交互强制，即所有人都不可侵犯他人的自由。康德指出：“严格的法权也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与

每个人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相一致的普遍交互强制的可能性。”（ＶＩ２３２）
处在法权关系中的人们当然是自由的，因为他／她们的外部行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被侵犯；但他／她

们又处处受强制，因为他／她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去侵犯他人的外部行动。法权概念正是表达了人与人
之间自由与强制交相对等的均衡关系网。公共法权是将这些均衡关系 “公之于众”的总和。在康德

看来，公共法权对人自由与强制的总体界定是公民体制。易言之，当所有人都处在由普遍法权法则构

成的自由与强制的交互关系中时，公民体制就诞生了。公民体制的出现意味着人赢获了公民的资格。

事实上，公民体制下的所有成员都通过参与制定对普遍意志进行规定的法则而成为公民。③

康德认为，统摄在普遍意志下的人处于公民状态之中。易言之，公民体制和公民资格植根于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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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Ｗｉｌｌｋüｒ一词的翻译在学界颇受争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的译名有任意、任性、意愿、选择、决断、抉意等。本文采纳 “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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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之中，更确切地说起源于先验自我与实践自我所表征的普遍主体理念。在普遍主体理念的视域

下，理性人在外部关系中必须维持相互间的自由与强制关系，否则他／她们就不配享有 “理性存在

者”的称号。如上所述，这种交相对等的自由强制关系正是公民资格的诞生地。因此，批判哲学中

的 “公民”虽然涵盖源自现实经验的要素，但在根本上是衍生自人之理性本质的先天概念。简言之，

只要人认可自己理性存在者的身份，那么他／她天然地具备公民资格，不管他／她就目前的状况而言生
活在一个共和国或专制国之中。

所以，康德哲学在根本上含有政治性。这主要是因为他对普遍理性主体的强调使公共性从一开始

就是其哲学的题中之义。从他实践哲学的两条 “金规则”———道德法则和法权法则可以看出：无论

是人的意志自由还是意决自由，都与作为公共性尺度的普遍意志发生关联。进言之，批判哲学从理论

性的先验自我出发，最后落脚于世界公民的永久和平理想上，这绝非偶然。如上所示 ，先验自我与

实践自我展示的普遍主体理念，藉由普遍意志可以融贯地导出政治性的公民资格。

总之，先验自我和实践自我作为普遍主体理念的代言人，预示了公民在公共法权状态下必然联结

的可能性。进而，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得到其建构的先天基础。因此，国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公民将自己

构成国家的源始契约理念，“根据这个契约，人民中的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外在自由，以便被视

为一个共同体的诸成员……而立刻重新接受这种自由。”（ＶＩ３１５）这样，只有当所有公民放弃外在自
由之时，各公民的意志才集合为形成源始契约的普遍意志。在这一普遍意志下，公民的外在自由得到

恢复，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出现了。显然，国家在理念上是保护公民外在自由的法权共同体。

既然国家之为法权共同体的本质特征由普遍意志决定，那么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内在原则也来源

于该意志。在康德眼中，只有一个源始地和先天地联合起来的意志才能产生公民状态。而自由、平等

和独立这三个在启蒙时代振奋人心的口号，是公民状态内含的三条先天原则。易言之，“公民状态仅

仅作为有法权的状态来看，建立在如下的先天原则之上：１、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的自由；２、社
会中作为臣民的每个成员与每个他人的平等；３、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的独立”
（ＶＩＩＩ２９０）。

由此，公民所具的自由、平等与独立诸原则依旧从 “法权”概念引申而来。首先，公民的自由

依据普遍的法权规则得以界定。康德指出：“每一个人都可以沿着他自己觉得恰当的途径去寻求自己

的幸福，只要他不损害他人追求一个类似目的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能够按照一种可能的普遍法则与

每个人的自由共存的。”（ＶＩＩＩ２９０）在这里，公民的自由表现为与他人自由共存的对自身幸福之追求。
由于 “公民自由”是指在法权意义上对外在行动的规定，所以在一种均等的公民体制下，他人不可

干涉我的行动，我亦不能侵扰他人的行为，我与他人尽可按各自所想追求自身幸福。需要注意的是，

“公民自由”是价值中立的法权概念，但它真正的根源是道德学说中的 “意志自由”。康德明确将两

者的关系类比于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空间中有外感官的对象，时间中则有一切对象，内感官对象和外

感官对象都在其中；同样，公民自由只是外在自由，而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本源，既包含内在自由，也

涵盖外在自由。

既然 “意志自由”可以从与之互相回溯的道德法则中推演出来，那么 “公民自由”同样源自普

遍的法权法则。事实上，法权法则首先表现为对公民自由的规定。但从这一法则出发，公民的平等和

独立也可得到解释。康德曾对公民的平等作出规定：“即就他自己而言，不承认人民中有什么上司，

而只承认这样一种人，对这种人他有在法权上进行约束 （ｖｅｒｂｉｎｄｅｎ）的道德能力，正如这种人可以
约束他一样。”（ＶＩ３１４）所以，公民的平等是指公民之间在法权上的相互约束关系，即 “共同体的每

一个成员都对任何其他成员拥有强制性法权”（ＶＩＩＩ２９１）。那么，为何每个成员都对其他成员拥有强
制性的法权约束力呢？这是由于 “作为普遍意志的表达，法权只能有一种，而且它涉及法权的形式”

（ＶＩＩＩ２９２）。因此，每个人都可经由公民身份将自己提升至普遍化的形式法权之中，这就对其他公民
产生强制性。这是所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康德阐释。在他的眼中，该法实乃普遍意志所立的

公共法，即普遍的法权法则。由于这条法则，“所有属于人民的人都作为臣民处在一种一般的法权状

态中，亦即处在一种依据普遍的自由法则相互限制的意决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均等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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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ＩＩ２９２）。所以，每个人就其外在自由的使用权限而言一律平等。正因为普遍的法权法则导出了自
由与强制的交互关系，因此每个人都处于稳定的关系结构中，进而他们作为公民完全平等。换言之，

每个人都在普遍法权法则下得其自由、受其制约。对此，尤里乌斯·艾宾豪斯 （Ｊｕｌｉｕｓ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
解读道：“平等的基本权利仅仅禁止，掌权者将人们偶然的自然差异当成一种对他们的自由从法则上

加以限制的差异的法权根据。”①公民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基于他们在法权法则下的身份平等。任何经

验性变动造成的差异 （如出身、财富和才智等），都无法构成对这一平等身份的挑战。这是公民平等

的要义。

与之类似，“公民之独立”也必须在法权法则的框架内，进而在与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衔接中得

到理解。正如艾宾豪斯所言：“普遍的可能的独立是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正当联合必需的第三者和为康

德所要求的政治基本权利。”②康德解释道：“公民的独立属性，即不能把自己的生存与维持归功于人

民中另一个人的意决，而是归功于其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法权和力量，因而是公民的人格性，即在

法权事务中不可为任何人所代理。”（ＶＩ３１４）换言之，公民的独立首先意味着人格性的独立，即在法
权身份上不可依附于他人、不能为他人所代理。个人的生存和事功必须溯源至独立的法权人格。我们

不能也不应从自己与他人的依附性关系中理解自己的人格构成。很明显，从普遍的法权法则中，每个

人都获致有边界的行动自由，并与他人共享身份平等。如果 “我”依据法权身份是自由的且与他人

平等，这就意味着 “我”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让他人受制于自己，同时 “我”既不位列他人之上、

也不置身他人之下。而这样的 “我”理应是独 －立的 （ｓｅｌｂｓｔ－ｓｔｎｄｉｇ）。当 “我”与他人处于自由

平等的交互关系中时，“我”的人格必须持守在自身中，不可为他人所左右。进言之，既然 “我”作

为公民只服从普遍的法权法则，而该法则又乃我的理性本性所立，那么 “我”只须听从自身所立之

法，仅依循此法立己之身。因此，“我”之独立在于 “我”与 “法”的合一。由之，公民的独立性

也源于普遍的法权法则。

总之，在康德那里，公民所具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作为先天原则从普遍的法权法则引申而来。由

于这条法则来源于普遍意志，进而扎根于先验自我与实践自我所展示的普遍理性主体之中，因而对他

公民概念的完整理解必须追溯至更本源的先验哲学，不能拘囿于其政治哲学之内。在批判哲学的视域

下，公民不仅是关于现实政治的经验概念，而且是从纯粹理性中生发的先验概念，因为 “公民之公”

的根本在于纯粹理性指示的普遍主体性。藉由此种普遍主体性，普遍意志对道德与法权的双重立法才

得到捍卫，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则通过这种立法完成自身证成。倘若我们在康德哲学中能够发现

一条从先验自我出发、经由表征实践自我的普遍意志导向政治共同体的构建之路，这就说明公民概念

从一开始在先验哲学中就有其根据。这样，他的公民观念不但是共和国的立基之本，更是普世永久和

平降临的保证。一种 “公民”的先验阐释既然在批判哲学中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这种先天的公民

身份既是现代国家的构成主体，也是世界整体价值的最终承担者。从内在的道德动机迈向外在法权的

公共生活，并介入国家与国际关系的建构，批判哲学在基底上是一贯的。对公民概念的先验考察可以

让我们体认到这种一致性。所以，他的公民概念不单表述了一种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资格，更展现了对

共和国与大同世界的形而上学希望。不过，虽然康德公民概念蕴含远大的理论指向，但他并未将现实

的公民资格赋予所有人。他认为，拥有财产的积极公民有投票权，而无财产的消极公民没有投票权。

这说明了他公民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本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只有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相适应，公民资格才转变为普通人的真实权利。这一点是康德所忽视的，却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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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道德？”及关于二程哲学的若干其他问题

———对刘纪璐、蒂瓦尔德和余锦波的回应


［美］黄　勇／著　崔雅琴／译

【摘要】“为什么要有道德”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要做道德的事，也可以理解为为什么要做道德的人。这两个

方面当然是有联系的，但有两种不同的联系方式。一是将做道德的事作为首要的事情，并以此定义道德的

人：道德的人就是做道德的事的人；二是将做道德的人作为首要的事情，并以此定义道德的事：道德的事

就是道德的人所做的事。在大家熟悉的三种规范性伦理学中，后果论和道义论属于前者，而美德论属于后

者。因此，问为什么要有道德也就是问做道德的事或做道德的人的理由，而这样的理由可以理解为辩护的

理由，也可以理解为动机的理由。在前一种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有道德，而在后一

种情况下，问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应该有道德，但缺乏去做道德的事或人的动机。在 《为什么要有道德：师

法二程》一书中，黄勇以二程为焦点，认为美德伦理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有效，而且由于提这样一个问

题的往往是利己主义者，他们需要的不是做道德的人的辩护理由，而是其动机理由。一些学者对黄勇的观

点提出了异议，值得在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二程；道德理由；道德动机；理一分殊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１０－１０

作者简介：黄　勇，（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崔雅琴，（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２０１９８ＤＡ０３３）

笔者 《为什么要有道德：师法二程》一书出版后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晨阳教授邀请了刘

纪璐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蒂瓦尔德 （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ｗａｌｄ）和余锦波 （Ｋａｍ－ｐｏｒＹｕ），在２０１６年旧金山举行的美
国哲学年会西部分会上组织了对拙著的讨论，还安排将这次讨论会上的评论连同笔者的回应发表在

《东西方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在此，要对他们对拙著的厚爱表示真诚
的感谢。三位评论者提出的很多批评都很有说服力，也许有朝一日笔者真得接受他们富有建设性的批

评意见，放弃在书中的相反之论。不过，在这里笔者还是要勉力回答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某些问题。

一、为什么要有道德？

笔者在拙著中详细讨论了二程对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的回答，并论证在何种意义上这

种回答比西方哲学史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些代表性回答更有说服力。这个回答的要点是：追求道

德，在儒家传统中就是追求仁义礼智，本身是件快乐的事情；虽然也有人可以在非道德甚至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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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中获得快乐，但在追求道德、追求仁义礼智中得到快乐是人所特有的快乐；因此要成为一个健全

的、没有缺陷的人，我们应该追求为人所特有的快乐，即成为有道德者。三位评论者都围绕笔者对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出一系列质疑，而蒂瓦尔德的整篇评论都专门针对这个问题。

这里我想首先回应余锦波的一个质疑：做一个有德之人的快乐是否足以让一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一

方面，他认为不能断定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更多的快乐”。这是因为不讲道德所带来的快乐数量更

多也更多样化，这些快乐加起来就超过由道德带来的快乐①。笔者对此的回答是，如我在书中指出

的，对二程来说，人之所以应该追求由道德带来的快乐，而不是不讲道德所带来的快乐，不是因为前

者在程度上比后者更大或更强烈 （即便事实如此），而是因为在道德作为人性特征的意义上，道德带

来的快乐是一种恰当的快乐，是人所特有的快乐。当这样的快乐与人能享受的其他快乐 （即人以外

的其他动物也能享受的快乐）发生冲突时，要牺牲后者而选择前者。基于此，笔者强调二程所讲的

君子、小人之别和人禽之辨②。另一方面，余锦波又说：“即使我们假定做道德之外的其他事情只会

带来更大痛苦的情况下，一个人因做有道德的人而获得的苦乐之和也不一定总是正数。”③ 显然，余

锦波在这里想到可解的、而非不可解的道德困境。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人的行动带有不同的后果：

给一些人带来极大的益处，同时也给另一些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前者令行动者感到快乐，后者又令他

感到痛苦。然而，就余锦波所说的情形而言，只要这个人的行动是道德的 （这是余锦波设想的例子

中的情况），那么关于余的问题 “快乐能比痛苦更强烈吗”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看待这个问题的另

一个角度是，与我们关于快乐的说法相应，一个人的行动动机也可以是避免痛苦。在面临可解的道德

困境时，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动机就是要避免更大的痛

苦。至此，余锦波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是 “无忧无虑”“没有不自在”“无犹豫、无阻碍、

自发、自然”等而不是乐。但实际上这些正是程子对乐的状态的描述。例如，程颐曾说：“为人处世

间，得见事无可疑处，多少快活。”④ 程颢也说，“‘兴于 《诗》，立于礼’，自然见有著力处；至 ‘成

于乐’，自然见无所用力。”⑤

至此，笔者的探讨可以回应第二个质疑：二程对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的回答到底是否

令人满意？刘纪璐认为，二程的回答 “概言之，我要做个有道德的人，因为我找到了有道德的快

乐”，“这一回答……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 “并非每个人都体会到有道德的快乐”⑥。正如上文

提到的，笔者认为二程对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不仅因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能使

人快乐，而且因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使我得到人独有的快乐；再者，的确并非每个人都实际上体会到

有道德的快乐，但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体会到有道德的快乐。借用黄百锐 （ＤａｖｉｄＷｏｎｇ）的说法，
这是因为有道德的快乐内在于人性之中，即便事实上并非总是内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⑦。

由此我们可以讨论第三个质疑：将二程的回答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比较更有益，还是跟休谟的回答

进行比较更有益？《为什么要有道德》一书主要是从事前一种比较，而后一种比较只是在一个注释中

简单地提到。蒂瓦尔德敏锐地察觉到，亚里士多德和密尔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在亚里士多德看

来，我们应该偏爱人所独有的快乐，就是因为它是人所独有的快乐；而在密尔看来，我们应该珍视人

所独有的快乐，不是因为它是人独有的，而是因为它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就这一差异而言，笔者认

为二程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而蒂瓦尔德则认为更接近密尔。他认为，“他们 （二程）把 ‘作为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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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这并不意味着 ‘作为人’本身是好的，也不能由此推出，我们的动机就是要成为人；相反，

我们的动机是要参与某些具有内在价值的关系，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碰巧成为 （快）乐 （的）人”①。

蒂瓦尔德或许是对的，不过还是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二程那里，与其说 “作为人”本身是好的，或

者我们应当有动力成为人，倒不如说，我们最好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我们应当有动力成为一

个完美的人。我们是不是人，这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我们是人，这是一个事实；既然我们是人，那

么就要成为一个完美的、真正的人，或者说成为具有人之为人的特征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

追求人所独有的快乐，不管这样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设想有一种快乐，如果按照密尔的标准，它比人

所独有的快乐的层次更高，但却与之冲突；这并不意味着人应当放弃人所独有的快乐去追求这一更高

的快乐。如果我们那样做了 （我们知道动物不能放弃它们独有的快乐去追求密尔所说的更高层次的

人的快乐），我们就不再是人了。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回答第四、第五个质疑。第四个质疑是，快乐在这里是被视为终极状态还是

终极目标。刘纪璐认为，快乐无论是作为终极状态还是作为终极目标都会有问题，要么同义重复，要

么自相矛盾。如果我们把快乐当成一个目标并努力实现它，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它，因为快乐是无需

努力的。如果快乐是一种状态，那么只有处于这一状态的人才能处于这一状态，这是同义重复②。刘

纪璐主要关心的是，没有美德的人仍然要努力变成有德之人，但他们在努力变成有德之人的过程中不

会感到快乐。这也许就是森舸澜所说的 “无为”悖论③。不管听起来如何吊诡，我们得努力做到无需

努力。诚然，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达到无需努力的目标；但只要我们一直努力，迟早有一天就

会做到无需努力，也就是做到自然而然、自发地行动———这当然也就是快乐地行动。

第五个质疑是如何让快乐进入道德主体的动机系统。蒂瓦尔德认为，在二程看来，快乐不能成为

一个直接的对象或目标，否则就会出现以下情况：一个人把体验道德快乐作为明确的目标，而这种快

乐激励他去行动；相反，“要有道德”本身就应该是我们的动机，有道德所带来的快乐只是一个副产

品④。对此，笔者有两点回应。第一，蒂瓦尔德的看法使得二程看起来更像是康德式的道义论者，而

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家。重要的是要有道德，而不是由道德所带来的快乐。然而，如果不

得不使用西方哲学中的标签，笔者认为，二程更像是美德伦理学家而不是道义论者。正如笔者在书中

所论的，无论是对于道德主体还是对于道德对象，更重要的是在有道德中找到快乐，而不仅仅是要有

道德。一方面，快乐地从事道德行动的主体显然比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道德行动的主体所过的生活

要好；另一方面，假如我是得到帮助的行动对象，我显然更乐意得到前者的帮助而不是后者的帮助。

第二，蒂瓦尔德把感到快乐和有道德分离开来，在笔者看来这是成问题的。如果有道德依其本性就是

快乐的，而人之为人的真正快乐就是有道德，那么乐于有道德就是一件事，因此我们不能说有道德应

当是直接的动力，而追求快乐只是间接的动力或副产品。设想一个人口渴了想喝水，我们能不能说：

他的直接动力是喝水，而缓解口渴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快乐是间接动力或副产品？似乎不能这么说。

他的动力在于喝水缓解口渴。同样，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动力是在有道德之中感到快乐。一个口渴的人

只能通过喝水来缓解口渴，一个有道德的人只能在有道德的过程中找到 （人所独有的）快乐。

上述的第五个质疑关乎道德的动机理由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而笔者要回答的最后一个质疑是，
二程的回答是否能够为要有道德提供辩护理由 （ｊｕｓ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这两个理由的差别是，前者说明
促使一个人去行动的动力是什么，而后者说明为什么应该去从事这个行动。蒂瓦尔德抱怨说，笔者对

这一点的讨论太过简短⑤。当然有人可能会把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看成是为要有道德提供辩

护理由。然而，一方面，笔者在书中要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道德”是由利己主义者提出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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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戴了盖奇的指环的人，或者霍布斯所说的非理性的蠢人，或者休谟所说的理性的

无赖，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对他们应该有道德并不缺乏辩护理由。换言之，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有道德但

缺乏做有道德者的动机。另一方面，作为威廉姆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讲的道德理由内在论者①，
笔者甚至怀疑，辩护理由这个概念本身是否有意义。按照道德理由外在论，一个人行动的理由可以不

进入他的主观动机系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也就是说，这个理由不一定会驱使他去行动。
因此，这样的理由不是道德的动机理由，而是道德的辩护理由。然而，根据道德理由内在论，一个人

能够拥有的关于行动的唯一理由是能驱使他行动的理由，即动机理由。一个人提出为什么要有道德，

这就说明他缺乏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理由，而他所缺乏的理由正是动机理由、而非辩护理由。

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我们对行动的理由采取内在论的解释，那么，对于缺乏行动的动机理由的

人，说理的办法对他没有什么用。实际上正是如此。如果人们没有动机成为有德之人，那么至少从内

在论的观点看，通过说理来激励他们成为有德之人是无效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刘纪璐所说，我

们唯一的选择便是 “弯腰屈膝，下降到他们的水平，找到可以 ‘触动’他们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需

要的是一些推理之外的机制，以帮助他们将新的成员纳入其主观动机系统，而这些新的成员只有通过

成为有道德的人才能得到满足。关于这种机制，威廉姆斯举了一个例子：动人的修辞②。达沃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举了看电影的例子，在笔者看来 （尽管不是达沃尔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情感教

育而非道德推理的案例③。在儒家传统中，道德推理本身几乎很少用作道德教育的方式。相反，儒家

非常重视从情感层面进行道德教育，它的精华就是 《论语》所讲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

外，儒家也十分强调道德典范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倘若如此，人们可能要进一步追问：在 《为什么要有道德》的长篇大论中，笔者显然没有用上

述推理之外的机制，将成为有德之人的欲望灌输进没有动机成为有德之人的头脑中去，那么，笔者究

竟在做什么呢？对此，笔者想援引威廉姆斯的观点，即对行动理由的内在论解释不仅是对人们行动

（动机）的描述性解释，而且关系到这些行动的规范合理性。如果仅仅关乎解释，那么内在论者运用

推理确实做不了什么。如果一个人行动了，我们只需要解释他为什么行动，也就是说是什么推动他去

行动；如果一个人没有行动，那么显然这个人缺乏相关的动机理由。然而，在威廉姆斯看来，人们可

能会因为一些非理性因素，而不是在动机理由的驱使下行动。为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人想要喝酒

的例子：想要喝酒的欲望驱使他去喝瓶子上贴有 “酒精”标签的液体，却没有注意到瓶子里装的是

汽油④。在这种情况下，内在论者可以而且的确应该说，虽然这个人喝了瓶子里的液体，但他没有动

机理由去喝它，因为他喝酒的欲望没有、也不能通过喝瓶子里他误认作酒的液体得到满足。

在 “为什么要有道德”一章，笔者想要做的也是要说明这种非理性的因素，虽然是与威廉斯所

说的不同的非理性因素：即使人们有充分的动机理由去行动，他也可能没有做出行动。我们可以把威

廉姆斯的例子颠倒过来：一个人想要喝水，但这没有驱使他去喝放在面前的液体———装在 （不妨假

设是干净的）汽油瓶里的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即使这个人没有去喝面前的液体，但他

有动机理由去喝，因为他被误导了，以为面前的是汽油而不是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这个人说明

他面前的瓶子里装的液体的确是水而不是汽油，尽管事实上是装在汽油瓶子里，而喝瓶子里的液体可

以满足他当下想喝水的欲望。笔者在 “为什么要有道德”一章所做的工作与之类似。至少，一些问

“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个问题的人实际上有成为有德之人的动力因。换言之，在他们的主观动机系统

中确实存在着可以通过成为有德之人而加以满足的欲望，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一点，或者说他们还没清

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可以通过成为有德之人而加以满足的欲望。当然，笔者并不觉得每个读过这一章

的利己主义者都会变成有德之人 （首先如果他们想读的话），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的确没有成为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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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的动机理由。

二、其他重要的哲学问题

（一）美德伦理学是否以自我为中心？

刘纪璐在评论中也提出一系列其他哲学问题。本文将回应她比较详尽阐发的两个问题。在 《为

什么要有道德》第三章，笔者讨论了从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对美德伦理学的自我中心主义诘难。尽

管刘纪璐对这三个层面都涉及到，但她主要怀疑的是笔者所建构的二程如何在第三个层面或者说最本

质层面回应霍尔卡 （ＴｈｏｍａｓＨｕｒｋａ）所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诘难：美德伦理学要求人为他人之故而关
心他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即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德者。针对这部分的讨论，刘纪璐的批评如

下：笔者试图回应的诘难本身对美德伦理学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既然这一批评本身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对此诘难的回应实际上就是证成而不是驳斥了它对美德伦理学的诘难：美德伦理学以自我为中

心。这个批评似乎很难成立，但不管怎么说，刘纪璐认为这里真正涉及的是行动指南问题，即一个人

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她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美德伦理学家可能提供两个不同的方案：方案一，在道

德困境中面临众多选择时，一个人应该选择能提升其道德德性或建立其道德品性的选项；方案二，在

道德困境中面临众多选择时，一个人应该像有德之人那样行事①。

首先有必要指出，刘纪璐的陈述中有两个误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既不涉及道德困境，也不涉

及行动指南。相反，它是关于行动的理由；不是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应该这样做的问题。为

了更清楚地把握真正的问题所在，不妨把道义论、后果论和美德论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尽管三者是迥

然不同的规范性理论，但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会提供相同的行动指南。例如，三者都会要求你在力所能

及的情况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至于为什么要帮助人，它们提供的理由截然不同。道义论者会说，这

是你的责任所在；后果论者会说，这样做可以让幸福总量最大化；美德伦理学家则会说，这样做可以

让你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反对美德伦理学的人看来，与前两个回答比较，美德伦理学提供的回答

明显表现出自我中心的特点。

即便如此，刘纪璐可能仍然认为，笔者在应对上述反对观点时未能如实地阐释美德伦理学，因为

在她看来，这样的回应实质上属于方案一，这绝对是自我中心论。她主张，她所讲的方案二才是正确

的答案，才真正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说出人们之所以要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理由，

那就是有德之人都会这样去做，而人们应该像有德之人那样行事。然而，这只是把问题后延了一步。

人们可能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像有德之人那样做事？我们回答说，一个人应该成为有德之人。这

样，在解释为什么人要做有道德的事这一问题上，方案一和方案二并没有太多区别。

笔者一直想说的是，我们应该直接面对认为美德伦理学具有自我为中心倾向的指控，因为这样的

指控威胁到美德伦理学的可行性甚至可欲性。正如刘纪璐所言，如果这一指控在提法上存在错误，我

们需要指出错在哪里；如果它在提法上没有问题，我们需要证明为什么美德伦理学不是以自我为中

心，尽管它也不是霍尔卡所主张的那样是自我消除的。这正是笔者在 《为什么要有美德》一书第三

章试图做的工作。我们上面看到，美德伦理学对 “为什么要帮助人”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我想成为

有德之人”。在笔者看来，把这样的回答视为自我中心，就错失了 “有德之人”的要义。成为有德之

人，本质上意味着要关心他人的利益本身，即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这一点在儒家那里特别明显，因

为儒家所提倡的美德大多是关心他人的。如果我为我的人生设立了一个目标，并且尽一切努力实现这

一目标，那么我可以被看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而，如果我设立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个利他主义

者，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我为自己设立的目标，那么，我还是应该被视为一个以

自我为中心的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笔者在书中引用的法兰克福 （Ｈａｒｒｙ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所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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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纪璐在评论中对这个例子提出反对意见。设若有一位男士，他对一位女士说，他对她的爱给他

的生命带来了价值和意义。笔者认同法兰克福的以下看法：这位女士 “不会觉得这个男人关心她只

是因为这使他自己感觉良好”。然而，刘纪璐认为这位女士 “实际上会怀疑这个男人是否真的爱

她”①。笔者明白刘纪璐的思路：这位男士爱这位女士，不是因为她本身，而只是为了实现他自身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还看到，他认为他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为这个女士之故，

而不是为他自己之故而爱她，那么，我们还能不能说他是以自我为中心？难道这位男士应该告诉那位

女士，“我是出于你本身而爱你，尽管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它也没有让我的人生更有价值或更有意

义，而只是让我的人生更加痛苦悲惨”（诸如此类康德式的言论）？

（二）意志软弱

刘纪璐也注意到，笔者在书中对二程知行观的讨论涉及到意志软弱的问题。她认为这个讨论过于

简单。理由之一：“一个意志软弱的人没有采取她认为更好的行动，正是因为她有另一个欲望促使她

采取了现在的行动。如果一个人可以轻易地 ‘祛除私欲’，那么，就自然不会有冲突了。”② 笔者想说

的是，一个意志软弱的人没有采取她认为更好的行动，不是因为她有别的欲望，至少使意志软弱这个

古代问题重新引起当代哲学家关注的戴维森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不是这么认为的。戴维森对意志软弱的经典
定义丝毫不涉及欲望：“行动者是在意志软弱地做事情 ｘ，当且仅当 （１）行动者有意做事情 ｘ；（２）
行动者知道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做事情ｙ；（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行动者判断做事情ｙ比
做事情ｘ要好。”③ 如果一个人有某个非常强烈的欲望或激情，以至于让她做不成她认为最好的事情
或者做她认为不是最好的事情，那么按照史密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ｍｉｔｈ）的观点，这不是因为意志软弱而是
因为强迫症 （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④。笔者在第三章开头部分讨论过这个问题。

笔者要说的第二点是，我们上面看到，真正与意志软弱问题有关的不是欲望而是知识。所谓的意

志软弱者就是知而不行者。因此，在说明二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时，笔者讨论了他们在闻见之知和

德性之知之间的区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在二程看来，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不是关于不同事物的知

识，尤其是当二程将二者进行比较的时候；相反，二者关涉的内容是一样的。例如，我知道我应该爱

我的父母，这既可以是闻见之知，也可以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我从内心感受到的、能够促使我做

出相应行动的知识，而闻见之知是我仅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或者从儒家典籍中读到的知识，由于我

们没有从内心感受到它，它就不会促使我们行动，即所谓的知而不行。因此，闻见之知首先并不是刘

纪璐所讲的 “通过感知获得的知识……来自经验的关于世界的后天知识”⑤。这就是为什么在二程看

来尽管圣人在儒家经典中所讲的是他们的德性之知，我们读典籍时得到的，至少在初级阶段只是闻见

之知，即使我们能说出与圣人在典籍中所说的一模一样的话⑥。

笔者要说的第三点是，刘纪璐批评笔者混淆了以下三类知识：“（１）具体知识，即知道在既定的
情境中什么是 ‘更好的做法’（这也是戴维森对意志软弱的定义中的判断条件）；（２）关于德性的知
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一个人明辨是非善恶的良知，它是与生俱来的；以及 （３）作为德性的知
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ｓｖｉｒｔｕｅ）……”⑦ 然而，在程颐看来，至少在有德之人那里，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知
识即德性之知，它既是关于德性的知识，又是作为德性的知识。正是由于德性之知，人们知道什么是

更好的做法，因为它是明辨是非的知识。作为德性之知，它就是引导人们做出行动的知识；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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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２．
Ｉｂｉｄ．，ｐ．２７２．
Ｄｏｎａｌ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Ｈｏｗｉｓ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１９６９，ｐ．２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ｍｉｔ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ｒ：Ｈｏｗ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Ｒｅｃｋ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ＳａｒａｈＳｔｒｏｕｄ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Ｔａｐｐｏ
ｌｅｔ（ｅｄｓ．），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ｆＷｉｌ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２００３，ｐｐ．１７－１８．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３．
关于对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这种理解的更详尽讨论，参见黄勇：《作为动力之知的儒家 “体知”论：杜维明对当代道德认识论

的贡献》，黄家光／译，《哲学分析》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０１－１１６页。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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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是只会采取他们认为更好的做法，故而不会有意志软弱的问题。

最后想谈一谈知行关系。刘纪璐引用了笔者的观点：“程颐认为，没有道德修养就不会有德性之

知。”① 她接着说：“说 ‘知是行的必要条件’，不啻语义循环甚至同义反复：‘从行中获得的知必定

会引发行’或者干脆说 ‘重复的行是行的必要条件。’”② 对于她的说法可以讲两点。第一，对于二

程来说，作为德性之知的必要条件的道德修养固然包括行，但它的范围要宽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内

在体验，即 “体而得之”和 “默识心通”。的确，与阳明不同，二程尤其是程颐 （以及追随他的朱

熹）主张知先行后。第二，即使二程赞成行本身也是知的一个源泉， “从行中获得的知必定会引发

行”或者 “重复的行是行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同义反复。从行中获得的知不一定会引发行，重复的

行也不是行的必要条件。例如，我在插秧的实践中获知在炎热的夏天插秧是很辛苦的，这不会促使我

去插秧，同样我重复插秧也不会引发我去插秧的行动。只有当某一行动使某人内心认识到这一行动带

来内在的善，这种德性之知才会促使某人去行动。

（三）两个解释问题

１．理一分殊
上文笔者回应的问题基本上是哲学性的。还有两个问题跟解释相关。余锦波提出如何解释程颐的

“理一分殊”的问题 （刘纪璐也在一定程度涉及这个问题）。程颐弟子杨时提出，张载 《西铭》近乎

墨家的爱无差等。针对这一质疑，程颐用 “理一分殊”来说明 《西铭》的主张乃是儒家的差等之爱。

我们都赞同这一点。因此，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影响笔者在书中对 “理一分殊”的哲学探讨。不过，

余锦波提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值得讨论。

按照笔者对 “理一分殊”的理解， “一”和 “分殊”讲的都是 “理”： “理”本身或总体上是

“一”，但它分散在事物中的体现各不相同。不过，在余锦波看来， “理一”和 “分殊”对，其中

“殊”（异）和 “一”（同）对，“分”和 “理”对；“理”是名词，“一”是形容词，同样，“分”

是名词，“殊”是形容词。根据这样一种解释， “理一分殊”讲的是 “理是一 （同）的，分是不同

的”③。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 “分”。余锦波认为，“分”字应读为去声而非平声，因为 “‘分’指

的是一个人具有的道德义务、角色、身份或责任———例如，一个人作为父亲、兄弟、臣子、丈夫或儿

子的道德义务”④。笔者不否认 “理一分殊”可以这样理解，甚至在一些语境中应该这样理解⑤。然

而，余锦波用来支撑其解释的证据大多不是来自程颐讨论 “理一分殊”的核心文字。他还引用一些

“分”与其他字组合的段落来论证他的观点。但从核心文字看 （它在 《文集》《粹言》中的表述略有

差异），有几处地方按照余锦波的解释是说不通的，但它们可以支持笔者的解释。为讨论方便，把

《文集》《粹言》中关于理一分殊的原文摘录以下：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１２７．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５．
Ｋａｍ－ＰｏｒＹｕ，“Ｆｒｏ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ｏ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Ｂａｃｋ：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
２９１．
同上。

笔者的理解基本上依照陈荣捷。他把 “理一分殊”译作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ｓｏｎｅｂｕｔｉｔ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ｎｙ”。这里的 “ｉｔｓ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指的就是 “理”的各种体现。显然，陈也认为 “一”和 “分殊”指的都是理，这与余锦波的解释不同。然而，据笔

者所知，也是陈荣捷首次提出余锦波在评论中非常强调的对 “分”的诠释。１９７８年，他撰文指出，“‘分’字不应读成阴平 （意

为 ‘分割’）。这一错误的理解导致它被错误地翻译成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分’字应该读成去声，意为责任、分有或禀赋”。但就在
同一篇论文中，陈荣捷还是把 “理一分殊”翻译为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ｓｏｎｅｂｕｔｉｔ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ｎｙ”。对于这一看似矛盾的做法，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分”解为分有，乃是 “理”在不同事物中的分有。陈来把陈荣捷的论文译成中文，并在其朱子研究专著中

采纳了陈荣捷的解释。（Ｓｅｅ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Ａ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５５０；
Ｗｉｎｇ－ｔｓｉｔＣｈａ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ｆｏｒ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ＷｈｙＣｈｕＨｓｉＤｉ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ｅｎｇ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５，１９７８，ｐ．
１０６；［美］陈荣捷：《论朱熹与程颐之不同》，《中国哲学》第１０辑，１９８３年，第７７—９４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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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

过矣！且谓 “言体而不及用”，彼欲此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 “不及”，不亦异乎！①

《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爱合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

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斯亡也。②

余锦波的解释面临的第一个也最重要的困难是，程颐讨论 “理一分殊”的核心文字，一开始就

把张载的儒家观点和墨家观点加以对照， 《文集》版和 《粹言》版都是如此。既然儒家的 “分殊”

与墨家的 “无分”对，那么，“分殊”的 “分”（儒家强调 “分”）以及 “无分”的 “分”（墨家否

定 “分”）应该同音同义。要么都读作阴平，取 “分开”义；要么都读去声，取 “分额”等义，否

则儒墨两家的观点就不能形成恰当的对照③。如果 “分殊”的 “分”指的是一个人具有的道德义务、

角色、身份或责任，那么墨家的问题就不在于 “无分” （没有义务、角色、身份或责任），而在于

“分”的相等性，也就是说，“分同”或 “分一” （分有相同的东西）。但实际情形显然不是如此。

《文集》讲墨家二本而无分，而 《粹言》讲墨家爱合而无分。这里，“无分”与 “合”关联在一起。

因此， “无分”与 “合”即使不等同也是十分接近。这意味着 “分”意为不统一或分开。无论是

《文集》还是 《粹言》，我们接着往下读，这个意思就更加明显，因为它们都说墨家的 “无分”相当

于 “无别”。“别”显然没有 “义务、角色、身份或责任”之义。既然墨家的 “无分”相当于 “爱

合”“无别”，那么 “无分”中的 “分”显然意味着无差别④；既然墨家的 “无分”与张载所讲的儒

家的 “分殊”相对，那么 “分殊”的 “分”应为差别或区分之义⑤。

在 《文集》版的最末，余锦波的解释面临第二个困难。在那里，程颐批评墨家讲 “体”而不讲

“用”。“体”强调理之 “一”，而 “用”强调理之发用的 “分殊”。体与用都是关于 “理”的，这进

一步肯定了笔者在上文的解释：（“体”之）“一”和 （“用”之）“分殊”都是关于 “理”的；而与

余锦波的解释矛盾：“一”指的是 “理”而 “殊”指的是 “分”。

余锦波的解释面临的第三个困难是，它把 “理一”和 “分殊”之间的关系弄模糊了。按照他的

解释，“一”讲的是 “理”， “殊”讲的是 “分”。这样， “理”和 “分”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

“理一”和 “分殊”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只知道，理是一样的，而人们的角色、身份或责

任是不同的，但一样的理与不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然而，按照笔者所采纳的解释，既然

“一”和 “分殊”都是关于 “理”的， “理”本身是一，在不同的事物中显出 “万殊”，那么 “理

一”和 “分殊”之间的关系很清楚⑥。

此外，除了程颐讨论 “理一分殊”的核心文字之外，《二程集》中还有一些地方也会挑战余锦波

的解释。首先，除 “分殊”之外，程颐也把 “理一”和 “万殊”连用，这表明在程颐看来 “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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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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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程颢、程颐：《文集》卷９，《二程集》，第６０９页。
［宋］程颢、程颐：《粹言》卷１，《二程集》，第１２０２—１２０３页。
中国学者尤吾兵持与余锦波相同的解释，他在论证时有意省去程颐话中的墨家部分： “程颐在首次提出这个命题时表述如下：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或许他已经看到，如果把 “理一分殊”的 “分殊”与墨家的 “无分”相对，“分殊”

之 “分”就很难读去声。（参见尤吾兵：《朱熹 “理一分殊”中 “分”之正名》，《南昌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１３页。）
陈荣捷确实把 “无分”译为 “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无差别），这意味着他把 “分”读成阴平而非去声。

后来在朱熹那里，“分”字取读阴平时的含义，这是十分清楚的。朱熹在解释 “理一分殊”时说： “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

大。”在另外两处，他将 “分殊”的 “分”和 “理一”蕴含的 “合”做了对比。有人问 《西铭》中 “理一分殊”，朱熹回答说：

“西铭自首至末，皆是 ‘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见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 ‘称’字便见异也。”

他又说：“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因此，在朱熹看来，

“理一分殊”意味着：合而言之，理是同一个理；分而言之，“理”又千差万别。清代学者牛钮也是如此理解 “分”：“大抵天下

事物皆本于一，其后散而分之，有似乎睽然，实未尝不合，所谓理一分殊。”这里，“分”与 “散”连用，显然是分别之义。（参

见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２页；［宋］朱熹：《朱子语类》卷９８，第２５２３页；［宋］
朱熹：《朱子语类》卷１，第２页；［清］牛钮：《日讲易经解义》第９卷，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第２７页上。）
朱熹说：“‘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这意味着 “一”（同一）与 “分殊”（不同的体现）讲的都是 “理”。（参见 ［宋］

朱熹：《朱子语类》，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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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万殊”意思相同①。例如，程颐说：“二气五行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理。”② “天下之理一也

……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③ 程颐在这里想说的意思跟 “理一分殊”相

同，唯一的差别在于 “分殊”换成 “万殊”，完全找不到义务、角色、身份或责任等意思④。

其次，程颐的 “理一分殊”也应该放在他看待一 “理”与万 “理”之间关系的语境中加以理

解。普遍认为，程颐的 “理一分殊”受到华严宗理事观的启发。门人问，如何评价 《华严经》讲的

理事无碍，程颐回答说：归根到底，这只是说 “万理归于一理”⑤。《粹言》版将此表述为 “万物一

理耳”⑥。

再次，程颐认为 “理”即 “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⑦ 因此，他对 “性”的阐发也

可以说明他对 “理”的看法。告子云 “生之谓性”，程颐解释说：“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

之性、马之性。”⑧ 因此，只有一个 “性”，但它在不同事物中的体现彼此不同。这正是 “理一分殊”

的本质所在。实际上，这也是后来朱熹的理解。朱熹认为，对所有人来说只是一个理。然而，有张

三，有李四；张三不可为李四，李四也不可为张三，因而 “《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⑨。

２．理即生
第二个字义解释的问题是由刘纪璐提出的。“理”显然是二程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笔者把它翻

译或者更确切地说解释为 “生”，即生命创造活动 （ｌｉｆｅ－ｇｉｖ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笔者之所以强调理是生命
创造活动，旨在说明二程所讲的 “理”是事物的活动，而不是像牟宗三所认为的只是固化的物，即

存有而无活动。在笔者看来，刘纪璐对于笔者想强调的意思并无异议。她的批评另有所指。

刘纪璐批评说，“理”“生”二字 “有不同的内涵，故而应该采用不同的译法”，“我们不应该把

它们视为两个意义相近或相互指涉的词”瑏瑠。如果一般性地谈论这两个词，笔者赞同刘纪璐的观点。

但在二程那里，不是我们而是他们把它们视为两个意义相近或相互指涉的词。例如，程颢引用 《周

易》中的 “生生之谓易”，紧接着说 “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瑏瑡；程颐也说 “生生之理，自然不

息”瑏瑢。实际上，正如笔者在书中试图阐明的，二程不仅把 “理”和 “生”当作近义词和相互指涉的

词，还把 “理”和其他词诸如 “道”“天”“心”“性”等当作近义词和相互指涉的词。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这些词和 “生”意义相近相互指涉。例如，程颐说 “道则自然生生不息”瑏瑣、“天只是以

生为道”瑏瑤、“心生道也”瑏瑥；程颢将告子的 “生之谓性”解释为 “生”就是 “性”瑏瑦。

刘纪璐也批评说，如果把 “理”理解为 “生”，我们就不能理解程颐的 “理一分殊”和 “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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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朱熹也交替使用 “分殊”与 “万殊”。兹举一例。“或问 ‘理一分殊’。曰：‘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

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元代学者萧镒在 《四书待问》说：“亲上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一理万殊。”“施于

人者，不可施于物，乃理一分殊处。”一方面，他将 “万殊”和 “分殊”交替使用；另一方面，他很清楚地指出， “分殊”与

“万殊”都是关于 “理”的。（［宋］朱熹：《朱子语类》卷２７，第６７６—６７８页；［元］萧镒：《四书待问》卷２２，《续修四库全
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２９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６，《二程集》，第８３页。
［宋］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３，《二程集》，第８５８页。
程颢将 “一理”与 “万事”联系在一起：“《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需要指出的是，程颢这里用了

“散”字，它与 “分”字读作阴平时意思相同。（参见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１４，《二程集》，第１４０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１８，《二程集》，第１９５页。
［宋］程颢、程颐：《粹言》卷１，《二程集》，第１１８０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第２９２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２上，《二程集》，第２９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６，第１０２页。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８．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２上，《二程集》，第３３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１５，《二程集》，第１６７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２上，《二程集》，第２９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２１下，《二程集》，第２７４页。
［宋］程颢、程颐：《遗书》卷１１，《二程集》，第１２０页。



“为什么要有道德？”及关于二程哲学的若干其他问题

穷理”①。笔者不认为有这样的问题。就 “理一分殊”而言，虽然一般说来 “理”即 “生”对事物来

说是统一的，但每个具体的事物的 “生”是不同的。在程颐专论 “理一分殊”的语境中，爱即生。

尽管一个人爱所有的人，但他以不同的方式爱不同的人：对父母的爱不同于对孩子的爱；对朋友的爱

不同于对敌人的爱；对人类的爱又不同于对非人类的爱。就 “格物穷理”而言，笔者认为把 “理”

理解为 “生”也没什么特别的困难：我们通过研究事物来理解它们各自的 “生”的形式。

刘纪璐的批评最后也针对笔者的以下观点：“理”作为 “生”是万物的生。在她看来，“世间万

物……被赋予生命，而不是创造生命 （他们是被创造者而不是创造者）”②。笔者赞同刘纪璐将万物中

的每一物都视为被创造者的看法，但这并不与以下看法相左：它们同时也是生命的创造者。这是因为

它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生命。葛瑞汉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对二程所讲的 “生”颇有洞见：“他们想法背后

的类比，不是一个人制作陶罐，而是一棵树从地底下的根部开始生长，然后开枝散叶。”③ 例如，当

我们谈及树的 “生”，指的是树的自生；而不是传统基督教模式的造物，即树作为一个创造物为造物

主所造。

最后，要再次感谢三位评论者的批评，迫使笔者重新思考在书中讨论过的诸多哲学问题和解释问

题。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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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ｅｅｌｏｏＬｉｕ，“ＷｈｙＢｅＭｏｒ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Ｙ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ｓＢ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Ｃｈｅｎｇ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６９，２０１９，ｐ．２７８．
Ｉｂｉｄ．，ｐ．２７８．
Ａ．Ｃ．Ｇｒａｈａｍ，Ｔｗ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Ｃｈｅｎｇ，ＬａＳａｌｌｅ：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ｔ，１９９２，ｐ．１０８．



“疑古”与 “释古”的前哨战

———从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争论再探 “释古”的本质性问题


［日］西山尚志

【摘要】１９０９年，白鸟库吉发表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提出尧舜禹是儒教观念所创造的架空人物，否定

其历史存在。林泰辅主要运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献对白鸟库吉的研究方法与态度进行强烈批判。两者的这场

所谓 “尧舜禹抹杀争论”的基本框架，与后来的以顾颉刚、王国维为代表的 “疑古”“释古”争论极为相

似。另外，在 “尧舜禹抹杀争论”之前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白鸟库吉与林泰辅在朝鲜古代史上也曾正面冲
突过。本文通过研究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争论内容、方法与态度，重新思考现在依然被激烈讨论的 “疑

古”“释古”这些研究方法的本质性问题。

【关键词】疑古；释古；白鸟库吉；林泰辅

中图分类号：Ｂ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西山尚志 （Ｎ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Ｈｉｓａｓｈｉ），日本千叶县人，文学博士，（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
研究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儒学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

一、前　　言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前后，欧美、日本等国家几乎同时开始接受实证史学。中国则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钱玄同、顾颉刚等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提出 “疑古”的批判性研究态度。在广义上可以说，中国

的 “疑古”延续了这种历史研究态度的潮流。另一方面，在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历史学的同一时期，

中国内地发现了大量时代久远、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献，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１９２５年７月，王国维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的 “二重证据法”，批判疑古学派轻易怀疑传

世文献的研究态度与方法。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冯友兰提出在 “信古”与 “疑古”的扬弃中达到 “释

古”的观点①，承认 “疑古”思潮的贡献，继而提出此后如何构建古代史这一问题。１９３８年，杨宽
在 《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承认 “疑古”的贡献，但指出 “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

并赞扬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称其为 “金科玉律”②。随着出土史料的增多，“二重证据法”得到更多

学者的支持。二战后，饶宗颐、杨向奎、叶舒宪等学者在 “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史料或

０２１



①

②

顾颉刚先生所引导的 “古史辨”派在 “疑古”的旗号下对于早期中国历史、文本与思想状况的思考，对廓清旧有思想界之迷

乱和逻辑地建立新的理论秩序有正本清源之功效。中华孔子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北京举办第二届 “预流”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坊，邀请同道学人共就 “‘古史辨’与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话

题展开讨论，特选与会论文两篇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匡钊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世界日报》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４日；冯友兰：《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骨鎛》
６２期；冯友兰：《中国经济史》序，《北京晨报·思辨》第６４期；冯友兰：《〈古史辨〉第六册序》，《古史辨》第６册，上海：
开明书店，１９３８年。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７册上编，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４１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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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提出 “三重证据法”。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李学勤在 “走出疑古”的口号下，强调王国维 “二

重证据法”的积极意义，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

其实，王国维提出 “二重证据法”对疑古派进行批判的十几年前，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之

间也发生了与此相似的争论。这就是白鸟库吉与林泰辅之间发生的所谓 “尧舜禹抹杀争论”。１９０９
年，白鸟发表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提出尧舜禹是儒教观念所创造的架空人物，否定其历史存在。

而林泰辅从１９１１年开始连载的 《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则激烈批判白鸟的方法与学说。发生在日本

学者之间的 “尧舜禹抹杀争论”广为中国学者所知。这一争论备受瞩目，不仅因为其直指中国古代

圣王真实存在性的问题，亦因为部分学者批判性地指出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受到 （作为帝国主义御

用学者的）白鸟库吉思想、方法的影响。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顾颉刚剽窃了白鸟的学说，但也有学者

反对这一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表明白鸟在这一问题上对顾颉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白鸟库吉与

顾颉刚都是中日近代史上早期最早一批对中国上古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学者，二者通过对 《尚书》

进行史料批判来探讨尧舜禹的历史问题，确实存在不少的共通点。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讨论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结论孰是孰非，从现在的学术水准来批判近一百年前

的学说，意义并不大；而是通过调查、探讨白鸟库吉与林泰辅争论的背景、内容、逻辑、方法、态

度，展现林泰辅与王国维的共通问题点，从而重新思考、探讨 “疑古”“释古”争论的问题。

二、林泰辅与白鸟库吉的简历与背景

（一）林泰辅的简历与背景

林泰辅逝世后出版的论文集 《支那上代之研究》附有其简历①，下文以此为基础，并在时代背

景、人际关系等方面加以补充说明。

林泰辅 （１８５４－１９２２），江户时代末期的１８５４年出生于现在的千叶县香取郡。年轻时，在朱子
学者?木正韶于香取郡开设的螟蛉塾学汉学。１８７７年，日本东京大学设立。后来由于对重视西方、
轻视东方状况的反思，１８８２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 “古典讲习科”（甲部）、“支那古典讲习科”（乙

部）。１８８３年，“古典讲习科”改称 “国书课”，“支那古典讲习科”改称 “汉书课”。１８８３年９月，
林泰辅在汉书课入学 （１８８７年７月毕业）。

入学时，林泰辅已经年满３０岁，达到入学年龄上限。大部分同级同学在入学时２０岁左右，比林
泰辅小１０岁左右。就是说，在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时，林泰辅十几岁，是受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但他
的同学是从小学到大学都受新式教育的最初一代，几乎不知江户时代。而且，后来与林泰辅进行学术

争论的白鸟库吉 （１８６５－１９４２）也是受新式教育的最初一代。笔者认为，这约十岁的年龄代沟可以
说是林泰辅引起各种矛盾的原因之一。

林泰辅毕业后，在第一高等中学校、山口高等中学校当教师。１８９６年６月，就任东京帝国大学
文科大学助教授，教授 “支那历史”这一课程，但１８９７年１１月辞职。《支那上代之研究》所附 “年

谱”称辞职的原因是 “疾病”，但实际上是因为藤田丰八 （１８６９－１９２９）等学生批评林泰辅为 “陈旧

的学问”，并以 “希望邀请後任者不是搞汉学的，而是懂东洋史的老师”为由组织排斥运动 （当时日

文的 “汉学”指的是旧式中国学之意，此文中含有贬义），最终导致其离职②。由此可知，明治以后

出生的新世代认为，林泰辅的学问是 “汉学性” “陈旧”的。林泰辅在东京帝国大学辞职后，１８９９
年４月就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１９０６年升为教授。

林泰辅的研究成果，泷川龟太郎在 《支那上代之研究》序文中分类、总结如下：

第一，对朝鲜史之研究。此乃本邦领先者。第二，对我国汉学者出色经解之搜集……第三，诸子

１２１

①

②

［日］林泰辅：《支那上代之研究》，东京：光风馆，１９２７年。
《先学を语る———桑原鯫藏博士》中的贝冢茂树的发言。（参见东方学会编：《东方学回想Ⅱ》，东京：刀水书房，２０００年，第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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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他主张应该与经史一样重视之。第四，唐虞三代文献考的著作。此乃甲骨金石文的总括性成果，

《周公与其时代》是其中之一。

可见，林泰辅研究对象的变化比较明显，按照上文的分类，其顺序为朝鲜史→诸子研究→唐虞三
代文献考 （含文字学）→日本汉学。

（二）白鸟库吉的简历与背景

白鸟库吉在明治维新发生的三年前即１８６５年出生于今千叶县茂原的农家。１８７２年，明治政府颁
布 “学制”，在全国兴办新式教育。白鸟于１８７３年８月在乡里的小学入学。１８７８年，县立千叶中学
建成，同年小学毕业的白鸟便升入该中学。１８８２年，白鸟毕业于千叶中学校，１８８２年２月升入大学
预备门。１８８７年２月，帝国大学的文科大学从德国邀请了属于利奥波德·冯·兰克 （Ｌｅｏｐｏｌｄ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学统的路德维希·莱斯 （ＬｕｄｗｉｇＲｉｅｓｓ，１８６１－１９２８）。同年９月，文科大学新
设置史学科，莱斯也在史学科执教，开设史学研究法、西洋史的课程。白鸟作为史学科第一期生入

学，师从莱斯。可见，白鸟是从小学到大学受新式教育的最初一代。与受旧式汉学教育的最后一代的

林泰辅相比，虽然只有十岁的差距，但其代沟有巨大的环境差别。１８９０年７月白鸟在大学毕业，８月
年仅２６岁的他就任学习院教授、历史地理课课长，从１９０１年春到１９０３年１０月由学习院大学派遣去
欧洲留学。回国后，１９０４年８月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支那语学教授 （兼任学习院教授）。

白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覆盖朝鲜、满洲、蒙古、西域、中国、日本等东亚地域，其研究特征

在于运用语言学及严密的史料批判等方法。

三、林泰辅与白鸟库吉的学问开始———两者的朝鲜史研究

（一）林泰辅的朝鲜史研究与 “印度人建加罗国”之说

林泰辅的学术研究从朝鲜史开始，处女作是３３岁学生时代写的 《朝鲜文艺一班》①，此后陆续发

表许多朝鲜史方面的论文与著作。在林泰辅这些朝鲜史研究著作中，下文将对后来受到白鸟批判的

《加罗的起源》② 与 《加罗的起源续考》③ 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加罗的起源》提出朝鲜三国时代所

存在的加罗国是印度人建立的。林泰辅提出，除了加罗之外，语尾有 “罗”或 “耶”等的地名也多

见于古代朝鲜南部，也多见于佛典。另外，《三国史记》记述加罗始祖金首露卵生的故事，虽然林泰

辅认为不可信之，但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说：“金庾信，王京人也。十二世祖首露，不知何许人

也。以后汉建武十八年壬寅，登龟峰，望驾洛九村，遂至其地开国，号曰加耶。”林泰辅推测 “不知

何许人”的金首露来自印度，并引证 《二十一都怀古诗》所引 《驾洛国记》 《东国舆地胜览》中记

述金首露皇后许黄玉来自印度的内容。此时，林泰辅对 《驾洛国记》的记述提出： “必当记彼国古

传。然非可尽弃其说。”他也对 《东国舆地胜览》的记述提出：“此乃朝鲜康靖王时纂辑，尤为近世，

然系官撰，屡加修正，故是亦非无由来之说。”由此可知，林泰辅对这些文献记述几乎没有进行史料

批判，并且认为其内容可信。

林泰辅已经注意到，因为佛教传到中国是在东汉明帝时期，所以在东汉光武帝时期 （建武年间）

印度人到达朝鲜未免太早，但解释如下：

明帝以前佛教已传之事，前人已有所论。而与印度交通之事，亦恐武帝之前已有之。吾信 《隋

书·经籍志》“佛教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及 《僧史略》“秦始皇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

八贤者，赉经来化，始皇弗信，遂禁锢之”之说。

由此可知，林泰辅明确 “相信”唐代初期的 《隋书·经籍志》与北宋初期的 《大宋僧史略》所

记载秦始皇排斥佛教的内容。另外，１８９４年发表的 《加罗的起源续考》提出，由于好太王碑、《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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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林泰辅：《朝鲜文艺一班》，《东洋学会杂志》第１编第６号、第２编第２号。
［日］林泰辅：《加罗的起源》，《史学会杂志》第２篇第２５号。
［日］林泰辅：《加罗的起源续考》，《史学杂志》第５篇第３号。



“疑古”与 “释古”的前哨战

·高句丽传》《三国史记》《东国通鉴》记载了朝鲜诸王卵生传说，又因许多文献表示卵生传说是来

自印度的，且多见于中国南方或东方，北方却寥寥无几，所以加罗国应该是古代印度人渡过马六甲海

峡到达朝鲜南岸建立的。

（二）白鸟库吉的古代朝鲜史———批判林泰辅的印度人建加罗国说

与林泰辅相同，白鸟库吉的学术生涯也是从朝鲜古代史研究开始的。１８９４年１月，白鸟发表的
《檀君考》对初见于 《三国遗事》所引 《魏书》的朝鲜始祖檀君彻底地进行了史料批判①。根据 《笔

苑杂记》所引 《古记》与 《燃藜室记述别集》所引 《三韩古记》记载，檀君是尧舜禹时代的人物。

但白鸟指出，这些文献都是朝鲜三国时代 （西汉末以后）成书的，中国的 《尚书》《史记》《汉书》

亦未有此记述，怀疑檀君的实际存在性。

《燃藜室记述别集》所引 《三韩古记》曰： “有神人降太白山檀木下，国人立为君。” 《三国遗

事》所引 《古记》也可以看出檀君降临太伯山的内容。太伯山即是妙香山。《东国舆地胜览》卷５４
曰：“妙香山……一名太伯山，古记……地多香木，冬青，而仙佛旧迹存焉。”白鸟从此指出太伯山

这一地方与佛教有关，檀君降临的 “太白山檀木下”的 “檀木”是 “香木”，即佛教国家所说的

“牛头縋檀”之意，列举佛典中记述在印度摩罗耶山有许多牛头縋檀的例子。因此，他指出因为太伯

山有许多香木，所以檀君传说是僧人仿照印度摩罗耶山而虚构的。

《三国史记·高丽本纪》记述初代高丽国王朱蒙是金蛙的养子，金蛙是夫娄的养子，《三韩古记》

《眉叟记言》记述夫娄是檀君的亲生孩子。因此，白鸟指出，如 《三国遗事》所引 《魏书》的记述

那样，檀君原本不被认定为朝鲜始祖，而是高句丽的始祖。另外，佛教传到高句丽之前的文献 《魏

志》卷３０注所引 《魏略》有朱蒙建国的记载，而未记述檀君、夫娄、金蛙，因此白鸟指出檀君、夫

娄、金蛙是被虚构的人物。

《三国史记》卷１８《高句丽本纪》记述，小兽林王二年六月 （公元３９２年），前秦苻坚派遣佛僧
顺道赠送佛像、佛典。因此，白鸟指出，到了高句丽长寿王时代，佛教才兴盛，所以富有佛说色彩的

檀君故事，应为佛教传到高句丽后，在国力高峰期的寿王时代被创作而成，且毫无顾忌地将檀君与尧

舜禹并称。

白鸟发表 《檀君考》的同一年又发表 《朝鲜的古传说考》，其前半部分简要概括 《檀君考》的

内容，后半部分主要批判林泰辅 《加罗的起源》的内容②。笔者认为这是后来两者发生 “尧舜禹抹杀

争论”的原因之一。白鸟对林泰辅的批判简言之就是：即使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古代朝鲜人物、地名

等与印度有关，也不能说明伽罗是印度人建立的，只是表明这些文献是佛教传到朝鲜后而形成的。白

鸟讽刺地批评说，卵生传说亦可见于蒙古历史书 《蒙古源流》，但不能说蒙古也是印度人开拓的。

四、自古代朝鲜史至 “尧舜禹抹杀争论”的林泰辅与白鸟库吉

（一）林泰辅开始研究中国诸子研究与中国古文字学

到１９０１年出版 《朝鲜近世史》２卷为止，林泰辅主要研究朝鲜史，但他从１９０３年开始发表有关
中国古代诸子研究的论文，如１９０３年发表 《关于老子之学统》、１９０４年发表 《逸周书考》《国语考》

《战国策考》、１９０９年发表 《老聃与李耳》。林泰辅突然从１９０７年开始发表 《关于周代书籍的文字及

其传来》（二次连载）这一中国古文字学方面的论文，契机是他在这一时期偶然看到刘鹗的 《铁云藏

龟》（１９０３年刊，石印版）。１９０９年，他发表的 《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之龟甲牛骨》（三次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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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白鸟库吉：《檀君考》，《学习院辅仁会杂志》２８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３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０年，第
１—１４页。
［日］白鸟库吉：《朝鲜の古传说考》，《史学杂志》第５编１２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３卷，第１５—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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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是初次在日本介绍甲骨文的论文①。文中说：“我两三年前看其书 （指是 《铁云藏龟》），就知道

这是在研究支那古代文字上极为珍贵的材料……”② 后来，林泰辅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古文字学。

（二）白鸟库吉开始研究满洲、蒙古、西域史

到１８９７年前后为止，白鸟库吉主要只研究古代朝鲜史，但其以后的研究领域在地理上逐渐扩大
为满洲、蒙古、西域等。从１９０１年春到１９０３年１０月，白鸟去欧洲留学。在留学期间，白鸟在德国
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洋学会上用德语发表 《关于乌孙考》与 《朝鲜古代王号考》。回国后，白鸟陆续发

表朝鲜、满洲、蒙古、西域史方面的众多论文。

如五井直弘指出，１９０４年就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前后，白鸟库吉开始频繁针对之前几乎没有
提到过的政治、时事问题发言③。笔者推测，白鸟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背景是：第一，１９０４年开始的
日俄战争与朝鲜归属问题有关；第二，在东京帝国大学这一最高学府工作，增强了响应舆论的意识；

第三，欧洲留学的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自我民族意识、日本东方学的现状。白鸟初次提到时事问题

的文章是１９０４年７月发表的 《关于我国强盛的历史原因》④。这篇论文从人种、地理、政治体制的角

度，分析和评论了亚洲在被西方的侵略中为何只有日本成为强国这一问题。其中，他明言 “国体”

（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不存在王朝更替 （＝革命）的国情）是日本成为强国的原因之一。另外，白
鸟在东

!

御学问所七年给裕仁亲王 （后来的昭和天皇）讲历史课，由此可知他是与政治体制有密切

关系的学者。

五、白鸟库吉与林泰辅的 “尧舜禹抹杀争论”

林泰辅的主要研究领域从朝鲜史转移到古代中国研究 （诸子研究、古文字学）不久的１９０９年８
月，白鸟库吉发表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否定尧舜禹的史实性⑤。如上所述，之前白鸟的主要研究领

域从古代朝鲜史扩大到蒙古、满洲、西域史，这篇论文是白鸟首次针对中国史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篇

论文主要针对尧舜禹的实际存在性进行批判性探讨，提出尧舜禹是根据后世儒教的理想而被创造的，

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人物，记载尧舜禹的 《尚书·尧典》 《舜典》 《大禹谟》也不是当时所撰写的文

献。白鸟还指出，古传说中的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皇氏、伏羲氏、神农氏等，都不

见于 《尚书》。此外，白鸟还提出尧舜禹是基于天、地、人的三才说而创作的架空人物，这三位人物

“并非是继续性的，而是并立性的”。他列举 《说文解字》 “尧，高也”等例子，认为 “尧”表示

“天”；又列举 《风俗通义》“舜者准也，循也”等例子，认为 “舜” “顺”音通，所以 “舜”表示

“孝顺”；又认为 “禹”与 “宇”“？”“”音通，所以表示一定的区域。对尧舜禹这三位古代中国的

圣王进行批判性探讨，无疑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虽然白鸟的朝鲜古代史研究 《檀君考》《朝鲜

的古传说考》博引旁证，但这篇论文与其相比，在论证方法 （尤其是释字方面）上未免牵强附会。

于是，林泰辅对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内容进行针锋相对地批判。林泰辅从１９１１年分四次发
表 《关于尧舜禹抹杀论》，在论文题目上使用 “抹杀”这一历史学上的贬义词对白鸟的方法与学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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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林泰辅：《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の龟甲牛骨に就て》， 《史学杂志》第２０编第８、９、１０号；后转载于 ［日］林泰辅：

《支那上代之研究》，１２５—１６９页。
林泰辅逝世后出版的论文集 《支那上代之研究》中未收录的林泰辅 《支那古代史上に於ける文字の源流に就きて》 （全５册），
成家彻郎发现于都立中央图书馆诸桥文库。成家彻郎提出，该书第４册对 《铁云藏龟》所收甲骨文进行考证，因此应该是１９０７
年左右撰写的。（参见 ［日］成家彻郎：《日本人の甲骨研究

!

先驱者、富冈谦藏と林泰辅》，《月刊しにか》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号。）
［日］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东京：青木书店，１９７６年，第５８—６０页。
［日］白鸟库吉：《我が国の强盛となりし史的原因に就て》，《世界》第１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９卷，东京：岩波
书店，１９７１年，第１６１—１７５页。
［日］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の研究》，《东洋时报》第１３１号；中译版载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黄约
瑟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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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强烈批判①。

林泰辅 《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第三篇连载发表后，白鸟亦回击之，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２日在汉学
研究会上演讲 《〈尚书〉的高等批评 （特关于尧舜禹）》②，同年亦在日本学会上演讲 《儒教的源

流》③。林泰辅的第四篇连载与１９１３年发表的 《读儒教的源流》是受白鸟的回击后发表的文章④。

两者论点涉及多方面，但也存在论点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对方未回答的地方。双方提到的具体问

题有：尧舜禹的字义问题，尧舜禹的并列例子问题，天地人三才思想、阴阳、五行、九州说，甲骨文

的问题，西周之前是否存在文明的问题，天文记述的问题，等等。

两者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记述尧舜禹事迹的 《尚书》的看法。白鸟库吉认为，其内容具有后世

儒教假托的色彩；林泰辅则认为其内容大致反映了尧舜禹时代的记述，也同意其内容所记述的尧舜禹

是实际存在的。因此，两者的倾向是，白鸟要在 《尚书·虞夏书》《商书》等中寻找后世的假托，林

泰辅要在其中寻找当时的历史事实。

白鸟在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开头部分提出，但自接受西方学术以来，因为传说内容有许多

错误，所以历史学的领域上不研究这些传说。白鸟接着提出如下：

凡传说必有其主角，其人是否真如所传，固值怀疑，然而传说乃事实与虚构结合而成，其形成之

经过，却依然传出事实真相。加之凡国民必有其理想，而古传说又必包含此理想，故欲研究一国国民

之历史并论及其精神，必需探讨其国民固有之传说，加以妥当解释。因此传说之历史研究，决不应等

闲置之⑤。

可见，白鸟否定了古传说的史实性，且认为传说中所反映、假托后世国民的理想、精神，其中也

有历史学上的研究意义。与此相反，林泰辅在 《尚书·虞夏书》《商书》的内容中寻找与虞、夏、殷

时代的历史一致的部分，提出其中大致记述了历史事实，因此其中所记述的尧舜禹是实际存在的。

仔细分析就可知，两者的意见都存在不少问题。但由现在的学术水准来评判近一百年前的具体学

说，意义应该不大。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他们设定的基础命题是否适当。笔者认为，林泰辅所设想的

基础命题存在一个巨大漏洞。这就是基本上没有脱离 《尚书·虞夏书》《商书》的内容是 “真”，即

“文献的内容有一定的 ‘真’”这一前提。显然，这一命题是不可证伪的。比如，林泰辅在 《关于尧

舜禹抹杀论》的第一次连载上说：“若如普通说法那般承认殷末周初文明之存在，则必然不应否认在

此之前，至少唐虞夏殷时代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由此可知，他明言如果殷末文明存在，那么

唐虞时代的存在就是 “当然”的。第二次连载亦说：“总之，若 《虞夏书》、《商书》为周代以前记

录，则周代以前———自殷至虞夏仅为近一千年之事，何必称其为无迹架空之妄谈。” “综上所述，吾

浅论了周代以前有殷，殷以前有夏与唐虞。既然存在唐虞夏殷时代，则总总林林之民族间必然出现卓

越掌权者，统御众多人民，成为帝王，其名传于后世为理所当然。帝王何人？尧舜禹即如是也。”由

此可知，林泰辅认为 《虞夏书》《商书》是周代以前的记载，这些 “仅仅是近一千年”的记载也不

能说是 “架空妄谈”。

林泰辅在第二次的连载里提出，甲骨文、金文中还有一些不用干支而只用十干表示日子的例子，

《尚书·舜典·益稷》亦可以看出相同例子，所以甲骨文、金文保留唐虞时代的遗风。可见，林泰辅

并未脱离 《益稷》成书于唐虞时代这一前提，因此举甲骨文等只用十干表示日子的例子来排除 《益

稷》成书于殷末以后的可能性。另外，林泰辅认为 《尧典》中所见的刑制与妻妾的区分不同于 （《周

礼》等文献所记的）周代的内容，所以 《尧典》成书于周代之前。但此论断仍然执着于 《尧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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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日］林泰辅：《尧舜禹抹杀论について》，连载于 《汉学》第２编第７号、《东亚研究》第１卷第１号、第２卷第１号；后转载
于 《支那上代之研究》，第７—４０页。
［日］白鸟库吉：《〈尚书〉の高等批评 （特に尧舜禹に就いて）》，《东亚研究》第２卷第４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８
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０年，第３９３—３９８页。
［日］白鸟库吉：《儒教の源流》，《东亚之光》第７卷第９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９卷，第５３—６９页。
［日］林泰辅：《儒教の源流を读む》，《东亚之光》第８卷第２号；后转载于 《支那上代之研究》，第４２３—４３９页。
［日］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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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是当时的事实这一想法，没有考虑到 《尧典》的内容在周代以后为了异于西周风俗、制度而作

的这一可能。

可见，林泰辅 《关于尧舜禹抹杀论》的许多内容是基于不可证伪的基础命题，以提出尧舜禹的

实际存在及 《舜典》记述一定的历史事实这些说法。其他内容大部分是反驳、批判白鸟所提出的意

见。显然，其批判有很大的意义，但即使批判白鸟说的恰当，也并不等于尧舜禹实际存在或 《舜典》

记述历史事实这一主张的成立。

结果，这场争论互不妥协，双方都不能得出互相接受的结论。林泰辅在１９１５年出版 《周公与其

时代》的在绪论中慨叹如下：“世人或谓，支那历史于春秋战国以后始可考，之前文化大抵不过后人

假托。呜呼，何速断之甚。”① 他接着举了日本史的例子，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如同日本的奈良

时代一样，奈良时代 （７１０－７９４）开创了许多文化，撰写 《古事记》 《日本书纪》 《风土记》等文

献，之前的推古朝 （５９３－６２８）也有 《十七条宪法》、碑文等史料，提出如下观点：“更何况，虽其

年代存有异议，且无当时文书，举神武以来之事实，岂能尽悉抹杀之？”这甚至明确表示，不能否定

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以来的 “事实”（明治政府确定神武天皇即位于公元前６６０年）。举例来说，白鸟
库吉在１９３０年发表的 《日本建国的精神》中明言，日本最初期的历史书 《日本书纪》的神代史终究

是神话，而不是历史，是反映后世的思想的②，但林泰辅的基础态度不仅在中国古代史上，在日本古

代史上也与白鸟库吉是根本互不相容的。

六、结　　语

本文调查了林泰辅与白鸟库吉学术研究的方法、态度、背景等，通过两者的争论，阐明与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共通的林泰辅的逻辑缺陷，即基于 “传世文献的记述不一定是 ‘伪’” （或者 “传世

文的内容有一定的 ‘真’”）“殷末有文明，所以唐虞时代也应该存在文明”这些不可证伪的命题。

另外，林泰辅用 “抹杀”这一词形容白鸟的方法、态度，对他加以批判。如笔者曾经详细论

述③，用 “抹杀”这一贬义词对过度的史料批判进行批判并不是始于林泰辅。１８９０年前后，重野安
绎、久米邦武等在明治政府的正史编纂事业的过程中，运用新发现的古文书，受到考据学、兰克史学

的影响，对当时明治政府、国粹主义者、神道家等所崇拜的文献、人物等进行史料批判。但这种史料

批判的方法、态度被政治家、国
"

主义者、神道家等称为 “抹杀”而受到批评，导致１８９２年重野安
绎、久米邦武等辞去东京大学的职位，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其余热还未冷却的１９１１年，林泰辅发
表的 《关于尧舜禹抹杀论》明确采用这一事件中带有强烈贬义语气的 “抹杀”一词对白鸟库吉进行

批判。如上一节所举，１９１５年林泰辅发表的 《周公与其时代》提出不能 “抹杀”神武天皇以来的

“事实”，用让人能联想到久米邦武等的事件的口气来暗中批判白鸟库吉。笔者对于这种将民族感情

与学术讨论捆绑在一起来封死史料批判的行径明确表示反对。

但给予林泰辅的不可证伪的命题说服力的可以说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新出土史料。白鸟

库吉批判林泰辅 “印度人建加罗国说”时，林泰辅并未尝试反驳，但之所以他在 “尧舜禹抹杀争论”

中再三批判白鸟库吉，估计是因为他对甲骨文等出土史料的价值很有自信。林泰辅逝世一年前的

１９２１年发表的 《关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资料 （续）》，概述甲骨文、青铜器等出土史料并强调其有用

性，用如下很强的口气批评史料批判的方法：

如上，将支那上代文籍与其他资料进行比较对照及探讨后，不难在种种事项中找出一致。本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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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林泰辅：《周公と其时代》，东京：大仓书店，１９１５年，第３页。
［日］白鸟库吉：《日本建国の精神》，《史学研究》第２卷第１号；后转载于 《白鸟库吉全集》第１０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１
年，第３９８—３９９页。
［日］西山尚志：《历史 “抹杀论”的展开———近代日本史学界上的 “科学”与 “道德”冲突》，《第七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

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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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关系、各自流传的内容如此一致，应是记述了当时的真相，将确凿的凭据遗于几千年之后，古代文

籍岂悉后世伪
#

？世之论者宜扩大眼界，对文籍表里两面精密观察，于文籍之外广求资料，参伍错

综，详加考核。若耽于空想假说，徒有一时之快，纵使其说巧妙，又岂能欺后世之有识者①。

由此可知，林泰辅认为之所以出土史料与传世文献的内容一致，是因为这些文献记述真相，但这

是与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共通的逻辑错误。如拙稿 《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所指出，即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内容部分一致，也可以设想其记

载都是 “伪”的场合。显然，在许多学者依然怀疑甲骨文的可靠性的情况之下，林泰辅分析其文字

内容，提倡其史料价值，就这点而言，他无疑具有慧眼。而且其甲骨文、古文字研究的水准之高，甚

至对这方面最前沿的学者罗振玉具有启发②。

另一方面，从现在来看，白鸟库吉的史料批判确实有不少过度的地方。《支那古传说之研究》提

出尧舜禹是儒教理念的产物，但比如就禹的问题而言，现在我们知道这理解是不妥的。在２００２年发
现的西周中期的遂公

$

（豳公
$

）这一青铜器的铭文上，就有可以与 《尚书·禹贡》相对照的禹的

记载。如果这青铜器确实是西周中期的东西的话，儒教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禹的记载③。由此可知，

白鸟提出的命题被明确反驳，但遂公
$

的发现并不证明 “禹是实际存在的”或者 “《尚书》、《史记》

所记载的禹治水是史实的”，只是否定了 “禹是春秋时期被创造的人物”这一假说。因为这命题对证

伪开放的 （带风险的），所以可以被证伪。

从２０世纪后期开始陆续发现重要的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以来，许多学者批评过去的史料批判研究，
提出 “传世文献的内容不一定是 ‘伪’”或者 “不应该过于怀疑”等主张。原本，这就是林泰辅、

王国维或者提出 “释古”（走出疑古）的当代学者共通的思维方式。这种想法占了主导地位，则许多

学者产生了像 “即使现在进行批判研究，新出土文献发现之后也会被推翻”那样对史料批判持有犹

豫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带风险的命题 （可以证伪的命题）就可以叫做科学的④。

另外，不少学者提出疑古学派打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但用不可证伪的命题封闭证伪、

批判的后果，应该以如上所述的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的事件后的日本为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史料

批判方法、态度被日本的政治家、国粹主义者等叫做 “抹杀”，受到批判和排斥，导致后来日本的历

史学与道德、政治分离失败，最终造成国体主义、皇国史观的形成。

不仅是中国或日本，世界各国在形成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作为历史的起点、原点的神话 （或上

古史），承担了创造 “民族”“国民”这些 “观念”的基础作用。如果我们致力于不隶属于道德、宗

教、政治等的历史研究，不将其作为民族主义的工具，而是追求真理、真相的科学，就应该把命题永

远对证伪开放，不停地反复证伪，使它向真理靠近。为此，作为大前提，我们必须对批判持有宽容的

态度。每当有新出土文献被发现，疑古、释古的争论便会被重新提起。然而，这一问题的讨论在这一

百年中却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推进。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意识尚未具有清醒深入、透彻的

理解。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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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林泰辅：《支那上代の研究资料に就いて （续）》，《斯文》第３编第３号；后转载于林泰辅 《支那上代之研究》，第１０３—
１２４页。
参见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文，石印本，１９１０年。
参见李零：《论 公

"

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６期；杨德乾：《豳公
"

辨伪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文物鉴定与

鉴赏》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参见 ［日］西山尚志：《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 “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史学的 “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

———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王沁凌

【摘要】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

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顾颉刚的 “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 “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

和发展。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

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

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

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王?森将之概括为 “三次革命”：以梁启超

《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 “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下简称 “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 “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

革命；以 “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其中，胡适的研究促

动了 “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

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 “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１９１７年胡
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 “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

适的思想方法论③。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

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

绕不断加深。本文试图以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为主要分析对象，以 “古史辨”运动

和傅斯年 《性命古训辨证》的基本方法为参照，勾勒出第二次史学革命与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之形

成的深切联系。

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

余英时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而同时又具有 ‘示范’的作

８２１

①

②

③

王?森：《晚清的政治概念和 “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７
页。

朱发建：《中国近代史学 “科学化”进程研究 （１９０２－１９４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０—６１页。
余英时：《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２年，第４２０—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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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在当时能掀起考证学———史学的 ‘革命’是丝毫不足为异的。”① 本文由蔡元培 《序》入

手，参照以胡适同时期其它论著的观点，以呈现 《大纲》在方法上的具体指向。蔡元培 《序》将

《大纲》的优点概括为 “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②：“证明的方法”指

考明一个哲学家生存的时代、著作的真伪及他所用辩证的方法； “扼要的手段”指 “从此等一半神

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以截断众流的魄力塑造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

“平等的眼光”指 “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系统的研究”指对孔、墨及各

家运用 “排比时代，比较论旨”之法，呈现其 “递次演进的脉络”③。这四点是本于清代考证学 “内

在理路”之发展而主动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结果④，为当时的史学研究豁开新途。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认为， “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 ‘朴学’确有

‘科学’的精神”。汉学家研究古书依据例证，他们 “观察了具体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

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涵的例来证同类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

绎出来”；例证不足则用 “类推的证法”⑤。胡适认识到，清儒与西方近世学者的差别在于研究对象，

清人的材料 “全是文字的……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 《皇清经解》而已”⑥。

他对清儒的继承，表现为他善用 “证明的方法”。他将这一方法纳入 “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

统的研究”之下，又已逾出清人的格局。

胡适曾明确表达过 “疑古”的态度。《研究国故的方法》（１９２１）说：“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
就是 ‘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⑦ “东周以前无信史”⑧ 的论断亦出于同一时期。这种态

度造就了 “扼要的手段”。而 “平等的眼光”是以看史料的眼光看待儒、墨、道各家，使经典与子书

一变而为 “文献”。清代考据学曾因 “信古”与 “证古”的需要，将考据范围不断扩充于儒家经典

之外，渐成朴学后期的一种趋势；此趋势由章学诚标举为 “六经皆史”的异帜，再由梁启超、胡适

等人演为 “六经皆史料”之说，最终构成现代史学革命的中心论题。传统思想框架中的变革因素，

在时代作用下转为真正的革新性命题，通常会引起命题内涵的分化与变异。胡适认为，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也”，“本意只是说 ‘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先生的主张以为六经皆先王的政典；因为

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价值。”⑨ 他把这种见解作为整理一切旧有学术思想的基础。“一切旧书———古

书———都是史也。”瑏瑠 胡适对于章学诚的理解，大概是一种有意识的 “误读”。

胡适认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继而

“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最后 “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做客观的评

价瑏瑡。《新思潮的意义》（１９１９）归纳整理国故的方法，特别强调 “历史进化的眼光”是探求思想沿

革所必备的瑏瑢。社会进化论经严复的意译而进入中国，应和了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危机，故广泛、长期

地流行于中国思想界；而进化论由一种定位史学 “是什么”的思想指针，变为历史、思想乃至文学

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在胡适的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综上，胡适的方法中既有继承清儒考据之学的旧法，也有来于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求历史之

“客观的真实”的态度，及视一切文献为史料的眼光。新的观点、态度和眼光笼罩于旧法之上，于接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蔡元培 《序》第１—３页。
同上，第２页。
蔡元培 《序》称胡适禀有 “汉学的遗传性”，并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余英时也认为胡适的方法是内在根据与外

来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１９４页。）
胡适：《胡适文存 （上）》影印本卷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１６—２２１页。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 （上）》影印本卷２，第１９６页。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１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２页。
同上，第９２—９３页。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 （１２）》，第９２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２—４页。
胡适：《胡适文存 （下）》影印本卷４，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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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旧法的成果与技术之时，替换了旧法中的信仰态度和保守精神，造就了这一时期史学变革的方法特

征。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傅斯年都是具有深厚旧学基础而又接受了新的史学观念与方法的学者，顾颉

刚的 “古史的层累说”，傅斯年 “史学即是史料学”与史学、语学并重的研究方法，都是对胡适方法

论的发展。

二、“古史辨”派与 “史语所”对方法的发展

顾颉刚自述自己早年曾服膺章太炎、康有为的学说，因为 “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

哲学家和史学家来看待”①；而 《新学伪经考》“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孔子改制考》“很清楚

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②，且二书揭出 “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颇

具敏锐的眼光。但一经深入了解，顾颉刚就感到二者皆未能彻底脱出传统经学的框架，不能使他在学

问追求上得到满足。这段经历透露出顾颉刚 “实事求是”而不论今古之别的思想倾向。至他听过胡

适的 “中国哲学史”，始觉 “非常信服”③，而喜好戏剧、搜求吴歌的经历，让他对民间文化复杂多

变的情状产生思考。在此期间，胡适以考 《水浒传》、辩论井田的工作为学界所知，使顾颉刚感到民

间故事的转变 “都有它的层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

法”，“把这些层次寻究了出来，更加以有条不紊的贯穿”④，遂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获得启发。

顾颉刚因之自言： “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

史。”⑤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１９２３）阐明了 “古史辨”的基本思路：“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

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

是怎样的。”⑥ “我很想做一篇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我们

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⑦ 顾颉

刚将 “平等的眼光”推进一步，把传说包含在史料内；看传说的经历比史迹重，是对 “经书即信史”

的颠覆。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奠基于 “证明的方法”上的 “系统的研究”。这一观念表明，

“造伪”是后人层层积累所成的观念和资料；唯有经过考辨，将伪史一一剥出而还于造史的各时代，

才可知道一件史事在史料中的变迁过程。因此，“历史的真”是一种只能依据史料而认识的、在时间

中变化的真；思想史的 “真”恐怕亦不能除外。“古史辨”派本于这一思路，在考辨上古史的过程中

涉及了许多在儒家思想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材料，《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如是，而 《古史辨》第三册收入专门研究 《易经》 《诗经》的论文，更进一步深入经典而打破其中

圣王相继、文化一统的观念。

“古史辨”派集中于古书做研究，但顾颉刚对当时的考古学也表示出极大期待。他认为：“我们

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我的目的既在辨论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所以对于东周、

秦、汉间的时势、思想、制度、史迹等等急要研究出一个真相来。” “考明之后……更研究了考古学

去审定实物，研究了民俗学去认识传说中的古史的意义。”⑧ 这说明 “古史辨”派虽在具体问题上有

疑之过甚的瑕疵，但总体上并未放弃对 “历史真相”的追求。他们不过认为，在扩大历史材料的范

围而涵容了考古、民族等诸方面的知识成果之后，历史真相才有可能得到确当的认识。

傅斯年于１９２８年主导创设 “史语所”。他以 “史学便是史料学”⑨ 为旗帜，以欧洲汉学为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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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１页。
同上，第２３页。
同上，第３２页。
同上，第３４—３５页。
同上，第５７页。
同上，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５２页。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傅斯年全集》第２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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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所内学者展开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汉语等多方面的工作。傅斯年本人因语言学与历史学

关联而并进的研究方法著称于世。《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１９２８）申明：“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
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

法之大成。”① 历史学的进展有赖于 “直接研究繁丰细密的材料、扩张研究材料、扩充研究应用的工

具”②。对史料范围的界说是将 “平等的眼光”推之于极；强调史料之极端重要性是对 “证明”方法

的肯定，及对 “史观”或 “历史哲学”的排斥③；而 “工具的扩充”又特以历史与语言的关系为其

主脉。历史与语言的关系，是 “系统的研究”的基本线索。“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

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④ 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战国子家叙论》认为，“野蛮人一旦进于文

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藉他们语言的特别质而出之思想当做妙道玄理了”，所以西

方哲学的发生受其语言的支配，哲学问题也随之产出；而 “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

的语言，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繁难，而以句叙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不富

于抽象的名词”，故周秦汉诸子之学不可称为西方意义上的 “哲学”⑤。

《性命古训辨证》（１９４０）是傅斯年的代表作。此书似接续清代阮元的 《性命古训》而大有不同。

傅斯年在 《引语》中说，阮氏 “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

型”⑥，但阮氏所见材料有限，又受时代偶像及门户之见的限制，其结论已多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

这些昌言 “求其是”的清代学者普遍缺乏历史的观点⑦。傅斯年说：“语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

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

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⑧ 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思想的变迁，就使思想研究脱出 “信古”的

前提，转为还原思想史发展各阶段之实际的相对客观的研究。观念的 “层累”即语言变化中的 “层

累”，运用语学的方法能够揭出观念在语言中的变迁痕迹。观念流变之状适足以印证语言变迁的思想

内涵。

在傅斯年 “多元的古史观”的思路下，“史语所”的工作显示出以科学方法建设古史的信心。虽

然 “多元的古史观”与顾颉刚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⑨ 几为一枚

硬币之两面，“重建”与 “辨疑”却看似完全对立。因此，“史语所”与 “古史辨”派形成了一定的

竞争关系。

三、《中国哲学史》写作的 “通识”

冯友兰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

出的史料考辨方法下展开的。该书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得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的高度。

冯友兰认为，胡适在 《大纲》中提出的两个难题———材料的取舍与分析的方法，不仅是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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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３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页。
同上书，第５—８页。
傅斯年在 《旨趣》中明确提到 “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关于 “史料”和客观史学的看法，学界一般认为傅斯年接受的是德国

的兰克史学；也有学者指出傅斯年可能是通过兰克弟子伯伦汉、朗格诺瓦等人的著作接受其观点的。傅斯年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

思想史的问题，受到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启发，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对他亦有一定影响。（参见王?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

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３４６—３４７页：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
与西方史学潮流》，《文史哲》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３页。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２卷，第２５１—２５３页。
同上，第５０５页。
同上，第５０８页。
同上，第５０８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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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一切专史写作的难处①。他注意到 “古史辨”派的活动，认为 “审查历史资料是必要的……汉朝

及以后的人，整理先秦学术，把这些零散的篇章，按其学术派别，编辑起来……他们本没有说 《庄

子》这部书是庄周亲笔写的， 《荀子》这部书是荀子亲笔写的”②。如果了解先秦著作的特点，则

“真既不存，伪亦不立”。傅斯年的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 （１９３０）一文曾指出：
“战国时 ‘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

罢了。”③ 冯友兰对这一观点 “因而用之”④，实是综合取用顾颉刚、傅斯年重视史料之审查、考辨的

基本思路，而不用其偏于一端的具体结论。此种态度被陈寅恪的 《审查报告》评价为 “取用材料，

亦具通识”⑤。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１９３７）一文指出，中国哲学史之原料即中国历代哲人自己之著作，搜
集时首先要 “全部浏览，将中国历代凡带有哲学气味的著作，不分好歹，一律加以涉猎”，第二层是

按 “具有哲学内容，中心观念，与特殊见解，而并出之以理智的辩论”的标准遴选之，第三层、第

四层才到考辨真伪和整理会通⑥。“一律涉猎”是破除了 “正统”观念的 “平等的眼光”，第二层明

确提出合乎 “哲学思想材料”的标准，则是胡适 《大纲》中所未发的，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中

国哲学史的研究思路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划。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⑦ 今

人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不免于使用西方哲学划定的范围和术语，这是中国传统思想进入现代学科体

系所遭遇的境况。其中，体系为一大问题。冯友兰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虽略于形式上的组织方

法，却不乏 “一以贯之”的内在关系。以西方哲学的体系和范畴划定研究边界，则西方哲学之体系

显明，而中国哲学本有之体系有沦于幽隐难见的危险。然而， “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

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⑧。这就为 “系统

的研究”厘定了明确目标。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流变是一个个思想体系相续而成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的主要目标，是发掘各个思想体系中的主要观念、基本观点并呈现其论证过程。

相对于 “进化”“层累”等历史研究的动态视角，“体系”强调思想中相对静态的一面。但冯友

兰并未忽视哲学 “动”的一面。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

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⑨ 这是 “经学时代”思想的特征，《中国中古

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 （１９３１）喻之为 “旧瓶装新酒”瑏瑠。傅斯年在 《性命古训辨证》中亦指出：

“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

况公然标异者乎？……庸讵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瑏瑡 他看出

思想的变动无论微巨都是时时发生的；而经学时代的学人以 “仪范典型” “承奉师说”为准则，使

“公然标异”者成为少数，又令今人产生中国思想千百年来无变化的误解。基于中国思想在变化形式

上的这一特征，去探究观念内涵如何变迁、体系如何构型及演变，就成为发掘中国哲学史之 “变迁”

面向的基本思路。

傅斯年的 《性命古训辨证》探索了研究思想变迁过程的基本方法。该书 “字篇”以语学的方法

研究先秦文籍中的性命字；“义篇” “综论先秦儒家及其相关连者论性命之义，以见其演变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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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５页。
同上，第１８９页。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１８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
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松堂全集》第２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１３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０４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２４９页。
同上，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卷，第１８４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２２６页。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２卷，第５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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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篇”又 “取汉以来儒家性说之要点分析之，以征宋儒性说之地位”，是为历史的观点及基于此观

点的评论①。其中，“字篇”“以先秦遗文中 ‘生’‘性’‘令’‘命’诸字之统计为限，并分析其含

义”②，所用材料自金文、甲骨至传世文献，而贯之以古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冯友兰在 《中国哲

学史 （上）》中亦论及 “天”“帝”“鬼神”等观念在孔子之前及同时代的变化，惟无文字学和训诂

学的方法，但举材料以见义，表明语学的方法非冯氏所长。“义篇”和 “绪篇”分析了性情观念在汉

宋之间的演变，认为程朱之学 “上承孔子而详其说，下括诸子而避其矛盾”，是思想史上 “绝伟大之

贡献”③。近代以来，学者对周秦之际的许多重要观念追本溯源，往往不出语学、史学的思路④，表明

傅斯年所提示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思想史研究中。概言之，因傅斯年、冯友兰等人的推动，中国哲

学史的研究，逐步由文献的考据、语言痕迹的流变及历史背景的探讨，深入到思想本身的整理、探索

与再解释中。

四、哲学史的困难与必要

冯友兰曾评价过同时代的史学研究。《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１９３５）将当时的研究分为
三派：信古，疑古，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

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

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

社会一部分之真相。”⑤ 《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之看法》（１９３５）认为 “释古”是信古与疑古的折

衷，“比较有科学精神”⑥。这两篇文章表达的，乃是冯友兰本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学术发展趋

势所得的见解。《中国哲学史》也以 “释古”的态度自居，认为古代的思想和观念多 “事出有因，察

无实据”⑦，故应 “从历史上推到其社会背景，再由其社会背景而追溯其历史”⑧。其实，这一态度与

顾颉刚 “打破古史观念”中的诸多思考是一致的。如顾颉刚曾说：“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

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⑨ 《答刘胡两先生书》说：“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

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 ‘人化’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

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瑏瑠 “古史辨”

派的诸多成果也试图以考辨解释古史。顾颉刚还寄希望于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兴起，能

够为历史隐藏在 “伪”背后的 “因”提供更加科学的解释，使今人得以 “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

相”。因此，冯友兰 “释古”的宗旨与 “古史辨”派相去并不遥远。

冯友兰认为经历了 “正” “反”的 “合”更贴近历史的原貌，但也深刻了解到 “写的历史”与

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距离。《中国哲学史 （上）·绪论》指出，写历史之目的在求与所写

之实际相合，即 “信”。但 “信史”的完成有三重困难：一是今人对古人遗留的文献不可能有完全合

其原意的了解；二是史料多系片段，历史家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运用想象力连贯史料，

主观分子的搀入使得写的历史难以尽合于客观的历史；三是史事只可假设而不能实验瑏瑡。对第一点，

顾颉刚、傅斯年均认为经过史料范围的扩大、系统的考辨与研究工具的更新，历史的真相可以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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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２卷，第５０９页。
同上，第５１０页。
同上，第６６０页。
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６页。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３１页。
同上，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２４３页。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５７页。
同上，第２０３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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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则从 “言不尽意”的观点出发，指出写的历史可以接近客观的 “历史之自身”，而不可能与之

尽然相合。对第二点，傅斯年曾在 《旨趣》中申明：“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

事实自然显明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实的事。”① 但他的 《性命古训辨证》

也不乏从宗教上认识古人心理、运用想象力而推论思想观念之内涵之处②，可见想象与推论在历史研

究中无法彻底排除。冯友兰承认史家的 “综合工作”为必须，是合乎历史研究实情的。而哲学史于

审定材料外，分析、推理及综合所占的比重甚大，故更有偏离 “客观事实”的危险。且 “系统的研

究”不能彻底脱离作者本人的哲学见解。冯友兰认定中国哲学史是 “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

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表明其参照的是西方哲学框架。对此，金岳霖在 《审查报告》

中评论道，写中国哲学史有根本的态度问题：“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

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③ 金岳

霖认为第一种态度为不可能的，第二种态度 “不过是一种根本的态度”。冯书秉持的是这一根本态

度，而 “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④。

冯友兰认识到哲学史的写作存在困难，但仍认为哲学史是必须的。他对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有总体

看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时代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研究一时代或一民族

之历史，亦须知其哲学。”⑤ 哲学是时代精神、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哲学本为普遍性的理论，这两点

在冯友兰的思想中并不矛盾。此问题可以通过 《新理学》的理论来加以理解。《新理学》认为：“哲

学对于真际，只形式地有所肯定。” “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地存

在者，亦可名为自然……属于实际中者亦属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中者不必属于实际中。”⑥ 对应于

“真际”的哲学是 “最哲学底”，不随实际事物的改变而改变。进一步地，“有某理即可有某种事物之

类”⑦。如社会 “就其为某种社会说，其所依照之理可有不同。但就其均是社会说，则必依照各种社

会所公同依照之理”，实际的社会除依照一切社会所必依照之理外，还依照某一种社会之理而成为某

一种社会。实际的某一社会之理会变化，而属真际的 “社会之理”则不会变化⑧。依此推之，中国哲

学有合于 “最哲学底”真际的内容，故可称为 “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与西方

哲学并无差别。而中国哲学史所涉及的是实际中的、与中国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相关联的哲学思想，这

些哲学思想必然包含着其产生时代的精神和特征。哲学研究的根本在求其 “普遍”方面，而哲学史

研究须注意每个时代、每个思想家的 “特殊”，这是中国哲学史可以称为一种 “专门史”而又不限于

历史的原因。

哲学史必然与普遍的哲学思考发生深切联系，这是哲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冯友兰在 《中国哲学

与未来世界哲学》（１９４８）中确信地说：“中西哲学必有某种根本的相似之点，否则就没有理由把它
们都叫做哲学。”⑨ 这与傅斯年那种认为汉语非哲学的语言、中国历史中并无西方式的哲学的看法是

根本不同的；二人虽皆研究思想史问题，但在这一点上，则鲜明地体现出哲学家与史家的差异。

（责任编辑　于　是）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９—１０页。
余英时：《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从胡适与傅斯年说起》，《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４２６页。
金岳霖：《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６１７—６１８页。
同上，第６１８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２５４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１０页。
同上，第２３页。
同上，第１０４—１０８页。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１卷，第５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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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言辞的论证分析

何　杨

【摘要】春秋时期的子产颇善言辞。通过对其言辞的论证分析，可见其常用理据有经典文献、古语成辞、

古今事迹、古今制度和经验常识；其常用论证模式有诉诸道理的论证、诉诸后果的论证和诉诸先例的论证；

对诸侯国内外局势和受众等语境因素的考虑则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这种对论证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

认识春秋时人的辩说实况，而且有助于理解先秦名辩思想。

【关键词】子产；论证实践；诉诸道理的论证；诉诸后果的论证；语境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３５－０７

作者简介：何　杨，湖南醴陵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基于广义逻辑的春秋政治论辩研究”（１６ＣＺＸ０５３）

自晚清以来，战国诸子的名辩思想一直是先秦逻辑研究的重点。虽然名辩思想主要见于战国时

期，但其形成缘由亦值得探讨。以往通常会论及先秦时人的论辩活动 （如百家争鸣）对于名辩思想

形成的影响①，然而这些论述多为笼统概说，缺乏对论证／辩实践 （尤其是前诸子时期）的细致分析，

不足以阐明各家名辩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先秦论证／辩实践展开深入探究②。本文
即是在此方面的一些尝试，将以被誉为 “春秋后半部第一流人物”的子产③为例，以 《左传》所载

子产言辞为基础材料，从其论证的理据、模式和语境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并希望该研究有助于推进当

前的先秦逻辑研究。

一、子产其人其言概说

子产 （约前５８５－前５２２年），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谥号成子，郑穆公之孙，故曰 “公孙

侨”，郑司马子国之子，故曰 “国侨”。据 《左传》所载，襄公十九年 （前５５４年），“立子产为卿”；
襄公三十年，“子皮授子产政”，子产自此成为郑国的实际执政，直至其卒。子产的言行事迹详见于

《左传》襄公八年 （前５６５年）至昭公二十年 （前５２２年），也散见于 《国语》 《韩非子》 《吕氏春

５３１

①

②

③

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 （先秦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８—２９页；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太
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４页；林铭钧、曾祥云：《名辩学新探》，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页。
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清］冯李骅、［清］陆浩：《左绣》首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１４１册，第１４６页。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看法，如姜炳璋
曰 “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产，都是救时之相”；王源则将其视作 “春秋第一人”“左氏心折之第一人”，

并指出 “《左传》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清］姜炳璋：《读左补义》卷４０，《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２２册，
第５７６页；［清］王源：《左传评》卷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１３９册，第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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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史记》之 《郑世家》《循吏列传》、清华简 《子产》等文献中①。

子产曾言 “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左传·襄公三十年》），这句话道出了子产所处郑国之内外

局势。据 《左传·襄公七年》载，郑子驷弑郑僖公，立年仅五岁的郑简公。郑国内部政权主要由七

穆 （罕氏、良氏、丰氏、印氏、游氏、驷氏、国氏，皆出自郑穆公）掌控，七穆之间亦有争斗。而

郑作为位于晋楚之间的小国，当晋楚争霸时，常遭兵祸。在这一内外交困的形势中，言辞对于郑国颇

显重要。例如，顾栋高曰：“（郑之）荥阳、成皋，自古战争地，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

至子产之世……郑之地险尽失，徒善其区区之词命，以大义折服晋、楚。”② 子产亦重言辞，特别是

邦交辞令：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

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

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以上所引虽然谈的是子产从政能 “择能而使”，但也体现了邦交辞令从准备、草拟、修饰到表达

的集体制作过程。对此，孔子亦有简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

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

对于子产的言辞，其同时代人已有高度赞赏。例如，子产相郑伯如晋，晋平公因鲁襄公丧故而未

见。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晋使士文伯责让，子产辩护，并获晋方认可，其后晋侯见郑伯，有加礼，

并筑诸侯之馆。晋叔向评论子产：

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

协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又如，子产献入陈之功于晋，遭晋三次诘难，子产逐一回应。晋赵文子认为子产 “辞顺，犯顺

不祥”，从而接受郑国献捷。孔子评价此事：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

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据 《左传》，含有论证的子产言辞约有５０例，始见于襄公八年子产对郑侵蔡的评论，终于昭公
二十年子产与子大叔论为政之宽猛。其论证多涉他人，且大致可分为郑国内外：其内部主要是郑国君

臣，如郑简公、子孔、子展、子皮、子大叔、子羽、然明、富子等，此外也有国人；其外部则以晋国

君臣居多，如晋平公、范宣子、韩宣子、叔向等，此外还有楚灵王、宋左师等。其内容既有对他人的

评论与劝说，也有针对他人劝说、质询、咨议所做的辩护与回应。以下将以 《左传》为主，旁参其

他文献，对其论证实践进行考察。

二、子产的常用理据

《左传·昭公八年》载晋叔向语：“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子产之言辞即是如此，综观 《左传》

对子产的记载，其论证时征引的理据大致可以分作五类：一是经典文献；二是古语成辞，包括 “古

人有言”、谚语、所 “闻”言论等；三是古今事迹；四是古今制度；五是经验常识，包括政治经验常

识和生活经验常识。当然，这并非严格区分，如古制可能见于古书或古事，经验可能见于古书或古

语。以下即据此分类叙述。

（１）经典文献。据 《左传》，子产引 《诗》３次③，引 《郑书》《志》各１次：

６３１

①

②

③

有关子产事迹，除 《史记》外，宋代苏辙 《古史》、王当 《春秋臣传》、胡寅 《斐然集》、郑樵 《通志》皆有作传，清代高士奇

《左传纪事本末》卷４４、马 《左传事纬》卷７、近人吴生 《左传微》卷７、韩席筹 《左传分国集注》卷９皆有 “子产相郑”

史事汇编，更详备的则是近人郑克堂的 《子产评传》。

［清］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５３６页。
此处只统计与论证相关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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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左传·昭公四年》）

《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左传·襄公三十年》）

《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左传·昭公元年》）

（２）古语成辞。据 《左传》，子产引 “古人有言”１次，引谚２次，所 “闻”言论１１次 （其表

述如 “侨闻”“我闻”“吾闻”“侨闻之”“吾闻之”等）：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左传·昭公七年》）

谚曰：“蕞尔国。”（《左传·昭公七年》）

谚曰：“无过乱门。”（《左传·昭公十九年》）

侨闻 “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小适大有五恶……”（《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侨又闻之：“内官不

及同姓，其生不殖。”（《左传·昭公元年》）

吾闻 “为善者不改其度”。（《左传·昭公四年》）

侨闻 “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 “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

患”。（《左传·昭公十六年》）

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左传·昭公十八年》）

值得注意的是，“某某闻 （之）”是先秦时期引证古语成辞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如 《左传》有

７５例、《国语》有６２例、《晏子春秋》有４４例、 《战国策》有４２例①。当然，并非所有 “某某闻

（之）”后都是 “语”。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

榭……”，“侨闻”后为史事；《国语·晋语八》载 “侨闻之：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

熊……”，“侨闻之”后亦为史事。

（３）古今事迹。当下事迹 （包括当下诸侯国内外局势、个人职官地位、言行事迹等）可以用作

论证的理据，不必赘言。关于历史事迹，子产有时引证较久远的事迹。如 《左传·昭公七年》和

《国语·晋语八》皆载子产向韩宣子说明黄熊来历，以证盟主晋国需祀夏郊。又如，《左传·昭公十

六年》载子产拒绝韩宣子请环，其中引证郑始封君主郑桓公与商人的合作与盟誓。子产引述更多的

是近年事迹：据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徵朝，历数自郑简公即位 （襄公八年）以来，郑

与晋的来往事迹 （尤其是多次朝晋）；襄公二十五年，子产赴晋献捷，引述以往陈之立国、自郑庄公

以来郑对陈的多次帮助、以及去年陈楚伐郑，以证陈之罪过，并引晋文公在城濮之战 （僖公二十八

年）时曾命郑文公戎服献捷，以回应 “何故戎服”；襄公三十一年，子产辩护何以坏晋馆垣，其中有

引证晋文公事迹；昭公四年，子产引述宋盟 （襄公二十七年）表明晋国和其他诸侯会应允楚灵王的

会盟要求；昭公十九年，子产对晋问立驷乞，引平丘之会 （昭公十三年）的盟约。

（４）古今制度。据 《左传》，明言制度者有４例：
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卿违，从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左传·昭公七年》）

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此外，虽未明言，襄公三十年，子产所言 “唯君用鲜，众给而已”谈的是田猎之礼，也可视作

７３１

① 数据参考俞志慧：《古 “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附录 《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 “语”汇编》，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５—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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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①。

（５）经验常识。由于子产所言多涉政治，因此其论证时采用不少政治经验常识，如 “君小国事

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丧君而能守者，鲜矣”（《左传·昭公十一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

（《左传·昭公十三年》），等等。子产也运用诸多生活经验常识，如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美恶周必复”（《左传·昭公十一年》）等。生活经验常识常见于譬喻之中，如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将郑国比作草木 （晋国）散发的气味；襄公二十五年，子产言 “政如农

功”；而运用譬喻更多的是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劝阻子皮使尹何为邑，其中以操刀、栋榱、制锦、田

猎为喻，其后又以人面不同喻人心不同，这些譬喻皆为经验常识。此外，还有如下譬喻：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左传·昭公二十年》）

三、子产的常用论证模式

理据并不能直接得到结论，我们还需要依据某种论证模式或规则。基于子产的论证实践，笔者提

炼出三种常用的论证模式：诉诸道理的论证、诉诸后果的论证和诉诸前例的论证。

其一，诉诸道理的论证。该道理来自于经典文献、古语成辞、古今制度、经验常识。其论证模式

可以表述为：

（１）道理。
（２）做某事Ａ与该道理相符 （相违）。

所以（３）（不）做某事Ａ。②

为免繁复，以下根据子产所引道理的不同来源，各举一例。先看援引经典中的道理，据 《左传

·襄公三十年》载，子产向子大叔解释为何赠送城邑让伯石办事，其中有论证：

（１）《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２）赠城邑给郑国大族伯石办事是安定大族③。

所以（３）赠城邑给伯石办事。
次看征引古语中的道理，《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外仆劝说，

子产回应，其论证可表述如下：

（１）侨闻之：大适小有五美，是故作坛以昭其功，宣告后人，无怠于德；小适大有五恶，所以
告子孙，无昭祸焉可也。小适大时作坛是昭祸。

（２）今郑如楚，是小适大。
所以（３）舍不为坛。

次看征引制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郑伯赏入陈之功，赐子产六邑，子产辞邑，其论证可

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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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第１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８２—６８３页。
结论 “做某事Ａ”可以区分为未做和已做两种情况，如果是前者，结论是建议做某事 Ａ；如果是后者，结论是做某事 Ａ是合理
的。结论 “不做某事Ａ”也可以区分未做和已做两种情况，如果是前者，结论是不做某事Ａ；如果是后者，结论是做某事Ａ是不
合理的或劝阻做某事Ａ。为免繁复，此处的表述做了简化。下文诉诸后果的论证和诉诸先例的论证的结论也采取简化表述，均可
做类似区分。

《左传》原文为 “姑先安大”，并未直言伯石为郑国大族，但这是子产和子大叔都认可的事实。这也表明，论证主体在表述论证

时，可能会省略一些双方都认可的信息。当然，这种省略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如书写经济。以下对其他案例的论证表述也有类似

情况，不再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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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
（２）今执政子展受赐八邑，子产位在四。

所以（３）子产辞六邑。
次看征引经验常识，《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子产与子大叔论政，其论证可表述如下：

（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
（２）猛政如烈火，宽政如弱水。

所以（３）宽政难。
从子产的论证实践来看，这种论证模式颇为常见，除上所述，《左传》中还有：襄公三十年，丰

卷将祭，请田焉；子产弗许，因为丰卷的做法违背 “唯君用鲜，众给而已”的制度。昭公元年，子

产放子南，子产表明子南的行为违背五条国之大节。昭公元年，叔向向子产问晋平公疾，子产在回应

中有列出 “君子有四时”“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的规定，然后表明晋平公的行为与之相违，进

而生疾。类似论证颇多，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其二，诉诸后果的论证。子产对该论证模式的使用也颇为常见，其基本论证模式如下：

（１）做某事Ａ将产生有利 （有害）的后果。

所以（２）（不）做某事Ａ。
该基本模式包括有利后果和有害后果两个模式，且先看前者，据 《左传·昭公六年》载，子产

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子产回应此举是为救世，其辩护可表述为：

（１）铸刑书可救世。
所以（２）铸刑书。

产生有害后果的，如 《左传·昭公十年》，晋平公卒，子皮将以币行。子产劝阻，其论证可表述

如下：

（１）若用币，将尽用之，于国家有害 （“几千人而国不亡？”）。

所以（２）不用币。
据 《左传》，采用基本模式的还有襄公三十年，子大叔劝谏子产赠送城邑给伯石来使其办事，子

产辩护该做法既能满足伯石欲望，又能办妥事务，而且城邑依然属于郑国。昭公十二年，郑简公卒，

有司墓之室当道，子大叔请毁之，以便早半日下葬，子产弗毁，因为既无损于宾 （宾客并不会担心

多半日时间），又不害民。除了采用基本模式，子产常常将有利后果与有害后果结合起来考虑，其论

证模式如下：

（１）做某事Ａ将产生有利的后果。
（２）做某事Ｂ或不做某事Ａ将产生有害的后果。

所以（３）做某事Ａ或不做某事Ｂ。
例如，《左传·襄公十年》载，子产劝阻子孔诛杀不顺者，并建议焚烧载书，其论证可表述如

下：

（１）若焚烧载书，子孔得其所欲，众亦得安。
（２）若诛杀不顺者，子孔专欲无成，犯众兴祸。

所以（３）焚烧载书。
类似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向秦请求释放印堇父，子产指出若以货请，则秦 “不可谓

国”，秦不会同意；若感谢秦国勤郑，使郑免于楚师讨伐，则会接受。同年亦载楚为许伐郑，子产指

出若不御，使楚逞而归，将容易与楚议和；若御楚，只是满足小人贪求虚名的本性，反不利于郑。

其三，诉诸先例的论证。其模式如下：

（１）先例。
（２）做某事Ａ与先例类似 （相违）。

所以（３）（不）做某事Ａ。
如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子产赴晋献捷，当晋质询子产 “戎服”时，子产的辩护可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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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１）城濮之战时，盟主晋文公命郑文公戎服献捷。
（２）今郑子产向盟主晋国戎服献捷与 （１）类似。

所以（３）子产戎服献捷。
《左传》中采用该论证模式的还有：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尽坏馆垣，针对晋使责

让，子产引盟主晋文公为例，表明今日晋国对待诸侯的做法 （如 “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

侯之馆”）和以往晋平公对待诸侯的做法 （如 “今铜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

可逾越”）相反，因此，子产尽坏馆垣的做法是合理的。相比于前面两种论证模式，子产对该模式的

使用相对较少。

当然，在具体的论证实践中，子产常常不只是采用一种论证模式，而是结合使用多种模式。如在

《左传》中，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徵朝，既有引证往年事迹，又采取诉诸后果的论证。襄公二十

四年，子产劝范宣子轻币，既有引 《诗》和譬喻，又采取诉诸后果的论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不

毁乡校，既诉诸后果 （乡校有助于执政），又借用譬喻 （防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以操刀为喻，

论证子皮的做法与 “人之爱人，求利之也”相违背；以田猎为喻，论证若使尹何为邑，“必有所害”，

进而不可使尹何为邑。昭公七年，子产为丰施归还州田于韩宣子，一方面引 “古人有言”表明丰施

难以承受大国所赐，另一方面则表明如果不归州田，将来丰施有可能遭到讨伐。昭公十三年，子产劝

说盟主晋国减轻郑国贡赋，一方面表明郑国贡赋违背了周制，另一方面表明贡赋无极将导致郑国灭

亡，而这与诸侯修盟存小国相违背。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常见论证模式并不能确保对方就一定会接受该论证，如论证模式中前提的真

实性就值得进一步考察，如诉诸后果的论证前提是做某事将产生有利 （或有害）的后果。那么，真

的会产生吗？产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既产生有利后果，也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从而需要权衡利

弊？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以下将探讨另一个与论证的说服力相关的因素：语境。

四、语境与论证

从子产的论证实践来看，他在选取理据与论证模式时，或有考虑语境，以增加说服力。以下依次

从郑国内部局势、诸侯国局势、受众三方面进行考察。

先看一则考虑郑国内部局势的案例，《左传·襄公十年》载：“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

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先未答应，后经子产劝说而

予以同意。子产在劝说中采取诉诸后果的论证模式，而其要点在于从当前郑国国内众怒之局势来看，

子孔将难以安众。当时的背景是三位在子孔上位者皆在内乱中被杀，内乱才刚平定，而子孔也刚掌国

政。据 《左传》襄公十年，“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子孔此时位列第

四。因尉止等人作乱，子驷、子国、子耳三人皆被杀，子孔因知作乱之事而免于难。随后子产、子西

（子驷之子）平定内乱，从而子孔当国。而且，子孔知道将要发生内乱，却不告知子驷等三人，也引

起国人不满，如襄公十九年载 “郑子孔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西宫之难

即襄公十年子驷等三人被杀之事。杜预注曰：“十年，尉止等作难西宫，子孔知而不言。”①

除了对郑国内部局势的考虑，还有对其他诸侯内部局势及诸侯之间局势的考察。如 《左传·昭

公十三年》载，子产在平丘会盟时争承，认为 “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而且这

种超出贡赋标准的做法可能导致小国灭亡，因此要求盟主晋国减轻郑国的贡赋。子产 “自日中以争，

至于昏”，最终获得晋国应允。子产敢于争承，与其对晋国内部政局以及诸侯国局势的认识有关，如

事后子产回应子大叔的责让：“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与之相应，晋国霸业也处于衰退

时期。据 《左传》昭公十一年，楚围蔡，晋荀吴劝韩宣子救蔡，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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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第８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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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于是，晋请楚赦免蔡国，楚弗许，后

楚灭蔡。而当时子产亦知晋不能救蔡。另据昭公十三年载，平丘之盟的缘由是晋国落成羋祈之宫，

“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从而晋叔向建议通过会盟来向诸侯示威。而在平丘之会时，晋人想要寻

盟，齐人本不同意，因叔向施压，惧而应允。不过，此时齐国亦有争夺中原霸权之心，如昭公十二

年，齐景公在投壶时有意挑战晋国权威，言 “寡人中此，与君代兴”①。与之类似，《左传·襄公二十

二年》载子产对晋徵朝，指出如果晋国不体恤郑国，可能导致郑国不堪忍受晋国的命令，而成为仇

敌，亦有考虑晋楚争霸的局势。

另外，受众也是论证时值得考虑的因素。如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韩宣子有环，其一在

郑商，从而向郑定公请求，子产弗与。子大叔和子羽皆劝子产，认为 “韩子亦无几求，晋国亦未可

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子产予以反驳，指出若答应韩宣子，将 “起二罪”，且使郑国 “失位”

（为晋之鄙邑）。其后，韩宣子向郑商买环，并请子产同意。子产再次拒绝，认为若应允，这是教郑

国背弃先祖郑桓公与商人的盟誓，同时也使得郑国成为晋之鄙邑。最终，韩宣子辞玉。在该事件中，

子产敢于拒绝盟主国执政韩宣子的要求，固然与该要求本身违礼有关，另外则与子产对晋国内外局势

的认识和韩宣子的为人有关。如前所述，此时 “晋政多门”，晋霸衰退；而韩宣子为知礼之人，如韩

宣子返晋前，请郑六卿赋诗，以观郑志，其答赋皆显合礼，其后又以玉与马为礼物拜谢子产，又如

《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于鲁，见 《易象》与 《鲁春秋》，认为周礼尽在鲁，在享宴时与鲁季

武子多次赋诗与答赋，亦显有礼，其后如齐，晏子视其为君子。关于子产在此事上对晋国局势及韩宣

子为人的考虑，前人也有论说，如吕祖谦曰：

所以不与宣子玉环者，其说有二：一则宣子在晋，居六卿之长，以宣子求之，郑尚不与，则下于

宣子者，必不敢求也。此子产所以痛塞其端。一则宣子在晋，居六卿之中，尚知畏义，略识道理，犹

可以告语。故子产知其心畏义而服，必不为郑之祸，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诛求之心。②

另据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子产劝范宣子轻币，开首即指出范宣子无令德而闻重币，可

能也与范宣子为人有关。郑克堂对此评论道：“范宣子是一个贪婪小人，如果把谦抑的理论去向他解

释，恐怕是听不进的……子产不特是善于辞令，而且是善于因人而措辞。”③

综上所述，基于子产丰富的论证实践，本文总结了子产常用的五种理据，包括经典文献、古语成

辞、古今事迹、古今制度和经验常识，揭示了子产常用的三种论证模式，即诉诸道理的论证、诉诸后

果的论证和诉诸先例的论证，还进一步考察了三种语境因素 （郑国内部局势、其他诸侯国内外局势、

受众）对于论证说服力的影响。这种对春秋时期论证实践的研究对于先秦名辩思想的理解或有帮助。

且以 《墨子·非命上》所言三表为例，子产常引的经典文献、古语、古事、古制皆与第一表 “上本

于古者圣王之事”相关，子产常引的古今事迹、经验常识与第二表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和第三

表 “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相关。由此可见，墨子三表的提出或有来源，当然这

一点还有待对更多材料的研究，如 《左传》中的其他论证和 《尚书》 《国语》等其他文献。因此，

先秦逻辑研究实有必要拓宽史料，理论学说固然重要，论证实践亦值得探讨，尤其是前诸子时期的论

证实践④。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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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晋霸之衰，详见 ［清］马：《左传事纬》，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７５—３９４页。
［宋］吕祖谦：《左氏传说》，黄灵庚、吴战垒主编 《吕祖谦全集》第７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此外，郑克堂还进一步谈到子产的品格才干为韩宣子所钦重，且韩宣子感恩于子产曾归还其晋州田。 （参见郑克堂： 《子产评

传》，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１年，第１２３页。）
郑克堂：《子产评传》，第３９页。
新近研究参见何杨、鞠实儿：《逻辑观与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哲学动态》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ＴｈｉｅｒｒｙＬｕｃａｓ，“Ａｎａｌｏ
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Ｍｅｎｃｉｕｓ”，《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从 “孝悌”到 “举孝廉”

———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

曹婉丰

【摘要】西汉虽承秦的制度而立国，然而统治思想上却极力矫正秦政的流弊，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 “孝”

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 “举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这个过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

所谓的儒学 “独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多方面渗透与引领。“举孝廉”制

度的推行，一方面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朝

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以孝治天下；孝悌；举孝廉；《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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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规划项目 “中国政治哲学通史”（１８ＸＮＬＧ０４）

汉代尤重孝道，在西汉汉武帝年间形成重要的 “举孝廉”制度。对汉代孝道以及相关问题，学

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然相当丰富，这里不准备对之做全面的介绍与论述，而着重从汉初重 “孝悌”

到 “举孝廉”制度形成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秦的教训与汉的问题

历来对秦政的批评抨击，多集中在其繁密的法网、严苛的刑罚上，通常认为秦因严刑酷法的推行

导致覆亡。这样的论述并非全无道理，但对秦法繁密严苛的强调，同时容易给人造成似乎秦只行法令

而完全不讲伦理道德的错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此需要全面而深入的审视与考察。

在秦代，仁、义、礼、智、信、俭、贞节等道德得到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各地秦刻石的文字

中多有记载，如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禁止淫?，男女薭诚”①。《史记

·李斯列传》赵高夸奖胡亥，除 “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② 外，又有 “慈仁笃厚，轻财重

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③ 等语。而不孝在秦代就是罪名。赵高、李斯在矫诏杀害太子扶苏

与将军蒙恬时，罪名便是 “为人子不孝”和 “为人臣不忠”。

《韩非子·忠孝》：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④ 然而，

法家所提倡的 “忠孝”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诚如学者所言：“在总体倾向上，礼义孝悌之类对于秦

政，只能说是一层淡淡的粉饰而已；君权和法制，才是其政治赖以运作的主轴。并非凡是讲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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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史记》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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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就能与儒家所说的 ‘仁义’等量齐观。”① 更进一步来说，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对忠孝等伦

理道德提倡，不同于儒家之处，即对忠孝等观念，在价值上并不认同甚至极其轻视其价值，但在作用

上仍将其视作稳定统治的工具。因此，客观的来看待 “孝”在秦代政治与社会中的作用，或许肖群

忠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借鉴：“秦肯定没有像汉那样把孝作为其统治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至于

作为一种实践道德的孝，由于道德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和继承性，因此，从民众行为实践的小传统来

看，秦代也未必就一点不重孝。”②

可见，就统治需要来说，统治者需要提礼义孝悌的教化来凝聚人心。但儒家与法家的本质区别就

在于伦理道德在政治策略、施政理念以及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如宫崎市定所说：“从始

皇对人民训诫的内容来看，仍然是事亲以孝，这一点其实与儒家的教诲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如何行

孝，这却是法家学说里找不到的。在列国对峙的形势下，法家君主集权的主张对击败敌国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但这只是以权术为内容的学说，不具有人生的理想。”③ 法家对 “忠孝”观念的提倡是以维

护国家凝聚力为目的的；而在儒家理论中，政治不是法家那种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而诉诸于奖惩赏罚

的管理，而是需要将道德与情感纳入其中的整体性考量。

对于全面反思秦的教训而立国的西汉来说，在武力征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进而实现长

久执政，在汉初年间完成休养生息之后最迫切解决的政治问题。如果说汉初年间 “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那么到武帝时期，兴教化则成为当务之急。显然，对于汉儒来说，“治

安之国”是远远不够的。陆贾说：“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阂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

为之者哉？”④

事实证明，到了汉武帝年间，一味的清静无为早已不足以应付随着汉朝国力发展而凸显的种种社

会与政治问题。概言之，“统治者不必积极有为，或说不可违道妄为，‘道’作为宇宙秩序会自然把

社会调节到适宜状态。如此 ‘反朴’取向，与一个大型文明国家的治理方式，最终难于整合”⑤。推

崇黄老的窦太后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即元光元年，汉武帝下令 “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

以百数”，这一诏书也宣告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以后，国家的时新派政策以更强有力的形

式出现；一个虔诚的 《道德经》信奉者是很难赞同国家朝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方向作明显的转

变的。”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一个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国家，一个雄才大略而非昏庸无

为的皇帝，以清静无为为理论基调的政治理念势必无法满足国家发展与统治者的需要。新时代的新问

题，“不是功臣贵族子弟所能解决的，不是法吏所能解决的，亦不是前一代黄老哲学所能应付的”⑦。

而儒家之长恰恰能补黄老之短，政治理念的变更已然是大势所趋。

二、从作为道德伦理的 “孝悌”到作为人才选拔制度的 “举孝廉”

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 “孝”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一种政治制度，由儒家 “孝

悌”进而国家 “举孝廉”，以往的研究惯用 “独尊儒术”来总结这一过程，但深入探究，其中折射出

的不仅仅是所谓的 “独尊”，即儒学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

多方面渗透与引领。余英时认为，汉代以 “孝悌”为取士的最重要的标准，便是根据 “欲治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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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齐其家”的逻辑推衍出来的①。而汉代从对 “孝”的重视到 “举孝廉”制度形成的过程，也是

“社会的伦理秩序与一般性的政治制度进行对接”② 的过程。

阎步克说，一种行政制度的形成需要量变的积累，但质的变动却往往联系着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

背景的变动③。比如，从汉初开始对 “孝”的重视及褒扬。汉代的皇帝多以 “孝”为谥。颜师古说：

“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④ 汉文帝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⑤ 孝

悌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武帝即位之初即颁布诏书：“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

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⑥ 再如，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诚如胡秋原所说：“武帝之初，儒生已

成重大势力。儒学不待武帝之尊而尊。”⑦ 而儒学地位的提升，“此实为儒者长期 （至少八十年）奋

斗之成绩，风会之使然。武帝即位之时仅十七岁，不能谓即有坚定之主张也。不过此一少年皇帝亦感

受时代思潮而已。”⑧

因此，“举孝廉”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汉武帝一朝得以确立和实施，与其说是君

主个人的选择，不如说这是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贤良、方正之设科，是与知识群体特别是儒生集

团的参政，与王朝之最终把儒术奉为正统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致的；孝廉科亦是如此。”⑨ 《汉旧

仪》曰：“高后选孝悌为郎。”瑏瑠 早在吕后执政时期，已经有这种因德行出众而进入仕途的选拔方式。

而孝廉制度的正式确立，则通过董仲舒的提议而被武帝所采纳。在与武帝的对策中，董仲舒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

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

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瑏瑡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孝廉”制度由此肇

始瑏瑢。从汉代重 “孝”到 “举孝廉”制度的实施，董仲舒居功甚伟。班固曰：“州郡举茂才孝廉，皆

自仲舒发之。”瑏瑣 这一由儒者倡导的制度，其精神实质是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作为取士标准，根据孝子

的孝行来举荐、提拔、考核人才的制度。“举孝廉”的逐渐推广对汉帝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如严耕

望所论，“遂使汉代政治本质起重大变化”瑏瑤。此种变化，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申说。

首先，“举孝廉”制度的推行，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

方式。对于汉初统治集团来说，“彼辈既纯朴农工，政治设施茫然不解，更无新理想可言，故一切法

制，悉承秦旧，‘荫任’、‘赀选’盖其类耳。是以功臣封侯食采，子弟平流涌进，而不知随时向民间

吸收新因素，增加新血轮，致政府舆民间日逐悬隔，在上人材日稀，在下民情隔膜。上下不能连贯，

有僵化为新贵族之趋向。”瑏瑥 到汉武帝年间，汉初功臣以及他们的子孙所起到的辅佐作用越来越小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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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功臣及其子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出现的政治空间如何填补，成为考验政权的执政能力能否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 “举孝廉”制度选拔人才来填补政治空间，成为武帝时代的必然之选。原

因有二：

第一，孝廉制度的设立，为底层百姓的入仕开启了大门。并非按出身来展开，所谓 “英雄不问

出处”；以德行为标准，阶级、门第、血统都不重要，这无疑使得政权组成来源多元化，而这种多元

化对于政治活力的保持，社会利益的分配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人才由皇权直接选拔，权

力直接进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最底层的优秀分子直接进入到国家政权。可以说，“举孝廉”制度选拔

的范围广泛而开放，政权的开放程度与平民化进一步加大，这就使得国家政权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最

大程度的支持与认可。

第二，在选拔标准上，诚如学者所论，“贤良、孝廉之所以殊异于此前的官吏举荐之法的，一是

设科名目上的 ‘进贤’意图，二是举荐形式上的 ‘贡士’色彩。这方面，充分地适应于上述儒家的

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 ‘轨德立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在选官

上 ‘以德取人’的原则”①。以是否符合儒家德行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进而 “建构一个由 ‘孝悌’、

读书出身和经受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②。至此，“为政以德”与

“以德取人”形成一种良性支撑与互动，为儒家 “仁政”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除了选拔人才，“举孝廉”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根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循吏传》《后汉书·循吏列传》《后汉书·儒林列传》《后汉书·文苑

列传》的记载，汉代的许多官吏都是通过 “举孝廉”而进入仕途。他们通过 “举孝廉”参与到国家

政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在他们施政的过程中，又必然会褒奖孝行，在为政中起到一种

导向性作用。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论是对社会风气还是人才储备，都起到正面积极的引导作

用。这种循环互动如干春松所总结，“随着儒家的制度化，儒家观念便更合理、顺畅地改造着现实的

制度。而制度的儒家化强化儒家制度化的深度和广度”③。通过对德行的提倡而入仕，一方面拓宽政

权社会基础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加大提倡教育的力度。在这两方面共同努力下，极大提升了文化吸引

力与政治向心力。

孝廉、茂才皆地方推荐而来，全国百余郡国，无论其在中原或边疆，无论居民之为华夏民族，或

边裔少数民族，亦无论其经济文化发展之高低，一律一视同仁，皆以户口多少为比例。推荐人才到中

央为郎官，在首都观摩数年，然后分派在中央或地方 （不到本籍）任职，这样增加了地方四裔对中

央的向心力。秦汉时代中国第一次走上统一之途，能维持四百年之久，此一制度尽了相当的功能。中

国经此长久的统一局面，已凝成为不可分之一体，自后政治上纵然时或有离心的叛乱出现，但最后终

归统一，得此制度影响甚大。换言之，中国二千年来世界性国家之局面，为旷世所未有，此一具有阔

大胸襟不分夷夏一视同仁之制度，实有其历史性的影响作用。④

这种在文化上由中央到边疆的辐射和影响，通过对一种文明观念的认同，使得孝悌等儒家价值观

成为这个 “大一统”政治的粘合剂。到了东汉时，期门、羽林的军士也须学习 《孝经》章句，匈奴

贵族也遣子入学。

汉文帝曾立孝经博士：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 《论语》、 《孝

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 《五经》而已。”⑤ 由此而带来的疑问是，罢

《孝经》博士，是否真就意味着 《孝经》地位的下降？对此，王国维说：

然 《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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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１０页。
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９页。
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第１０页。
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第９４—９５页。
［汉］赵岐：《孟子题辞》，［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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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罢之也。至 《论语》、《孝经》，则以受经舆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盖经

师授经，亦兼授 《孝经》、《论语》，犹今日大学之或有豫备科矣。然则汉时 《论语》、《孝经》之传，

实广于五经，不以博士之废置为盛衰也。①

显然，《孝经》在汉代的基础性地位不容置疑，这种基础性地位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并非随着博士

的 “立”或 “罢”而有所改变。到汉平帝元始三年，“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

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 《孝经》师一人”②。《太平御览》卷五四五引 《荀氏家传》：

“故汉制天下皆诵 《孝经》，选吏则举孝廉，盖以孝为务也。”

对于孝道的践行，有儒家经典作为其价值依据，再配合以人才选拔制度为奖励，在精神与物质两

方面的齐头并进，使得汉代 “以孝治天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政治效果。

三、孝为善政之基石：从伦理秩序到政治制度的变迁

从政治制度演变的层面来说，有学者认为，“从周制到秦制，从最高权力上说，则有一个从宗族

的家天下到家庭的家天下的转换，这是周秦之际的历史大势”③。统治基础的转变自然带来的是思想

观念的变迁。承秦制而建国的西汉，在短暂的郡国并行制之后，在汉武帝时期最终确定和巩固了

“家庭的家天下”。因此，“家庭的家天下”正是建基于 “家庭伦理”基础上的④，对孝的强调自然成

为题中应有之义。

肖群忠对汉代的孝文化总结为三点：“首先是孝道理论的纲常化与理论论证的神秘化；其次则是

孝道的政治化、实践化；最后，是孝道义务与实践的片面化、绝对化。”⑤ 可以说，汉代孝道理论的

纲常化是中国孝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汉代对孝的重视，将其放大化，就成为对忠的提倡。随着

“君为臣纲”被列为三纲之首，这种由 “孝”而 “忠”论证的不断加强，亦是从观念变迁的层面折

射出 “孝”从伦理秩序具体化为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

先秦时，《论语》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⑥

孟子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⑦ 汉初陆贾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⑧ 在 《孝

经》中，“事君”已然成为 “孝”的一部分，并提出移孝为忠的治国理念：“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

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⑨董仲舒曾说： “忠臣之义，孝子之行，

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瑏瑠 董仲舒以 “土”来说明忠与孝的地位，正是为

了强调其 “不可以加”的至高无上。如此一来，当 “孝”延伸到 “忠”，其范围也从 “家庭”扩大

到 “朝廷”，成为家国同构的理论基石，如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瑏瑡 等论说，

不仅在汉代，在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凡此种种，表明 “孝”已经不仅是一种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以

儒家观念为基础与指导建构起来的制度，不但意味着从伦理规范到政治原则的飞跃，还意味着儒家与

政权的深度链接，儒家价值观对权力的塑造。以经义影响政治，以儒家经典中所推崇的价值作为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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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王国维：《汉魏博土考》，《王国维全集》第８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汉］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李祥俊：《秦汉价值观变迁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０页。
李祥俊认为，把皇权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宗族伦理基础上，这是秦汉专制皇权的基本特征。（李祥俊：《秦汉价

值观变迁史论稿》，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第５８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４７页。
同上，第３３９页。
王利器：《新语校注》，第１１８页。
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８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６页。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６３１页。



从 “孝悌”到 “举孝廉”

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以儒家的政治观念引导君主的政治行为，以儒家的政治倾向影响现实政治运行

的走向。比如，《汉书·郅恽传》：“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既然君王如父母，

统治者同样如父母一样在犯错时接受臣子的劝谏。诚如当代学者所论：

在今天的用语中，“孝”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在 “家”范围之内，是私领域的事。但是，古代

并没有今人所谓的公与私的分界，道德与政治的明确分界，因此，“孝”的问题也决不是私人领域子

对父的道德问题，而是全面构建人间秩序的核心要素，带有强烈的政治性。①

因而，从推崇 “孝”观念到推行 “举孝廉”制度，我们需要尝试超越时代的局限和对古人的苛

求，才能对这一过程做出有分寸且有边界的理解。如 《东汉会要·选举上》中所说，汉代 “得人之

盛，则莫如孝廉，斯为后世所不能及”。与此同时，儒家孝道由伦理到政治的制度化建构，也意味着

必须投身到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去，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说，儒家积极入世的基调从孔子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逐渐演化成为被政治权力不断强化的国家制度。正如李泽厚所说：

孔子继承远古所提出的仁学结构，主要便是通过汉代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如尊儒学、倡孝道、重宗

法，同时也通过以董仲舒儒学为代表的 ‘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才真正具体地落实下来。②

从对 “孝”的推崇与践行，到 “举孝廉”制度的确立，汉代以儒家孝道为精神资源和价值根据，

以物质奖励、法律约束、社会教化与人才选拔等方面的措施相配合为其实施保障。既有来自法律方面

的硬约束，又有来自教育方面的软手段，全方位地发挥了 “孝”在社会生活与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

用。然而，过度的强调子女对父母之孝，除了发展到愚孝之外，必然走向其反面。恰如 《抱朴子·

审举》篇中记录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

当孝行成为进身之阶，就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情感，而成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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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孝经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８页。
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１５９页。



王船山哲学定位问题重探

———以 《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

廖晓炜

【摘要】作为明清儒学转型之际的时代产物，王船山哲学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船山哲学与宋明

新儒学之间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船山哲学的基本立场又与清代新义理学颇为一致。因此，朝宋

明新儒学与清代新义理学两个不同的方向诠释、定位船山之学，似乎都能找到相应的文本根据。本文尝试

以宋明新儒学区别于清代新义理学的核心理念为参照，重探船山哲学的理论定位问题。本文认为，船山哲

学已溢出宋明新儒学的基本典范，表现出明显地趋向清代新义理学的性格特征。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船

山哲学可谓宋明新儒学转向清代新义理学的过渡型态。

【关键词】王船山；宋明新儒学；清代新义理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８－０７

作者简介：廖晓炜，湖北武穴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１６ＹＪＣ７２００１２）

有关船山哲学理论性格的判定问题，历来颇多争议，但大多学者仍倾向于将船山哲学视为宋明新

儒学的某种特殊型态。本文认为，如果将严格意义上的宋明新儒学作为一哲学典范来看的话，各家实

共享了一些核心的哲学理念：第一，肯认一超越的形上实在作为价值与存在的终极根据，宋明新儒学

中太极、太虚、理、乃至理气为一之元气等，均指这形上实在而言；第二，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强调

“天道性命相贯通”，人之善性本质上同于上述形上实在；第三，人之善性同一而无别，且完满自足，

工夫的目的只在复归、实现此善性。以上述核心理念为参照来反观船山哲学，不难发现，船山在相关

问题上的看法多迥异于宋明儒之见。因此，虽然船山袭用宋明新儒学的基本概念来架构自己的思想体

系，但其学实已溢出宋明新儒学的基本典范，其中透露出不少趋向清代新义理学的理论消息。因此，

本文将围绕以上几点，以 《读四书大全说》为中心，在明清儒学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衡定船山哲学

的理论特色。

一、理气一物与理一分殊

在船山哲学中，气为最基础性的存在，天地万物皆以气为存在根据：“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

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① 换言之，心、性、天、理等均由气而获得其实在性。因此，

就存有论的角度而言，以 “气论”说船山之学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船山的 “气论”当如何定位？

过去的研究多以船山之学为自然主义的气本论，近来不少学者则强调其为宋明新儒学典范下非自然主

义的气本论。要回应这一问题，首先须厘清船山在理气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承明中叶以降内在一元的思想倾向，船山主张理气为一物，反对朱子学析理气为二以及理先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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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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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说：“盖将理、气分作二事，则是气外有理矣。夫气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别有理，岂非 ‘义外’之

说乎？”① “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② 仅由这些说法，我们还很难判

定船山言气之根本立场，因 “理气一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③，它既可以是自然主义气本论的一

种表达，也可意指宋明新儒学 “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哲学典范下理气不离、体用圆融之说，乃至

先天型气学的特定主张。在不同的思想型态下，理的理论地位有极大的差异。依牟宗三的辨析，自然

主义气本论意义下的理，乃形构之理，具自然义、描述义、形下义等意涵，“依此理可以形成或构成

一自然生命之特征”；而宋明儒所谓的理，乃存在之理或实现之理，其为形上超越之理，是一物单单

如此而不如彼存在的 “充足理由原则”④。前者是一类概念，完全从属于形下之气；后者则为 “绝对

普遍的、存有论的、纯一的极至之理”，所谓 “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⑤。

船山论理，强调理主宰、纲维乎气的作用：“天者，所以张主纲维是气者也。理以治气，气所受

成，斯谓之天。理与气元不可分作两截。”⑥ “理以治气，而固
#

乎气以有其理。”⑦ 有时船山又视理

为气之运动变化所展现的秩序、条理：“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

可见者也。”⑧ 由前一说法，理相对于气具有超越性，似应理解为牟宗三所谓的存在之理；由后一说

法，理气之间具有一种化约性的关系，此中之理似为牟宗三所谓形构之理。两种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

矛盾，为合理化解这一矛盾，有必要先介绍船山对 “理一分殊”观念的诠释：

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而分殊”。“分”者，理之分也。迨其分殊，而理岂复一

哉！……抑蠢物之中有灵物，则枭獍有麟凤之理，犬牛有尧、舜之理乎？且灵物之中有蠢物，则龟鹤

有菌耳之理，周、孔有豺虎之理乎？⑨

天之所以生此一物者，则命是已，夫命也而同乎哉？此一物之所以生之理者，则性也，性也而同

乎哉？异端之说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共命”，故狗子皆有佛性，而异类中可行也……使性

而同矣，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矣！瑏瑠

可见，在船山看来，不同物类虽皆由天而生，然其理或性绝不相同，否则人物之别不能成立。诚如前

文所述，在宋明新儒学 “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哲学典范下，理为绝对普遍的形上超越之理，人、物

皆禀此理以为性，亦即所谓 “本然之性”，此性于万物而言，同一而无别。但由上引材料不难看出，

船山根本无法认同朱子学意义上的 “理一分殊”说。事实上，船山猛烈批评的元儒程复心之 “一物

之中莫不有万物之理”的说法，正源自朱子瑏瑡，而朱子此说乃以其 “理一分殊”之观念为基础。所以

唐君毅说：“船山之人性论之内容，大异于程朱者，要在其重别人性于物性，而严人禽之辨。”瑏瑢

仔细揣摩船山所谓人、物之性或理的涵义，其似乎更近于类概念，亦即牟宗三所谓的 “形构之

理”，因为 “存在之理”不可 “分”，并不存在人、物之理的差别。由船山以下表述当可确定上述论

断为不误：

既聚而成形象，则才质性情各依其类。同者取之，异者攻之，故庶物繁兴，各成品
#

。乃其品
#

之成各有条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必无长夏霜雪、严冬露雷、人禽?木互相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５９页。
同上，第１０５４页。
有关理气一物说的可能涵义，参见郑宗义：《明儒罗整盭的朱子学》，黄俊杰、林维杰编：《东亚朱子学的同调与异趣》，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一）》，《牟宗三先生全集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９４页。
同上，第９５页。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９９３页。
同上，第９２５页。
同上，第９９４页。
同上，第１１２０页。
同上，第１１１９页。
［宋］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９８页。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全集》第２３卷，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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淆杂之理。①

循此，船山在理气问题上的一些理主宰乎气的说法，当不应理解为形上之理对形下之气之运行变

化的主宰，而应理解为气之运行变化所展现出来的条理和规律。船山 “理只是以象二仪之妙，气方

是二仪之实。健者，气之健也；顺者，气之顺也”之说②，最能表达这一意涵。因气之运行变化不能

杂乱无章，否则必无大生广生之用。在此意义上，似可说气之运行变化中所内含的条理、规律亦显出

一定的 “主宰性”。邓克铭亦有类似的看法③。

或以为船山有气善之说，是以其所谓理、气应具形上性格。气之为善，并不足以决定此气及其所

内含之理具形上超越性。如自然主义气本论之代表人物戴震即曰：

自人道溯之天道，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

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之生生，

在人为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为德也；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

乃智之为德也。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苟失，则生生之道绝。④

可见，理论上，戴震亦肯定气善，并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天人合一之观念。只不过，此中所谓气化

之德或善，乃道德主体 “对自然万物所作的一种价值赋予”⑤。这与宋明儒所理解的形上实体，因其

作为价值与存在的终极根据而被判定为至善，属于不同理论层次上的说法，不容混淆。

此外，船山的表述中亦常将 “形而上”与 “形而下”对举：“盖孟子即于形而下处见形而上之

理，则形色皆灵，全乎天道之诚，而不善者在形色之外。”⑥ 然而，正如在朱子学中形而上、形而下

之别与理、气的区分存在着对应关系一样，船山思想中的形而上、形而下之间的理论关联与理、气之

间的关系也是完全一致的。由于理相对于气的超越性、先在性被消解，“形而上”在船山哲学中亦不

再具有朱子学中 “形而上”的基本意涵：

“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之天则，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

隐而未见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见，形之所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如车之所以可载、器之所以

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礼，皆隐于形之中而不显。二者则所谓当然之道也，形而上者

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⑦

可见，船山所谓 “形而上”者，基本意涵有二：“天则”与 “当然之道”⑧。前者不过是从宇宙

论的意义上将 “形而上”者视为气化所展现之条理、规律⑨，后者则指 “人应物接事之道”及基本

的人伦规范。可见，船山正是基于其理气论的基本立场，赋予形而上、形而下全新的内涵，完全消解

了 “形而上者”相对于 “形而下者”的超越性和先在性。

既然否定船山理气论中的理具有形上超越性，那么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船山的气学已溢出宋明新儒

学 “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基本典范，本质上与清初以降的新义理学展现出相似的理论性格。循此，

我们可以由船山对人性相同抑或相近问题的处理，及其对性善说的诠释，进一步印证本文对船山哲学

所作的理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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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１２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页。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５４页。
邓克铭：《试论王船山 〈庄子解〉———以道与气为中心》，《鹅湖学志》第５７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清］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７页。
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 （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２页。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９６３页。
［明］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１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８页。
陈

$

：《形而上与形而下：以隐显为中心的理解———王船山道器之辨的哲学阐释》，台湾 《清华学报》新３０卷第一、二期合刊
（２００１年３月）。
戴景贤：《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 （下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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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相同抑或相近

在宋明新儒学 “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哲学典范之下，一切人等先天本具同一无别的 “本然之性”

或 “天地之性”，其与作为存在之理的 “理”不只相通并且是相同的，所谓 “性即理也”。这是从天

人一贯的立场对孟子性善说所做的形而上学的诠释。因此，宋明儒理解孟子的性善说，大体上皆强调

人性同一而无别。然孔子另有 “性相近”之说，似与人性相同之论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也是宋明儒

在经典诠释上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朱子学诉诸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以调和 《论》《孟》的

上述不同说法，阳明则认为孔子所谓 “相近”正是 “同”的意思，因此，孔、孟之说并无冲突。

表面来看，船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与朱子学的基本立场颇为一致。如其一方面认为 “性者，

人之同也；命于天者同，则君子之性即众人之性也”①，另一方面又认为 “若夫性，则随质以分凝矣。

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一”②。而船山 “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③ 的说法更易让

人误以为其主张气质中本具完满自足之本然之性的看法。事实上，船山所持的是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的

人性论，其对人性相同抑或相近问题的回答，与朱子学存在根本的差异。

船山认为，严格来说，人性只可言 “相近”而不能说完全一致。是以船山曰： “故惟 ‘性相近

也’之言，为大公而至正也。”④ 孟子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所言之 “性善”，在其看来，指向的其实是

“命”而非 “性”：

孟子惟并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 “性善”。

孟子之言性，近于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无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则因命之善以言性之

善可也。若夫性，则随质以分凝矣。一本万殊，而万殊不可复归于一。《易》曰：“继之者善也”，言

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继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质也；既成乎质，而性斯凝也。质中之命谓之性，

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⑤

船山认为，孟子之所以从普遍性亦即人性相同的角度言性善，显然并非真以现实中一切人之性均

完全相同；而是意在强调现实世界中，人之性虽相近而有别，然其根源则一，亦即皆源于天之所命。

依船山之见，如果说人性可以言相同或一致，仅指这一点而言，此即船山所谓的 “一本”。若就每一

个体所禀受之性而言，因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性必然各不相同。因为性乃就现实中的个体生命而言，

每一个体生命均有其特殊之 “质”，“质”在构成具体生命的同时，天之所命者亦随之凝而为个体生

命之性。在船山看来，天命 “凝”而为个体之性，必定是一差异化的过程，因此其不可能完全一致。

这即是船山所说的 “万殊”。船山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本与万殊间的差异或性命之辨。就此而言，船山

以孟子言性善乃指命善，显然与其性命之别的基本原则相悖。但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船山的表述

相互矛盾，这不过是其为弥合自身哲学立场与经典原意之间的理论缝隙，对经典所作的一种策略性的

诠释。循此，船山进一步提出 “气 （性）、质之辨”：

质是人之形质，范围着者生理在内；形质之内，则气充之。而盈天地间，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

非气者，故亦无非理者。理，行乎气之中，而与气为主持分剂者也。故质以函气，而气以函理。质以

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⑥

船山的意思非常清楚，每一个体生命均由特定的 （形）质所构成，而气则贯通每一个体生命及

其外之天地万物。由质而有具体的生命，由气所内含之理乃有具体生命之性。形式上来看，理

（性）、气与质似乎分属不同的理论层次，但船山认为三者不过一物之不同方面而已：“不成一个性，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１３１页。
同上，第８６４页。
同上，第８６０页。
同上，第８６４页。
同上，第８６４页。
同上，第８５９—８６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一个气，一个质，脱然是三件物事，气质已立而性始入，气质常在而性时往来耶？”① 正如前文所述，

船山以气为宇宙本源，因此无论是理 （性）抑或是质，均根源于气。理乃宇宙论意义上之气运动变

化所展示的条理；气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具体化为质，进而形成个体生命，质中之理即构成个体生命

之性。船山并不简单地以性为质之属性，而以性为质中之气所内含的理。循此，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气

与质之间的理论关联当如何确定？由于船山明确反对朱子学意义上的理与气、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

二分，因此气与质之间不可能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两层的关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明确的差别：

以愚言之，则性之本一，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尽一者，大端在质而不在气。盖质，一成者也；

气，日生者也。一成，则难乎变；日生，则乍息而乍消矣。②

乃人之清浊刚柔不一者，其过专在质，而于以使愚明而柔强者，其功则专在气。质，一成者也，

故过不复为功。气，日生者也，则不为质分过，而能 （为）功于质。且质之所建立者，固气矣。气

可建立之，则亦操其张弛经纬之权矣。气日生，故性亦日生。性本气之理而即存乎气，故言性必言气

而始得其所藏。③

在船山看来，质乃个体生命中较为惰性的部分，人之清浊刚柔等气禀上的差异，皆由质所决定。

而气乃个体生命中较为灵动的、不断生成的部分，其为人后天所以能再受命而日生其性的根据所在。

循此，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气与质之间的关系：宇宙本源之气具体化为个体生命的过程中，分化

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亦即气与质。换言之，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气与质，均是作为宇宙本源之气的

具体表现，不过二者的性质与功能略有不同。具体而言，性、气、质三者展现为 “质函气、气函性”

之结构性的关系。宇宙论的意义上，船山主张理气为一，因此在个体生命的层次上，性、气亦可说为

一，性所指向的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本质，气则意在表明个体生命存在之本质所具有的活动性、生成

性。性、气为质所函，也就决定了性、气必受限于质。此所以船山曰：“质以函气，故一人有一人之

生；气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换言之，质之不同，也就决定了人之性绝不可能完全相同。

船山对质与气 （理、性）所作的理论区分，颇类于朱子学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间的分别。特

别是船山以 “性之本一，而究一成乎相近而不尽一者，大端在质而不在气”，并将人之清浊刚柔之别

归因于质。船山之所以在强调质、气 （理、性）为一的同时，又不得不在理论上细分二者之间的差

别，乃因其一方面不得不解释人于气禀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以及人之为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必须

说明人于现实上突破气禀的限制以成德的可能性。这两者显然无法仅由单一的 “气”这一概念来加

以说明。因此，理论上，船山不得不诉诸气质之辨，以合理说明个体生命所包含的不同方面的内容。

但由于船山反对朱子学理气二分的基本架构，其气质之辨与朱子学的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的分别仅具

结构上的相似性，在理论型态上，二者之间存在霄壤之别。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船山的人性论，实

与颜元、戴震等人所持的 “性有等差”之说，不过一步之遥。船山在主张气本的同时，又在理论上对

气作分层式的处理，由此见出，其学既不同于宋明新儒学，亦与后来的清代新义理学存在一定的差

异，本质上乃是前者转向后者的过渡型态。

三、性善与性日生日成

形式上，船山是在天人一贯的架构下说性善： “雨露者，天不为山木而有，而山木受之以生者

也；则岂不与天之有阴阳、五行，而人受之为健顺、五常之性者同哉！”④ 并且，船山强调心性之别：

“心则只是心，仁者，心之德也。径以心为仁，则未免守此知觉运动之灵明以为性，此程、朱所以必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８６５页。
同上，第８６１页。
同上，第８６２页。
同上，第１０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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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孟子之言为之分别也。”① 综合以上说法，或以为船山仍是在朱子学的框架下展开其有关性善的论

述。其实，船山仅只是沿袭朱子学的概念框架，并在相关理论思考上与朱子学表现出结构上的相似

性，这些概念在其思想系统中已被赋予极为不同的含义。

船山特重后天修为，因此对于各种 “先天现成”之说予以猛烈抨击，甚至以孟子 “尧、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之说，有 “径疾”之弊②。在他看来，先天之善性只是后天修为的起点和基础，切不可

与后天诸德简单地加以等同。因此，船山认为，说大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可

若说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即是大人，便有躐等之病。“赤子之心，是在人之天……大抵人欲便妄，

天理便真。赤子真有未全，而妄不相涉。”③ 在一定意义上，“赤子之心”即可视为先天之性善，然此

并不足恃，因作为天理之真的赤子之心，仍有进一步充分发展之必要，所谓 “赤子之心真有未全”。

后来的程瑶田亦有类似的看法④。船山对此有更进一步的阐述：

虽曰：“性善”，性却不能尽善之致，善亦不能尽性之藏。“可欲之谓善”，早已与性相应矣。“不

失”，未便到尽处。

孟子亦止道 “性善”，却不得以笃实、光辉、化、不可知全摄入初生之性中……此处漫无节奏，

则释氏 “须弥入芥子”、“现成佛性”之邪见，皆由此而生。愚每云 “性日生，命日受”，正于此处

分别。⑤

换言之，人在有生之初所禀之性于善有所未足，所谓 “性却不能尽善之致”。这与同时期陈确等

人因严辨儒佛，而强调善性非完满自足，须待后天扩充的工夫以实现其善的思路颇为一致⑥。仔细体

会船山的意思，其对宋明新儒学存在严重误解，宋明儒虽以先天之性、本然之性为完满具足，但这仍

只是成德的根据，后天工夫并不可少。船山却因突出工夫的重要，而以先天之性有其不足，而须有生

之后继续 “受命”以日生其性，此与宋明新儒学对善性的理解亦有天壤之别。

船山在诠释孟子 “夜气”说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船山曰：

乃或曰，气非性也，夜气非即仁义之心，乃仁义之所存也，则将疑日生者气耳，而性则在有生之

初。而抑又思之：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气而为气之理也，是岂于气之外别有一理以游行于气中者

乎？夫言夜气非即良心而为良心之所存，犹言气非即理，气以成形而理具也。岂气居于表以为郛郭，

而良心来去以之为宅耶？故朱子说 “夜气不曾耗散，所以养得那良心”，以一 “养”字代 “存”字。

只此天所与人清明之气，养成而发见到好恶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气外别有心生，审矣。⑦

基于 “理气一物”说，船山认为孟子所言 “夜气”，所指正是 “仁义之心”或 “良心”。进一

步，船山更以良心、仁义之心为性、为理，亦即人的善性之所在。此所以船山曰：“性者，道心也；

知觉者，人心也。”⑧ 道心即这里所谓的良心、仁义之心。因而，心、性之别在船山思想中的意涵与

其在朱子学中的意涵有根本性的差别。本质上，这是由两家对理、气关系以及理之理论地位的不同理

解所决定的。船山所理解的善性，并无相对于心的独立性和优先性；换言之，心若诚而不妄，即为道

心，即是性，道心之外无所谓性。朱子学则不同，性有其优先性，心顺性而发可说是道心，但说道心

之外别无善性则不可。正如前文所已提到的，赤子之心或良心、仁义之心，不过人后天成德的起点和

基础，本身并非完满自足。相较于宋明儒对性善的解释，船山的诠释可说是一种弱化的性善说。

船山认为孟子的 “夜气”说足以证明其 “命日受，性日生”之说，不为无据：“若云唯有生之初

天一命人以为性，有生以后唯食天之气而无复命焉，则良心既放之后，如家世所藏之宝已为盗窃，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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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８２页。
同上，第１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０１８—１０１９页。
廖晓炜、朱燕玲：《崇礼与性善：清儒程瑶田义理思想探析》，《哲学与文化》第５４１期 （２０１９年６月）。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１９页。
Ｋａｉ－ｗｉｎｇＣｈｏｗ，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ｉｔｕａｌｉｓｍ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４７－４８．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７８页。
同上，第１１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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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求，终不自获；乃胡为梏亡之人非有困心衡虑反求故物之功，而但一夜之顷，物欲不接，即此天

气之为生理者，能以存夫仁义之心哉？”① 就宋明新儒学而言，善性完满自足，虽可为物欲所蔽，然

总有在特定机缘下自我呈现之可能。船山似乎认为，梏亡之人所以有良心之呈露，根由在于后天之再

受命而日新其性。船山对孟子所谓 “放其良心”的诠释，太过质实。良心之放，只是其为物欲所蔽，

而未于现实中显现自身。换言之，这仅表示良心隐而未显，绝非良心如有物焉，而丧失殆尽。因此，

船山以 “家世所藏之宝”为盗所窃，喻良心之放，可谓不类。

船山强调 “命日降，性日受”，主要是为了反对宋明儒 “本来性善论”或 “先天预成式人性

论”，以为如此即堕入佛教 “现成佛性”之说，而有舍弃后天工夫之弊。船山也因此对性善说重新予

以弱化的诠释，当然，这与其对理气论的诠释是一致的。性善说在船山思想中的弱化，还体现在其对

“后天之性”以及 “习与性成”等观念的强调。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赘述。凡此，都与宋明儒的义理

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综上所述，船山对宋明新儒学在哲学上的核心论点均持异议，其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与清初开

始流行的去形上玄远之学的思想潮流颇为一致；其在理气论、人性论上的基本立场，与清代新义理学

大体相近；其严辨三教、要求儒学之纯粹化以及特重后天修为的思想倾向，亦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

征。当然，船山哲学亦与后来成熟的清代新义理学，如戴东原哲学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篇幅所限，

本文未能充分展开论述。不过，经由前文所述，我们对船山哲学的理论性格可给出以下基本判定：船

山哲学确已溢出宋明新儒学的基本典范，其为宋明新儒学转向清代新义理学的过渡型态。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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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６册，第１０７９页。



司马光 《中庸》诠释的特色及其不足

张培高

【摘要】司马光在 《中庸广义》中明确指出善性为每人所具有，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

这就从先天普遍性的高度保证了人性的平等。后来，他更是在本体宇宙论的高度上对此进行了论证。虽如

此，从整体上观之，其人性论为性善恶混论。司马光进一步认为因人性有善有恶，故需 “修养”，而 “守

中”与 “立诚”是最为重要的修养方法。总之，虽然司马光在对儒家经典 （尤其是 《中庸》）的解释中建

构了一个含本体、心性、工夫的思想体系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如此便能扩大 《中庸》在士人中的影响，也

可使之地位进一步提升，但因其解释还有不足之处，故未能真正完成新儒学的建构，最终必然被理学家的

《中庸》诠释所超越。

【关键词】司马光；《中庸》；本体宇宙论；辟佛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５５－０６

作者简介：张培高，福建上杭人，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四川大学哲学系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两宋 《中庸》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１５ＢＺＸ０６１）

经学发展到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 《四书》与 《五经》并列的系统。而 《中庸》的地位

之所以能大为提升并成为 《四书》之一，得益于一大批宋儒的推动。除了范仲淹、胡瑗、王安石、

苏轼等人外，司马光也是宋代较早有专著阐述 《中庸》思想的士人。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宋代最早

对 《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①，但这实际上与史实不合，在此之前胡瑗已有 《中庸义》。不过，他确

实是最早有专著 （《〈大学〉〈中庸〉广义》）同时对 《大学》《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该书虽未能

流传下来，但在南宋卫编的 《礼记集说》中还存有他解 《中庸》《大学》的材料，这些应是 《〈大

学〉〈中庸〉广义》中的内容。此外，司马光对 《中庸》诠释的材料还散见于 《司马公文集》 《易

说》《法言集注》《太玄集注》等论著中。对于司马光的 《中庸》诠释，虽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并取得

不少成果，但研读后，仍有推进之处②。

一、“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

心性论的不足是儒学难以回应佛教的重要原因，故而加强儒学性命之学的建构是儒士们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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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漆侠：《宋学的演变和发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６９页；董根洪：《儒家中和哲学通论》，济南：齐鲁书社，
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８页。
较早对司马光的 《中庸》诠释作较系统分析的应是漆侠，后来杨儒宾、郑熊、张凯作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就笔者所

见，目前分析最深刻的要属郭晓东的两篇文章，此两文也阐述了司马光对 《中庸》的重要概念 （如 “性” “诚”等）所作的分

析，但他们的研究都还有商量之处。如郭教授在 《论司马光对 〈中庸〉‘性’与 ‘诚’的诠释》一文中把司马光对 “性”的解

说与孟子、郑玄、孔颖达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说，司马光受到他们的影响，一者是以 “气”统 “性”的传统，一者视 “性”为

内在于人本身，两者实际上是矛盾的；并认为对司马光关于 《中庸》之 “性”的诠释 “只能着眼于内在的本心性体”上理解。

实际上，这一分析是值得商量的 （详见正文）。此外，上述学者都没有意识到，司马光对 “性”的解说与传统的 “以气论性”有

重大不同，即他对 “性”的论证已从宇宙生成论上升至本体宇宙论的高度。（参见郭晓东：《论司马光 “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

史上的意义与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郭晓东：《论司马光对 〈中庸〉“性”与 “诚”的

诠释》，《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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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宋儒）的重要任务。到庆历之际，性命之学已是士人热议的话题，以至于欧阳修批评说 “夫性，

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①。司马光也有相似的论述：“且性者，子贡之所不及……今之举

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② 然而，司马光与其他宋儒 （如苏轼等）一

样，不可能违背主流，也围绕时代主题来建构自己的心性之学。他在许多论著中都谈及 “性”，如他

在 《中庸广义》中对 “天命之谓性”作了如下解释：

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天不言而无私，岂有命令付与于人哉？正以阴阳相推，八卦相

荡……庶物禀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万殊。人为万物之灵，得五行之秀气，故皆有仁、义、礼、

智、信，与身俱生……五常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夫人禀五行而生，无问贤

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顾其少多、厚薄则不同矣……多且厚为圣贤，少且薄者为庸愚，故曰：“天命

之谓性。”③

在此，司马光明确认为人之性禀于自然之天 （“以阴阳相推，八卦相荡”）与义理之天 （“五常

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人与物虽皆禀气而生，但两者所禀的气有质的区别，

人所禀的是五行之秀气，故而人天生就
%

有五常之性。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是质上的不同，而在于所

禀有的量有所差异 （“多且厚为圣贤，少且薄者为庸愚”），故有圣贤与庸愚之别。从思想源流上说，

这一思想受到孔颖达的影响，但又有所不同。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是：“唯人独禀秀气……被色而生，

既有五常仁、义、礼、知、信……但感五行，在人为五常，得其清气备者则为圣人，得其浊气简者则

为愚人。降圣以下，愚人以上，所禀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为九等。”④ 两者相较，很容易发现

两者的异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从 “气化论”的理路上对人性进行论证的，皆认为人之性禀气而

成，且人与人之间所禀有的气有量的差别。两者明显的不同是，孔颖达认为据禀气之清浊、多少之不

同，把人性分为九等，其中下愚不具有善性；司马光则明确指出善性为每人所具有，人与人之间没有

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这就从先天普遍性的高度保证了人性的平等。如果仅于此，仍然不能回应

佛教的对抗。因为佛教的性命之学是有本体论作为支撑的，而在此他对人之性的论证仍局限于生成论

的视域。若与宋初三先生胡瑗相比，也没有体现出进步。胡早在 《中庸义》与 《周易口义》中就已

经从生成论上论证了人性之善的普遍必然性，如 “性者，五常之性，圣人得天之全性，众人则禀赋

有厚薄”⑤。而 “五常之性”源自 “一元之气”，如 “以一元之气始生万物，圣人法之，以仁而生成

天下之民物，故于四时为春，于五常为仁”⑥。由此可知，胡瑗的论证是 “气化论”的维度。与胡瑗

不同的是，司马光后来认识到此视域的局限性，于是对人性的论证由宇宙生成论上升至本体宇宙论的

高度。他说：“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

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返于虚矣。”⑦ 在此，首先要特别指

出的是，此处的 “虚”不仅是本源而且也是本体。“人之生本于虚”所要表达的是 “虚”是人之本

源，而 “业终则返于虚”则表明 “虚”贯穿于人之始终，是人之根本。所以 “虚”是一个本体宇宙

论概念。其次，此处所说的 “性”与 “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⑧

中的 “性”是一致的。张敦实认为此 “性”为 “五行之性”⑨，再结合 “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

后情”之说来看，此 “性”显然也包含着人之性。总之，司马光在 “虚→形→性→动→情→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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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４７《答李诩第二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６６９页。
［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４５《论风俗扎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７４页。
［宋］卫：《礼记集说·中庸》卷１２３，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５６页。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９８８页。
［宋］卫：《礼记集说·中庸》卷１３３，第２８０２页。
［宋］胡瑗著、陈京伟点校：《周易口义》卷１，《儒藏》精华编 （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页。关于胡瑗的
性命之学，参见张培高：《论胡瑗对 〈中庸〉的诠释》，《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宋］司马光：《潜虚》，黄宗羲：《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９９页。
同上，第２９５页。
同上，第２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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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政→功→业→虚”的逻辑架构中对人性进行了论证。
由上可知，司马光在 《中庸广义》中只是提及人性之善，只看此，很容易误以为其在诠释 《中

庸》时主张的是性善论。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既然人人皆禀有五常之性，那在现实生活中，为

什么会有善人和恶人？司马光在 《中庸广义》中并未有明确的解释，但又明确说 “人皆有仁义礼智

之性，惟圣人能以至诚充之”①。此 “充”显然源自于孟子。孟子有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

之矣”之语 （《孟子·公孙丑上》）。不过，孟子所说的 “充”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其明言

“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几希”的内容实际便是

“四端”。两相对照，表面上看来，司马光此语确实与孟子极为一致，很容易认为司马光的人性论是

性善论或接近性善论，与其主张的性善恶混论 （此为众人所熟知）相反对。然而细究之下，发现其

实不然。首先，据上其所论，虽然司马光说在五常之性上，人与人之间无质的差别，只有量的不同，

从而造成有圣贤、庸愚之差异，但他并未说庸愚因禀五常之性少故而有恶，圣贤禀五常之性多故而无

恶，反而明确说圣人也需要充善。据此而论，司马光在 《中庸广义》中对 “性”的界定极可能是性

善恶混论，只不过侧重强调了人所禀有的性善的一面。而且从逻辑上看，性善恶混论与上述之论并不

必然矛盾，因为此论认为人人在禀有恶的一面的同时皆禀有善的一面，所以圣人 “充之”的 “之”

极可能指此。其次，虽然在 《中庸广义》中他并未清楚地看出恶源自何处，但纵观其书可知，此问

题在其它论著中有明确解释，如他在 《善恶混辨》一文中说：

夫性者，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

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

孟子以为仁义礼智皆出乎性者也，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贪惑亦出乎性也……荀子以为

争夺残贼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师法礼义正之，则悖乱而不治，是岂可谓之不然乎？然殊不知

慈爱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故扬子以谓人之性善恶混。混者，善恶杂处于身中之谓也。顾人择而

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②

该文写于治平三年 （１０６６），后又收入到作于元丰四年 （１０８１）的 《法言集注》③。在此，他批

评了孟、荀的人性论，主张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在司马光看来，人之性有善有恶，是禀于天而生的。

即使是圣人之性，也有恶的一面，而众人也有善的一面。在人性上，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有

量的差异。这一主张与其对 “天命之谓性”的解释极为一致。据此可知，性善恶混论是司马光经常

主张的观点。所以，对其在 《中庸广义》中关于 “性”的解释，应从其整体来加以理解。如果只从

性善论的角度解释，毕竟证据不足。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人性有善有恶，意味着人人都可能成为善人

或恶人，关键在于后天的 “修”。那如何 “修”呢？这就涉及到修养论的问题。

二、“守中”与 “立诚”

“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一主张蕴含了人性修养的必要性。这也意味着成圣成贤

的关键在于 “修”。然而，司马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恶多善少的原因在于能否抵得住 “外物的诱

惑”（“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也，

物迫之也”④）。对人来说，外物之所以会有诱惑，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能够与外物相感，所以这又

是一个认识问题，即与 “思”“心”有着密切关系。他说：“心感于物，为善为恶，为吉为凶，无不

至焉。”⑤ 当然，人之心感于物之所以有善有恶，最终的原因仍在于人性是有善有恶的。但人性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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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礼记集说·中庸》卷１３３，第２８０１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７２《善恶混辨》，第１４６０—１４６１页
［汉］扬雄著、司马光等人注：《扬子法言》卷２，文渊阁四库本。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７１《致知在格物论》，第１４４９页。
［宋］司马光著、刘保贞点校：《温公易说》卷３，《儒藏》精华编 （三），第５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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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非人力可以决定，而人之心则不同，人因后天行为的不同，可向善向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

步认为，善恶之形成在于 “思”“心”。他说 “善恶之原皆由乎思”，“一为思始，心，精之源，万事

之本也”①。因此，“治心”便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有许多言论，如 “大人之道，正其

心而已”②，“学者所以求治心也”③。既然 “善恶之原由乎思”，那 “治心”有哪些良方？为此，司马

光 《答景仁论养生及乐书》《中和论》《再与韩秉国论中和且景仁》等中都讨论了这一问题。这些文

章大抵都作于元丰七、八年之间，且都是主要围绕如何 “治心”而展开的，兼及其它方面。最能集

中体现这一思想的非 《中和论》莫属。

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

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④

在 《中和论》中，司马光开篇就指出 “求道贵于要”，而 “道之要”在于 “治方寸之地”。所谓

“方寸之地”就是指 “心”。心如何治呢？司马光把 《尚书·大禹谟》的 “执中”与 《中庸》的 “中

庸”联系起来，认为 《尚书》的 “十六字心传”与 《中庸》的 “未发”“已发”是一致的，都是强

调 “治心”问题，其方法就是 “执中”“守中”，并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夫治心以中，此舜、

禹所以相戒也”⑤）。在此，司马光已较早提及被朱子视为理学标志性话头的 “十六字心传”。在他看

来，心既 “危”且 “微”。所谓 “微”“危”是指心之难治。他说：“夫心，动物也，一息之间，升

天沉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⑥ 虽说此语是针对佛老 “心如木石”而论，但确实道出

了心的特点。对此，司马光认为最好的 “治心”方法莫如 “中庸”（“惟贤者治之，能止于一。择其

所止，莫如中庸”⑦）。这一方法的实质为在心未发之时谨守 “中”字。若时时谨守，天长日久之后，

心一旦已发，自然就能够达到 “无不中节”的境界。他说： “喜怒哀乐，圣人所不免，其异于众人

者，未尝须臾离道。平居无事，则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发，则以中庸裁之，喜不失节，怒不过分，

哀不伤生，乐不极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曰 ‘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 ‘达

道’。”⑧ 在此，司马光既强调 “心常存乎中庸”的修养方法，又论述了圣人有情的思想。

司马光认为儒家的 “中和”修养方法与佛老是根本不同的。他说：“秉国又云：‘虚则明，塞则

暗’此诚如所谕，然所谓虚者，非空洞无物之谓也，不以好恶利害蔽其明是也。”⑨ 又说：“《荀卿》

《大学》所谓虚、静、定者，非寂然无思虑也。虚者，不以欲恶蔽其明也；静者，不以怵迫乱其志

也；定者，不以得丧易其操也。《中庸》所谓中者，动静云为无过与不及也。”瑏瑠 “《大学》与荀卿之

言，则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则失中而远道矣。”瑏瑡 这里的 “秉国”是指韩维 （１０１７－１０９８）。
韩认为 “中和”修养方法的关键是 “人之心虚则明”。他说：“人之心虚则明，塞则暗，虚而明则烛

理而无滞，应物而不穷。喜怒哀乐之发有不中节乎？中节则无过与不及矣，有不和乎？”瑏瑢 心若虚，

能应物无穷，自然就能做到发而皆中节。显然，他所说的修养方法受到佛老的影响。佛老均认为心若

虚，定能应物无穷。司马光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佛老所讲的 “虚静”是空洞无物、寂然无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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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扬雄著，司马光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４７、５７页。
［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卷３，第５４７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７４《迂书·治心》，第１５１１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７１《中和论》，第１４５３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６２《与范景仁书》，第１２９２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６３《答韩秉国书》，第１３０７页。
同上，第１３０７页。
［宋］卫：《礼记集说·中庸》卷１２４，第２５８４页。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６３《答韩秉国书》，第１３０７页。
同上，第１３１１页。
同上，第１３０７页。
同上，第１３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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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家则不是：《荀子》所讲的 “虚”是指不以恶蔽其明，“静”是指志向不受外在的 “怵迫”影

响；《大学》所讲的 “定”是指不因外物而失去原有的操守。换句话说，无论是 “虚” “静”还是

“定”皆指不受外物的影响，正因如此，司马光认为这些方法是符合儒家中道的修养方法。

司马光认为 “立诚”也是 “治心”的方法。司马光对 “诚”非常重视，他曾对学生刘安世说：

“平生只是一个 ‘诚’字，更扑不破”，并告诉他立诚的方法是 “当自不妄语入”①。此外，要指出的

是，讲 “立诚”“守中”的内圣工夫不是司马光的最终目的，“内圣”是为了 “外王”，他说：“圣人

虚一以静，存诚素至，故能精义入神，以致其治世之用”②。

三、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司马光在解释 《中庸》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道德性命之学。可是，他的

《中庸》诠释与道学家相比，在历史上的影响小得多，如同样是讲 “诚” “中和”，理学家的影响远

远大于他。原因何在呢？

第一，从 “诚”上说，温公所言之 “诚”为其门人 （如刘安世）所发挥。刘安世 （１０４８－
１１２５）也以 “诚”作为自己终身信服的信条。黄东发说：“先生事温公五年，而后教之以诚。思之三

日，不知所从入，而后教之以不妄语。七年而后能言行相应，故能不动如山……至今诵其遗言，无不

笃实重厚，使人鄙吝之心为消。”③ 但温公与其弟子所讲的 “诚”主要是从一般的道德意义 “诚信”

上说的。而周子等理学家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 “诚”。朱子说：“诚之为言实也。然经传用之，各有

所指，不可一概论也……如周子所谓 ‘圣，诚而已矣’，即 《中庸》所谓 ‘天下至诚’者，指人之

实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谓 ‘诚’，即 《大学》所谓 ‘诚其意’者，指人之实其心而不自欺者言

也。”④ 在此，朱子把周子与司马光所讲的 “诚”作了区分，一是讲 “不欺”，一是讲 “实理”；一是

从一般道德意义上讲的，一是从本体宇宙论上讲的⑤。虽然朱子对司马光的人品赞赏有加⑥，但对道

学家来说，司马光所讲的 “诚”仅限于工夫，没有上升到本体的高度，自然有所欠缺。朱子说：“子

思所谓 ‘诚’，包得温公所谓 ‘不妄语’者。温公诚在子思诚里。”⑦

第二，从 “守中”的修养方法上说，在理学家看来，司马光的理论是不成熟的，二程和朱子对

其工夫论就曾提出批评。二程说：“君实尝患思虑纷乱……其后告人曰：‘近得一术，常以中为念。’

则又是为中所乱。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于名言之中拣得一个好字。与其为中所乱，却不如与

一串数珠……殊不知中之无益于治心，不如数珠之愈也……不知苦苦思量个甚，只是不与心为主。”⑧

朱子说：“温公只管念个中字，又更生出头绪多……又曰：天祺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旋去寻讨个

‘中’。伊川即曰 ‘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里面理会。譬如人有个家，不自作主，却请别人来作

主。”⑨ 在二程看来，司马光所说的 “中”只是一个好字而已，有名而无实，若用于 “治心”，还不

如数佛珠。因为 “中”与其它任何有形的东西一样，只要执著于此，就放不下了，所以 “以中为念”

必然为 “中”所执。朱子也是如此认为的，只念中字，会生出更多的头绪瑏瑠。

理学家之所以会批评司马光，乃在于司马光没有从 “心”上立论，二程说 “只是不与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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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元城学案》，第８２８页。
［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卷六６，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元城学案》，第８３２页。
［宋］朱熹：《晦庵集》卷６４，《朱子全书》第２３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１３７页。
参见张培高：《论宋代理学家关于 “诚”的不同诠释》，《中州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１３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１０３页。
同上，第３１０３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２上，《二程集》，第２５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９６，第２４６１页。
朱子是如何论述 “中”或 “中和”的，学界已有较多讨论。参见田智忠、胡东东：《朱子 “中和之悟”的工夫论解读》，《福建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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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说没有从 “里面理会”，换句话说 “治心”的关键在于 “心”得有所 “主”。这个 “主”在理学

家看来就是 “理”。无论是大程讲的 “以诚敬之”，还是小程所说的 “主一”，或者是朱子所说的

“持敬”，皆是以 “理”为对象。若心无所 “主”，在理学家看来，心未发之时及已发之后就没有一

个衡量或参考的标准，如此，当然就谈不上 “治心”。不过就司马光来说，他本来也可以向这方面发

展的，因为他曾经说过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心必有所在。他说：

凡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当此之际，其心必有所在……惟君子能自处于中庸之地，不动以待事

也…… （《大学》）又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

止于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亦言所定在于德也。①

从 《大学》和 《荀子》的原文来看，其 “止” “定”的对象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如果司马光把

“心必有所在”的对象亦界定为 “伦理纲常”，那么与理学家就接近了。可惜的是，司马光并没有这

样做，而是认为 “心必有所在”的 “在”即是 “中庸”（无过与不及）。司马光为什么没有向这方面

发展？主要取决于他对 “中庸”的认识。他把 “中庸”界定为 “无过与不及”②，并认为 “中”具有

普遍性，是万物万事的原则与规律③，因此人若守此 “中”，那么已发之后必然皆能中节。而这在理

学家看来，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司马光所说的 “中”仍然是一种无过不及的状态，不是实体。换句

话说，对照理学家的工夫论而言，此论的缺陷在于 “司马光从来都没有考虑到将 ‘未发’之 ‘中’

放在一个本体的视域下加以诠释，从而也就注定了他在工夫层面上存在诸多不能如理的地方。或者换

言之，司马光只是在 ‘用’的层面讲 ‘中’，从 ‘无过与不及’上讲 ‘中’，可以说只是 ‘中’的

‘用’，但从此 ‘用’，必上溯及其 ‘体’，‘体’不立则其 ‘用’无以行”④。这或许也是被大程批评

“不知学”⑤ 的重要原因。这种有用而无体的工夫论，必然被理学家的有体有用的工夫论所替代。

司马光对 《中庸》的解释还有不少特色之处，如对 “子路问强”章的解释，与孔颖达及同时期

的二程皆有所不同。孔以阴阳气候来解释：“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人情宽缓和柔……北

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故人性刚猛。”⑥ 二程从变化气质上解：“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义理

之强……北方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凡人血气，须要理义胜之。”⑦ 而司马光从文化上解：

“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过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当强者也。南方，中国；北方，狄

也。以北对南，故中国所以言南也。”⑧ 这一解释显然是华夷之辨意识的体现。若以此作为批判佛老

的重要手段，就仍停留在韩愈的水准，故而这些内容与 “性命之学”比较起来是次要的，而且篇幅

所限，对此的分析只能从略。

总之，虽然司马光的 《中庸》诠释，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如在对 《中庸》的解

释中建构了一个含本体、心性、工夫的思想体系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如此便能够扩大 《中庸》在士

人中的影响，使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终因他的解释还有不足之处，未能真正完成新儒学的建

构，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回应佛教的挑战，最终必然被理学家的 《中庸》诠释所超越。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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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６３《答韩秉国书》，第１３０７页。
同上，第１０３６页。
司马光说：“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司马光集》卷６２《答景仁论养生及乐书》，第１２８９页。）
郭晓东：《论司马光 “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史上的意义与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２上，《二程集》，第２７页。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第１９９５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２２上，《二程集》，第２８９页。
［宋］卫：《礼记集说·中庸》卷１２６，第２６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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